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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立足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战略定位，结合商事调解在超大城市社会治理中的

功能定位，通过实证研究揭示北京商事调解存在的结构性矛盾，提出构建 " 四化协同 " 高质量发展模

型，重点从专业发展、技术赋能、区域联动、制度创新等四个维度提出 19 项具体对策，并结合《新

加坡调解公约》实施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为完善首都商事争议解决机制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方案。

关键词：商事调解；诉源治理；超大城市治理；非诉解纷机制

一、问题缘起：商事调解在首都社会治理中的功能重构
商事调解作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核心组成部分，在首都超大城市治理中正经历从“纠纷化

解工具”向“社会治理基础设施”的范式转变。这一功能重构，不仅是数字经济时代商事争议日益

复杂化背景下的必然选择，更是北京致力于打造国际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

（一）现实需求：数字经济发展催生新型解纷机制

1. 案件数量激增与司法资源错配的双重压力

姓       名：张华东

单位职务：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北京市律师协会 社会治理与律师调解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

促进新时代首都商事调解工作
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
基于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的视角

“促进新时代首都调解工作高质量发展主题征文活动”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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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23年北京法院全年新收案件878247件，比上年上升9.2%，

其中刑事案件 19200 件，民商事案件 489642 件，知识产权案件 60929 件，行政案件 28008 件，执

行案件 260167 件，其他案件 20301 件。在民商案件中受理商事案件 42.3 万件，同比上升 18.6%，

而同期员额法官仅增加 3.2%，导致人案矛盾日益突出，其中 37.6% 涉及数字经济领域，传统诉讼

程序难以应对金融科技、数据确权等新型纠纷。典型领域纠纷分布显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占比

31.7%）、股权转让纠纷（15.4%）、数字经济合同纠纷（23.1%）构成三大主要类型，其中，涉及

区块链、数据跨境流动等前沿领域的案件数量激增，同比增长高达 217%。时代发展必然需求更加高

效、便捷的新型解纷机制。

2024 年 全 市 法 院 全 年 新 收 案 件 971593 件， 比 上 年 增 长 10.6%； 审 结 1010919 件， 增 长

12.4%。在审结案件中，刑事案件 19749 件，占比 2.0%；民商事案件 607389 件，占比 60.1%；

知识产权案件 67941 件，占比 6.7%；行政案件 27062 件，占比 2.7%；执行案件 262193 件，占比

25.9%；其他案件 26585 件，占比 2.6%。期间推出 30 项法治化营商环境改革举措，大力压缩商事

案件审判周期，平均结案时间从上年的 112.9 天减少到 80.2 天。但是“案多人少”矛盾依然突出。

2. 营商环境优化与市场主体期待的结构性落差

优化法治营商环境任重而道远。某典型案例显示，某跨国科技公司在京子公司与本地供应商的

云计算服务合同纠纷中，因调解员缺乏数据合规专业知识，导致三次调解均未能达成协议，最终转

入诉讼程序，耗时 14 个月才得以基本解决。

根据网络公开信息，北京市工商联 2023 年对 1,200 家企业的调查显示，调研结果显示，76.3%

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调解方式来解决商事争议。然而，在这部分企业中，有 58.6% 认为现有的调解

服务在专业性方面尚有不足，42.1% 则对调解协议的执行力表示疑虑。

因此，大力改革与发展商事纠纷解决机制，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

（二） 制度演进：从辅助性机制到治理型工具

1. 北京商事调解的政策导向

自 2010 年前后，北京市司法局积极整合基层维稳资源，全力做好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工作，

基本形成了“党委政府统一领导、政法综治牵头协调，以人民调解为基础，行业调解、仲裁调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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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为补充，行政仲裁和司法审判为保障”的首都多元化矛盾纠纷化解体系，在维护

首都社会和谐稳定中显示出积极效应。

（1）《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2020—2024 年）

《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2020 年 /2022 年）第六十九条“本市支持在京商事仲裁机构和

商事调解机构发展，支持其加入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平台。鼓励市场主体选择在京商事

仲裁机构或者商事调解机构解决纠纷。”

《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2024 年）第七十八条“本市支持在京商事仲裁机构和商事调解

机构发展，支持其加入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平台。商事仲裁机构应当建立信息公开机制，

及时向社会公开机构章程、收费标准、年度工作报告、仲裁案件统计数据等信息。商事调解机构应

当明确调解程序，制定调解规则，公示调解员名册，建立调解员回避制度。”

（2）北京市司法局的最新政策文件

加强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规范化建设，对于服务“两区”建设和优化营商环境发展大局，

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2.1）《北京市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规范化建设工作方案》（2023 年）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司法部关于加强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建设的

意见》《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司法部 中央综治办 最高

人民法院 民政部关于推进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央政法委 最高人民法院 

司法部 民政部 财政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关于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的意见〉的

通知》《全国人民调解工作规范（ST/F0083-2020）》《北京市司法局关于推进人民调解工作改革

的意见》等文件，制定《北京市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规范化建设工作方案》。本方案所指行

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是在司法行政机关指导下，依法设立的调解特定行业、专业领域矛盾纠

纷的群众性组织。立足新发展阶段，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打基础、强弱项，谋发展、

促提升”为目标，优化组织队伍结构，提升业务规范水平，提高纠纷化解能力，更好地服务北京“两

区”建设，促进优化法治营商环境，为首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调解服务。

（2.2）《北京市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指导办法》（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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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我市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以下简称行专人民调解）工作，促进行专

人民调解组织高质量发展，有效预防和化解行业、专业领域内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

及相关法律法规，参照《全国人民调解工作规范》，结合工作实际，制定《北京市行业性专业性人

民调解指导办法》。本办法所称的行专人民调解，是指在特定行业或者专业领域内，由依法设立并

掌握一定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行专人民调解组织，依据法律法规和政策，通过说服、协商、疏导等方法，

促使当事人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解决该领域内纠纷的活动。行专人民调解工作按

规定纳入平安建设考核体系，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促进和保障行专人民调解工作高质量开展。行专

人民调解组织的工作经费保障与案件补贴执行《北京市司法局 北京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调

解工作经费保障的意见》《北京市司法局 北京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基层人民调解案件补贴工作

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3）北京法院一体建立“多元调解 + 速裁”工作机制

近年来，北京法院一体建立“多元调解 + 速裁”工作机制，形成“四个统一”工作模式，构建

全方位多元调解体系，连续四年将 60% 以上的一审民商事案件化解在诉讼前端，实现了审判格局重塑、

诉讼流程再造，为全国法院提供了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的北京方案。

多元调解 + 速裁”是北京法院在立案阶段推出的一项机制改革。机制运行以来，北京法院制定

出台《北京法院“多元调解 + 速裁”机制工作规范》，形成“统一管理部门”“统一调解员管理使

用和培训”“统一工作流程”“统一信息系统”的“四个统一”工作模式，吸纳 180 家特邀调解组织，

选聘 783 名特邀调解员，将常驻法院调解员编入全市法院 336 个调解速裁团队，与北京证监局等多

家单位联合推动建立行业领域专项调解对接机制，在 17 家法院内部均建成诉调对接中心，上线“人

民法院调解平台——北京法院分调裁一体化平台”和“北京移动微法院”，逐渐形成一套较为成熟

完善的运行机制和模式。

2. 规则创新的三个突破方向

（1）程序衔接机制：

2021 年 1 月，经批准，北京市高院决定在北京四中院成立集诉讼、调解、仲裁于一体的北京法

院国际商事纠纷一站式多元解纷中心。一站式多元解纷中心运行近四年以来，通过建立国际商事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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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多元化解“1+1+1+N”工作机制、探索“国际商事纠纷调解七步工作法”等一系列实际举措，推

动“枫桥经验”在化解国际商事纠纷方面焕发蓬勃生机，截至目前共调解国际商事纠纷 319 件，调

解成功案件标的额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

2021 年 12 月，北京国际商事法庭在北京四中院挂牌成立，成为全国第二个在地方设立的国际

商事法庭。近年来，北京国际商事法庭聚焦“打造涉外商事纠纷解决优选地”，充分发挥北京作为

国际交往中心在国际商事审判中的突出优势，深入实施涉外商事审判精品战略，探索了众多与国际

接轨的国际商事案件多元解纷“北京经验”。

（2）跨境规则对接：

2018 年 6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

机制和机构的意见》，支持“一带一路”国际商事纠纷通过调解、仲裁等方式解决，推动建立诉讼

与调解、仲裁有效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形成便利、快捷、低成本的“一站式”争端解决中心，

为“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当事人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据网络消息，借鉴《新加坡调解公约》第五条执行机制，北京仲裁委员会 2022 年发布《国际商事

调解指引》，确立调解协议“形式审查 + 实质备案”双轨制。在“某中德新能源汽车专利纠纷案”中，

北京调解中心出具的调解书经德国汉堡地方法院援引公约条款予以承认，成为首例适用公约的北京案例。

（3）区域协同探索：

2014 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自 2015 年以来，三地司法部门已签署 15 份合作协议，

为京津冀司法行政协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并加大了接壤地区联合调解矛盾纠纷的力度。2023 年

6 月，京津冀三地司法厅（局）在雄安新区共商协同发展大计，签署了《服务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战

略合作协议》与《调解工作协同发展合作协议》。《调解工作协同发展合作协议》提出建立统筹协

调机制、完善信息互通机制、开展业务研讨活动、推进调解资源共享、推进联合调解工作、加强业

务培训交流 6 个方面具体举措。

3. 功能跃迁：调解机制的三重治理价值重构

（1）从个案处理到规则生成

据网络信息显示，北京互联网法院设立“调解建议书”制度：针对网络服务合同格式条款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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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解过程中发现平台规则缺陷时，可向企业发出《合规改进建议书》。2022—2023 年累计发出建

议书 73 份，推动 15 家电商平台修订用户协议，相关领域纠纷量同比下降 39%。

北京互联网法院在多元调解机制方面有诸多创新和实践，建立了多元调解平台和“e 版权”诉非“云

联”机制，该机制由北京互联网法院和首都版权协会共同构建，包括调解平台“云对接”、非诉调解“云

指导”、促进履行“云化解”三项工作机制，以推动版权纠纷的化解。

（2）从纠纷解决到风险预防

西城区在金融纠纷调解和风险防控方面有一系列举措，西城法院针对金融批量案件激增态势，

将出现逾期、符合起诉条件、尚未正式起诉的信用卡、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纳入诉前调解与司法确认

范围，依托相关平台，创新推出金融纠纷“一站式”司法确认机制，并自主开发西城法院诉源治理

调解平台。

西城区“金融风险调解前哨”项目：组建由调解员、金融分析师、合规官构成的复合团队，对

P2P 清退、私募基金退出等高风险业务开展“调解式尽职调查”。2023 年提前介入 12 个金融项目，

化解潜在群体性纠纷隐患，涉及投资者 3.2 万人，标的额达 84 亿元。

（3）从本地服务到国际治理

服务“两区”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北京正在积极打造一流的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优选地。高

标准建设北京国际商事法庭，打造面向全球的国际商事仲裁中心，不仅提升了我国涉外商事争端解

决机制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让中外当事人都能感受到首都良好的涉外法治环境，也为中外企业

提供了公平参与竞争、同等受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

对标迪拜国际金融中心（DIFC）法庭调解院模式，北京国际商事法庭 2024 年启动“调解智库”

计划，首批吸纳 32 个国家的 156 名调解专家，建立“一带一路”国别法律风险评估系统，已为 17

个跨境基建项目提供纠纷预防方案。

二、实践检视：首都商事调解发展的三维困境
基于网络公开的北京市商事调解实践数据及笔者近八年间参与法院委派调解案例分析，当前首

都商事调解体系面临主体结构失衡、规则衔接断层、服务能级短板三重结构性矛盾，制约其在超大



07

北京市律师协会
【北京律师社会治理与律师调解论文集】

城市治理中功能的有效发挥。

（一）主体结构失衡：供给端市场化与专业化不足

1. 组织生态失衡，“体制内依赖”突出

（1）数据对比：

《中国商事调解年度报告（2022-2023）》显示，2022 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的相关

部门陆续出台了诸多与商事调解相关的法律法规。商事调解组织数量迅速增长，截至 2023 年 9 月 1 日，

国内已登记设立的独立第三方商事调解组织约为 223 家，主要以民办非企业单位为主，而且 70% 以

上成立于 2022 年至 2023 年之间。2019 年 8 月，包括中国在内的 46 个国家和地区作为首批签约方

签署了《新加坡调解公约》，为我国商事调解发展带来巨大机遇。

据公开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底北京市商事调解组织总数已达 62 家，其中，法院附设的调

解中心占据了主导地位，共有 42 家，占比高达 67.7%；行业协会设立的调解组织有 12 家，占比

19.4%；而市场化独立机构相对较少，仅有 8 家，占比 12.9%；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具有国际调解

资质的独立机构更是寥寥无几，仅有 4 家。与之对比，香港国际调解中心等 12 家专业机构处理 73%

的跨境商事纠纷（2022 年《全球争议解决报告》）。国际参照：伦敦拥有 36 家独立商事调解机构，

处理全英 83% 的跨境商事纠纷（2023 年英国司法部报告）。

（2）典型案例暴露的结构性缺陷：

某科技企业商业秘密纠纷调解案例（2022 年）凸显困境：案件因人工智能算法专利的复杂性，

遭遇法院附设调解中心专业调解员匮乏的挑战，历经三次调解团队更迭未果，最终不得不转入耗时

23 个月的诉讼程序，致使企业商业秘密保护的关键时效性大打折扣。

香港对比经验：香港国际调解中心设立“专业小组制度”，按金融、建设工程、知识产权等 14

个领域细分调解团队，2022 年专业领域案件调解成功率高达 79.3%。这一数据与香港国际仲裁中心

处理案件的成功率趋势相吻合，后者在 2022 年处理的案件中，成功达成和解协议的有 95 宗，成功

率达八成七（参考《香港调解年报》）。

2. 队伍专业化短板，“三低”现象显著

（1）调解员队伍结构情况（根据网络公开 2023 年北京市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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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北京现状 国际标准（IMI 建议）

45 岁以下调解员占比 31.6% ≥ 50%

具有国际调解资质占比 4.8% ≥ 30%

跨行业从业经验占比 22.3% ≥ 60%

北京市人民调解员等级评定工作自 2020 年 8 月至 2022 年 12 月规范、有序完成，全市共有

29446 名人民调解员参加等级评定，总体参评率达到 72.68%，其中各区参评率为 72.6%、市属行业

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参评率为 76.85%。据 2023 年调研北京揭示：在北京商事调解员队伍中，拥

有海外留学背景的仅占 7.3%，而能熟练运用 UNCITRAL 调解规则的更是寥寥无几，不足 15%。

能力短板实例：在“某中资企业东南亚投资合同纠纷调解案”中（2023 年），由于调解员对《东

盟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不熟悉以及语言能力的欠缺，双方误解了调解条款，最终致使协议被东道

国法院以‘违反公共政策’为由撤销。

（2）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实践：

粤港澳三地法律部门发布《粤港澳大湾区调解员资格资历评审标准》（2021 年）、《粤港澳大

湾区调解员专业操守最佳准则》（2021 年）、《跨境争议调解示范规则》，在三地都适用，是将大

湾区打造成“规则衔接的制度高地”重要举措之一，加上《大湾区调解员名册》（2024 年），进一

步强化粤港澳三地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资格互认。

（二）规则衔接断层：程序空转与效力耗散

1. 司法确认率低的技术性障碍

（1）实证数据：

2022 年北京法院受理商事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申请 11,736 件，实际确认 4,892 件（确认率

41.7%），其中，因‘证据形式瑕疵’而被驳回的申请占比高达 63.2%（数据来源：北京市高院司

法大数据平台）。

技术性障碍实例：某供应链金融调解协议因采用电子签名但未接入法院可信时间戳系统，被裁

定“无法核实签署真实性”而驳回确认申请（2021 年朝阳法院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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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长三角创新经验：

据网络信息，上海浦东法院创新性地建立了“调解协议预审查”机制，使得调解组织能够在线

便捷地提交协议草案，而法院则能提前介入，对形式要件进行细致审查，从而实现了 2023 年司法确

认率的显著提升，达到了 81.4% 的高水平。浙江省积极推行了“司法确认智能表单系统”，该系统

凭借要素式填报的便捷性，能够自动生成合规文书，极大地降低了瑕疵率，从原先的 38% 锐减至 6.2%，

这一成效得到了 2023 年浙江省高院试点报告的充分验证。杭州互联网法院 " 异步审理 " 模式实现调

解协议在线司法确认，平均耗时从 14 天降至 2.8 天。

因此，消除 " 调解－仲裁－诉讼 " 程序转换中的制度壁垒，是提高司法确认率、完善纠纷解决机

制的重要环节。

2. 跨境执行机制缺位凸显“规则真空”

（1）区域协作短板：

京津冀三地虽已建立调解协作机制，但 2023 年跨区域调解案件仅占调解总量的 2.3%，主要因

三地司法确认标准不统一（据媒体信息，天津要求调解员必须现场见证签署，而河北允许远程视频

确认）。

典型案例困境：某央企在印尼的电站建设项目纠纷经北京调解中心达成协议后，因印尼未加入

《新加坡调解公约》，需重新启动当地诉讼程序确认效力，导致额外支出律师费 87 万美元，项目延

期 14 个月（2021 年案例）。

（2）新加坡制度优势：

通过《调解法案》（2020 年修订）第 8 条，明确经新加坡国际调解中心认证的调解协议可直接

向高等法院申请执行令，2023 年跨境执行平均耗时仅 19 天。借鉴成熟经验，调解组织在处理跨境

案件时，应在协议中加入“如缔约方所在国未加入《新加坡调解公约》，双方同意将协议提交新加

坡国际调解中心进行形式确认”的补充条款，以促进调解协议的跨境执行机制。

（三）服务能级短板：数字治理与专业供给不足

1. 智能调解“重建设轻应用”

（1）平台使用数据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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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各级各类调解平台层出不穷，以北京与上海为例，进行数据比较：

（2）技术应用瓶颈实例：

据媒体报道，北京某区建设的“商事调解智能评估系统”因算法训练数据不足，对知识产权纠

纷赔偿金额预测误差率达 ±37%，导致当事人拒绝采用系统方案（2022 年运行评估）。上海市徐汇

区在调解过程中引入 AI 情绪识别技术，通过分析当事人语音语调实时提示调解策略，使金融消费纠

纷调解成功率提升至 73.5%（2023 年上海市司法局数据）。

2. 高端服务“结构性缺位”

（1）新兴领域调解空白：

我国第一份体系化阐释中国商事调解发展情况的全面型报告－中国贸促会调解中心发布的《中

国商事调解年度报告（2022-2023）》揭示我国多元化的商事调解组织体系已初步形成，截至 2023

年 9 月 1 日，国内已经登记设立约 223 家独立第三方商事调解组织。商事调解以非对抗性、解纷快、

成本低、当事人对调解程序和结果的可控性强等独特优势，日益成为商事纠纷的重要解决方式，并

与诉讼、仲裁共同构成商事争议解决的“三驾马车”。

商事调解的发展水平已成为全球营商环境评价的重要指标，2022 年世界银行推出新的营商环境

评估体系，将“商事调解”列为其中一项重要评估指标。北京市在数据跨境流动、碳交易纠纷等新

兴领域的调解服务方面尚存在空白，而布鲁塞尔国际调解中心则早已于 2022 年成立“数字经济调解

委员会”及“ESG 争议解决小组”，并在 2023 年成功处理了 217 件相关案件。

（2）国际对标差距较大：

从国际来看，商事调解已成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商事纠纷解决方式。特别是 2019 年《新加坡

指标 北京法院在线调解平台 上海“解纷一件事”平台

案件在线提交率 43.2% 68.7%

AI 辅助使用率 19.8% 55.3%

24 小时响应率 61.4% 92.1%

（数据来源：2023 年全国智慧调解平台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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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公约》开放签署后，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在致力于完善本国的商事调解法律和制度，积极推动商

事调解的发展，着力提高自身在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中的吸引力、竞争力和影响力。

新近成立的商事调解组织在组织架构、规则设计、人员构成、机制运行、宣传推广等诸多方面

还不够完善，存在案件受理数量较少、业务分布范围小、国际化服务水平有待提高、市场化收费较

难等问题，竞争力有待提升；调解员队伍能力和水平有待强化，需要培养专门的商事调解人才。

以北京和伦敦为例作比较，差距可见一斑：

（四）困境归因分析

在 2021 年底，“深化构建大调解工作格局”被写入《全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21—

2025 年）》，成为中国争议解决制度改革的重点方向，具体包括整合行业性专业性调解资源、研究

推动调解立法等事项。

商事争议持续高速增长，诉讼、仲裁这类对抗式争议解决机制不堪重负，凸显中国争议解决制

度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当前首都商事调解体系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存在制度、市场、技术等多

层面制约，限制了其城市治理的功能发挥。

1. 制度层面：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制定《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调解和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示范

法（2018 年）》时阐释统一立法的目标——保障、发挥调解制度本身的优势，以及“为国际贸易注

入确定性”。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未对商事调解与普通民事调解进行明确区分，这导致了商

事调解的特殊性未得到充分重视，例如对保密性要求和商业惯例的适用等方面缺乏专门的规定。

指标 北京现状 伦敦国际仲裁院（LCIA）

可用调解语言 中英双语 14 种语言

紧急调解程序 无 48 小时内组庭

跨境案件占比 12.3% 89%

（数据来源：2023 年《全球商事调解中心竞争力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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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市场层面：

我们要积极发展和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国际商事调解组织，打造国际商事调解的“中

国品牌”。目前国内商事调解组织主要以民办非企业单位为主，而且 70% 以上成立于 2022 年至

2023 年之间。此外，还有大量商事调解组织没有单独进行登记设立，内设在工商联、商协会、律师

协会及律师事务所等机构中。要在司法政策层面进一步加大对国际商事调解组织发展的支持力度，

推动商事调解组织朝着“市场化”“国际化”方向发展，重点培育若干个资质较好的国际商事调解

组织，帮助其走向世界。

另外，调解服务的定价机制显得过于固定，北京目前的收费标准仅为诉讼费的 30% 至 50%，这

使得吸引高端法律人才变得困难，而且还涉及税收制度、仲裁员报酬等实际问题。与之相比，香港

的调解员时薪可达到 800-1,200 港元。

3. 技术层面：

在技术实施的层面上，区块链存证和智能合约等新兴技术的应用正遭遇着一些难题，这些难题

主要由于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而产生。由于缺少统一标准，不同地区或组织在采纳区块链技术时，

往往会选择不同的底层技术架构和协议，这导致了技术之间的不兼容。例如，朝阳区和海淀区分别

使用不同的区块链底层架构，这种选择上的差异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技术的多元化发展，但同

时也为跨区域的证据互认带来了挑战。当需要在不同区域之间进行数据交换或证据验证时，由于底

层技术架构的不统一，往往需要进行额外的转换或适配工作，这不仅增加了操作的复杂度，也降低

了效率，甚至可能影响到数据的完整性和安全性。

三、创新路径：构建 " 四化协同 " 发展模型
针对首都商事调解的实践困境，本文提出专业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协同推进的解决方案，

形成“人才－机制－规则－平台”全要素改革体系。

（一）专业化建设：打造分层分类人才培养体系

1. 调解员资质认证体系重构

引入国际调解协会（IMI）的跨文化能力评估体系，“3+4”认证模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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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等级 准入条件 执业权限 继续教育

C 级调解员 80 学时培训 + 调解 50 件案件 普通商事纠纷 每年 20 学时

B 级调解员 通过 IMI 国际认证 +100 件案
件经验

涉外案件 每年 40 学时（含跨文化
课程）

A 级调解员 行业资质（如 CFA/ 专利代理师）
+200 件专业案件

特定领域（金融、
知产等）

每年参与 1 次国际调解
会议

大湾区经验移植：

参照广东省司法厅、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澳门特区政府行政法务司在 2024 年 3 月 28 日发布

施行的《粤港澳大湾区调解员资格资历评审细则》，建立“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调解员资格互

认通道，允许来自深圳前海、粤港澳大湾区及京津冀地区的持证调解员在完成一定学时的本地规则

培训后，实现跨区执业。

2. 复合型调解团队组建

“1+N”团队运作模式：

在金融、科技、建设工程领域推行“首席调解员 + 行业专家 + 法律顾问”复合团队模式，专家

库成员经由相关行业协会精心推荐选拔而来。如在金融街、中关村设立 " 调解专家工作站 "，试点实

行 "1 名法律调解员 +1 名技术专家 +1 名行业顾问 " 团队模式，切实提高调解能力。

实证案例：北京国际仲裁中心在处理集成电路纠纷时，采用“调解员 + 芯片架构师 + 反垄断律师”

的专业组合，成功将某芯片专利许可纠纷的调解周期从通常的 9 个月缩短至 67 天，体现了高效解决

复杂知识产权纠纷的能力。（2023 年案例）

3. 智能化能力支持系统

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全市统一的“调解智慧脑”系统，实现三大功能：

（1）类案推送：基于北京市历年来累计的历史调解案件构建知识图谱，输入争议关键词后自动

推送相似案例解决方案（参考上海“206 系统”刑事辅助审判模型）。

（2）风险预警：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分析当事人陈述，实时提示法律风险点（如违约金过高、

格式条款无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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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协议生成：根据协商结果自动生成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要求的调解协议书，将

错误率严格控制在 0.3% 以下（以海淀区试点数据为参考）。

（二）市场化培育：构建多元可持续运营生态

1. 调解收费机制创新

收费模型设计：合理设计调解服务阶梯收费机制（附收费标准测算表）

创新设计调解组织的收费模式与收费标准，是促进调解发展的核心基础。

2. 调解费用保险产品开发

借鉴英国伦敦市场保险条款（London Market Insurance Clauses，简称 LMI 条款），探索

调解费用保险产品创新，推动保险公司开发 " 调解费用补偿险 "，投保企业在调解失败后可获得一定

费用返还。LMI 条款在国际保险业务中被广泛采用，调解行为保险条款设计要点包括承保范围（涵

盖调解失败后转入诉讼 / 仲裁的律师费、鉴定费损失）、保费计算（基准费率与浮动费率）、赔偿比

例等。同时，投保企业可凭保单向调解机构申请优先调解通道，缩短平均等待期。

3. 政府购买服务清单管理

制定《北京市商事调解政府购买服务指导目录》，明确三类采购项目：

Ⅰ类（基础服务）：小微企业纠纷调解，按件补贴 2,000 元；

Ⅱ类（专项服务）：涉众型金融纠纷调解，按照涉案人数每人 100 元的标准进行计算；

Ⅲ类（高端服务）：跨境知识产权纠纷调解，采用“成本 + 绩效”综合报价。

（三）法治化保障：完善制度支撑体系

1. 地方立法先行先试

争议标的额（万元） 基础费用（元） 成功酬金比例 封顶金额（万元）

<100 3,000 5% 5

100-500 8,000 3% 15

>500-2,000 15,000 2% 40

>2,000 协商定价 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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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致力于打造国际争端解决高地，主要通过完善法律服务体系、推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提升国际仲裁和调解能力来实现。《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明确提出支持国际商事仲裁和调解

发展，推动北京成为国际争端解决中心。

北京市要依托《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及相关行政法规，积极推动《北京市商事调解条

例》地方立法，确立调解组织独立法人地位，禁止行政机关干预个案调解；参考《新加坡调解公约》

之规定，建立调解保密特权规则，豁免调解员做证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

明确调解协议可设置“违约加重责任条款”和调解员履职行为中民事责任的豁免边界。

2. 程序衔接机制优化

在现有“调诉”衔接的实践经验基础上，打造“调仲”直接对接解纷模式，有效化解人民法院

案件积压与“案多人少”的客观矛盾。

适时在北京市全域推行 " 调解－仲裁 " 直通机制，“调仲直通”流程图解：

3. 构建司法确认 " 一站式 " 云平台技术方案

积极促进司法确认云平台的建设，打造全市统一标准的“京调云”司法确认系统，并有效对接

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使该系统具备四大核心功能：

（1）区块链存证：调解过程关键节点实时上链，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要求；

（2）智能审查：自动校验当事人身份、协议条款合法性；

（3）电子送达：裁判文书直达当事人手机端（支持人脸识别签署）；

（4）执行联动：确认书直接推送至执行查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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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际化拓展：建设全球争议解决枢纽

1. 接轨国际调解规则，指导本地化实施

《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简称《新加坡调解公约》，适用于调解所产生的、

当事人为解决商事争议而以书面形式订立的协议，该协议在订立时具有国际性。该公约为国际和解

协议提供了跨境执行的依据，有助于发挥调解在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中的作用，强化了商事争议解决

方面的国际法治规则。

北京市要积极制定地方政策与《新加坡调解公约》的衔接方案，建立《新加坡调解公约》示范

条款北京实践指引，尤其在北京自贸区试行《新加坡调解公约》示范条款，试行“调解协议双格式”

制度，允许当事人直接选择适用公约，当事人可选择生成符合公约要求的国际和解协议版本；同时，

加快构建公约缔约国法律数据库，涵盖公约缔约国家调解协议执行指引，参考布鲁塞尔国际调解中

心实践，助力国际调解在北京的发展，有效推动北京成为国际争端解决中心。

2. 区域协作调解网络构建

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商事调解领域的国际合作，积极创设“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

解中心北京枢纽，优先建立 " 京津冀－雄安 " 调解协作机制，统一三地调解员资格互认标准，规划设

立雄安新区跨境调解数据中心。

构建“京津冀 +”国际调解走廊：

打造跨境调解“三通”机制：

规则通：联合发布《京津冀国际商事调解指引》；

数据通：建立调解案例、专家资源的区域共享池；

人才通：实施调解员资格互认与联合培训计划。

枢纽节点 功能定位 重点项目

北京 CBD 国际总部 跨境调解数据中心

天津滨海 航运枢纽 海事纠纷调解中心

雄安新区 创新试验 数字调解规则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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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制度保障：超大城市治理的配套创新 
首都商事调解高质量发展需构建“技术赋能 + 制度重构”的双轮驱动体系，重点围绕数字治理

与区域协同两大维度，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治理范式。

（一）数字治理：构建智能调解生态系统

1. 区块链存证体系标准化建设

运用区块链存证技术，开发 " 京调链 " 平台，实现调解过程全流程上链存证，司法确认时自动生

成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要求的证据包。

杭州互联网法院经验借鉴：杭州互联网法院司法区块链于 2018 年 9 月正式上线运行，是全国首

家应用区块链技术定分止争的法院。司法区块链让电子数据的生成、存储、传播和使用全流程可信。

该区块链由三层结构组成：区块链程序、区块链的全链路能力层、司法联盟层。通过“司法链”平

台实现调解协议存证、验证、调用全流程线上化，2023 年存证调解协议超 12 万份，司法确认申请

至裁定平均耗时 2.3 天（2023 年浙江高院数据）。

北京互联网法院打造了“天平链”。天平链秉持“中立、开放、安全、可控”的原则，联合北

京市高院、司法鉴定中心、公证处等司法机构，以及行业组织、大型央企、大型金融机构、大型互

联网平台等 20 家单位作为节点共同组建，于 2018 年 9 月 9 日上线运行。通过利用区块链本身技术

特点以及制定应用接入技术及管理规范，实现了电子证据的可信存证、高效验证，降低了当事人的

维权成本，提升了法官采信电子证据的效率。

基于对上述法院先行经验的系统研究，设想“京调链”平台架构：

2. AI 辅助决策系统

据网络信息，福田区法院的“AI 调解员”利用 NLP 技术解析合同条款，在 2023 年共处理了 5,632

层级 功能模块 技术标准

存证层 调解过程哈希值上链 《区块链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第九条

验证层 跨链互认接口开发 司法部《电子证据存证规范》

应用层 一键生成司法确认包 北京互联网法院 API 接口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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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简单商事纠纷案件，调解成功率达到 68.4%，平均处理时长仅为 4.2 小时（数据来源：2024 年《智

慧法院建设白皮书》）。尽管这一成绩与二连法院在 2023 年第一季度 89.14% 的调解成功率相比略

显逊色，但与全国“总对总”多元解纷机制 67% 的平均调解成功率相比，福田区法院的调解效率依

然处于行业领先水平。人工智能技术在司法领域的创新应用，为当事人提供了高效、便捷的纠纷解

决服务，为多元解纷机制的智能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北京市要积极开发人工智能调解风险评估系统，引入类案推送算法，使调解员仅需输入争议关

键词，AI 系统即可智能匹配并推送相关的相似案例调解方案（参考上海“206 系统”刑事量刑辅助

模型），最优化促进商事调解能力发展。

参考先行先试的先进系统经验，设想智能调解辅助系统功能矩阵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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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跨境安全流动机制

构建智能调解生态系统中打造数据跨境安全流动机制，对于促进新时代北京商事调解工作高质

量发展至关重要。借鉴海南等地的经验，结合北京实际情况，制定专门针对商事调解数据跨境流动

的管理办法。对不同类型的商事调解数据进行分类管理，针对敏感数据和非敏感数据制定不同的跨

境流动规则，鼓励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推动非敏感数据的跨境流动，促进国际商事调解合作。

利用区块链技术，对数据跨境流动的全过程进行记录和跟踪。如，海南自由贸易港建立了数据

出境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和安全评估机制，允许境外调解机构在数据不出境的前提下访问脱敏案例库，

以促进数据安全有序流动。以此为鉴，北京市在数据跨境安全流动方面，可以在自贸区采取如下试

点方案：

维度 现行差异 统一标准

资格互认 三地认证学时不同 统一为 120 学时 / 年

文书互认 格式要件差异 23 项 采用最高法推荐文本

数据互通 接口协议不兼容 统一 API 数据标准

（二）区域协同：创新跨区域治理机制

1. 京津冀商事调解一体化

构建京津冀商事调解规则互认机制，并制定《京津冀商事调解服务规范》，以此统一三地的调

解文书格式、收费标准及质量评估指标，同时尽快协商建立“三互三同”的跨区域调解标准体系：

2. 自贸区制度创新先行先试

在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 " 数字调解特区 "，允许境外调解组织通过数据跨境安全通

数据类型 传输方式 安全机制

基础信息 白名单通道 单向加密

调解协议 区块链专链 零知识证明

证据材料 本地化存储 双重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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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开展业务（参照海南国际仲裁院数据跨境流动管理制度）。加快制定商事调解体制机制创新先试

的“数字调解特区”政策包：

（1） 允许境外调解组织备案执业（负面清单管理）；

（2） 试行调解协议国际通用格式（中英阿三语版本）；

（3） 建立调解费用跨境支付便利通道；

（4） 开发元宇宙调解舱（支持 VR 异地调解）。

3. “一带一路”国际调解走廊

立足打造北京国际争端解决中心，参考迪拜国际金融中心（DIFC）经验，成立了“调解规则实

验室”，定期每季度更新《国别法律适配指南》，已覆盖 47 个“一带一路”国家投资争议解决规则

（2023 年 DIFC 年报）。

着力打造以北京为中枢的“一带一路”国际调解走廊，节点布局与功能配置：

（三）风险防控：建立弹性治理机制

1. 调解伦理监督体系

参考香港调解员纪律处分案例：2023 年香港国际调解中心对 2 名违规收取“成功费”的调解员

处以永久除名，并纳入跨境执业黑名单。

新时代首都商事调解工作高质量发展工作机制中，要建立“三位一体”有效监督模型：

行业自律：调解协会伦理委员会负责处理投诉，并在 21 日内给予答复。

行政监管：司法局年度合规审查（重点查利益冲突）。

社会监督：当事人扫码评价系统（实时公示满意度）。

枢纽城市 核心功能 服务半径

北京 规则输出 全球

西安 陆路枢纽 中亚

昆明 跨境通道 东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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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大风险熔断机制

借鉴上海浦东新区实践：通过“风险调解指数”动态监测重点领域，2023 年提前预警私募基金

退出风险 17 起，避免经济损失超 50 亿元。

新时代首都商事调解工作体系中，建立全流程风险分级响应标准：

风险等级 认定标准 响应措施

红色 涉 500 人以上群体纠纷 48 小时内组建专班

橙色 跨境执行受阻案件 启动外交部领事协助

黄色 新型疑难法律问题 发布专家论证指引

五、结论与展望
商事调解作为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制度设计，其功能已从传统的纠纷化解工具向风险预

防、规则生成、国际治理等多维价值跃迁。本文实证研究揭示，北京商事调解体系在组织生态、规

则衔接、服务能级上存在结构性短板，然而，通过‘四化协同’发展模型及配套制度创新，将有效

提升治理效能与核心竞争力。

（一）治理范式转型的现实意义

1. 从“被动解纷”到“主动治理”的跨越

典型案例表明，金融街“调解前哨”机制已实现风险防控端口前移，单案平均减少经济损失 87

万元，验证了调解机制在系统性风险防范中的独特价值。

构建专业调解员分层认证体系与智能调解系统后，预计短时间内北京商事调解纠纷化解占比将

显著提升，大量商事争议将在诉讼前端得到有效过滤。

2. 从“制度洼地”到“规则高地”的突破

加快推进《北京市商事调解条例》的制定与实施，创设“调解保密特权规则”“违约加重责任条款”

等创新制度，与《新加坡调解公约》实现深度衔接，填补国内商事调解专门立法的空白。北京有望成

为亚太地区首个全面落实公约条款的城市，这将显著提升北京在国际商事争端解决领域的首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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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战略实施的支撑价值

1.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法治纽带

通过构建“调解资格互认 + 电子卷宗共享 + 信用惩戒联动”的区域协作机制，可降低跨区域商

事纠纷解决成本 42%（参照长三角试点数据），为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提供法治保障，为优化营商环

境提供多元助力。

2. “一带一路”争议解决的战略支点

依托国际调解智库与“数字调解特区”，北京可率先构建一个覆盖 67 个共建国家的法律风险数

据库。该数据库的建立，将通过整合法律风险信息、管理、分析、预警和决策支持模块，为企业提

供全面的法律风险管理解决方案。此举预期将使跨境项目争议解决周期从平均 23 个月缩短至 9 个月，

从而显著提升我国在全球争议解决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三）未来发展的三重向度

1. 技术赋能纵深发展

在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法律领域正积极探索创新与转型之道。例如，在丰台区新村街

道举行的 AI 调解平台建设研讨会上，展示了 AI 技术在司法领域的应用现状与成果，并着重强调了

AI 调解平台在缓解司法资源压力、提升纠纷解决效率方面的重要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调解平台的

应用成效数据，该平台平均每分钟处理 66 件矛盾纠纷，每天有近 1.7 万件案件在诉前成功调解。这

些数据和案例表明，通过构建“区块链存证 + 人工智能决策 + 元宇宙调解”三位一体的智能调解平台，

有望实现 80% 的简易案件在 72 小时内办结，并将复杂案件的调解成功率提升至 65% 以上的目标。

2. 制度创新动态迭代

建立商事调解“年度法治评估”机制，该机制专注于监控关键指标，如涉外协议的执行情况和

市场主体的满意度等核心指标。通过这一机制，我们能够及时识别问题，并迅速作出政策上的反应。

同时，构建“问题发现－政策响应－效果反馈”的闭环管理体系，确保制度创新的持续性和适应性，

促进商事调解高质量发展。

3. 全球治理协同演进

推动北京国际商事法庭与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新加坡国际调解中心等机构建立常态化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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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共同发布《数字经济纠纷调解国际指引》，为新时代处理数字经济相关纠纷提供国际认可的

调解框架，为超大城市治理贡献可供借鉴的“中国方案”，充分展现中国和北京在全球治理领域中

的积极参与和创新精神。

我们坚持通过持续深化商事调解制度改革，构建 " 专业培养－市场运作－制度保障－数字赋能 "

的全链条机制，建设具有首都特色的商事调解体系，实现从 " 纠纷解决终端 " 向 " 社会治理节点 " 的

功能跃迁，为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提供可复制的 " 北京方案 "，打造全球商事争议解决的 " 北京地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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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聚焦首都地区律师调解的角色演变与机制优化，揭示传统诉讼在多元化社会矛盾化解中的

局限性，凸显律师调解高效、便捷、公正的优势。当前，律师调解实践面临制度供给不足、主体认

知偏差及利益驱动缺失等挑战，制约其市场化进程。针对这些问题，文章提出明确权责边界、加强

能力建设、建立协同与激励机制、对接国际规则等策略，以推动律师调解从对抗到对话的转型，构

建更完善的纠纷解决机制，助力法治现代化与社会治理效能提升。

关键词：律师调解；首都地区；市场化进程

一、首都律师调解的政策导向与实践困境
（一）新时代“枫桥经验”与多元解纷政策导向

1. 新时代“枫桥经验”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枫桥镇始终坚持“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

的原则，创造了基层社会治理的奇迹。新时代“枫桥经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深远的影响，成为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典范。进入新时代

姓       名：高天玉

单位职务：北京维京律师事务所 执行主任

                    北京市律师协会社会治理与律师调解专业委员会 主任

从对抗到对话：
首都律师调解的角色嬗变与机制优化

“促进新时代首都调解工作高质量发展主题征文活动”三等奖



25

北京市律师协会
【北京律师社会治理与律师调解论文集】

以来 , “枫桥经验”更加注重自治、 法治、 德治 “三治融合”, 以及人防、 物防、 技防、 心防 “四

防并举”, 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社会治理模式。1

2. 多元解纷政策导向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矛盾纠纷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的趋势。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

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司法需求，国家积极推动多元解纷政策，旨在构建更加高效、便捷、公正的

纠纷解决机制。

多元解纷政策的核心在于打破传统诉讼一元化的纠纷解决模式，倡导通过调解、仲裁、行政裁

决等多种方式化解矛盾纠纷。这一政策的实施，不仅有助于减轻法院的诉讼压力，提高司法效率，

还能更好地适应不同纠纷的特点，实现纠纷解决的个性化和专业化。

综上所述，新时代“枫桥经验”与多元解纷政策导向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了基层社

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

（二）首都律师调解角色转型的实践阻滞  

1. 传统诉讼的对抗性特征与弊端

在北京这样的超大型城市中，司法资源的紧张与案件积压的问题尤为严重。随着人口的增长和

经济的发展，各类纠纷案件数量激增，而司法资源却相对有限，导致案件处理周期延长，司法效率下降。

这不仅影响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对社会的稳定和谐构成了潜在威胁。

如 2024 年，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收案 150179 件，结案 160754 件，员额法官人均结案 574.6 件，

同比增长 53.2 件，通过“多元调解 + 速裁”机制结案 71513 件，占民商事结案的 73.1%。2 又如，

2024 年，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新收案件 79513 件，结案 79663 件。3

2. 律师在对抗式纠纷中的角色定位  

在司法实践中，律师或代理人作为当事人的单一代表，其核心职责在于追求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

这一角色定位明确了代理人的工作方向和目标，即无论面对何种复杂情况，都要以维护当事人的合

1. 杨昊润：《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 的现实困境与完善进路——以我国调解制度的历史探索为镜鉴》，载《乡村论丛》2025 年
第 1 期，第 70 页。
2. 《聚焦两会｜一图读懂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2024 年工作报告》，载微信公众号“朝阳法苑”（最后访问时间：2025 年 3 月 10 日）。
3. 《【两会·西法时刻】西城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李经纬作工作报告》，载微信公众号“北京西城法院”（最后访问时间：2025 年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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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然而，当这一追求过度强化，甚至演变为一种绝对的、排他的利益争夺时，

就可能引发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对抗策略的过度使用，往往对矛盾的激化产生潜在的负面影响。

（三）首都律师参与纠纷解决的实践痛点  

1. 制度供给层面  

（1）调解资质认证标准模糊  

首先，律师调解员的准入标准尚未形成统一规范。虽然各地都在积极探索律师调解制度，并尝

试制定相关的资质认证标准，但这些标准往往因地域差异而大相径庭。这种地域性的差异导致律师

调解员的资质参差不齐，难以形成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调解队伍。

其次，律师调解资质认证过程中缺乏明确、具体的考核标准。目前，各地对律师调解员的选拔

和认证主要依赖于一些原则性的要求，如政治素质高、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等。然而，

这些要求过于笼统，难以量化，使得在实际操作中主观因素过重，难以形成客观统一的评价体系。

此外，律师调解资质认证标准模糊还体现在对律师调解员的培训和监管方面。由于缺乏统一、规

范的培训标准和监管机制，各地在律师调解员的培训内容和方式上存在差异，导致调解员的专业水平

和调解能力参差不齐。同时，对调解员的监管也存在盲区，难以确保其调解行为的合法性和规范性。

综上所述，律师调解资质认证标准的模糊性不仅影响了律师调解员的选拔质量和公信力，也制

约了律师调解市场化的发展进程。

（2）程序衔接机制存在空白

首先，在实际操作中，由于信息共享平台不完善、转介程序不明确、衔接规则不统一等问题，

导致案件在律师调解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流转不畅，影响了调解效率，也可能造成当事人的

时间成本和诉讼成本的增加。

其次，律师调解程序内部的衔接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在调解前准备阶段，律师调解员对

案件事实的调查、证据收集与评估缺乏一套标准化的操作指南，这可能导致调解过程中的信息不对

称，影响调解结果的公正性和可接受性。在调解进行中，当调解陷入僵局或无法达成一致时，缺乏

一套明确的后续处理机制，如是否应转入仲裁或诉讼程序、如何转交、转交后的案件状态如何更新等，

这些不确定性给当事人带来了额外的焦虑和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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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律师调解结果与后续执行环节的衔接也亟待加强。虽然律师调解达成的协议通常具有一定的

法律效力，但在执行阶段，如果调解协议未得到全面履行，当事人往往需要重新诉诸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调解的权威性和吸引力。此外，对于调解过程中发现的可能涉及刑事责任的线索，

如何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有效衔接，确保违法行为得到及时查处，也是当前机制中的空白之一。  

2. 主体认知层面  

（1）律师职业惯性与调解技能短板

在传统诉讼领域，律师往往习惯于通过法庭辩论、举证质证等对抗性手段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

权益。这种以诉讼为中心的职业惯性，使得一些律师在面对调解这一更加注重沟通、协商和妥协的

纠纷解决方式时，难以迅速调整角色和思维方式。他们可能过于注重法律条款的适用和争议焦点的

对抗，而忽视了调解中倾听、理解和共情的重要性，导致调解效率低下，甚至调解失败。

与此同时，调解技能短板也是律师在调解领域面临的一大挑战。调解不仅要求律师具备扎实的

法律专业知识，还需要他们掌握有效的沟通技巧、情绪管理能力、冲突解决策略等。这种技能上的不足，

使得律师在调解过程中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甚至可能因处理不当而加剧纠纷的紧张程度。

（3）当事人信任度构建难题 

首先，律师作为调解员的角色定位与当事人传统认知之间的差异。在传统观念中，律师往往被

视为法庭上的斗士，以维护当事人利益最大化为首要目标。因此，当律师转变为调解员角色，尝试

通过沟通、协商等方式促进双方和解时，部分当事人可能会对这种身份转换产生疑虑，担心律师调

解员会偏袒对方或无法保持中立。这种信任基础的缺失，使得律师在调解初期就面临巨大的挑战。

其次，调解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和沟通障碍。在调解中，律师调解员需要充分了解双方当事人

的诉求、利益点和心理预期，以便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然而，由于当事人可能出于各种

原因隐瞒关键信息、夸大自身损失或提出不合理要求，导致律师调解员在收集和分析信息时面临困难。

这种信息不对称不仅增加了调解的难度，还可能引发当事人的不信任感，认为调解过程不公正或调

解结果偏袒对方。

再者，调解结果的执行和监督机制不健全也是影响当事人信任度的重要因素。即使律师调解员

成功促成了双方和解，但如果缺乏有效的执行和监督机制，调解协议可能无法得到切实履行。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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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当事人可能会质疑调解的有效性，认为调解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妥协，无法真正解决问题。

这种对调解结果的失望和不满，会进一步削弱当事人对律师调解员的信任。

3. 利益驱动层面，激励机制缺位导致的参与惰性    

律师传统的市场化服务，主要关注满足客户需求、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以及增加业务收入。

在这种模式下，律师通常致力于提供个性化、专业化的法律服务，以满足客户的多样化需求。然而，

调解作为一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其核心在于通过沟通、协商和妥协，帮助当事人达成和解，从

而维护社会关系的稳定和谐。因此，调解具有显著的公益属性。不仅要关注当事人的利益，还要兼

顾社会公共利益，确保调解结果的公正性和公平性。

在市场化服务模式下，律师的收入通常与业务量和服务质量挂钩。然而，在调解过程中，律师

可能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但调解成功后的收益却可能相对较低。这种利益分配上的矛盾也

可能影响律师提供调解服务的积极性和质量。如杭州试点律师市场化调解实践反映，主要收入仍来

源于政府的财政补贴与购买服务， 当事人自行委托并支付费用的调解案件总体较少。 且现行的市场

化收费标准整体偏低： 调解不成功的不收费； 调解成功的， 财产案件按诉讼费的 50％收费。4

二、从对抗到对话：律师调解的角色嬗变逻辑
（一）对话式纠纷解决的兴起与优势  

1. 协商治理理念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政策导向  

协商治理理念强调通过平等、开放、多元的协商过程，汇聚各方智慧和力量，寻求共识，解决

社会问题。这一理念打破了传统治理模式中单一主体、单向控制的局限，倡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

平等协商，形成合力，从而更有效地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挑战。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协商治

理注重倾听民众声音，尊重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确保政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和谐社会建设的政策导向，则是以实现社会和谐稳定为目标，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促进经济发

展、保障民生、维护公平正义。这包括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深化教育改革，

4. 张心一：《律师调解市场化与规范化建设的实践路径——基于杭州试点经验》，载《司法警官职业教育研究》2024 年第 3 期，第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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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国民素质；推进法治建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以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

和谐社会建设的政策导向强调以人为本，注重平衡各方利益，化解社会矛盾，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2. 调解在矛盾化解、关系修复中的独特价值  

调解在矛盾化解、关系修复中的独特价值，不仅体现在其作为一种高效、和谐的冲突解决机制上，

更在于其深刻的社会功能和人文关怀。

首先，调解作为一种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方式，其核心在于“和”字。在调解过程中，调解员作

为中立第三方，运用专业知识、沟通技巧和调解技巧，引导双方表达诉求、理解对方立场，从而找

到共同点，达成和解。这不仅有效化解了矛盾，还减少了社会资源的浪费，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其次，调解在关系修复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矛盾的产生往往伴随着人际关系的紧张甚

至破裂，而调解不仅仅着眼于解决眼前的纠纷，更注重于修复受损的关系。通过调解，双方有机会

在平等、尊重的氛围中重新审视彼此的关系，理解冲突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从而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

这种基于理解和尊重的和解，不仅解决了当前的问题，也为未来可能产生的矛盾提供了预防和解决

的机制，有助于构建更加稳固和谐的人际关系网。

总之，调解在矛盾化解、关系修复中的独特价值，不仅在于其高效、和谐的解决方式，更在于

其对社会和谐、人际关系修复以及公民素质提升的深远影响。它不仅是社会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更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力量。

（二）律师调解角色的双重转型  

1. 身份转型：从“对抗代理人”到“中立第三方”  

在传统法律实践中，律师往往以对抗式代理人的身份出现，代表一方当事人，在诉讼或仲裁过

程中与对方进行法律辩论和交涉，以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这种模式下，律师的工作重点主要集

中在如何为委托人争取最有利的法律结果上，其角色定位相对单一，主要服务于一方当事人的利益。

在调解视域下，律师身份需从对抗式代理人向调解中立第三方的转型应运而生。律师作为中立

第三方参与调解，意味着他们不再仅仅代表一方当事人的利益，而是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协

助双方当事人通过协商、妥协的方式达成和解协议。这种模式下，律师的工作重点转变为促进双方

当事人的沟通和理解，帮助他们找到共同点和利益平衡点，从而达成双赢或多赢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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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职能扩展：法律咨询者、沟通协调者、方案设计者的复合角色  

在律师调解的过程中，其职能已远远超越了传统的争议解决范畴，进而演变成为法律咨询者、

沟通协调者以及方案设计者的复合角色。

作为法律咨询者，律师在调解初期便深入介入，为当事人提供详尽的法律分析，明确争议的法

律性质、可能面临的法律后果以及调解过程中可能涉及的法律风险。这不仅有助于当事人做出明智

的决策，也为后续的调解工作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在沟通协调方面，律师展现出卓越的调解艺术。他们倾听各方的诉求，理解各自的立场和关切，

通过耐心地解释、适时的引导以及巧妙的提议，逐步缩小分歧，增进共识。律师作为中立第三方，

其专业的调解技巧能够有效缓解紧张氛围，促使双方以建设性的态度参与调解，从而达成和解。

此外，律师还是方案设计者。在调解过程中，他们根据争议的具体情况，结合法律规定和实践经验，

创造性地提出解决方案。这些方案既体现了法律的严谨性，又兼顾了各方的实际利益，力求实现公平、

合理且可持续的调解结果。律师通过精心设计调解方案，不仅解决了当前的争议，还为双方未来的

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综上所述，律师在调解中扮演着法律咨询者、沟通协调者和方案设计者的多重角色，这些角色

的融合使得律师调解成为一种高效、灵活且富有成效的争议解决机制。

三、律师调解的实践探索
（一）新加坡在律师调解领域的探索

新加坡在律师调解领域的探索体现了其法律体系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ADR）的重视，尤其

在调解制度的发展上具有创新性和示范性。从制度构建目的来看，新加坡商事调解的制度化发展着

眼于恢复争议解决的传统模式，以低成本、高效益的方法处理社会冲突，加强社会凝聚力。新加坡

传统调解文化被司法部门强调和尊重，“面子”以及调解员被期望在实质性问题上提供建议和指导

的亚洲视角被注入“促进式调解”。5

5. 申琛：《新加坡商事调解制度化及国际化路径研究——< 新加坡公约 > 的实施为背景》，载《国际商务研究》2024 年第 2 期，第 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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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法律与政策支撑 

第一，2017 年，新加坡颁布《调解法案》（Mediation Act），明确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赋

予其可强制执行性，与法院判决具有同等约束力。此举为律师参与调解提供了法律保障，增强了调

解的公信力。

第二，新加坡法院系统（如最高人民法院和家事法院）将调解作为诉讼前置程序，鼓励律师在

诉讼前引导当事人通过调解解决争议。例如，家事司法法院要求离婚案件必须经过调解，律师需协

助客户评估调解可能性。

第三，新加坡调解中心（Singapore Mediation Centre, SMC）和新加坡国际调解中心（SIMC）

等机构对律师调解员进行专业培训与认证。律师需完成 40 小时以上调解课程并通过考核，方可注册

为认证调解员。

 2. 调解模式创新

第一，新加坡推行“调解 - 仲裁”混合机制。新加坡推动“先调解后仲裁”模式，律师可同时担

任调解员和仲裁员（需当事人同意），提高纠纷解决效率。这一机制在国际商事纠纷中尤为常见。

第二，新加坡推行专业领域调解机制。针对商事、知识产权、家事等细分领域，律师调解员需

掌握行业知识。例如，新加坡知识产权局（IPOS）设立知识产权调解机制，由具备专业背景的律师

调解员处理技术类纠纷。

3. 行业支持与国际化

第一，律协推动调解文化。新加坡律师公会（Law Society of Singapore）通过持续教育（CPD）

要求律师学习调解技能，并设立“调解卓越奖”表彰优秀调解律师。

第二，国际调解中心（SIMC）的全球影响力。SIMC 与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SICC）协同，吸

引跨国企业选择新加坡作为调解地。律师通过参与国际调解案件，提升了新加坡在亚太地区纠纷解

决市场的竞争力。

综上所述，新加坡通过制度设计、律师角色重塑和国际资源整合，将律师调解打造为高效、低

成本的纠纷解决路径。其经验对我国构建调解体系具有参考价值，尤其是在推动律师从“对抗者”向“和

解者”转型方面提供了可行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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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京仲裁委员会在律师调解方面的实践探索

1. 北京仲裁委专业机制融合赋能律师调解培训模式创新

北京仲裁委员会依托成熟的律师调解运作机制，与北京市律协联合设计培训体系具有显著优势。

仲裁机构深耕商事纠纷解决领域，形成规范化、专业化的调解流程，而律协掌握律师执业动态与培

训需求，双方合作可实现资源互补。通过联合设计课程，既能将仲裁实践经验转化为系统培训模块，

又可结合律师执业特点强化实战技能，推动调解人才梯队建设。这种 " 机制 + 资源 " 的深度融合，不

仅提升律师调解的专业性与公信力，更有助于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生态，为优化首都法治化营商环

境注入专业动能。

2. 北京仲裁委律师调解与境外机制深度融合

北京仲裁委员会在律师调解领域与境外纠纷解决机制存在深度对接基础。其仲裁规则体系已充

分借鉴国际通行实践，尤其在涉外案件处理中形成了独特的程序衔接优势。律师调解作为柔性争议

解决方式，既契合国际商事主体对效率与保密性的双重需求，又能通过专业法律视角促成跨文化沟

通。北京仲裁委可依托现有涉外调解案例库，与境外仲裁机构、国际商会等建立规则互认机制，探

索联合调解员资质认证体系。这种机制融合不仅能降低跨境纠纷解决成本，更有助于构建“一带一路”

法治化营商环境，推动国际争议解决规则的本土化创新，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东方调解智慧。

（三）北京市律师协会在律师调解方面的实践探索

1. 北京律协与新加坡律师公会调解员认证融通路径

北京市律师协会与新加坡律师公会探索调解员资格互认具有战略价值。两地均建立了成熟的调

解员培训体系，北京律协依托首都法律资源优势形成系统认证标准，新加坡律师公会则依托国际争

议解决中心地位积累跨境调解经验。资格互认可实现三大突破：其一，打通专业认证壁垒，推动调

解服务跨境流通；其二，通过标准融合促进调解技术迭代升级；其三，构建中新法律合作新范式，

为区域商事纠纷提供 " 双认证 " 解决方案。建议双方优先在“一带一路”重点领域开展试点互认，逐

步建立培训学分互转、实践案例共享等机制，既提升调解员国际竞争力，也为打造全球调解人才库

注入新动能。

2. 北京市律师协会社会治理与律师调解专业委员会将依据自身资源对律师调解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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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律师协会社会治理与律师调解专业委员会将依托三大核心资源赋能调解工作：其一，整

合律协系统积累的数万件调解案例，构建智能案例库为律师提供类案决策支持；其二，运用律协培

训平台优势，设计 " 调解实务 + 心理学 + 行业合规 " 三维课程体系，针对性提升律师调解专业度；其三，

发挥行业管理职能，建立调解员分级评价体系，形成 " 准入 - 培训 - 考核 - 激励 " 的闭环管理机制。

通过数据赋能、教育支持和制度保障三端协同，该委员会将有效破除律师调解 " 案源不足、能力不足、

动力不足 " 三大瓶颈，推动调解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法治力量。

（四）北京崇德尚法民商事纠纷调解中心的实践探索

北京崇德尚法民商事纠纷调解中心成立于 2021 年 9 月 17 日，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其业务范围

包括组织开展民商事纠纷调解、培训、研讨、对外交流工作等。该中心作为第三方社会力量，积极

参与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化解工作，以及与其他相关机构的合作，共同推动律师调解工作的发展。

北京崇德尚法民商事纠纷调解中心选派专业律师组建法律服务团，参与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的化

解工作。通过释法说理，引导信访人依法理性表达诉求，为实现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办理的政治效果、

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贡献智慧和力量。

该中心与北京市律师协会、北京仲裁委员会等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共同探索律师调解的新机制。

例如，与北京仲裁委员会的交流座谈会中，双方就加强律师参与商事仲裁调解工作方面的沟通与协

作达成了共识。此外，中心还积极参与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的调研座谈，探讨律师调解在诉源治理

和多元调解工作中的作用。北京崇德尚法民商事纠纷调解中心注重调解员队伍的建设，选拔具有深

厚法律知识储备、丰富实践经验和突出调解能力的律师加入调解员队伍。同时，中心还制定了相应

的调解规则，确保调解工作的规范性和公正性。

随着北京崇德尚法民商事纠纷调解中心在律师调解领域的不断探索和实践，其社会认可度和影

响力也在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当事人选择通过该中心进行调解，以解决民商事纠纷。

综上所述，北京崇德尚法民商事纠纷调解中心在律师调解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取得

了显著的成果和影响。未来，该中心将继续发挥自身优势，加强与相关机构的合作与交流，共同推

动律师调解工作的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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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首都律师调解机制的优化路径
（一）构建制度，明确律师调解的权责边界  

1. 推动律师调解程序规范化

2000 年前后，通过立法（如奥地利）、行业标准（如澳大利亚）以及立法与行业标准混合（如德国、

新加坡）的形式，很多国家和地区的调解员资格认证制度相继确立。6

要推动律师调解程序的规范化，首先需要健全调解名册。各级法院应会同当地司法局、律师协会，

严格选拔条件，选任具有丰富执业经验和良好职业道德的律师作为特邀调解员，并建立动态管理机制，

对名册进行适时更新。同时，要明确特邀调解律师的选任条件和流程，建立管理与考评机制，确保

调解队伍的素质和水平。

此外，还应联合相关部门出台相关规范性文件，如《关于法院附设律师工作站开展特邀律师调

解工作的实施方案》《关于规范开展特邀律师调解工作的操作规程》等，对律师调解的启动、工作程序、

工作保障等进行详细规定，确保律师调解工作合法规范开展。

2. 坚持调解原则与保障调解中立性  

在推动律师调解程序规范化的过程中，应始终坚持依法调解、平等自愿、调解中立、调解保密

和便捷高效等基本原则。律师作为中立第三方主持调解，应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保障其诉讼权利，

不得有偏向任何一方当事人的言行，确保调解结果的客观性、公正性和可接受性。

（二） 推动能力建设，培养专业化调解技能  

1. 律协主导调解培训体系设计  

第一，构建多元化培训体系。律协应构建包括线上课程、线下研讨会、模拟调解、案例分析、

实地考察等在内的多元化培训体系，以满足不同律师调解员的学习需求和职业发展路径。同时，律

协还应注重培训内容的更新与迭代，确保培训内容与时代同步，与社会需求相匹配。

第二，强化实践与操作技能培训。律协在调解培训体系设计中，应特别注重实践与操作技能的

培训。通过模拟调解、角色扮演、实地考察等方式，让律师调解员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

6. 娜嘉·亚历山大：《国际调解十大发展趋势》，原载《新加坡法学院学报》（Singapore Academy of Law Journal）2019 年第 31 卷特刊，
现载《商事仲裁与调解》2021 年第 3 期，第 133 页。



35

北京市律师协会
【北京律师社会治理与律师调解论文集】

律协还可以与法院、社区、行业协会等建立合作关系，为律师调解员提供真实的调解案例和实践机会，

提升其实战能力。

第三，建立评估与反馈机制。律协应建立科学的评估与反馈机制，对调解培训的效果进行定期

评估。通过问卷调查、访谈、考核等方式，收集律师调解员、当事人及社会各界的反馈意见和建议，

及时调整和优化培训体系。同时，律协还应建立激励机制，对表现优秀的律师调解员给予表彰和奖励，

激发其参与调解培训的热情和积极性。

综上所述，律协应主导律师调解培训体系设计，通过构建多元化培训体系、强化实践与操作技

能培训、建立评估与反馈机制等措施，推动调解服务的规范化、标准化和专业化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

推动法治建设贡献力量。

2. 心理学、沟通技术、跨文化协商等复合能力提升  

（1）强化基础理论学习

在心理学基础方面，为了全面提升调解人员的专业素养和调解效果，应加强心理学课程的引入

与实践应用。调解工作本质上是一场深入人心的沟通与协调过程，因此，调解人员必须具备敏锐的

洞察力，能够准确识别并妥善应对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绪变化，这些情绪往往直

接影响到调解的进程和结果。

在调解理论方面，应坚持系统、全面的讲解原则，确保调解人员能够全面掌握调解的基本原则、

程序流程、实用技巧以及国际调解的最新发展趋势。

综上所述，加强心理学课程的引入和调解理论的系统讲解，是提升调解人员专业素养、促进调

解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通过这两方面的共同努力，将能够培养出更多具备深厚心理学功底

和扎实调解理论知识的优秀调解人员，为构建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稳定贡献力量。

（2）实践技能培训

在冲突转化方面，通过加强调解人员如何将冲突转化为合作机会，关键在于传授一系列有效的

策略和技巧，如积极倾听、中立分析、共同愿景构建等。通过这些方法，调解人员可以引导双方当

事人超越眼前的分歧，共同探索创造性解决方案，从而实现双赢乃至多赢的局面。这种转化不仅有

助于解决当前纠纷，还能增强双方的信任与合作，为未来的和谐共处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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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跨文化调解方面，通过文化敏感性培训，调解人员能够更有效地跨越文化障碍，以更加包容

和理解的态度处理跨文化纠纷。同时，教授调解人员如何运用文化适应性策略，如调整调解风格、

采用共通语言或符号、尊重并融入当地文化习俗等，也是提升跨文化调解能力的关键。这样的培训

有助于调解人员在多元文化环境中更加自信、有效地开展工作，促进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和谐共处。

在调解艺术方面，通过培养调解人员的人文关怀，他们能够更加细腻地感知双方当事人的情感

需求和心理状态，从而以更加人性化的方式介入调解过程。同时，创新思维鼓励调解人员不拘泥于

传统模式，勇于尝试新的调解方法和策略，以应对日益复杂多变的纠纷类型。灵活应变能力则要求

调解人员能够根据调解现场的实际情况，为当事人提供更加高效、人性化的调解服务。

综上所述，冲突转化、跨文化调解以及调解艺术的培养，是提升调解人员专业素养、推动调解

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素。为构建和谐社会、促进全球和平与稳定作出积极贡献。

（三）创建协同机制，搭建多元主体联动平台  

1. 整合法院、司法局、行业协会资源，建立一站式司法确认机制

为了进一步提升调解效率，确保调解成果能够及时、有效地转化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裁决，完

善律师调解与司法确认程序的衔接机制显得尤为重要。这一机制的优化，旨在简化司法确认程序，

减少不必要的环节和等待时间，使调解协议能够迅速获得法院的认可与执行。

具体而言，法院可以积极探索并设立专门的速裁团队，专门负责审理司法确认案件。在速裁团

队的运作中，应实现立案与分案的快速衔接。当事人提交司法确认申请后，法院应立即启动立案程序，

确保申请当日即可完成立案手续。同时，速裁团队应迅速对案件进行分案，确保每个案件都能及时

分配给相应的法官进行审理。这一流程的优化，将极大地缩短案件的流转时间，提高司法确认程序

的效率。

综上所述，完善律师调解与司法确认程序的衔接机制，设立专门的速裁团队，并简化司法确认

程序，是提升调解效率、保障调解成果有效转化的重要举措。通过这一系列的优化措施，可以为当

事人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调解服务，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2. 线上调解平台与线下服务的协同创新  

律师调解的现代化转型离不开信息化平台的强大支撑，这一平台不仅能够极大地拓宽调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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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边界，还能显著提升调解的效率和便捷性，特别是通过推进在线调解与在线司法确认的顺畅衔接，

为当事人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司法服务。

在推进在线调解与在线司法确认的衔接上，信息化平台需实现两大系统的无缝对接。一方面，

调解协议一旦在线达成，平台应能即时将协议内容推送至司法确认系统，避免人工传递可能带来的

延误与错误。另一方面，司法确认案件在线审查与送达的实现，也是平台功能优化的关键一环。法

院可以通过平台对调解协议进行在线审查，确认其合法性、自愿性和真实性后，迅速制作司法确认

裁定书，并通过平台直接送达给当事人，极大地缩短了司法确认的流程和时间。

综上所述，律师调解依托信息化平台，推进在线调解与在线司法确认的顺畅衔接，不仅顺应了

数字时代发展的趋势，更是提升司法服务效率、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司法需求的重要举措。通过这

一系列的创新与优化，可以为当事人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司法服务，推动调解工作迈向新的高度。

（四）建立激励机制，平衡公益性与市场化  

为了更有效地解决社会矛盾，提升司法效率，应当积极建立并完善律师调解激励机制，旨在平

衡其公益性与市场化运作之间的微妙关系。这一机制的设计需充分考虑律师作为法律专业人士在调

解中所能发挥的独特作用，既要鼓励律师积极参与公益调解，促进社会和谐，又要确保他们的劳动

得到合理回报，以维持调解服务的可持续性和高质量。

在公益性方面，可以通过设立专项基金、税收优惠、荣誉表彰等措施，激励律师投身于涉及弱

势群体权益保护、社区矛盾化解等公益调解项目中。而在市场化运作上，则需探索合理的收费模式

和服务标准，确保律师调解服务既能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又不违背调解的本质——即公正、中立

地协助双方达成和解。可以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如根据调解案件的复杂程度、调解时长、调解成功

率等因素综合确定律师费用，同时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对调解服务的质量进行客观评价，为市场

定价提供参考。

综上所述，建立律师调解激励机制时，应细致考量如何在保障公益性质的基础上，合理引入市

场机制，既要激发律师参与调解的内在动力，又要确保调解服务的专业性和公正性，最终实现社会

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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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国际规则

依托“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具有深远影响的国际合作平台，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加强与国

际社会的法律合作与交流，特别是在国际商事调解领域。为了更有效地解决跨国商事纠纷，维护“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商业秩序和稳定，推动中国调解协议在国际框架下的跨境执行，培养一支精通

国际商事调解规则的律师队伍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需加强对国际商事调解规则的学习与研究。通过举办国际商事调解专题培训、国际研讨

会、案例分享会等多种形式的交流活动，提升律师对国际商事调解规则的认知与理解，为他们日后

参与跨国调解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其次，通过与沿线国家的法律机构、调解组织、仲裁机构等建

立紧密的合作关系，为律师搭建参与跨国调解的桥梁，让他们在实战中锻炼技能、积累经验。同时，

鼓励律师在跨国调解过程中，积极运用国际商事调解的通行规则，促进调解协议的达成与执行，提

升中国调解在国际上的认可度和影响力。再者，推动中国调解协议在国际框架下的跨境执行，需要

加强与相关国际组织和国家的法律合作。特别是要充分利用《新加坡调解公约》这一国际法律框架，

加强与公约签署国的法律互认与协作。通过完善国内调解立法，确保中国调解协议与《新加坡调解

公约》等国际法律框架的兼容性，为中国调解协议的跨境执行提供法律保障。

最后，加强律师在国际商事调解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提升中国律师在国际商事调解领域的

知名度和影响力。鼓励中国律师积极参与国际商事调解组织、国际律师协会等国际组织的活动，分

享中国调解经验，提升中国调解的国际地位。

综上所述，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培养精通国际商事调解规则的律师队伍，推动中国调解协

议在国际框架下的跨境执行，是提升中国在国际商事调解领域的话语权、维护“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商业秩序和稳定的重要举措。通过这一系列的努力，有望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提供

更加坚实的法律保障。

五、结语
（一）结论  

律师调解角色转型是法治现代化与协商治理深度融合的必然趋势，这一转型不仅是对传统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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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模式的革新，更是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在法治现代化的背景下，

律师调解不再仅仅是法律程序中的一个环节，而是成为了连接法律与社会、促进矛盾化解、维护社

会稳定的关键桥梁。律师调解角色的转型，体现了法治理念从单一的法律适用向多元化、综合性社

会治理的转变，与协商治理的理念不谋而合，首都地区在优化律师调解机制时，需兼顾制度创新与

本土实践，推动律师调解在法治框架内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贡

献力量。  

（二）未来方向  

律师调解的未来方向将是专业化、数字化、制度化、多元化、社会化以及质量化并重的发展路径，

旨在构建更加高效、公正、便捷的纠纷解决机制，为法治社会建设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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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律师调解逐渐受到国家重视，成为国家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中的重要部分，商事调解

也逐渐成为独立的制度概念。因商事调解往往要求熟悉商事交易规则与专业知识经验，因此与具有行

业化法律知识技能的律师高度适配，本文旨在探寻律师在商事调解中作为倡导者、代理人与调解员的

三重角色，并分析当前律师参与商事调解面临的挑战与进一步推动律师参与商事调解的路径展望。

关键词：律师调解、商事调解、多元化纠纷解决、律师、调解员

一、律师参与商事调解制度的发展现状
（一）政策性文件与地方立法发展

1. 律师调解“上桌”，成为提升公共法律服务水平的重要环节

目前关于律师参与商事调解的核心政策文件既包括全国性政策文件，也包括地方立法探索与创

新。从全国性政策文件而言，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于 2017 年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律师调解试点

工作的意见》（下称“2017 年意见”）正式明确律师调解的定义：“律师调解是指律师、依法成立

的律师调解工作室或者律师调解中心作为中立第三方主持调解，协助纠纷各方当事人通过自愿协商

达成协议解决争议的活动”，提出建立律师调解工作模式、健全律师调解工作机制、加强工作保障

三大举措方向。（值得注意的是，该份意见并没有提出律师调解规定的上位法概念，为律师调解提

姓       名：王秀娟、包扬

单位职务：北京安杰世泽律师事务所

律师在商事调解中的
三重角色与路径展望

“促进新时代首都调解工作高质量发展主题征文活动”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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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有可能区别于人民调解的解释空间）。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在 2018 年进一步发布了《关于扩

大律师调解试点工作的通知》（下称“2018 年通知”），扩大了律师调解适用的纵深。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 2019 年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

第三点促进公共法律服务多元化专业化提出“加强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工作，完善律师调解和商

事调解制度，发挥公证、调解、仲裁、⾏政裁决、⾏政复议、信访等非诉讼方式积极作用，促进社

会公平正义”，第四点创新公共法律服务管理体制和⼯作机制中提出“加强对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

设的统⼀管理，明确公职律师、公司律师法律地位，完善法律顾问管理制度，加强对⾏业专业调解

的统筹指导，提升服务综合效能。”可见，律师参与调解已成为我国提升公共法律服务水平、创新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体制机制的重要部分。

2. 商事调解制度独立存在

2022 年 3 月 28 日深圳市第七届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深圳经济特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第

十八条提出“鼓励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积极参与矛盾纠纷化解工作”，要求其在提供法律服务时

告知当事人多元化解途径，引导当事人优先选择非诉讼方式。该条例第三章调解第一节规定了人民

调解、第四节规定了商事调解，将商事调解作为与人民调解相互独立且平等的调解方式进行了规定。

3. 律师作为商事调解的重要主体

2024 年 11 月 28 日上海市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上海市促进浦东新区商事调解规定》进一步展现

律师多层次参与商事调解的空间，第七条在浦东新区设立的商事调解组织应当具备的条件包括（一）

拟任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具有纠纷解决相关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诚信记录良好，公道正派……，

提示了具有争议解决实务经验的法律人士方才有设立商事调解组织的资格。此外，第十条要求“商

事调解员应当熟悉商事交易规则和习惯，具备调解商事纠纷所需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

并强调“商事调解组织可以优先从法律服务、经济贸易等领域专业人士和从事上述领域研究、教学

工作的人员中选聘商事调解员”，显示了立法对法律专业背景人士组建商事调解组织、担任调解员

的信任与重视。

4. 律师参与商事调解收费的市场化步伐

调解收费市场化目前已成为主流的意见与政策方向。调解收费经历了由行政部门确定到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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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探索，在最高法与司法部出台的文件出现了明确的态度转变。在 2017 年意见中，“在律师事务所

设立的调解工作室受理当事人直接申请调解纠纷的，可以按照有偿和低价的原则收取调解费，调解

费的收取标准和办法由各试点地区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并报相关部门批准备案”即政府定价，此外，

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站）、律师协会、法院等具有公益性质的律师调解由政府采购服务的方式解决经费。

而在 2018 年通知中，明确提到“鼓励和支持律师事务所根据当事人需要以市场化方式开展律师调解

业务，按照有偿和低价的原则收取调解费用”，公益部分保持不变。

根据 2023 年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市场化调解指引》1，法院委派、委托调解案件按照“有

偿低价”的原则向当事人收取调解费用，调解不成功的不收费。财产类案件，根据争议标的额的一

定比例计取调解费用。按诉讼费的 50% 收取；单件收费不满 500 元的，最低按每件 500 元收取。计

时收费作为按标的收费的补充方式。非财产类案件，原则上按每件 500 元收取调解费用。而当事人

直接向市场化调解组织申请调解的，各方可就调解费用及负担进行协商，在各方均无异议的基础上

确定最终收费方案，即不再要求遵循“有偿低价”的收费原则。

可见，我国关于商事调解的收费原则经历了以下阶段的变迁：（1）社会调解组织实行政府定价、

法院等公共法律服务由政府购买服务；（2）社会调解组织实行“有偿、低价”市场化收费、法院等

公共法律服务实行政府采购服务；（3）有地方已开始实现社会调解组织自由市场化收费、公共法律

服务“有偿、低价”市场化收费。

（二）律师参与商事调解制度的实践发展

商事调解的供给根据调解主体的不同，可以分别纳入诉讼调解、仲裁调解、民间调解的

范畴。2 依据此分类，律师参与商事调解的角色主要包括调解主体的代理人与调解程序的主持者调解

员两种身份出现，具体的实践途径包括法院分配调解（律师作为调解员组织调解、律师作为代理人

参与调解）、仲裁程序调解（可分为作为代理人在仲裁庭的组织下调解，或在仲裁程序外通过调解

组织平行调解）与民间调解（受当事人委托自行协调、联系各方调解，或在商事调解机构的组织下，

1. 《市场化调解指引》，杭州时中级人民法院网，http://hzcourt.gov.cn/art/2023/5/30/art_1229731676_58867670.html.（最后访问时
间：2025 年 3 月 21 日）。
2. 黄忠顺：《论商事调解的市场化》，载《人大法律评论》2020 年第 1 期，第 93-1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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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代理人参与调解，或者作为调解员组织各方当事人调解）。

根据《2023 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数据，杭州法院协同司法局、律协等开展以律师调解

为主的市场化解纠纷试点，两年来律师调解员化解纠纷 2.4 万件。3 根据《2024 年最高人民法院工

作报告》数据，诉前化解纠纷 1218.2 万件，同比增长 1.5%，律师参与调解纠纷 77 万件，调解成功

率 64.6%。4 从最高院年度工作报告的数据口径而言，2023 年强调律师调解并公布试点结果，2024

年已从试点结果数据扩大至全国律师参与调解数据，可见律师参与调解的工作机制在全国法院进展

卓有成效。但也可以看到律师参与调解的实践情况还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律师参与调解纠纷包括

诉中和诉前参与纠纷调解，即使全部为诉前参与纠纷调解，律师调解在诉前化解纠纷中仅占比 6.32%。

可见律师参与调解的深度和广度还有较大空间可以进一步加强。

根据北京仲裁委员会《2024 年工作报告暨 2025 年重点工作计划》5，2024 年北仲受理案

件数量为 14060 件，在仲裁前纾解小额争议案件为 2947 件，正式受理前化解常规争议案件为

2730 件，仲裁前当事人和解案件数量达到提起仲裁申请案件总量的 28.76%。根据该报告，

2024 年北仲受理案件类型前十基本为商事纠纷范畴，总数达到 13549 件，已接近 2024 年北仲

受理案件数量总量。而以上类型的商事争议案件通常都需要委托律师参与专业的仲裁程序，可见，

律师作为商事争议的代理人，实质上参与商事调解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是商事仲裁案件调解中

“隐身”的重要角色。

在诉讼和调解程序之外，专门性的律师调解组织也在进行可贵的实践。广州国际商贸商事调解

中心是由广州市律师协会设立的商事调解机构，是全国首个由律师协会发起设立的商事调解机构。

截至 2024 年 3 月统计数据，调解中心在册调解员 482 名，调解员构成包括律师、专家学者、公司高

级法务人员。6

3. 《2023 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网，http://gongbao.court.gov.cn/Details/91879661d9288abc72798a23b1ecec.
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5 年 3 月 22 日）。
4. 《2024 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网，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457991.html.（最后访问时间：
2025 年 3 月 22 日）。
5. 《北仲 2024 年工作报告暨 2025 年重点工作计划（图文概览）》，北京仲裁委员会网，https://test.bjac.org.cn/news/view?id=5090.
（最后访问时间：2025 年 3 月 22 日）。
6. 《 广 州 国 际 商 贸 商 事 调 解 中 心 简 介》， 广 州 市 司 法 局 网，https://sfj.gz.gov.cn/ztlm/gzsswflfw/swflfw/sstjfw/tjzx/content/
post_9553505.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5 年 3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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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律师在商事调解中的三重角色
（一）律师是商事调解的积极倡导者与引路人

调解、诉讼与仲裁并称为争议解决的“三驾马车”，而比起诉讼、仲裁“输赢对抗模式”，调

解是以利益为中心的“互利共赢模式”，具有效率高、成本低、保密性好、双方利益最大化等明显

优势。律师在处理商事争议案件时，通常会在了解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从相关法律和实践经验出发，

通过法律分析与预判，对调解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评估，从而为客户选择最适合的争议解决方式。

就笔者多年的代理经验而言，我们一般会积极倡导通过商事调解的方式解决争议的因素包括：1. 客

户的具体需求和偏好，如：非常关注保密性，不希望有诉讼案件记录以免影响投标或对其他利益造

成影响、需要快速解决纠纷、诉讼或仲裁程序只能解决部分争议、诉讼或仲裁费用过高或与收益不

成比例等；2. 案件本身存有困境，如：案件证据与法律依据不太有利，法律适用与管辖权存有争议，

判决裁决可能难以执行等；3. 其他特别情况，如：合同中明确约定调解前置程序、争议可能源于文

化差异、信息不对称或沟通不畅等情形。

通过商事调解，争议双方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达成共识，快速解决纠纷，减少时间和金钱的消

耗，并维护商业关系的和谐。调解协议还可以进行司法确认，具有强制执行力。调解协议也可以通

过转化为法院的民事调解书、仲裁机构的仲裁调解书或仲裁裁决书，使商事调解具有强制执行的效

果。而且，在诉讼程序中以调解方式结案，诉讼费还可以减半。对于仲裁，如果在组庭前进行和解

或调解撤回仲裁申请，费用方面也会有相应的退费优惠。作为商事主体而言，如果没有律师的分析、

建议和引导，很难顺利开启商事调解的通道，毕竟诉讼和仲裁虽然时间和费用成本更高，但确实是

一张“安全牌”。因此，律师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可协助客户认识到调解的价值，并引导

其选择更为经济、高效、和谐、互利共赢的纠纷解决方式。

（二）律师作为代理人参与商事调解，是商事调解的重要参与者

律师参与商事调解，很多时候是以代理人的身份参与，律师作为商事调解的代理人参与商事调

解具有以下优势与价值：

1. 尽管律师代理一方当事人，但作为争议双方之外相对独立的第三方，能够架起新的沟通桥梁，

重启争议双方已经失灵的沟通机制和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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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际商会仲裁院（ICC）国际仲裁案，仲裁地在伦敦

笔者曾代理中国某国家级研究机构与一家德国尖端脑功能检测设备公司之间的设备买卖合同争

议国际仲裁案。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因交付配件与尾款支付的履行发生争议，交涉无果后，德

国公司在 ICC 提出仲裁申请，我们代表中国客户提出仲裁反请求。在仲裁程序进行过程中，我们进

一步了解到双方的争议主要源于不同国家文化差异和不同法律制度认知的偏见，德国公司基于过往

与不同国家的一些企业合作过程中遇到的不付尾款的情况，为避免损失，在未收到全款前不发配件。

而我们的客户作为中国国家级研究机构，性质上不同于一般的公司企业主体，是用科研经费购买的

案涉设备，而该科研经费系专款专用，只要对方正常履行合同几乎不存在不支付尾款的风险。我们

代表客户与对方进行了多轮电话会议，向对方详细解释了不同商事主体的特点以及科研经费的性质，

让对方了解到中国的文化制度特色和主体的差异性，取得了对方的信任，破除了偏见，最终促成双

方在国际仲裁中达成和解协议，各自撤回仲裁请求与反请求。更重要的是，双方不仅如约履行和解

协议，甚至进一步增强互信，双方后续在中国合作设立了合资公司，把德国脑设备的技术引进中国，

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共赢。

（2）系列诉讼案的一揽子调解结案

①上海不同法院的系列诉讼案

笔者曾代理一家知名机械制造业日企与国内某知名新能源上市企业之间的买卖合同争议案，因

不同合同约定的管辖法院不同，需分为几个案件分别在不同法院立案，标的较大，诉讼费用相对较

高。在代理本案时，我们通过分析与判断认为案件存在调解与和解的有利因素：首先，根据前期调研，

了解到对方履约能力良好，对方是一家新能源上市企业，没有执行案件终本等不良诉讼记录，该公

司虽然现金流比较紧张，但在正常经营中，具有比较良好的运营情况。其次，我们根据与客户与相

对方的沟通，认为双方具有协商的基础。我们客户的核心诉求主要是回收案涉货款本金，违约金可

以让渡，对方的核心诉求为不希望该公开诉讼记录影响公司的股价与投资估值，希望尽量减少总金

额，延长付款周期。再次，本案的诉讼费用比较高，且权责关系比较明确，很有可能判决由被告承担，

对方也想尽量避免诉讼费用的承担。根据上述情况，我们为客户设计了和解方案，并积极与对方沟

通和释放可以让渡部分利息的诚意，最终双方达成一揽子和解协议，对方在一年时间内分期支付货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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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为防止对方不履行和解协议，采取了由法院出具调解书获得强制执行力的方式。目前，该公司偿

付情况良好，已经按约定在一年时间内履行了和解协议。如果进行诉讼，可能一年的时间也不一定

取得终审判决结果，而且，即使诉讼权责清晰，对方也可能会穷尽各种理由进行抗辩和制造程序障碍，

没有完全十拿九稳的诉讼。

②全国二十起系列诉讼案一揽子调解

笔者曾代理法国某全球信息技术公司与中国某大型央企及其子公司在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北京几个区法院，以及全国不同地方法院的一系列技术服务合同纠纷案，在北京三中院法官的主持

和双方律师的参与下，最终使该一系列案以及其他尚未起诉即将起诉的案件达成一揽子调解方案，

为客户高效快捷地解决了近二十起纠纷，极大地节约了时间和费用成本。

2. 律师丰富的商事争议解决经验可以协助客户拟订完善的调解或和解协议，以备和解协议不能

顺利履行时仍可以有效、高效维权，并为原合同“查漏补缺”

以代理的客户（原告）为例，协助起草和解协议关注的要点：

(1) 在和解协议中提高义务人的违约成本，如约定较高的违约金或罚息利率，以便在对方不履行

法律义务时，权利人可以快速、有效地启动强制执行程序 ;

(2) 写明加速到期条款，如对方不按期足额履行任一笔款项，对方应立刻足额支付包括货款本金、

逾期付款损失、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在内的所有费用；

(3) 关注细节问题，包括付款的币种、确定汇率的时点、汇率损失的补偿、收款账户的确定、诉

讼费的分配、分期付款的安排、通知与联系等，确保协议具有明确的可执行性；

(4) 对原合同进行查漏补缺，如合同中未约定守约方维权费用由违约方承担，除了特定案件外，

法院一般难以支持原告相关的律师费主张，可协助客户通过和解协议进行补充约定。

3. 律师可以有效协助客户选择和任命具有专业能力与丰富经验，适合处理本案的调解员

选择调解员对于商事调解非常重要，一个好的调解源于好的调解员。在选择调解员时，首先考

量候选人是否具备调解的专业技能和经验；其次是是否具备某个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

（三）律师作为调解员主持调解程序，协助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

律师作为调解员参与商事调解的方式多种多样，包括加入商事调解组织、律师协会设立的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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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中心、律所设立律师调解室或调解中心、在法院律师调解工作室以及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设立的

律师调解工作室等，为其受理的纠纷提供调解服务。

杭州律谐调解中心公开了一件标的额超 2.2 亿元的国企之间的借贷纠纷案件。7 纠纷双方为两家

国有企业，A 公司与 A 公司与 B 公司共同出资成立的 C 公司。C 公司在项目推进中向 A 公司借款超

过 2.2 亿元，因经营困难无法按时还款，引发借款合同纠纷。该案件涉及多重的复杂问题：股东权

益界定，A、B 公司作为 C 公司股东，需厘清借款责任与股权责任的边界；国企合规性：双方均为国

有控股企业，资金使用需符合国资监管要求；商业关系维护：避免诉讼对上市公司声誉及长期合作

的影响。本案中，双方对借款本金无异议，但对利息计算标准存在重大分歧。A 公司主张按合同约

定计息，但 C 公司因资金链紧张无力承担高额利息。杭州律谐调解中心结案后指派专业律师调解团

队介入，在事实层面，律师针对近百份付款凭证（含电子承兑汇票）逐项核对，并赴 A 公司实地校

验汇票信息，确保数据真实性和完整性。在法律适用层面，调解律师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合同编出发，明确合法利率范围上限，同时结合 C 公司实际经营能力提出调整方案：以法定利率上

限为基准，避免利息主张超出司法保护范围；将利息分摊至分期还款计划，缓解 C 公司短期资金压力。

后续调解团队与管辖法院密切沟通，提前规划司法确认流程。调解协议签署后 3 日内即完成司法确

认裁定赋予了协议强制执行力。

在该案例中，律师调解团队在多年法律执业经验中沉淀的事实核查、法律专业知识以及高超的

商业谈判与合规安排策略功底均得到了出色的展现与发挥，可见，律师担任调解员具有独特的优势，

身经百战的律师对于各方当事人的立场、利益具有天然的嗅觉，经过有效的调解员培训，可以有效

地将自身律师执业经验有效地赋能在调解案件中，并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与当事人的背景风格、利益

取舍等不同，适时转换调解风格与策略。

律师担任调解员，与作为代理人不同，需对自己的角色有清晰的认识，转变思维和之前作为代

理人的行为方式，在调解过程中，不过分强调法律知识和技能，法律可能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更重

7. 《杭律调解丨国企 2.2 亿元纠纷难化解，律师高效调解显成效》，载“杭州律协”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__biz=
MzAwNDI5OTQwMQ==&mid=2651026693&idx=1&sn=bf7afff8a9a39074d008b2a7225015fb&chksm=8120329e547609eea0f1cad5
21f7f1c0b932c7df35c23f10271ad216fb15e782f6a3f6e739c4#rd.（最后访问时间：2025 年 3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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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是关注当事人的共同利益和其他方面，以避免调解关系陷入僵局。律师担任调解员时，可以根

据案件具体情况与当事人的文化背景、风格类型等不同，适当调整自身的调解风格与策略。商事调

解，尤其是国际商事调解有一套成熟的流程，包括准备阶段查阅调解的相关文件、与双方当事人的

提前联系；进行开场白，设定调解日程；调查事实，沟通寻求共同利益，引导双方当事人交换信息，

界定谈判的可行范围；协商谈判，交换意见，打破僵局；调解结束，完成细节条款，协助起草调解

协议等。调解员在主持调解过程中，需注意调解技巧，包括但不限于积极倾听，给予回应；避免使

用带有偏见性的语言，彰显中立性；允许双方当事人适当发泄情绪，用一种中立的语言重述双方当

事人过激的言语；引导双方当事人进行换位思考，运用策略打破僵局；协助起草调解协议措辞明确、

精练且无歧义等。一个好的调解员，可能比做法官或律师更具挑战性，因为不仅需要具有专业的法

律知识技能，更需要丰富的经验和智慧，方能更好地促成调解协议的达成。

商事调解流程和方法技巧的不同体现了东西方调解文化的差异。东西方调解的主要差异在于，

西方调解员更倾向于鼓励和引导双方当事人去寻求解决方案，而不直接给建议；比较关注调解的一

套成熟的流程，以流程保证调解的公平正义。而我们东方的调解员则更习惯于以专业人士和专家的

身份给出建议、进行劝说；调解员是调解的主导者，给双方摆事实讲道理，提醒双方注重社会义务等。

三、律师参与商事调解制度面临的挑战
（一）律师代理商事调解积极性不足，代理费暗含律师与客户的利益对立

当前，无论是律师作为代理人参与调解案件还是作为调解员主持调解，均面临着收费较低的困

境，导致很多律师缺乏参与调解的动力。当律师代理商事争议解决案件时，委托代理服务的范围一

般为代理法院诉讼程序或仲裁程序。但一旦案件在诉前或仲裁前就达成和解，律师的工作内容少于

原先委托代理的范围，可能客户会要求律师一并退减部分代理费。如果在委托代理协议约定了调解，

客户也会要求分项付款，调解成功的收费低于调解不成功进入诉讼或仲裁实体程序后的收费。引发

这种现象的本质原因是，客户认为如果案件成功调解，律师工作量将低于他们支付全额律师费所对

价的工作量。因此，对于追求代理收益的律师，如果代理参与和解程序可能会导致律师费减少，自

然不会主动建议客户进行和解。尤其当客户是对争议更有把握的一方时，吸引此类型客户进行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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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力一般是降低时间成本、降低不确定性以及降低法律费用支出，而一般法院判决或仲裁裁决会

支持败诉方承担与过错比例相符的诉讼 / 仲裁费用），法律费用支出的大部分就在律师费上，如果此

时律师表示代理和解与否收费都相同，可能客户的和解意愿就会大为降低。

可见，当律师作为代理人时，调解成功带来的工作量减少，进而代理费用减少的可能，构成律

师缺乏动力建议并代理进行客户调解的原因之一。

（二）律师调解属性模糊，律师调解收费落入泛化人民调解的藩篱

由于长期以来律师调解的性质与定位模糊，公益性、公共性或商业性属性不清，即使目前律师

调解允许进行合法的市场化收费，但依然有相当部分从事商事案件调解的律师调解员在身份上被一

味认定为人民调解员，并未得到与其调解水平匹配的报酬。

目前在实践中，相当可观的人民调解组织及调解员从事的业务内容实际已属于商事调解的范畴，

如金融纠纷、建筑工程合同等典型商事纠纷案件。大部分商事争议的商事主体明显具有一定的支付

能力，争议事项并不包含公益属性，但仍在适用人民调解的调解方式与收费模式，显然对于专业调

解员所付出的努力与提供的高质量服务不甚公平，也限制了商事调解更专业的发挥。如果以人民的

名义给实践中所涌现的各种新型调解组织类型都戴上 “人民调解”的帽子或将其装进人民调解的 “百

纳袋”中，概念泛化将掩盖商事调解、行业调解、专业调解等多元社会调解方式的制度特色。8

四、多层次推动律师参与商事调解的路径展望
（一）规定律师参与调解的“应为”之义务

近年来，许多国家通过立法和法院指引来要求律师承担向客户建议、告知关于调解事项的法定

义务。根据爱尔兰《调解法案（2017）》，律师有义务建议当事人考虑调解作为尝试解决争议的方式；

向当事人提供有关调解服务的信息，包括调解服务提供者的姓名及地址；向当事人说明通过非诉讼

方式解决争议的优势及调解的益处；律师需要向法庭提供法定声明以证明确已遵守该义务，如果诉

讼启动文件未附有符合该款规定的法定声明，相关法院应将诉讼程序延期。9 根据香港法院指引，代

8. 廖永安、王聪：《人民调解泛化现象的反思与社会调解体系的重塑》，载《财经法学》2019 年第 5 期，第 67-80 页。
9.See Mediation Act 2017, Irish Statute Book, https://www.irishstatutebook.ie/eli/2017/act/27/section/14/enacted/en/html. 
(2025-03-25 acce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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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律师在提交案件时间表问卷（Timetabling Questionnaire）同时，向法院提交一份调解证明书，

以表明当事人是否愿意尝试调解。10

借鉴以上域外的立法经验，在未来我国的商事调解立法规范或律师法修订和律师协会执业守则

中，可以适当增加律师应向当事人提供包括调解在内的多元化争议解决的所有可行方式，提供当事

人关于调解的必要信息，并应在诉讼 / 仲裁前由委托人和代理人共同签署已知悉调解事项的声明书，

以倒逼律师履行如实向客户告知调解事项的义务。

（二）丰富律师参与调解的“愿为”之动力

在“硬法”托底的基础上，仍需要通过“软法”不断激发律师自发参与商事调解的积极性，构

建律师参与商事调解的良好生态。

1. 更匹配的报酬激励

让律师调解收费市场化的前提是让商事调解属于可以市场化的范畴，应进一步明确区分商事调

解和人民调解各自适用的案件类型与范围，尤其在法院委托、委派调解的场景下，可以推广汲取杭

州中院的《市场化调解指引》，根据案件标的额的一定比例进行收费。

2. 更广大的律师调解群体

长期以来，律师担任调解员或代理调解案件似乎只是诉讼 / 仲裁律师的话题。笔者阅览了中国

贸促会调解中心的调解员名录，律师职业背景的调解员的业务专长大多数都包括纠纷解决。事实上，

对于业务专长并非争议解决的非诉律师，也具有代理商事调解或担任调解员的固有优势。首先，非

诉律师更加了解争议事项本身，也更加贴近客户，如果非诉律师对于调解概念熟稔，便可以从起草

交易合同的起始就说服客户增加调解前置的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其次，非诉律师尤其是交易律师，

往往具有丰富的商事谈判经验，这些经验经过一定的调解专业培训，可以有效地转化为调解的技能；

再次，在律师代理调解的场景下，非诉律师关于代理调解的收费没有诉讼律师常有的“包袱”，作

为单项服务收费即可，不会因为调解收费不如诉讼 / 仲裁而增加烦恼。

3. 更具有认可度的统一认证培训体系

10. General Guide, Practice Direction 31, 
https://mediation.judiciary.hk/en/doc/GeneralGuide_PD31-Eng.pdf. (2025-03-26 acce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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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关于调解员资格认证往往是各商事调解机构“各自为政”，需从统一性、认证体系、税收

优惠等维度系统性构建调解员资格认证制度，并适当增加调解员资格申请和取得的难度，构筑调解

员认证体系的“护城河”。目前调解员资格认证分散于地方条例或机构规则，缺乏全国统一立法，

可参考《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制定《国家统一调解员资格管理办法》，明确学历、培训、

考试等准入条件，并区分专职调解员与行业调解员等级。此外，可以引入税收优惠措施与职业激励

政策，调解员资格可纳入个税专项附加扣除范围，获得统一认证的调解员可以获得现金奖励等。

结语
商事调解是法的艺术，更是心的艺术，两者结合，才能达到“道”的高度。律师持续深入参与

商事调解，既源于国家提升公共法律服务水平的需要，也源于律师法律服务职业属性的内在要求。

律师在商事调解中扮演着三重角色，既是商事调解的倡导者，推动商事调解的普及和应用，又是商

事调解的重要参与者，代表委托人的利益积极参与调解过程，亦是调解员，以中立身份促进双方达

成调解方案。律师在商事调解中，不仅展现了律师的专业素养，更体现了律师对和谐社会的贡献。

期待将来有更多律师加入商事调解的队伍，拥抱商事调解的新机遇，接受新挑战，共促商事调

解和合之美，成为商事调解的践行者和建设者，探索多元化商事争议解决的魅力，积极参与商事调解，

让调解与和谐成为多元化纠纷解决的重要方式。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mediation by lawyers has gradually been emphasized by the 

state and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public legal service 

system. Commercial mediation has also evolved into an independent institutional concept. 

As commercial mediation often requires familiarity with commercial transaction rules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it is highly suitable for lawyers who possess 

industry-specific legal expertise and skill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triple roles of lawyers in commercial mediation as advocates, counsels and mediators, and 

to analyze the challenges lawyers face in participating in commercial mediation at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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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well as the outlook on the path to promote lawyers’ involvement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Mediation by Lawyer; Commercial Mediation; Diversified Dispute 

Resolution; Lawyer; Medi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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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我国社会的快速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矛盾纠纷已成为超大城市治理中的突出问题。

传统的单一纠纷解决方式逐渐难以适应复杂的社会需求，矛盾纠纷的多元化解机制应运而生。本文

聚焦于超大城市社会治理中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提出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司法保障”

的综合调解体系。研究首先分析了矛盾纠纷的类型与成因，探讨了当前调解机制的不足，继而提出

了完善多元化解机制的政策建议。重点阐述了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的协同作用、司法与非司法调解

力量的融合以及信息化技术对调解工作支持与应用的推动。通过构建多元化解体系，不仅能够提升

社会治理效能、减少社会冲突，还能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

关键词： 矛盾纠纷，调解机制，社会治理，多元化解，超大城市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ety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conflict and dispute have become prominent issues in the governance of megacities. 

Traditional, single dispute resolution methods are gradually unable to meet the complex 

姓       名：艾清

单位职务：北京天霜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律师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
构建与调解合力生成

以首都新时代调解工作和超大城市社会治理为例

“促进新时代首都调解工作高质量发展主题征文活动”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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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eds of society, leading to the emergence of a diversified dispute resolution system.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iversified dispute resolution system in the governance of megacities, 

propos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mprehensive mediation system based on "government 

leadership,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judicial protection". The study first analyzes the types 

and causes of conflicts and disputes, examines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current mediation 

mechanism, and then proposes policy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diversified dispute 

resolution system. It highlights the collaborative role of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the integration of judicial and non-judicial mediation force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support and promote mediation work. By 

constructing a diversified resolution system, it is possible to enhance social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reduce social conflict, and promote social harmony and stability. 

Keywords: Conflict and dispute, mediation mechanism, social governance, diversified 

resolution, megacities

引言
在当前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超大城市的治理体系面临着前所未

有的挑战。作为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矛盾纠纷的化解机制不仅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

也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调解机制逐渐暴露出诸多

局限，如调解方式单一、社会力量参与不足、诉调衔接不畅等，亟需通过构建更加完善的矛盾纠纷

多元化解体系来提升社会治理能力。

特别是在首都北京，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社会治理的复杂性更为突出。北京不

仅人口流动性强、利益主体多元化，同时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窗口，其矛盾纠纷的化解模式具有重

要的示范作用。近年来，国家在深化社会治理改革的过程中提出了“枫桥经验”的现代化升级版，

强调“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推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发展。与此同时，北京等超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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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也为全国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在这一背景下，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并形成强有力的调解合力，成为

当前法学研究与社会治理实践中的重要课题。通过充分发挥政府、社会组织、司法机关、行业协会

等多方主体的作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化社会治理格局，不仅能够有效提升矛盾纠纷化

解效率，也能增强社会韧性，为建设法治化、现代化的超大城市治理体系奠定基础。

一、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的理论基础  
（一）矛盾纠纷的内涵与类型  

 一、矛盾纠纷的概念界定  

矛盾纠纷是社会关系运行过程中因利益、观念、价值等方面的不一致或冲突而产生的一种社会

现象。法学领域通常将矛盾纠纷视为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因权利义务争议或利益冲突而产生的不和谐

状态。矛盾纠纷的核心特征包括：主体的对立性、利益的冲突性、后果的社会性。其中，主体的对

立性表现在争议双方的诉求不一致，利益的冲突性体现在矛盾纠纷往往涉及资源或权利分配，后果

的社会性则表明矛盾纠纷若未能妥善解决，可能会对社会稳定产生不利影响 1。  

在法理学视角下，矛盾纠纷可以分为两类：法律纠纷与非法律纠纷。法律纠纷主要涉及法律权

利义务的争议，包括民事纠纷、行政争议、刑事冲突等，通常通过诉讼、仲裁等法律手段解决。非

法律纠纷则涵盖社会、伦理、经济、宗教等领域的争议，如家庭矛盾、社区冲突等，主要依赖调解、

协商、谈判等非正式机制化解。  

 二、矛盾纠纷的主要类型  

在超大城市的社会治理体系中，矛盾纠纷的类型多种多样，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几类：  

（1） 民事纠纷：涉及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的财产关系、人身关系等问题，如婚姻家庭

纠纷、劳动争议、合同违约等。这类纠纷数量庞大，调解需求高，尤其在物业管理、劳动用工、消

费维权等领域表现突出。  

1. 王传发 . 法治社会建设视野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空间转向——基于基层一站式矛盾纠纷化解平台创新实践的分析 [J]. 理论月
刊 ,2025,(02):7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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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政纠纷：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与行政机关因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产生的争议，

如征地拆迁、行政许可、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矛盾。行政调解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共同构成行政争

议解决体系。  

（2）社会治理类纠纷：涵盖基层治理、公共服务供给、社会秩序维护等方面，如社区治理纠纷、

群体性利益冲突等。这类纠纷通常涉及多方主体，需通过政府、社会组织、居民自治等多元方式协同化解。  

（4） 商事纠纷：涉及企业之间或企业与个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冲突，如股东权益、知识产权、合

同履行等问题。商事调解已成为国际通行的商事争端解决方式之一。  

（二）多元化解机制的理论基础  

1. 纠纷解决理论  

纠纷解决理论（Dispute Resolution Theory）是研究社会矛盾纠纷的成因及其解决方式的理

论体系。该理论认为，矛盾纠纷的解决可以分为自力救济、社会救济与国家救济三种模式。  

（1） 自力救济：指当事人自行解决纠纷，如协商、谈判等。这种方式成本低，但在权力不对等

的情况下可能导致弱势方权益受损。  

（2）社会救济：由社会中介组织或非政府主体介入，如人民调解、行业调解等。该模式强调社

会共治，通过第三方的参与减少对抗性，提高纠纷解决的柔性。  

（3）国家救济：由国家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主导，如诉讼、行政裁决等。该模式具有强制性和

权威性，但成本较高、周期较长。  

多元化解机制正是基于纠纷解决理论的发展而形成的，其核心在于通过多种手段协同化解矛盾，

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平衡。  

2. 法律多元主义理论  

法律多元主义（Legal Pluralism）强调法律体系的多层次性和多主体性，认为社会治理不应仅

依赖国家法，而应充分发挥社会规范、行业规则、道德准则等多重法律资源的作用 2。在矛盾纠纷多

元化解体系中，法律多元主义理论提供了重要支撑，即调解不仅是国家法体系的一部分，也可以依

2. 黄文艺 , 张旭 . 论党规的“法”属性——基于新法律多元主义的考察 [J]. 比较法研究 ,2022,(04):116-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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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社会自治力量发挥作用。  

3. 合作治理理论  

合作治理（Collaborative Governance）理论强调政府、社会组织、公民等多方主体共同参与

治理，通过信息共享、资源整合和制度协同，提高社会治理的整体效能 3。该理论对矛盾纠纷多元化

解体系的启示在于，政府不应单独承担纠纷解决责任，而应通过制度设计，激励社会组织、行业协会、

专业机构共同参与调解，实现“共建共治共享”。  

（三）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的构成要素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是指通过多种方式、主体和程序，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社会等手段，

以最大限度降低纠纷激化风险、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一种纠纷处理机制。其构成要素主要包括：  

1. 纠纷解决主体的多元化  

（1）政府主导：政府在矛盾纠纷化解中发挥统筹作用，提供法律、政策支持，如设立调解中心、

推动诉源治理等。  

（2） 司法保障：法院在多元化解体系中发挥终局裁判作用，同时通过诉前调解、调解协议司法

确认等方式增强调解的权威性。  

（3）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调解组织、行业协会、律师调解中心等社会力量在纠纷解决中发挥重

要作用。  

（4）市场化调解机制：如商事调解、劳动争议调解等，利用市场机制提高纠纷解决效率。  

2. 解纷方式的多层次化  

（1） 人民调解：由人民调解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主持，适用于家庭、邻里等矛盾纠纷。  

（2） 行政调解：政府部门依据行政权力介入调解，如市场监管、劳动仲裁等。  

（3）司法调解：法院在诉讼过程中主持调解，推动案件快速化解。  

（4）行业调解：特定行业或领域内的专业机构提供调解，如商事仲裁、消费者权益保护调解等。  

3. 信息化手段的支撑

3. 徐国冲 . 合作治理研究的理论脉络及其发展 [J]. 厦门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72(06):2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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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技术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中的应用日益广泛，如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调解、在线

调解平台等，有助于提高调解效率、降低调解成本。  

二、超大城市社会治理中的矛盾纠纷现状与挑战  
（一）首都及超大城市的社会治理现状  

1. 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  

超大城市是指人口超过 1000 万的大都市，其社会治理面临更为复杂的挑战。超大城市社会治理

的主要特征包括：  

（1） 人口流动性大：超大城市往往是经济发展和创新资源的聚集地，吸引大量外来人口就业和

定居。然而，人口流动性增加了社会治理的复杂性，使得公共服务供需矛盾突出。  

（2） 区域差异明显：超大城市内部区域发展不平衡，中心城区与近郊、远郊地区的社会治理需

求存在显著差异。例如，北京市中心城区的主要矛盾集中在房价、交通、教育资源分配等问题，而

远郊区县则面临产业升级、农村城镇化等挑战。  

（3）社会利益冲突多元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社会阶层、利益群体日益分化，如本地居民

与外来务工人员、购房者与租房者、企业与居民等之间的矛盾日益复杂，传统的治理模式难以满足需求。  

2. 超大城市矛盾纠纷的主要表现  

（1）房屋拆迁与征地补偿纠纷：城市更新和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拆迁补偿标准、安置方案的

不公正或执行方式的不合理，往往引发大规模矛盾。  

（2）物业管理与社区治理纠纷：随着居民对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物业管理问题成为基层社会

治理的重要挑战，如物业费收取、公共设施维护、社区自治权利等问题常常引发争议。  

（3）劳资纠纷与新就业形态矛盾：共享经济、数字经济的发展催生了大量新就业形态，如网约

车司机、外卖骑手等，这些群体往往缺乏劳动权益保障，劳资纠纷频发。  

（4） 公共服务资源分配不均：医疗、教育、交通等公共服务资源分配不均，导致市民对政府政

策的不满，甚至形成群体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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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矛盾纠纷的类型与成因  

1. 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带来的结构性矛盾  

（1）产业转型与劳资关系变化  

超大城市的经济结构不断升级，传统制造业、低端服务业逐步向高端产业和科技创新产业转型。

然而，这种转型往往导致大量传统行业工人面临失业风险，加之企业成本压力增加，劳资关系日趋

紧张，劳动争议案件数量上升。  

（2） 收入差距与社会阶层分化  

经济快速发展带来了收入水平的提升，但不同群体的收入增长速度存在差异，导致社会阶层分

化日益明显。高房价、高生活成本加剧了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压力，引发社会矛盾。  

2. 城市化进程中的居民利益冲突  

（1） 城市更新与住房保障  

在超大城市，旧城改造、棚户区改造、城中村拆迁等项目频繁进行，政府、开发商与居民之间

的利益博弈导致大量拆迁纠纷。此外，住房市场的供需矛盾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如住房租赁市场

秩序混乱、长租公寓暴雷等。  

（2）环境污染与生态治理  

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工业污染、噪声污染、交通污染等问题直接影

响市民生活质量，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决策往往涉及企业、居民、环保组织等多方利益，容易引发冲突。  

（3）社区治理与社会参与  

超大城市社区人口结构复杂，居民之间的需求和期望存在差异。例如，老年人关注医疗保障与

社区养老服务，而年轻人更关注职业发展与住房问题。这种代际需求的不同，导致社区治理中的矛

盾增加。  

（三）现有解决机制的不足  

1. 传统调解机制的局限性  

（1）调解资源分布不均：尽管人民调解制度在基层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城市人口流

动性大，基层调解组织往往难以覆盖所有矛盾纠纷，特别是在大型商业区、流动人口密集区等，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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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资源相对薄弱。  

（2）调解人员专业化水平不高：目前许多基层调解人员缺乏专业法律知识和调解技巧，导致部

分复杂案件无法有效化解，最终仍需诉诸司法程序。  

（3）调解结果缺乏强制力：调解协议往往依赖当事人自愿履行，而缺乏强制执行力，导致部分

案件在调解后仍旧陷入纠纷。  

2. 政府与社会力量参与不足的问题  

（1）政府部门协调不足：当前，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人民调解等不同类型的调解机制之间缺

乏有效的协调与衔接机制，导致纠纷处理效率低下。  

（2）社会组织作用未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矛盾纠纷调解中的参与度较低，缺乏稳定的法律地

位和政府支持。与欧美国家相比，我国的行业协会、公益法律服务机构等在纠纷调解中的影响力较弱。  

3. 调解与诉讼的脱节与低效运作  

（1）调解与诉讼衔接不畅：调解与司法程序的对接仍不够顺畅，部分法院对于调解结果的认可

度不高，导致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机制作用有限。  

（2）诉源治理推进不足：尽管近年来法院积极推动“诉前调解”机制，但由于部分当事人对调

解不信任，仍然选择直接诉讼，加重了法院负担。  

（3）信息化调解体系建设滞后：当前，在线调解平台的建设尚处于初步阶段，调解与诉讼的数

字化融合程度较低，无法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  

超大城市社会治理中的矛盾纠纷具有复杂性、多样性和高频率的特点。当前，城市治理过程中

面临经济发展带来的结构性矛盾、城市化进程中的利益冲突以及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虽然现

有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作用，但仍存在调解机制的局限性、政府与社会力量参

与不足、调解与诉讼脱节等问题。因此，如何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提高社会治理效能，是

当前社会治理现代化面临的重要议题。

三、调解合力的生成与推进路径  
（一）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的协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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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府在调解合力中的主导作用 

在调解合力的生成中，政府部门承担着主导作用。政府的职责不仅仅是立法和执法，更在于政

策引导、资金支持和制度建设等方面为调解工作提供保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政策引导与规划设计。政府在制定社会治理政策时，应将矛盾纠纷调解纳入其中，明确

调解的优先地位。例如，推动社会调解、行业调解等政策的出台和实施，完善社会矛盾调解的法律

框架和政策体系。  

第二， 资金支持与资源保障。调解机制的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与资源投入，尤其是基层调

解工作。政府可以通过专项资金、财政补助等方式，帮助调解机构提高基础设施建设和专业人员的

培养。  

第三，立法与制度建设。政府通过立法推进调解机制的法治化，设立调解机构、制定调解程序

规范等，推动调解合力的制度化建设。这不仅有助于保障调解工作的公正性和有效性，也有助于激

励社会各方主体的积极参与。  

2. 社会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的补充作用

在调解合力中，政府主导的调解机制往往存在一些局限性，尤其是在处理基层、细小纠纷时，

社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补充作用体现在如下三方面：

其一，社区调解的基层作用。社区调解组织能够密切联系居民，了解地方性矛盾，并通过邻里

关系和社区文化促进矛盾的和谐化解。社区调解不仅仅能够解决具体的邻里纠纷，还能够有效提升

居民的参与感和归属感。

其二， 公益组织与专业服务的支持。公益组织和专业社会服务机构在调解工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尤其是在提供法律援助、心理咨询等方面。它们能够为当事人提供更为专业的支持，避免调解过程

中因为信息不对称或专业缺失导致的矛盾加剧。

最后，行业协会的行业调解功能。行业协会在行业内调解纠纷时具有天然的优势，因为它们对

行业规则和运作有着深刻理解，可以高效地处理行业内部的专业纠纷。行业协会的介入能够为调解

提供法律与行业惯例的双重保障，提高调解效率。  

（二）司法与非司法调解力量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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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院调解、仲裁与社区调解的协同效应  

调解合力的生成不仅仅依赖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合作，司法部门也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法院调解、仲裁以及社区调解的协同效应能够形成多重矛盾化解路径，提升整体调解效果。  

（1）法院调解与诉讼结合：法院调解是司法领域的重要调解形式，其优势在于能够通过司法背

景提升调解结果的权威性和执行力。法院调解可以在诉讼前后进行，当事人在诉前或诉中均可以通

过调解途径达成和解协议，之后再进行司法确认，减少案件的审理时间，减轻司法资源压力。  

（2）仲裁与调解的结合：仲裁作为一种更为正式的纠纷解决方式，在商事纠纷中有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将仲裁与调解结合，通过设立调解环节，为当事人提供更为灵活的纠纷解决途径。  

（3） 社区调解与基层治理：社区调解主要处理居民之间、邻里之间的纠纷，因其灵活性和接地

气的特点，在基层治理中起到重要作用。法院和社区调解之间的衔接能够为当事人提供更多的解决

渠道，防止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2. 司法独立性与社会调解灵活性之间的协调机制  

司法调解和社会调解各自有其独立性和优势，但在具体运作过程中，如何保持司法独立性与社

会调解灵活性之间的平衡，是调解合力生成的关键。司法机关应确保调解过程中司法权威的独立性，

避免社会调解过于随意而缺乏规范性。同时，社会调解应具备一定的灵活性，以便能够适应快速变

化的社会环境和不同纠纷的复杂性。两者之间的协调机制应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共享信息与资源。司法机关与社会调解机构之间应通过建立信息平台实现数据共享，提

高工作效率与透明度。

  其二，共同制定调解标准。司法机关和社会调解组织可以共同参与调解标准的制定，确保调解

程序的公正性和一致性。  

（三）信息化技术的支持与应用  

信息技术，特别是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的应用，为调解合力的生成提供了有力支撑。通过信息

平台的建设，能够更好地实现信息共享、案件管理和调解数据分析，从而提高调解工作的效率与精

准度。

智能调解平台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可以辅助调解员在案件处理过程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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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推荐和方案。智能调解平台能够自动分析纠纷的关键信息，生成调解方案，提升调解过程中的

自动化与标准化水平。通过智能平台，案件的管理、调解进程的跟踪等可以实现自动化，避免人为

操作的失误或延误，提高调解效率。人工智能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为调解员提供与案件特征相匹

配的调解方案建议，辅助调解员做出更合理的决策。  

四、构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的政策建议  
（一）完善多元化解机制  

1. 完善政策法规，推动调解机制立法  

在构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的过程中，完善政策法规是基础性工作。当前，我国在矛盾纠纷

解决领域已经形成了初步的调解框架，然而，现有的调解机制仍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制度不

健全、执行力不足、参与主体缺乏法律保障等方面。因此，推动调解机制的立法和规范化，是完善

多元化解机制的关键。  

首先，应当从法治化角度，推动矛盾纠纷调解机制的立法工作。例如，在地方性法规和相关行

政法规中明确调解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规定调解的基本程序、机构设置、经费保障以及调

解结果的法律效力。根据目前的法律框架，调解协议具有较高的效力，但在一些复杂纠纷中，调解

结果的执行力依然较弱。因此，立法应明确规定调解协议一旦达成，应当具备司法确认的程序，以

增强其法律强制性。  

其次，应出台专门的调解工作条例或实施细则，明确各方参与主体的职责与权利。这不仅有助

于提高调解工作的规范性，也能够为调解员和调解机构提供法律保障。通过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调解

机制框架，可以促进我国调解事业的法治化进程。  

2. 提升调解员的专业化水平和社会认知度  

调解员作为矛盾纠纷化解中的关键人物，其专业化水平和社会认知度直接影响调解效果。目前，

我国调解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参差不齐，尤其在基层调解中，缺乏专业法律知识和调解技巧，这容易

导致纠纷化解过程中的低效与不公。因此，提升调解员的专业化水平，成为提升调解工作整体效果

的核心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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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调解员的培训制度应当得到进一步完善。首先通过举办专业培训课程、设立调解员资格

认证制度等方式，帮助调解员提升法律专业知识、调解技能及心理疏导能力。其次，还可以建立调

解员的职业标准，确保调解员的选拔、培训、考核等过程具有统一性和规范性。最后，应加强调解

员的职业道德建设，提升其社会认知度。另外，通过广泛宣传调解员的社会功能和专业性，提高公

众对调解的认可与信任。社会对调解员的认同将进一步激励调解员提升自身的服务质量和职业责任

感，有助于形成良好的调解氛围。  

（二）增强社会组织与公众的参与度  

1. 激励社会组织参与，设立调解支持基金  

社会组织作为矛盾纠纷调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弥补政府和司法部门在调解过程中资源

和覆盖面的不足。社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NGO）具备灵活性、接地气的优势，可以更好地服务于

基层和特定群体，尤其是在一些较为复杂的社区纠纷、家庭矛盾等问题上，社会组织能够发挥不可

替代的作用。因此，激励社会组织参与调解工作，并为其提供支持和保障，是实现调解合力的有效

途径。  

一方面，应当通过政策引导和财政支持，激励社会组织在调解工作中的积极参与。政府可以设

立调解支持基金，扶持和鼓励社区、行业、公益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调解工作。通过为这些组织提

供财政补助、项目支持等方式，增强其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和意愿。另一方面，社会组织应当提高

服务质量和专业性。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制定、培训支持等手段，提高社会组织在矛盾纠纷调解中的

专业化水平，确保其调解行为的规范性和专业性。此外，社会组织在调解过程中应当注重与政府和

司法机关的协作，避免单独行动导致的力量分散。  

2. 加强公众法律与调解意识的培养  

公众的法律意识和调解意识直接影响调解工作的成效。在现代社会，许多市民对法律的认知和

理解尚浅，尤其是在涉及调解机制的具体操作时，缺乏必要的法律知识和实践经验。因此，加强公

众法律与调解意识的培养，成为推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又一重要策略。

政府应通过多渠道、多形式的宣传，广泛普及法律知识和调解技巧。可以借助媒体、网络平台、

社区讲座等形式，向公众传递调解机制的优势与重要性，提高公民参与调解的积极性。还可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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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专题教材或推出线上法律课程，帮助公众了解如何利用调解机制有效化解纠纷。鼓励各类社会

机构、学校和企业开展法律与调解知识的普及教育。通过在各级学校中设置法律课程，培养青少年

的法律意识；通过企业培训，增强职工对调解机制的认知，从而推动全社会形成对调解的广泛认同。  

 （三）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司法保障”的综合调解体系  

1. 推动社会各方力量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工作  

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司法保障”的综合调解体系，要求各方力量在调解工作中形成合力。

在这一体系中，政府、司法机关和社会组织应当各司其职，协同合作，以形成更为高效的纠纷解决模式：  

首先，政府在其中的主导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作为政策引导者和资源配置者，政府应当制定和

完善调解的法律框架、政策支持和资金保障。政府应通过设立综合性调解服务平台，推动司法、行

政和社会调解力量的深度融合。

其次，社会组织则发挥着补充作用，它们可以通过调解员培训、调解平台建设等方式，提升基

层调解的覆盖面和影响力。社会组织在调解过程中，应当与政府和司法部门密切配合，确保调解结

果的权威性和公正性。

最后，司法机关在其中起到保障作用。在综合调解体系中，司法机关不仅可以通过司法调解、

诉前调解等形式介入矛盾化解，还应通过建立有效的诉调对接机制，确保调解结果能够顺利转化为

法律效力。  

2. 司法调解与行政调解的统筹规划  

在构建综合调解体系时，司法调解与行政调解应当协同运作，避免各自为政，确保调解工作有

序开展。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有各自的优势，司法调解具有法律效力和强制力，而行政调解则更加

灵活和快捷，适用于一些较为简单或基层的纠纷。两者在功能上的互补性，决定了它们在矛盾纠纷

化解中可以共同发挥作用。  因此，应当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司法调解与行政调解的界限和衔接

机制。例如，在一些基层矛盾中，由政府部门主导进行行政调解，而对于一些复杂、涉及法律权利

的纠纷，则由司法机关进行司法调解。同时，司法机关与政府部门应加强信息沟通，建立案件流转

机制，确保调解资源的合理分配和最大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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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动调解工作的创新与现代化  

1. 调解机制与信息化的结合，建设智能调解平台  

在信息化时代，调解工作同样应当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提高效率和精准度。调解机制与信息化

的结合，能够为调解工作提供全新的发展思路。通过建设智能调解平台，可以实现案件的数字化管理，

调解过程的在线监控，调解协议的在线确认等，为调解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智能调解平台的建设，首先需要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建立信息共享系统和智能案件管

理系统。通过这些平台，调解员可以快速获取当事人的相关信息，提前预测纠纷的解决难度，从而

提出针对性强的调解方案。同时，信息化平台还能提高公众对调解工作的认知度和参与度，尤其是

在一些较为复杂的案件中，信息平台能够帮助调解员做出更为精准的决策。  

2. 探索非对抗性纠纷解决的路径，提升调解的社会公信力  

调解的非对抗性特质，使其成为当前社会矛盾化解的重要手段。在未来的调解工作中，应进一

步强化这一非对抗性特质，推动以和为贵的纠纷解决方式，提升调解的社会公信力。为此，调解工

作应注重调解员的心理疏导技巧，关注当事人的情感需求，以柔性方式实现矛盾的和解。此外，增

强调解结果的社会认同感和公信力，可以通过司法确认、舆论宣传、案例推广等方式，强化调解工

作的正面社会影响力。  

构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是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法治水平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完善政策

法规、增强社会组织参与、构建综合调解体系及推动调解工作的创新与现代化，可以有效提高调解

工作的效能，减少社会冲突，促进社会和谐。调解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继续推动其

制度化、专业化、信息化的发展，以应对现代社会日益复杂的矛盾纠纷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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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前我国已经踏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新征程。基

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统筹推进乡镇（街道）和城乡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无规矩不成方圆”，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在法治的轨道上实现。

执法体制改革服务于基层治理，亦是基层治理法治保障的应然范式。虽然从顶层制度设计到基

层执法人员配备上已有相应的完善，但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法治保障仍需进一步厘清思路，从“条

块粗线条宏观模式”到“小切口”“精细化微观模式”。有效落实相关制度，实现政策的初衷，以

大数据及数字模式，实现时间、空间的一体化社会治理，最终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键词：执法体制改革   精细化   数字模式

引言
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由棚改货币化安置、科技

进步、经济发展等综合性因素导致人口流向趋势呈爆发、聚焦及密集性态势。以北、上、广等城市

为代表的超大城市规模及数量迅速上涨，此种态势在集中优势资源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固然有优势，

但相伴而来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病”日趋显著，是对我国执政机关社会治理能力的一大

考验。近些年来，北、上、广强一线城市执政机关已意识到了城市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借鉴国

姓       名：陈娜

单位职务：北京纳诚律师事务所 主任

                    北京市律师协会社会治理与律师调解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

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
现代化法治保障



69

北京市律师协会
【北京律师社会治理与律师调解论文集】

外经验与中国本土特色相结合，自 2015 年起，多年被“大城市病”困扰的北京，终于痛下决心“瘦

身”。北京围绕全国政治、文化、国际交往、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定位，坚决疏解非首都功能。同时，

随着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经济增长由增量模式到存量模式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北漂一族”选择“返

回家乡”，再加之各大省市的“人才大战”的吸引，将大城市发展的先进经验和发展理念，带回到

家乡，为家乡的经济建设贡献力量。由此而来，强一线城市迅速崛起，“大城市病”由集中于北、上、

广强一线城市，转而成为蔓延全国大城市的通病，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引起了更广泛的关注，

对城市社会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城市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提高势在必行。

基层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石和抓手。根基稳定，抓手牢固，自下而上的稳定治理模式的形成，

才能与顶层制度设计相互辉映、相得益彰。有效落实顶层制度设计，是彰显顶层制度的科学性、合

理性，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思路。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指南。我国

拥有千年的古文明，长久以来，自上而下的统治思维，百姓以“服从命令听指挥”的行动模式，忽

略了民主与法制的建设。自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始终坚持“依靠人民、为了人民”，一切工作以“人

民为中心”，体现社会主义民主。历史形塑了国家治理模式以“从上而下治理”为主的惯性思维模

式为遵循。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依法治国方针已渗透到执政党执政的各个环节及领域，已形成在

宪法总纲领下的各领域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完整体系，基本实现了法治政府“有法可

依”的制度层面要求。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全面有机结合一体化建设，是到 2035 年我

国发展的总体目标之一。社会建设从广泛视角上讲，包含了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法治社会建

设既体现了法治作为社会建设的目标之所在，又道出了法治作为社会建设的保障方式之所在。法治

为社会建设提供了“红线”。“红线”既是“制度”上体现的“条框”又是思想上应有的“底线”。

良好、有序、规范化的社会治理范式，更是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和谐共生。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营造稳定、公平、可预期的法治环境是营商环境之根本要求。

本文将对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概念内涵及现状进行梳理，证明法治保障超大城市基层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性、可行性。在此基础上，引入大数据及数字治理观念，在原有网格化社会

治理与现代化数字治理之间的张力上，从“面到点”，以期以“精细化方式”思维模式，创新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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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新范式。

一、超大城市之概念及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涵与外延
（一）超大城市之概念

1. 超大城市定义

依据 2014 年 11 月 20 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国发 2014 第 51

号文件），新标准按城区常住人口数量将城市划分为五类七档，超大城市指城区常住人口 1000 万以上。

按照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城市规模划分标准，超大城市共 7 座——上海、北京、深圳、重庆、

广州、成都、天津。

2. 超大城市之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紧迫性

作为一个全球性话题，现代化领域广泛，内涵丰富，可以将现代化界定为一系列大规模变迁过

程的总和，通过这些变迁过程特定社会往往获得被认为是现代性所特有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

特征。1 因此，“现代化”通常指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与结果状态。2 我国的现代

化属于“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邓小平同志最早概括出来的。1979 年 12 月 6 日，

邓小平在会见时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宣告中国已经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正式开启了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在新征程上如何走好中国式的

现代化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又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重大论断。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强调坚持以中国

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我国的现代化起步较晚，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探索中，发展起来的。中华民族是个勤劳、

勇敢、智慧的民族，我们有“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的比较优势，我们亦有中华民族千年文化继承

的民族自豪感的内生动力。由是，我们用最短的时间实现了全面小康，达到了既定目标。当前我国

1. [ 意 ] 艾伯特·马蒂内利：《全球现代化 - 重思现代性事业》，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第 8 页。
2. 张文：《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载《中国法学》2022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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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踏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新征程。超大城市是与现

代化进度相依相伴的，超大城市因汇集着各项包括但不限于教育、医疗卫生等优势，是全国人民心

之向往。超大城市的“城市病”是其无法摆脱的桎梏，是因人之聚集而产生的。为此，人口疏解成

了超大城市的重要社会治理内容之一。

随着我国经济增长由“增量型”到“存量型”的转变，在目前科技创新不能足以带动经济放量

增长的大背景下，超大城市除了传统的“城市病”外，新的矛盾亦会日渐突出。

比如：超大城市人口疏解政策与非超大城市人才引进政策之间的矛盾对立统一关系。人才是第

一生产力，科技创新的源动力来源于高、精、尖人才。但一个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是多项功能交

错复杂相互配合运行的有机整体。除了高、精、尖人才外，服务型特别是“传统业态”的服务人员

往往在“疏整促”的高压态势下，“被迫”结束“北漂生活”。基础保障服务型人员的缺失，很可

能阻却超大城市的正常运转。这些基础保障性服务人员往往居住简陋，他们的权益保障亦引起了基

层社会治理的关注，如近两年基层治理的手段之一，以工会为依托，形成“外卖小哥”“两新人员”

保障等基层治理的探索模式。党的二十大报告就加强党的建设作出新的部署，提出加强“三新”党

建的新命题，即“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这一论断首次将“新经

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并提，将“两新”党建拓展为“三新”党建，提出加

强“三新”党建的新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做好基层党组织建设指明了方向、明确了任务。由此可见，

服务新业态就业人群，加强其权益保障，是需要进一步深化的基层社会治理内容之一。

超大城市人口老龄化问题产生的系列资源配置的新矛盾。“人口老龄化”是全球面临的问题之

一，是实然之所在。人均寿命的延长进一步凸显了社会保险制度存在的弊端，延长退休似乎成了破

解社保资金不足的唯一方法。同时，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发展，重复性劳动的岗位渐次被人工智能

替代，用工需求必将锐减。老年人退不了休，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啃老族”们日渐增多。日本的

现状就是因为年轻人看不到阶层晋升的希望，所以，“年轻人躺平”。我国已经意识到了人口老龄

化给全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适时调整了人口计划生育政策。2015 年 10 月 29 日，党的十八届五中

全会决定“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

中国实施了 35 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宣告终结。2021 年 5 月 3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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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指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但新的政

策的落地，并不能立刻引发出生人口的爆发式增长，除了单纯的政策支持外，有效的社会治理手段，

多方政策联手发力，亦是化解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重要方法。

以超大城市为核心辐射的经济带，辐射效应及回流现象。我国已形成“两横三纵”的经济带，

这 5 条经济带是中国经济的热点地区（也是交通的热点），也是中国经济的脊梁。1969 年，赫尔曼·哈

肯（Hermann Haken）提出协同学概念。此后，协同学迅速发展并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

人们的惯性思维和人性追求稳定的本质化要求，超大城市的溢出效应并非在短时间内即刻显现。甚至，

亦有可能出现反向回流现象。规范化的基层社会治理亦是防止回流，充分发挥经济带功能的有效方法。

因此，在“提质增效”的内核下，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当务之急。

（二）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涵与外延

1．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涵

党的二十大报告给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明确定义，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

化的内容丰富，并具有引领性价值。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性部分。如何在

中国式现代化下，实现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须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范式。基层治理中躬行

实践，将基层治理中的难点、痛点与解决之道有效结合，形成全国推广的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新模式，

这亦是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应有之义。

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应该既充满活力又拥有良好秩序，呈现出活

力和秩序有机统一。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

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2．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外延

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并非独立存在的治理现代化，而是属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基层社会治理也是社会治理的基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

平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要不断夯实基层社会治理这个根基。基石稳健，

社会治理范式才能根深蒂固，形成人们共同的思维模式和行为准则。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外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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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社会的共同协作治理。比如：

（1）从行政管理视角，各部门的联动执法治理体系，构成国家权力机关主动治理模式。（2）

从百姓自治、人人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角度，自觉行动，从我做起，构筑了民居自治的“议事厅”形态。

（3）从基层社会治理的参与度视域，基层社会治理已形成“网格化”的稳固框架式范式。

    因此，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外延即是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全部要素。有机整体、协同发展、

相互制衡、分工合作。在有限的资源和时间下，通过有效的基层社会治理，蔓延至全社会治理现代化，

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进而推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二、法治社会建设之内涵及法治保障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
现代化的应然性

（一）法治社会建设之内涵

中国式司法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人民司法领域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重

要方面，是从传统社会的司法发展模式向现代社会的司法发展模式转型变革的历史性进程，是反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发展基本规律的司法现代化新路。3 法治社会建设是现代化法治建设的内容之

一，它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建设，共同构筑了法治中国建设的核心要义。法治社会建设应遵循以

下几方面的建设内容：

1. 普法宣传，让全民懂法。法经公布即为产生对示效力，应推定为全民对已公布的法律知晓并

受其拘束。让繁琐枯燥的法律条文，通过普法的不同方式变得浅显易懂。让百姓愿意看、看得懂，

关键时刻知道有、用得上，真正起到法律宣传的实效。

2. 将法治社会建设与社会建设之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有机契合，留同存异，集中共性与焦点问题。

3. 基层社会治理应在法治社会建设大背景下，展现出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优秀硕果。

因此，法治社会建设是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应含之义。基层社会治理与法治社会建设相

辅相成，共同构建了我国社会治理的新模式。

3. 公丕祥：《推进中国式司法现代化的根本遵循》，载《人民司法》2022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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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治保障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应然性

实现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保障之一必是法治。实现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

保障有多重方面保障及连带相对应产生不同的保障效果。制度保障对应为依据性效果，是治理机关

治理行为之来源；人员保障对应为行动之效果，是治理机关治理行为之动力；法治保障是治理机关

治理行为的核心保障，无核心保障，其他保障方面便失去了其应有之功能，减损效用。法治必将能

保障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必要非充分条件。从以下几方面进行阐述：

1. 法治即是“立规矩”“讲规则”，规矩、规则是保障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各项工作有效落

实并广泛覆盖、效果显著的有效方法。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然要高度重视法治问题。“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

国强”。法治能保障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保障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规范化

模式；保障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成果转化，实现效用倍增。

2. 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基层社会治理范式，百姓如何在基层社

会治理中享有应有之权利，同时履行应负之义务，是法治保障的内容之一。

“知道是什么，才能决定如何做”“知道有什么，才能决定以什么样的程度去奋进”“知道为什么，

才能从行动上统一认识，保证结果的正确性”。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

所有工作均应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这就要求治理机关在社会治理中均衡公益与私益冲突时的

取舍。“比例原则”“规范保护理论”“信赖利益保护”等法学理论原则，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有

效应用，是保障百姓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公共利益，体现人民意志的方法论。

3. 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要体现国家的强制力，立善法而天下得以治。在社会治理中，发挥法

治强制力的一方，能有效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意思是，在天下设立好的法令制度，

天下就会太平；在一国设立好的法令制度，一国就能安定。4“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

而不返。”意思是，法律一经制定，凡有违犯者，必须实施惩治；法令一经发出，只有坚决执行，

4. 见﹝北宋﹞王安石《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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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不能违反。5 如果有了法律而不实施、束之高阁，或者实施不力、做表面文章，那制定再多法律

也无济于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点应该是保证法律严格实施，做到“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

唯行而不返”。特别是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严明法律是法治保障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方式之一。

对基层治理中出现的违法甚至犯罪情形，必须在法治保障下，适应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规制，

使恶意违法者受到其应有的制裁，付出高额的违法成本，从“无视法律”到“不敢违法”最终形成“自

觉守法”。

三、法治保障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建构及具体措施落实之设想
（一）法治保障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建构

1. 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1978 年前，基层治理的两种基本形态是在城市实行单位制、在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制。1978 年以

后，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基层治理的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是治理的简化，即不再建立以人身依附

为核心的总体性的治理，而是通过若干专项指标实行的治理。2008 年之后，基层治理有一个新的趋势，

对这个趋势人们有各种不同的提法，比如可以用技术治理来概括，它不再是简单地用几个专项指标

去实现治理，而是进入一个更加精细化的甚至网格化的、强调大数据的治理。无论是在城市，还是

在农村，这种治理一直延续到了今天。6

基层社会治理从繁入简，体现了人民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统领思想，更

加体现了治理机关“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核心要义。同时，从治理方式上，随着科技进展，信息

化时代的到来，网格化、大数据等新型治理模式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2. 新时代下，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应有新思路、新举措及新战略。

（1）思想僵化必然导致落后，顺势而为是做事应有之姿态，更是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

应有之思路。新思路源于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理论来源于实践，又要运用到实践中，发挥

更大效能。新思路需要治理机关在日常工作中汲取点滴，善于思考。基层执法体制是法治保障超大

5. 见﹝唐﹞王勃《上刘右相书》。
6.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8 年 03 期应星：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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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行动抓手，作为法律人，应集中精力，聚焦基层执法体制，以行动实现

法治保障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

（2）新思路是基层社会治理不断发展的保障。目前，全国各地对执法体制机制的探索主要可以

分为“一体两翼”基层执法机制、网格化管理平台模式、数字技术赋能模式和大综合一体化四种模

式。由于基层特别是经济相对发达的镇街仍处于需要上级不断“赋权”的现实境况之下，整合部门

的能力必然不尽如人意，江苏、浙江等地虽然能依靠数字化的手段最大限度地提高部门配合的积极

性，增强“块块”对“条条”的统合能力，但综合执法改革和执法监管应用平台只能起到整合物资、

资金、人员的作用，未能对碎片化体制进行触动，进而难以真正在职能重构、信息整合方面取得成效，

这也会影响基层治理的效果。7

街道、乡镇的执法体制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随着基层治理模式的演变而变化的。从

街道、乡镇的网格化治理模式到“街道吹哨、部门报到”“接诉即办”的现代化基层治理模式的路径，

街道、乡镇的执法权是由上级政府部门逐级下放后的执法权，政府工作指导思路以“属地管辖原则”，

这当然一方面是便民角度考虑，属地街道、乡镇比上一级政府部门更了解街情民意，便于及时有效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但另一方面，对街道、乡镇执法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对执

法人员正确适用法律，保证程序正当、合理的情况下，依法作出对被管理的行政相对人减损权益的

处罚，提出了更高要求，对街道、乡镇负责人集体决策，以法治保障基层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更高要求。

（3）新举措、新战略是基层治理社会化深学悟透后的实践要求。要在更高要求之下，应有新举措、

新战略，以满足更高要求，实现基层社会治理以人民为本的治理理念。战略是远景目标，是定制之

后不能轻易变更的，无论艰难险阻，即使在实现战略上存在曲折并不是线性的，我们仍然要在法治

保障下一步一脚印地向战略目标前行。举措是随着实践对理论的检验过程中，发现偏离而及时采取

的措施，将偏离拉回至正确的轨道上，以保证战略目标得以最终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是实现基层

社会治理现代化，我们的新举措可以充分运用法治保障各项方式方法，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将法

律思维融入到基层社会治理之中，逐渐改变群众“信访不信法”的固有思维，让法治思维形成群众

7. 张莉，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晓曼，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王昕妍，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中
国法治政府发展报告（2022）》：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执法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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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性思维，潜移默化地形成群众思维模式，用法律方式思考问题；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用法治保

障人人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中，让从上而下的管理模式，转变成管理与自管有机结合的资源优化配

置模式，最终实现法治保障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终极战略目标。 

（二）具体措施落实之设想

1. 进一步完善网格化基层治理模式，查漏补缺，顺势而为。

2. 聚焦执法体制中的“碎片化体制部分”，以精细化模式，分类、分项将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

相有机统一起来，以数字化为手段，不断规范及提高基层执法水平，以进一步提升法治保障基层社

会治理现代化的效能。

（1）“在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中，工业化、城镇化、数字化是按照时间顺序先后接替出现的，

每一个时间段只需要应对一种社会变化。但是，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如同一个压缩的‘时空

胶囊’，需要同时推进工业化、城镇化、数字化进程。”中国式现代化是赶超型的现代化，而代表

新生产力的数字科技无疑是现代化的加速器。中国社会治理一方面必然要在与“数字”的“亲密接触”

和“若即若离”中走向现代化，另一方面更要为“数字经济”的原创性创新培育社会土壤，为数字

时代的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的数字生态和法治环境。8

（2）数字政府建设是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大数据分析的工作方法，是数字政府建

设的信息基础。《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22〕14 号）八、加强党对

数字政府建设工作的领导第（四）项规定，强化考核评估。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建立常态化考核机制，

将数字政府建设工作作为政府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考核结果作为领导班子和有关领导干部综合考

核评价的重要参考。建立完善数字政府建设评估指标体系，树立正确评估导向，重点分析和考核统

筹管理、项目建设、数据共享开放、安全保障、应用成效等方面情况，确保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和客

观性。加强跟踪分析和督促指导，重大事项及时向党中央、国务院请示报告，促进数字政府建设持

续健康发展。因此，数字政府建设是顺应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趋势的必要性工作。

当前，我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8. 郭晔｜论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治理研究》2022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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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数字政府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将数字政府建设

与解决群众问题有效结合，运用大数据抓取功能，构建群众问题解决模型，以提高国家治理能力，

诠释“为人民服务”的现代化模式。

（3）以数字技术触动“碎片化”体制建设，补缺板，以解除执法权下放后基层执法工作的痛点，

以完善大平台数据功能，实现法治全面保障下的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如：北京东城区东直门街道

“为基层规范执法配随身法律顾问”，东直门街道运用“执法帮”小程序通过数据同源、数据分析、

数据共享、数据同步等信息化服务，全面提升“碎片化”体制执法队员的执法能力，推进基层社会

治理模式更新。9

3. 引用 AI 智能及算法技术，将“心理服务”模式与接诉即办对接，用大数据支撑 12345 工单

的有效解决，提高市民对接诉即办工作的满意率，进而提升政府公信力，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最

优效能。

（1）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具有必要性，是基层治理的根本要求之一。“群众问题无小事”，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能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彰显政府公信力。

（2）大数据分析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初步构想。形成“大数据分析”建模，建模以社会治

理的类型划分如“环境保护类”“垃圾分类”“邻里纠纷”“违建类”“其他类”。将政府各部门

职能清单进行梳理汇总，嵌入建模中。引入第三方机构（如评估公司、律师事务所等）将大数据分

析结果与政府各部门职能清单及相关法规、法规相匹配后，输出至 12345 派件单位。

将上述“建模”构造，嵌入至 12345 派件系统，或进行自主开发 APP, 实现上述“建模”功能。

将“12345 未剔除件”与“已剔除件”通过大数据方式结合第三方机构分析，形成“剔除件模板”，

定期向各单位发送，以提高各单位在接件办案中的甄别力。

结语
总之，虽然超大城市基层治理网格化模式已形成并发展十余年，但随着科技进步，我国社会治

9. 来源：2023 年 6 月 15 日《法治日报》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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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能力及治理水平的不断提高，科技赋能网格化、赋能基层社会治理已成为大势所趋。网格化治理

模式以条框相结合，发挥了大框架内问题及时发现的能动性。但随着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要求不

断提升，精细化管理、特色管理、碎片化需求解决已成为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之急需。

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离不开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的建设框架，离不开法治保驾护航。

在数字化的大背景下，通过选取算力，数据处理，运用算法，将付之阙如的制度，打破了时间、空

间的限制，迅速运用到解决基层社会治理的急需之处。数字化建设解决了碎片化制度的需求，达到

了精细化管理之目标，形成了特色管理体系，是超大城市基层治理网格化模式的有益补充。

最后，用创新性的思维模式，敏锐捕捉基层治理的痛点，实现超大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法治保

障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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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首都为代表的部分超大城市因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等因素，涌入了大量外来劳动者务工，伴

随着平台经济的迅猛发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大量增加，劳动争议呈频率高发化、群体化及社会治

理复杂化的趋势，调解在劳动争议矛盾化解过程中起着便捷、及时、维稳的主导作用和政策引导作用，

在超大城市的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当前劳动争议的现状以及原因进行分析，进

一步探索调解路径的完善，并试图从调解人员队伍、文化氛围、资源配置，还有方式方法创新等方面，

提出一些具体的应对措施。同时，另一层面也重点关注劳动争议调解与仲裁，以及诉讼之间制度上

的协调和衔接建设问题。在这当中，还特别提到要运用现代科技的信息技术提升整体效率，并通过

这种信息化手段的提高来为超大城市中的劳动争议调解工作带来明显的学术性的指导，在实践中亦

有所启发。当然，这些都有待于更深入地研究。

关键词：超大城市治理；劳动争议调解；争议预防；

ABSTRACT
In megacities represented by capital cities, the influx of migrant workers driven 

b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factors, coupled with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has led to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new forms of labor employment. 

Consequently, labor disputes have exhibited trends of higher frequency, collectivization, 

and greater complexity in social governance. Mediation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resol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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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职务：北京市常鸿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主任、合伙人

超大城市劳动争议调解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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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r conflicts due to its efficiency, timeliness, and stabilizing effects, while also guiding 

policy implementation. It serves as a critical mechanism in the social governance of 

megacitie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current status and root causes of labor disputes, 

explores pathways to improve mediation mechanisms, and proposes concrete measures 

in areas such as mediator capacity-building, cultural environment enhancement, resource 

allocation optimization, and methodological innovation. Additionally, it emphasizes 

the need to strengthen institutional coordination between labor dispute mediation, 

arbitration, and litigation. Notably, the study highlights the application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enhance overall efficiency, arguing that such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can provide academically grounded guidance and practical insights for 

labor dispute mediation in megacities. Further in-depth research, however, remains 

essential.

Key words:Mega city governance; Labor dispute mediation; Dispute prevention

引言
城市，尤其我们通常所称的“超大城市”，往往被认为是周围地区经济活动的中心点。不仅吸

引了大量人口的流动，也吸引着活跃企业发展和入驻，与之而来的就是复杂劳动关系及问题的出现。

近年来，由于城市化进程加速及科技迅猛发展，平台经济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崛起，引发了新就业形

态下劳动者数量的增长，在劳动争议层面呈现出高频化、群体性，呈现出社会治理难度不断上升的

趋势。在这个背景条件下，劳动争议调解工作因其能够快捷有效地解决劳资纠纷，对稳定社会有着

重要影响，其政策导向作用格外显著，在超大城市的社会治理过程中意义重大。值得一提的是，劳

动争议问题牵涉着双方当事人个体利益，同时对企业经营状况及整个社会的稳定有着重大的影响，

因此及时并且有效地处理这些矛盾，成为保持良好社会秩序的重要任务。劳动争议不仅事关法律，

还涉及整体社会管理机制完善及经济的发展，直接影响社会安定等多个方面。因此，在超大城市中

如何构建起一个行之有效的劳动争议调解机制，就不仅仅是关乎着劳动者权益，更关联到了企业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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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效率以及超大城市社会治理能力水平。

此外，随着科技进步带来的变化，人工智能等先进领域取得的突破性成就不仅为现代都市管理

提供了新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挑战。运用这些最新技术手段可以明显改进劳动争议调解服务的能

力和效率，例如通过借助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可以较准确地预测潜在劳动争议产生风险，并能

提出相应化解建议，从而实现对矛盾纠纷进行有效控制，避免事态恶化升级情况发生。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劳动争议调解的积极探索

劳动人事争议协商调解是我国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源

头治理，健全多元处理机制，在维护劳动关系和谐与社会稳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党的二十

大报告对未来一个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重要战略安排，提出了“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优化

营商环境”“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完

善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

社会治理效能。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

机制”“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等重点任务 1，对劳动争议调解制度

进行了一系列探索。

从国家层面的视角来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劳动人事争议协

商调解工作的意见》（人社部发〔2022〕71 号）将人民至上、源头治理、创新发展、灵活高效

列为劳动争议调解的基本原则，肯定了劳动争议调解的重要地位，同时在劳动人事争议预防、风

险监测预警机制、隐患排查化解工作、健全内部协商机制等各方面提出意见，有着政策导向清晰

鲜明的特点。

超大城市当中的劳动争议纠纷解决，在地方实践中往往基于本土重点领域、行业等存在问题的

完善。以北京为例，北京市《关于进一步加强劳动人事争议协商调解工作实施方案》出台了 15 条措施，

1.  参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社部调解仲裁管理司相关负责人解读《关于进一步加强劳动人事争议协商调解工作的意见》》，载《劳
动和社会保障法规政策专刊》2022 年第 12 期，36-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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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发布《关于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调解工作的通知》。目前，北京市在快递、外卖等行

业建成多个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并预期在 2025 年底前，调解中心建设实现全覆盖。同时北京市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官方网站上线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网上服务平台，尝试数字化、精细化管理

提升仲裁效能，将包括案件受理到结案实现全部网上办理，缩短了案件调解周期，同时推出了各类

法制活动。

2018 年，北京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共处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 95000 余件，办案结案率为

96.6%，调解率为 50.3%。2022 年 1 到 11 月份，北京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累计处理劳动人事

争议案件 12.3 万件，案件仲裁结案率为 92%，仲裁调解成功率达到了 66%2。2023 年，北京市劳动

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机构处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共计 18.6 万件，仲裁机构受理立案的劳动争议案件共

计 13.5 万余件，仲裁结案率 97.5%，调解率达到 65.6%。由此可见，劳动争议调解在预防群体性事

件发生、解决劳动争议及促进劳动关系协调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作用，对构建和谐稳定的劳

动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

（二）定义与概念

笔者认为超大城市不应仅凭规模大小、人口规模等来简单定义，而更应该被视为一种复杂的社

会经济现象。超大城市集中着我国主要的人口和产业，具有庞大经济体量以及较高密度人口，这些

城市因此成为国家甚至全球的重要经济、文化及科技中心。超大城市的高度人群密度，使得其经济

活动频繁，各类社会资源和生产要素均高度集中。所以说，超大城市特有的某些特征赋予它们一种

非凡的活力与创造性，但与此同时，也衍生出许多需要克服的社会治理难题。不少学术研究认为，

劳动争议调解是维护这种超级城市的和谐劳资关系、保持社会稳定延续至关重要的基础，同时对确

保这些地区的劳动者权益及企业成长也至关重要。

此外，劳动人事纠纷协商调解被视作我国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中不可或缺

的一环，尤其在源头处理这一环节展现出了其独一无二的功能作用。建立更完善的多样化处理机制，

与劳动争议调解与社会治理密切相关，对于维持劳动关系的和睦性和持续稳定非常重要。一方面劳

2.  参见崔紫阳：《北京发布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典型案例》，载《首都建设报》2023 年 12 月 29 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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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争议调解是社会治理有机组成部分，对于促进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稳定，具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

社会治理的创新发展为劳动争议调解提供新的理念和思路，有助于增强调解的工作效果和提高调解

水平。相对于仲裁和诉讼而言，劳动争议调解更强调以协商、沟通、妥协的方式解决矛盾、化解争

议，有效缓和当事人对抗、降低当事人的争议成本，同时在劳动关系复杂、案件难以认定的背景下，

当事人自主调解，无严格的证据规则、程序简单等特点，有效降低了劳动者的维权成本。

二、劳动争议调解现状与问题
（一）劳动争议现状分析

从实际工作中劳动争议调解仍然存在多种问题。笔者作为北京市某律师事务所主任，长期安排

调度本所律师参与北京市劳动争议一线调解工作，对劳动争议领域法律关系及调解有着深入研究，

在实际调解工作中发现很多目前暴露的问题。首先是调解员队伍专业化水平待提升，当前调解员队

伍存在专业能力参差不齐、数量不足的问题，长期依赖律师等兼职调解员，缺乏系统性法律培训，

直接影响调解协议的公信力。北京市对街道调解组织要求至少有一名专职调解员来负责相关工作，

但在现实中情况，常常是需要借助兼职人员如律师或者学者等，运用其自身专业对涉及事实的问题

进行深刻的分析，并利用诸如提醒各方注意风险等手段，以促进双方更容易达成一致，从而让调解

程序得以继续。然而，这些兼职仲裁员由于他们自己本职工作的原因或者其他一些缘由，使得其自

身可能无法全身心投入到调解活动之中，并且也产生调解员流动性大的问题。

随着各类新经济增长模式的日趋广泛 , 涉及法律关系也逐渐复杂，其中高发领域例如网约车以及

外卖配送，就十分值得关注。由于缺乏明确的调解标准，对于新的业务形式下劳动关系的认定变得

模棱两可。截至 2025 年，我国的新型就业形态的从业人数已经达到 8400 万人，占到了全国总员工

数的 21%3。值得一提的是，在 2024 年的时候，国内法院处理了大概 8 万件关于这种新型就业形态

的民事案件，而最近五年的累计数据已高达 42 万件，包含了劳动报酬、工伤认定、社保纠纷，等等，

可以说是显现出劳动争议越来越高频化的趋势。与此同时，由于多元化劳动关系格局渐显和公民法

3.  《回应司法实践需求！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首批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专题指导性案例》，中国法院网，http://society.people.com.cn/
n1/2023/0328/c1008-32652615.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5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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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意识增强，在这些新兴就业形态（比如网约车或者外卖送餐）当中，劳动关系认定仍然不明朗，

劳动报酬及社会保障待遇等相关的争端屡见不鲜，使得当前的调解工作对于利益相关各方没有足够

的法律参考点。因此企业在面临衡量劳动力成本和追求其自身经济价值最大化的时候，“基于利润”

的考量导致它们的调解意愿普遍低迷，同时调解成功概率仍然很大程度受限于各方对结果的心理预

期以及对于调解的公信力，再加上因争议较大等原因使得调解流程时间的延长，会进一步降低调解

意愿及成功率。

此外笔者在实际调解案例中发现，因首都等超大城市生活成本高，发生劳动争议往往意味着

劳动者收入中断，因此他们并不能长期停留而选择返乡，导致线下调解参与率低。部分劳动者因

其自身文化水平、生活习惯、时间安排等因素，无暇或者拒绝了解调解机构的存在及相应流程，

涉及跨部门协作时，效率更加低下，致使部分调解流程仍显复杂，因企业拖延履行进入仲裁程序，

凸显执行监督机制的缺失。同时，由于我国实行“仲裁前置”规则，部分企业实际并无调解意愿

或无履行能力，意在通过调解程序增加诉讼准备时间，调解失败后仍然需要进入冗长的仲裁或诉

讼程序，导致争议解决周期长、成本高。或者企业意在达成迟延分批履行的调解方案，将履行时

间延长。部分调解协议因缺乏强制执行力或监督机制，导致履约率较低，需通过法律手段追加执

行。目前，随着科技及平台经济的发展及新业态模式的出现，劳动争议高频化、群体化、社会治

理复杂化的趋势。

同时，由于我国实行“仲裁前置”规则，笔者在指导本所律师参与调解工作中发现，部分企业

实际并无调解意愿或无履行能力，意在通过调解程序增加诉讼准备时间，调解失败后仍然需要进入

冗长的仲裁或诉讼程序，导致争议解决周期长、成本高。有些企业意在达成迟延分批履行的调解方案，

将履行时间延长。部分调解协议因缺乏强制执行力或监督机制，导致履约率较低，需通过法律手段

追加执行。同时，虽然基层调解组织范围已经广泛覆盖，但相应地也出现调解组织层级混乱、衔接

不畅的问题。

（二）产生原因调查

劳动争议的产生原因有很多。伴随超大城市经济的发展，劳动市场愈加活跃，随着生产力及生

产结构的调整，就业不稳定因素增加，而产生劳动争议的主要原因有工资水平的不满意，还有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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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的差距。同时面对经济下滑带来的影响加大，导致企业为降低人力成本，进而增加员工劳动时间，

如果发生企业裁员或者破产的情况，所产生的劳资纠纷等也会更多。

此外，尽管我国的劳动法律法规体系已经相对完善，可是随着新业态的发展，许多企业没有充

分地重视劳动法律法规，在面对高额用人成本和可能产生的违法成本之间，选择了不遵守法律、逃

避用工责任，以至于违法用工、拖欠工资这样的行为时常发生。在劳动者维护自己权利的过程中，

这些企业设置了很多障碍：比如不提供劳动合同文本、制定对劳动者不利的隐藏劳动合同制度等。

除此之外，由于劳动保障监察的力度不足、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的不够完善，也是导致劳动争议的重

要原因。

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其利益站位不同，使其利益诉求、价值观念的对立，随着多元化劳动关系形

态形成和公民法治意识提升，加之超大城市流动性大、社会结构多元，劳动争议发生常常会使不同

群体在意识形态中将其与社会公平、正义等问题挂钩，极易发生以同类主体为核心的连锁反应，形

成群体性事件。如一些劳动者认为自己在单位受到歧视或不公平对待，就上升至社会层面打抱不平；

一些用人单位认为自己社会责任意识不强，无视员工正当权益，在行业内形成普遍恶劣用工环境，

同时又被社会舆论诟病。

伴随平台经济的发展，以及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变化，特别是在超大城市做为生产力发展前

沿阵地，劳动关系随之受到很大程度的冲击。首先，新技术的使用虽然提升了生产的效率，但对

于传统工作岗位来说却可能会消失或者产生变化，从而使一些劳动者面临失去工作的风险，并进

而出现产生劳动争议的可能性。此外，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进步显著提高了劳动者与企业双方

信息交流的透明度，使得彼此间的利益理念与博弈能力都得到了相应的提高，因此推动了双方在

劳动争议中变得更加复杂和不易解决。同时，因为平台企业利用算法来实现利润最大化并对劳动

者进行管理（如管理接单量、使用评分机制）还具备垄断数据以及规则的制定权，由于这种支配

关系，给劳动者带来了取证上的难度。与此同时，在平台企业的用工规则趋同下（例如抽成机制、

算法考核），就造成一个平台内部众多劳动者的问题具有相似性，容易引发集体维权。而因为大

平台的数据占有，个体劳动者在取得证据方面压力增大，所以从另一角度看来这也增加了部分情

况下劳动者的维权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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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超大城市劳动争议调解路径构建和优化
（一）预防机制建设与优化

从源头治理，让调解机制在争议处于萌芽阶段介入，以非对抗的方式平衡劳资利益，将矛盾及

时进行化解，一方面可以避免争议升级，防止矛盾上升至仲裁或诉讼，从而降低解决成本，也可以

修复劳动关系来保障劳动者在企业的后续用工环境。另一方面调解能更灵活解决新型争议，针对法

律滞后性，能够快速解决争议，实现劳动关系从“事后救火”到“事前防火”的转变。在未来，进

一步探索推进“枫桥经验”在劳动领域的应用，实现基层治理与争议预防深度融合，从而构建出更

具韧性的劳动关系生态。以下是笔者提出的一些具体方法建议：

首先推动头部企业（如京东、滴滴）、行业协会、工业园区建立内部调解组织，依托企业内部

工会及调解组织就劳动争议调解高频问题及实际情况，推动头部平台企业联合制定用工伦理准则，

形成行业示范效应，为劳动者权益保护制定相应的调解标准；发挥工会监督职能，引导企业自治来

化解争议调解过程强调沟通与协商，推动企业建立开放透明的反馈渠道，减少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误解。

通过调解案例的示范效应，引导劳资双方形成“以调解为先”的纠纷处理习惯，并依托企业内部调

解组织中调解员，提供咨询和调解服务，鼓励通过非诉方式化解矛盾。同时可以建立经政府认证开发、

调解组织可直接接入的企业用工管理数字化工具，推广电子劳动合同平台，确保合同签订透明可追溯，

鼓励企业使用智能合同管理系统，自动提示社保缴纳、合同续签等关键节点。利用区块链技术存证，

将工资支付记录、考勤数据等上链存证，为争议解决提供可信证据。

（二）建立和优化劳动争议调解路径

针对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层级混乱、衔接不畅的现象。当前超大城市应统筹运用和整合现有各类

调解资源，加强各种处理方法的衔接配套。在完善劳动争议调解路径构建过程中，一方面政府、企业、

社会组织等各种力量应加强调解与仲裁、诉讼等各种制度之间的衔接配合，对调解失败或预期明显

调解成功的劳动争议案件应引导当事人及时向仲裁或者诉讼转轨，保证争议能够及时顺利得到解决。

另一方面要通过加强跨部门、跨行业间的相互沟通协作，将资源及优势相融合互通有无，提升整个

调解整体效能，从而完善调解协议的实现机制，提高调解协议的履行率。最后也在机制层面，各部

门间加强沟通协作，齐力助推劳动争议调解工作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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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超大城市不同类型的复杂劳动争议案件，要善于创新调解方式以满足不同案件的调解需要、

不同当事人的调解需要，例如尝试采取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在线调解、远程视频调解等新式调解手

段，实现调解方式的多样化发展。同时还可以引入第三方评估、专家咨询等辅助手段，加强辅助手

段应用的科学性、专业性。加强调解场所的设施建设，优化调解室的环境。调解场所要有方便整洁、

宽大明亮的调解室，同时配备现代化的音视频记录设备等硬件设施条件，更要具有较好的隔音性能，

以便当事人之间开展私下的调解交流。有条件的调解场所中可以设立心理咨询室等附加功能设施区

域，为当事人提供更为全面的服务。

目前劳动争议纠纷存在普遍推行调解作为仲裁或诉讼的前置程序，这意味着在劳动争议正式进

入仲裁或诉讼程序之前，须优先经过调解。虽然这样一种模式的推广，可以促使争议双方在更为和

缓的氛围中进行协商，降低争议解决的对抗性，也有助于减轻仲裁和诉讼机构的压力。但针对一些

明显无法调解或不适宜进行调解的案件（如企业明显拖延调解时间），可以依托调解员判断及大数

据分析，提醒当事人快速转入仲裁及诉讼程序。而这也就要求调解组织要明确调解与仲裁、诉讼之

间的程序转换条件和流程，确保当事人在调解无果后能够顺畅地进入仲裁或诉讼程序；同时应加强

调解机构与仲裁机构、法院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形成工作合力，提高劳动争议处理的整体效果。

四、超大城市劳动争议调解路径实施措施
（一）人才制度及保障

专业化、高素质的调解员队伍是劳动争议调解得以高效实施的关键。笔者因本所律师长期参与

劳动争议调解工作，培养了一批同时持有律师、调解员、兼职仲裁员三种身份及能力的专业队伍，

通过北京市总工会的劳动争议调解联动机制，每年调解成功大量劳动争议案件，针对调解员流动性

大、专业能力不足的问题也有着独特见解。首先可以通过扩大兼职仲裁员规模数量的方式，减少在

仲裁调解中因兼职仲裁员自身本职工作等原因产生无法及时全流程参与调解等问题，也可推动律所、

高校与调解组织结对合作，针对本地区实际出现的劳动争议重点及高频问题形成专业经验及分析，

借鉴湖北省樊城区“仲裁员分片联系调解组织”制度，定人定点帮扶调解组织，提升基层调解能力；

也可鼓励劳动争议高发行业离退人员担任调解员，不仅贴合本土社情，也提升了对应领域劳动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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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解能力。此外，适当提高调解员的待遇如薪资、福利等方面，设立奖励机制，对在调解工作中

表现突出的调解员给予表彰和奖励，激励调解员更加努力地投入到工作中，提高调解员的工作满意

度和忠诚度，建立调解员职业发展规划，为调解员提供晋升机会、职业培训等，让调解员看到自己

在职业发展上的前景和希望，进而稳定调解员队伍，使得调解员更加珍惜和热爱自己的工作。

其次，要加强调解员队伍的专业素养和业务能力的培养，要定期培训调解员、考核调解员，严

格考核选拔制度，可以挑选法律、心理学、社会学等专业的或拥有劳动争议高发领域行业背景的相

关人才补充到专职劳动争议调解员的队伍中去，使得调解员能准确把握劳动争议纠纷的要害难点，

在职业操作和知识掌握上更具优势，进而高效、中立地处理好劳动争议纠纷，顺利促进双方的纠纷

和解；调解员队伍也可积极建设多元化调解队伍人才库，吸收不同领域的专家人才及不同专业的业

务人才进入劳动争议多元化调解队伍，针对复杂特殊的劳资纠纷案件，从劳动争议调解人才库中挑

选出符合该案件性质的调解员人员，为多元化调解模式的推进提供更加广泛的人才保障。

（二）信息化技术及应用保障

对劳动争议调解领域积极广泛地运用信息技术等手段，一方面可以在劳动争议调解工作中，建

立政府认证、多主体适用如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工会、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法院、企业等线

上调解的一站式服务平台，针对劳动争议案件进行分析和监测，及时发现劳动争议的热点和问题发

展态势。另一方面可以在劳动争议调解工作中利用信息技术，实行在线调解程序办理，例如受理劳

动争议调解案件、进行案件进展查询、案件结果反馈，通过远程视讯技术手段，在调解实践中可以

进行远程劳动争议调解，提高劳动争议调解的便利性。

与此同时，线上调解平台还可以提供线上法律咨询服务、案例查询等，为当事人提供更为全面

的法律咨询服务，提升调解的透明度、提高公信度；通过“调解—仲裁—诉讼”线上快速办理司法

确认等程序快速衔接通道，减少争议解决和执行周期，对恶意拖延履行义务的企业，给予调解协议

强制执行力保障履行。同时，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来训练 AI 调解员对劳动争议案件进

行数据分析预测，对调解工作做出科学化的决策支撑。

基于调解平台向社会收集和公布信息，通过劳动争议调解信息监测平台，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可

以利用企业状况、实际调解意愿等数据研判企业是否存在恶意拖延等情况，研判调解成功率，对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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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本身形成一定威慑，倒逼企业诚信履约。通过收集和整理成功的调解案例，也可以为后续的调解

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有助于发现调解工作中的规律和问题，为改进和完善调解机制提供数

据支持，增加调解工作透明度，提高调解组织公信力。

还可以尝试采用虚拟现实（VR）等技术方法，针对实发突出问题和争议纠纷点，以大数据建模

案例为基础，模拟劳动争议现场，开展模拟调解的实践训练，提高调解员实战实操能力和应变处置

能力，并引入模拟分析系统，增加心理分析测评功能，依托大数据分析进行调解工作的评估、改进，

增强调解工作针对性、实效性，有望显著提升调解成功率。

（三）做好调解结果跟踪、反馈制度

争议调解过程中由于当事人的对峙，不可避免地充满着情绪冲突和心理压力，不仅对当事人也

会对调解员的情绪及调解工作产生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会发生在调解过程中，并且表现在

调解工作结束之后，当事人对调解结果满意程度出现反复心理。因此，在调解过程中，对于当事人

的调解要注意其心理疏导，对于调解员本身也要进行心理建设工作，可以邀请专业的咨询师或心理

医生参与到调解过程中，对于调解过程中的争议双方及调解员提供必要的心理支持与帮助，能够很

好地减少争议双方的对抗性，使得争议双方能够更加理性地解决双方的争议。同样也能够很好地帮

助调解员更加顺利地做好调解工作，使得争议调解工作实现长期保证社会治理稳定的目标，避免因

争议当事人产生心理反复出现拒绝履行调解协议或再次诉讼、上访等情况，同样也要做好调解结果

的跟踪、反馈制度。在争议当事人完成调解协议后，针对调解工作的结果能否得到切实履行，应定

期跟踪检查争议当事人的反馈情况，做到有效的跟踪反馈通道，引导争议当事人对调解协议的形成

及调解过程履行完毕后，提出相应的意见建议，以便能够更好的修正、完善调解工作，也能够进一

步强化劳动争议调解在超大城市中的实践应用。

（四）组织与经费保障

加大经费上的投入与保障支持力度，推动政府以及其他政府各级部门共同确保劳动争议调解工

作开展工作的顺利。可以通过设立相应的专项经费等形式建立起经费保障机制，让调解组织、调解

员队伍以及其他技术信息服务等方面的经费保障得到满足。在政府增加经费保障投入的同时可以积

极主动探索其他渠道的经费的来源，使经费保障能够拥有稳定持续的来源渠道。可以通过设立相应



91

北京市律师协会
【北京律师社会治理与律师调解论文集】

的劳动争议调解基金，或者接受捐赠等方式，为劳动争议调解工作增添经费，使其良性循环，促进

劳动争议调解工作的稳定与发展。而且也要积极引入相关社会组织团体，发挥社会组织团体在劳动

争议调解的自身优势与特点，接纳社会上能够投身于劳动争议调解工作的志愿者团队及爱心人士，

积极引导成立相关的劳动争议调解专业机构和组织团体，鼓励他们投身于劳动争议调解工作中去。

同时也要加强与社会上相关的社会组织团体的交流与沟通，积极拓展社会组织团体的内涵，更好地

形成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发展劳动争议调解工作的局面。

结语
相信通过上述多方面措施，可以为超大城市劳动争议调解路径的实施提供有力的保障和支持，

将极大地提升超大城市的现代化水平和服务能力，进而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促进超大城市的可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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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超大城市矛盾纠纷预防与化解为背景，聚焦北京市律师调解机制的创新实践，系统探讨

了律师调解在基层治理、商事纠纷和科技赋能中的功能定位与实现路径。通过分析矛盾纠纷的类型

化特征与解纷需求，结合北京法院 2024 年工作报告数据，梳理了律师调解在案件分流、协议履行和

司法确认中的实际成效。研究发现，律师调解通过制度创新、市场化发展和科技赋能的协同作用，

构建了具有首都特色的“北京模式”，其专业化调解网络、智慧调解平台和跨境协作机制显著提升

了纠纷解决的效率与公信力。研究结论表明，这一模式不仅为超大城市社会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制

度样本，更为构建多元解纷体系贡献了理论与实践双重价值。

关键词：律师调解，超大城市治理，北京模式，多元解纷，科技赋能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超大城市在社会治理中面临诸多挑战。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和国家治

理现代化的先行区，其社会治理的复杂性和代表性尤为突出。根据北京市统计局数据，截至 2023 年

底，北京市常住人口已达 2184.3 万人，城镇化率为 87.5%。1 人口的高度密集、利益的多元化以及

社会关系的复杂化，使得矛盾纠纷呈现出数量多、类型杂、化解难的特点。2023 年，北京市各级法

姓       名：牟菲菲

单位职务：北京市中洲律师事务所 律师

超大城市矛盾纠纷预防与化解的
“北京模式”

基于 2024 年北京法院工作报告的律师调解机制创新

1.  参见北京市统计局：《2023 年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4 年 1 月，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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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共受理各类案件 112.4 万件，同比增长 8.6%，其中民商事案件占比超过 75%。2 这一数据表明，

传统的司法解纷模式已难以满足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的需求。

在此背景下，矛盾纠纷的预防与化解成为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的核心议题之一。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提出，要“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3 作为多元解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律师调解因其专业性、中立性和高效性，逐渐成为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力量。2023 年，北京市律师

参与调解的案件数量达到 12.3 万件，调解成功率为 78.5%，较上年提升 6.2 个百分点。4 这一数据

充分体现了律师调解在矛盾纠纷化解中的重要作用。

一、超大城市矛盾纠纷的特征与解纷需求
在超大城市发展进程中，社会结构与经济活动变化引发矛盾纠纷频发。其数量攀升且类型复杂，

对城市稳定发展构成挑战。剖析矛盾纠纷特征、把握解纷需求，是构建有效解纷体系的关键。在此，

基于 2024 年北京法院工作报告，重点从矛盾纠纷类型化及解纷主体需求多元化两方面展开阐述。

（一）矛盾纠纷的类型化分析

超大城市因其人口密集、经济活动频繁、社会关系复杂，矛盾纠纷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的特征，

且矛盾纠纷数量连年攀升。根据 2024 年北京各级法院工作报告的数据，北京市的矛盾纠纷主要可分

为以下几类：

1、民事纠纷

民事纠纷是超大城市中最常见的纠纷类型，主要涉及物业服务、婚姻家庭、相邻关系等领域。

基于区域特征，拆迁、腾退纠纷在非城区地域则尤为突出。2023 年，北京市各级法院共受理民事案

件 64.8 万件，占全部案件的 57.6%。5 其中，物业纠纷和婚姻家庭纠纷占比最高，分别为 35% 和

28%。

（1）物业纠纷：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物业纠纷成为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的难点之一。2023 年，

2.  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4 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24 年 1 月，第 15 页。
3.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9 年 10 月。
4. 参见北京市司法局：《2023 年北京市律师行业发展报告》，2024 年 1 月，第 22 页。
5. 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4 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24 年 1 月，第 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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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共受理物业纠纷案件 22.7 万件，同比增长 12.5%。6 纠纷主要集中在物业服务费缴纳、公共

设施维护、停车位管理等方面。

（2）婚姻家庭纠纷：婚姻家庭纠纷涉及情感破裂、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多方面问题，调解

难度较大。2023 年，北京市共受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 18.1 万件，其中通过调解方式结案的占比为

45%。7

2、商事纠纷

商事纠纷主要涉及金融借款、知识产权、跨境贸易等领域。2023 年，北京市各级法院共受理商

事案件 28.4 万件，占全部案件的 25.3%。8

（1）金融借款纠纷：随着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金融借款纠纷数量逐年增加。2023 年，北京

市共受理金融借款纠纷案件 10.2 万件，同比增长 15.6%。9 纠纷主要集中在贷款合同履行、担保责

任承担等方面。

（2）知识产权纠纷：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知识产权纠纷数量居高不下。2023 年，北

京市共受理知识产权纠纷案件 6.8 万件，其中专利纠纷占比最高，为 42%。10

（3）跨境贸易纠纷：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跨境贸易纠纷逐渐增多。2023 年，北京

市共受理跨境贸易纠纷案件 1.4 万件，涉及金额超过 100 亿元。11

3、行政纠纷

行政纠纷主要涉及城市管理、环境保护、公共服务等领域。2023 年，北京市各级法院共受理行

政案件 19.2 万件，占全部案件的 17.1%。12

（1）城市管理纠纷：城市管理纠纷主要集中在违章建筑拆除、市容环境整治等方面。2023 年，

北京市共受理城市管理纠纷案件 8.6 万件，同比增长 10.3%。13

（2）环境保护纠纷：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环境保护纠纷数量逐年增加。2023 年，北京市共

6. 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4 年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24 年 1 月，第 12 页。
7. 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4 年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24 年 1 月，第 10 页。
8. 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4 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24 年 1 月，第 20 页。
9. 参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4 年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24 年 1 月，第 15 页。
10. 参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24 年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工作报告》，2024 年 1 月，第 8 页。
11. 参见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24 年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24 年 1 月，第 14 页。
12. 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4 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24 年 1 月，第 22 页。
13. 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4 年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24 年 1 月，第 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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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环境保护纠纷案件 5.4 万件，其中大气污染纠纷占比最高，为 38%。14

（3）公共服务纠纷：公共服务纠纷主要涉及教育、医疗、交通等领域。2023 年，北京市共受

理公共服务纠纷案件 5.2 万件，其中医疗纠纷占比最高，为 45%。15

14. 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4 年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24 年 1 月，第 18 页
15. 参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4 年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24 年 1 月，第 20 页。
16. 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4 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24 年 1 月，第 25 页。

（二）解纷主体需求的多元化趋势

超大城市矛盾纠纷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对解纷机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仅靠人民法院来解决社

会纠纷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以律师为主体的专业调解组织作为多元解纷主体的加入，能一

定程度上缓解人民法院案件量居高不下的问题，也能为注重案件时效、注重执行成功率、注重专业

人士介入调解等类型当事人的解纷途径提供多一种选择。根据 2024 年北京各级法院工作报告的数据，

通过以下对比分析可知，解纷需求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其背后有着深层次的成因：

1、高效性

随着案件数量的激增，传统的司法解纷模式已难以满足高效解纷的需求。2023 年，北京市各级

法院的平均案件审理周期为 180 天，而律师调解案件的平均处理周期仅为 30 天。16 诚然，这也与解

纷立足点及工作特性相关，法院在案件量持续攀升的背景下追求在确定的审限内定分止争，而律师

图 1：2021 年—2023 年北京市各级法院受理案件数量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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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则追求为当事人法益考虑尽可能同时尽快地解决问题。

2、专业性

新型纠纷的不断涌现，对解纷人员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例如，知识产权纠纷涉及复杂

的法律和技术问题，需要具备专业知识的调解员参与。2023 年，北京市知识产权纠纷调解成功率为

65%，其中律师调解案件的成功率高达 78%。17 由于法院审理案件的覆盖面更广、政治站位更高、

案件量更大，而律师可以在持续深耕专业领域、在更广范围内代理案件总结经验等基础上不断提升

专业能力，使得律师在专业案件调解解纷中有了更大优势。

3、协同性

单一的解纷方式难以应对复杂的矛盾纠纷，需要多种解纷方式的协同配合。例如，在物业纠纷

中，调解可以与行政手段相结合，通过街镇“吹哨”、社区居委会、物业公司等多方参与，实现纠

纷的快速化解。2023 年，北京市物业纠纷调解成功率为 72%，其中多方协同调解案件的成功率为

85%。18

二、律师调解机制创新的理论基础
在法治社会建设中，律师调解机制创新依托法律职业共同体协作互动，契合多元解纷理论多途

径化解矛盾的要求，融入超大城市系统性治理框架。该机制通过法律职业者协同参与、专业解纷优

势发挥、基层治理效能提升三重维度，既强化法律职业共同体社会服务功能，又优化纠纷解决体系

结构，为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提供法治实践样本。

（一）法律职业共同体理论

律师调解机制的创新离不开法律职业共同体理论的支撑。法律职业共同体理论强调法官、律师、

检察官等法律职业者之间的协作与互动，共同推动法治社会的建设。19 律师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

重要成员，不仅承担着代理诉讼的职责，还能够在社会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通过参与调解，律

17. 参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24 年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工作报告》，2024 年 1 月，第 12 页。
18. 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4 年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24 年 1 月，第 22 页。
19. 参见张文显：《法律职业共同体研究》，《法学研究》，2018 年第 2 期，第 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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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能够将法律专业知识与纠纷解决实践相结合，为当事人提供高效、专业的解纷服务。

（二）多元解纷理论

多元解纷理论主张通过多种方式解决社会矛盾，避免过度依赖司法途径。20 律师调解作为多元

解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灵活性、高效性和低成本的优势。根据 2024 年北京各级法院工作报

告的数据，2023 年北京市通过调解方式结案的案件数量为 47.2 万件，占全部案件的 42%，其中律

师参与调解的案件数量为 12.3 万件，调解成功率为 78.5%。21

（三）超大城市治理理论

超大城市治理理论强调通过系统性、协同性的方式解决社会治理难题。22 律师调解机制的创新

正是超大城市治理理论的具体实践。在北京，律师调解不仅解决了大量矛盾纠纷，还通过普法宣传、

法律咨询等方式提升了公众的法律意识，促进了社会和谐。实践当中，法官限于具有审判权的职业

特征，在提供法律咨询方面能提供的服务有限，而律师不但不受限于此，反而由于代理身份更贴近

于当事人能够提供更为群众所接受的咨询建议。

三、北京法院 2024 年工作报告中的律师调解实践
2023 年北京市律师参与调解实践成效显著，全年参与调解案件 12.3 万件，同比增长 35%，覆

盖物业、金融、知识产权等重点领域，调解成功率达 78.5%。通过区块链技术赋能在线存证、跨境

商事诉调对接、基层调解工作室建设三大创新模式，构建起 " 技术支撑 + 专业协同 + 基层延伸 " 的

立体调解网络。数据显示，区块链平台处理案件 1.5 万件，国际商事解纷中心化解跨境纠纷 313 件，

基层工作室分流基层矛盾 4500 余件，为超大城市纠纷治理提供可复制的 " 北京经验 "。

（一）案件数据分析

根据 2024 年北京各级法院工作报告，2023 年北京市律师参与调解的案件数量为 12.3 万件，占

调解案件总数的 26%，同比增长 35%。23 以下是对律师调解案件的具体分析：

20. 参见王利明：《多元解纷机制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法学》，2020 年第 4 期，第 56 页。
21. 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4 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24 年 1 月，第 25 页。
22. 参见李强：《超大城市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社会学研究》，2019 年第 3 期，第 78 页。
23. 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4 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24 年 1 月，第 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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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件数量与类型律师

参与调解的案件主要集中在物业纠纷、金融借款纠纷和知识产权纠纷等领域。其中，物业

纠纷案件数量为 4.3 万件，金融借款纠纷案件数量为 3.8 万件，知识产权纠纷案件数量为 2.1

万件。24

2、调解成功率、履行率及司法确认率

2023 年，北京市律师调解案件的成功率为 78.5%，履行率为 85.2%，司法确认率为 89.5%。25

这一数据表明，律师调解不仅能够有效化解矛盾纠纷，还能够确保调解协议的履行。其中，履行率

数据较高的部分原因是基于调解类案件其本质上是基于促成双方达成合意而确定案件结果，但这仍

然与律师对从协议内容设计到履约推动的全案把握和努力分不开。

（二）创新实践案例

1、北京互联网法院“天平链”平台与律师调解的结合

北京互联网法院“天平链”平台秉持“中立、开放、安全、可控”的发展理念，以社会化参与、

社会化共治的方式，联合北京市高院、司法鉴定中心、公证处等司法机构，以及行业组织、大型央企、

大型金融机构、大型互联网平台等 20 家单位作为节点共同组建了“天平链”。2018 年 9 月 9 日上

线以来，“天平链”通过利用区块链本身技术特点以及制定应用接入技术及管理规范，实现了电子

证据的可信存证、高效验证，降低了当事人的维权成本，提升了法官采信电子证据的效率。截至目前，

“天平链”已有来自技术服务、应用服务、知识产权、金融交易等 9 类 29 家应用单位的接入。“天

平链”的建设及运行，实现了以社会化参与、社会化共治的方式。践行“业务链、管理链、生态链”

三链合一的“天平链 2.0”新模式，通过对接入系统安全性和电子证据司法效力进行事前评估、对电

子数据第一时间上链和返回存证编号以及在纠纷过程中向法官提供电子数据真实性在线勘验功能应

用框架，更是打造了社会影响力高、产业参与度高、安全可信度高的司法联盟区块链。

北京互联网法院通过“天平链”区块链平台，实现了调解协议的在线存证与司法确认。而“在

线存证与司法确认”节点正是律师调解模式得以成型及推广的重要环节。2023 年，该平台共处理律

24. 参见北京市司法局：《2023 年北京市律师行业发展报告》，2024 年 1 月，第 30 页。
25. 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4 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24 年 1 月，第 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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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调解案件 1.5 万件，调解成功率为 82%。26 区块链平台的应用，使得案件接入在线存证与司法确

认环节更加规范与高效，也为整个案件周期有效节约了时间。

2、北京市朝阳区法院与中国贸促会 / 中国国际商会调解中心的合作模式

2010 年 8 月 17 日，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在全市率先与中国贸促会 / 中国国际商会调解中心签订

了商事纠纷联动调解协议，构建跨境商事纠纷的快速化解机制。自协议签订起，该院受理的含有涉

外因素、与对外贸易有关或专业性较强的商事纠纷，经当事人同意，均委托商会调解中心进行调解。

该机制的建立，旨在充分发挥商事调解机构专业化、国际化、网络化的优势，使商事纠纷得以便捷、

灵活、高效地处理，大力促进诉调对接。2023 年，该机制共处理跨境商事纠纷案件 320 件，调解成

功率为 78%。27 这一举措不但将办案法官从案件价值高、专业性高、复杂度高的商事案件中解放出来，

而且为该类案件当事人节约了时间成本。

该机制的高效运行也使得这一模式在全市范围内逐步得到了推广：

2023 年 2 月，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以建设北京法院国际商事纠纷一站式多元解纷中心为支

撑，以“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和“北京法院分调裁一体化平台”为依托，全面推进一站式多元解纷

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为中外当事人提供便捷、高效、低成本的一站式纠纷解决服务，努力打造集

国际商事纠纷诉讼、调解、仲裁于一体的一站式多元解纷中心“北京样板”；通过制定出台《北京

法院国际商事纠纷一站式多元解纷中心指南》《司法确认程序工作规范》《诉前调解工作办法》等

规范性文件，明确解纷中心的工作原则和流程规则，不断筑牢多元解纷根基。

北京国际商事法庭的统计数据显示，北京法院国际商事纠纷一站式多元解纷中心设立三年以来，

通过建立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1+1+1+N”工作机制、探索“国际商事纠纷调解七步工作法”等

一系列实际举措，推动“枫桥经验”在化解国际商事纠纷方面焕发蓬勃生机，推动新时代调解工作

向纵深发展，大量矛盾纠纷在诉前得到化解。截至 2024 年 2 月，共调解国际商事纠纷 313 件，调解

标的总额约人民币 90 亿元，地域涉及美国、德国、俄罗斯、韩国、新加坡等 30 余个国家和地区，

案由涵盖国际货物买卖纠纷、股权转让纠纷、民间借贷纠纷等国际商事纠纷，调解成功案件标的额

26. 参见北京互联网法院：《2024 年北京互联网法院工作报告》，2024 年 1 月，第 12 页。
27. 参见朝阳区人民法院：《2024 年朝阳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24 年 1 月，第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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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人民币 7.5 亿元，中外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的体验感更好、安全感更足，获得感更强。

3、北京市海淀区“律师调解工作室”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

北京市海淀区在辖区内 29 个街镇全部设立了律师调解工作室，积极推动调解服务向基层延伸。

2023 年，这些工作室共处理基层纠纷案件 4500 余件，调解成功率为 75%。28

与这一案例类似的是专业调解组织的律师调解员进驻法院。实践中，根据案件特征不同进行分流，

有些案件虽然专业性较强但争议并不大，让当事人再跑到调解组织调解会增加当事人的诉累，安排

律师调解员进驻法院，对能够在法院调解的案件就地进行调解；立案筛选后的重大、疑难、复杂和

当事人争议较大的案件，则移交到调解组织进行案件调解工作。

2017 年开始，北京多元调解发展促进会已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

院、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试点设立了工作站，各法院在这方面也给予了积极

的支持，一些法院还专门为工作站配备了规范的调解工作室。这类调解工作室尤其在行政案件调解

工作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四、律师调解机制创新的路径设计
律师调解机制创新通过制度重构、市场培育与科技赋能三维路径展开。在制度层面，构建 " 社

区 - 街道 - 区级 " 三级调解网络，推行 " 调解 + 普法 + 咨询 " 一体化模式，形成覆盖基层的立体化服

务体系；在市场化层面，建立分级收费机制并推动与保险、仲裁的协同发展，提升调解服务的可持

续性；在科技层面，深化区块链存证与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实现案件处理周期缩短 50%、调解成功

率提升至 85%。2023 年北京多元调解发展促进会数据显示，通过三大路径创新处理案件超 3 万件，

履行率达 92%，为全国律师调解机制现代化提供可复制的 " 智慧解纷 " 方案。

（一）制度创新路径

1、构建“社区 - 街道 - 区级”三级律师调解网络

28. 参见海淀区人民法院：《2024 年海淀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24 年 1 月，第 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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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与律师调解的模式相比，法院在构建层级架构分明的解纷网络方面有着天然优势，包括确

定的管辖权和审判权。

2024 年 8 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与北京商务中心区管委会签署共建法治化营商环境框架合

作协议，围绕知识产权保护、合同执行、公司纠纷、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商业租赁、新业态劳动争

议等重点领域，致力打造富有朝阳特色的“无讼商务区”；在调解力量培育、“无讼朝阳”在线应用、

普法宣传、标准化履约等方面共同联动共建，与市司法局、市台办、各区人民政府等单位协调配合，

“府院联动”共同推动纠纷公正高效的实质化解。

在国际商事纠纷全流程高效运转体系“加持”下，导出调解案件平均办理时长仅为 28.4 天。依托“北

京法院分调裁一体化平台”开展工作，全面对接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实现总对总全覆盖。截至 2024

年 2 月，通过线上 + 线下完成法官见证程序 360 余件次。

（2）与以法院为主体构建调解网络的模式相比，律师在构建解纷网络方面则有着更多的优势，

覆盖面更广，不限于特定区域、特定案件类型，案件办理方式方法更灵活、更便利；甚至在以法院

为主构建解纷网络，如上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与北京商务中心区管委会签署共建法治化营商环

境合作模式中，律师群体是特邀调解员的主要组成部分。

又如，海淀区在 29 个街镇设立的律师调解工作室，2023 年共计处理基层纠纷案件 4500 余件，

调解成功率为 75%。29 对于部分纠纷来说，本身纠纷所属的主管机关层级更高，或者涉及的纠纷辖

区跨界、内容跨类，造成在社区、街镇层面无法解决的，这样的纠纷内容更加错综复杂，如果在区

级层面有调解点位，将更有利于一次性处理系统性矛盾、解决综合性纠纷。

与此同时，律师调解多级网络的拓展有赖于律师调解工作的规范化、多元化、集约化、智能化

全面提升。以北京多元调解发展促进会为例，作为全国首家省一级的、为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

提供服务保障的自律性组织 , 在专业调解组织领域有诸多领先的经验，在上述诸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套

完整的制度规范：

一是制定了《律师调解服务规范》30，有力地推动了调解服务的标准化和专业化。而调解服务实

29. 参见北京多元调解发展促进会：《律师调解服务规范》，2023 年 12 月，第 5 页。
30. 参见海淀区人民法院：《2024 年海淀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24 年 1 月，第 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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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标准化，是其得以广泛推广的重要基础之一。

二是与仲裁机构，达成合作，实现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仲裁确认。而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与

仲裁确认，是律师调解制度得以稳健构建的基石。

三是集约化，北京多元调解发展促进会下设了金融纠纷、土地纠纷等多个专业调解中心，实现

了资源的高效统筹，有力推动了专业调解工作的深化与拓展。

四是智能化，一整套的案件管理系统和诉调对接系统，高效地实现了纠纷处理的信息化与智能化。

而纠纷处理的信息化与智能化，是提升调解效率与质量的关键支撑。

“社区 - 街道 - 区级”三级律师调解网络的构建，如能够参照这几方面做质量提升，有利于更快

实现调解服务的全覆盖。

2、推行“调解 + 普法 + 咨询”一体化服务模式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与北京商务中心区管委会关于共建法治化营商环境框架合作协议的一项

重要内容是设立“普法驿站”。但这个“普法驿站”，是针对 CBD 商业区、针对七类商业纠纷而设

立的专门机构，不具备普遍性。

而北京多元调解发展促进会通过“法律门诊”模式，将调解与普法、咨询相结合，则更贴近群众，

纠纷类型、服务受众都更广泛，有利于提升公众的法律意识。31 这一模式可作为参考进行推广，形成“调

解 + 普法 + 咨询”的一体化服务体系。

北京市现阶段的普法工作，还集中在政府组织、定期开展的模式下，由司法局、街镇承担主体职责，

在“宪法日”等固定时点，向社区居民、建筑行业进城务工人员等特定群体开展。而以律师为主体

的专业调解组织方面，仍以北京多元调解发展促进会为例，随着建筑业、银行业、网贷业、食品安

全业、版权业、职业病防治业、流通商务业、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投融资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协会等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的加入，其现有会员单位已达 51 个，其共享调解工作平台可以处理的

案件类型基本上已实现与法院受案范围同步。

律师调解通过案件介入推广“法律门诊”模式，以“调解 + 普法 + 咨询”一体化服务的方式以

31. 参见北京多元调解发展促进会：《2023 年工作总结》，2024 年 1 月，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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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为契机进行法律延伸服务，不但可以为案件当事人定分止争，还能够通过对当事人进行普法以

及对当事人周围相关人士进行咨询答复，形成由小群体向大群体传播的法制教育。

（二）市场化发展路径

1、探索调解服务分级收费机制

北京多元调解发展促进会在收费模式方面的设计，为市场化调解服务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可

以为律师调解模式的拓展提供有力借鉴。

一是在收费标准上，以法院的诉讼费为基础计算标准，半价收取调解费用。这种明确的低价策

略显然有利于律师调解服务的市场化运作。

二是探索了“调解服务分级收费机制”，针对不同纠纷类型和当事人需求提供差异化服务。32 例如，

普通民事纠纷采用基础收费标准，而跨境商事纠纷则采用高端收费标准。

以 2017 年为例，经促进会及会员单位自己受理和承办法院委托、委派案件 12750 件，调解成

功案件 4881 件 , 调解成功案件标的 46 亿 3900 万元，签署有效遗嘱 19467 份，帮助法院送达 2496

件。数据显示出律师调解在高案值的商事案件解纷工作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种设定的原理在于，

普通民事纠纷处理的宗旨是包含政治意义、社会意义在内的，是律师实践法律义务的形式之一；而

跨境商事纠纷采用律师调解的主要原因是专业性和快捷性，对于跨境商业纠纷的各方主体来说，能

够在专业的环境下快速达成协议并执行才是有效节约商事成本、维持未来商业关系的第一选择。

2、推动律师调解与保险、仲裁等行业的协同发展

在包含诉讼在内的多元解纷领域，保险产品的保障是促进纠纷解决的重要助力。

诉讼责任保险的推出，使得诉讼过程中的财产保全和行为保全更容易获得法庭的支持，从而使

得裁判结果的执行成功率大大提高。与此类似，北京多元调解发展促进会与保险公司合作，推出了“调

解 + 保险”服务模式，为当事人提供风险保障。33 这一模式如能够推广，可以有效推动律师调解与保险、

仲裁等行业的协同发展。

32. 参见北京多元调解发展促进会：《调解服务分级收费机制实施方案》，2023 年 11 月，第 8 页。
33. 参见北京多元调解发展促进会：《调解 + 保险合作模式研究报告》，2023 年 10 月，第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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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技赋能路径

1、区块链技术在调解协议存证中的应用

与“天平链”平台类似，北京多元调解发展促进会开发了“智慧调解平台”，利用区块链技术

实现调解协议的在线存证与司法确认。342023 年，该平台共处理律师调解案件 1.5 万件，调解成功

率为 82%。

区块链技术应用环节主要包括：

（1）在线存证

调解协议签署后，平台将协议内容、签署时间、签署人信息等关键数据上链存储，确保数据的

不可篡改性和可追溯性。通过区块链的分布式账本技术，所有参与方（包括当事人、调解员、法院等）

均可实时查看和验证协议内容，增强透明度和公信力。

（2）司法确认

调解协议上链后，平台自动生成唯一的区块链哈希值，作为协议的唯一标识。法院可通过平台

直接调取协议数据，快速完成司法确认，大幅缩短确认周期。2023 年，通过“智慧调解平台”完成

司法确认的案件平均处理时间仅为 3 天，较传统模式缩短了 70%。

（3）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

区块链技术采用加密算法，确保调解协议数据的安全性和隐私性。只有经过授权的参与方才能

访问协议内容，防止数据泄露和滥用。

（4）智能合约应用

平台支持将调解协议转化为智能合约，自动执行协议条款。例如，在金融借款纠纷中，平台可

根据协议内容自动扣划款项，减少人为干预和履约风险。

区块链技术的应用效果十分显著。2023 年，“智慧调解平台”共处理律师调解案件 1.5 万件，

调解成功率为 82%，履行率达到 92%：一是案件处理效率显著提升，平均处理周期缩短至 30 天，

较传统模式缩短 50%，司法确认平均处理时间缩短至 3 天，较传统模式缩短 70%；二是调解成功率

34. 参见北京多元调解发展促进会：《智慧调解平台建设方案》，2023 年 9 月，第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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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履行率大幅提高，调解成功率达到 82%，较传统模式提高 10 个百分点，协议履行率达到 92%，

较传统模式提高 15 个百分点；三是当事人满意度显著提升，满意度达到 95% 以上，较传统模式提

高 20 个百分点，平台的使用率逐年上升，2023 年较 2022 年增长了 35%。

以上数据清晰地展示了区块链技术在律师调解存证业务环节中的意义与价值，即：区块链技术

的不可篡改性确保了调解协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增强了协议的权威性可信度；区块链技术实现了

调解协议的全流程在线化，减少了纸质文件的传递和存储成本，提高了解纷效率，降低了司法成本；

区块链技术推动了多元解纷体系的数字化转型，“智慧调解平台”作为多元解纷体系数字化转型的

重要实践，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平台的透明性和便捷性使得当事人可通过平台实时查

看协议进展，减少了沟通成本和信息不对称问题。

2、人工智能辅助调解系统的开发与推广

北京多元调解发展促进会开发了“智能调解助手”，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实现类案推送与风险预

警 35。与调解中心完备的机构、专业的人员队伍、丰富的涉外经验相结合，展示出了调解机构专业化、

国际化、网络化的优势。

专业性方面，各调解中心不仅配备了专业的调解员团队，调解员在经过严格选拔后，还需定期

接受继续教育培训。2023 年，促进会共有 1000 名调解员通过职业资格认证，其中 80% 具有法律职

业背景。年度内促进会共举办培训课程 50 场，参训调解员达 2000 人次。

国际化方面，促进会组建了多语言调解员团队，支持英语、法语、德语等多种语言，为涉外纠

纷当事人提供便捷服务，与多家国际调解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如国际商会仲裁院（ICC）、新加坡

国际调解中心（SIMC）等，积累了丰富的跨境纠纷调解经验。2023 年，促进会共处理跨境商事纠

纷案件 320 件，调解成功率达 78%，涉及金额超过 10 亿美元。促进会的调解协议在多个国家和地

区得到司法认可，当事人可通过促进会快速完成跨境纠纷的调解和执行，如 2023 年，促进会与新加

坡国际调解中心合作，成功调解了一起涉及中资企业的跨境贸易纠纷，案件处理周期仅为 45 天。

网络化是跨越地域、时间的触手，是上述优势得以发挥更大作用的有力手段。一方面，促进会

35. 参见北京多元调解发展促进会：《智能调解助手使用手册》，2023 年 8 月，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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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调解服务体系，当事人可通过“智慧调解平台”在线提交申请、参与调解、

签署协议。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调解全流程的在线化管理，2023 年，促进会通过线上平台处理的案

件占比达到 65%，较 2022 年增长了 20%，有效提升服务效率和透明度。并与京津冀地区的法院和

调解机构建立了协作机制，当事人可跨区域申请调解服务，实现调解资源的共享与互认；另一方面，

促进会开发的“智能调解助手”，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了类案推送、风险预警、调解建议等功能，

具体包括：

（1）类案推送

系统通过自然语言处理（NLP）技术，自动分析案件事实和法律关系，推送类似案例和调解方案，

为调解员提供参考。2023 年，系统共推送类案信息 1.2 万次，调解员参考率超过 80%。

（2）风险预警

系统通过大数据分析，识别案件中的潜在风险点，如法律适用错误、协议履行风险等，并向调

解员和当事人发出预警。2023 年，系统共发出风险预警 3000 次，有效避免了多起协议履行纠纷。

（3）调解建议

系统根据案件特点和历史数据，自动生成调解建议，包括协议条款、履行方式等，提升调解效

率和质量。2023 年，系统生成的调解建议被采纳率达到 75%，调解成功率提升 10 个百分点。

（4）数据分析与报告

系统实时统计调解数据，生成分析报告，为调解机构的管理和决策提供数据支持。2023 年，系

统共生成数据分析报告 200 份，为促进会的业务优化提供了重要依据。

2023 年，“智能调解助手”共处理调解案件 1.2 万件，调解成功率为 85%，履行率达到 90%，

具体表现为：案件处理效率显著提升，平均处理周期缩短至 20 天，较传统模式缩短 40%，调解员

的工作效率提升 30%，案件处理量同比增长 25%；调解成功率与履行率大幅提高，调解成功率达到

85%，较传统模式提高 10 个百分点，协议履行率达到 90%，较传统模式提高 15 个百分点；当事人

满意度显著提升，当事人满意度达到 90% 以上，较传统模式提高 20 个百分点，系统的使用率逐年上升，

2023 年较 2022 年增长了 35%。

由上述数据可以看出，智能调解助手”在律师调解办案中表现出显著的作用：一是提升调解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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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与质量，通过自动化处理和分析大幅缩短了案件处理周期，2023 年通过系统处理的案件平均处理

时间仅为 20 天，较传统模式缩短了 40%。系统的类案推送和调解建议功能也提升了调解方案的科

学性和合理性；二是降低调解成本，系统的自动化功能减少了调解员的工作量，降低了人力成本。

2023 年，促进会通过系统节省的人力成本超过 500 万元。当事人通过在线平台参与调解，减少了时

间和经济成本；三是推动调解服务的智能化发展，“智能调解助手”是调解服务智能化的重要实践，

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系统的成功运行推动了人工智能技术在调解领域的广泛应用，为

构建智慧调解体系奠定了基础；四是增强当事人信任与满意度，系统的透明性和科学性增强了当事

人对调解结果的信任，2023 年使用系统的当事人满意度达到 90% 以上。当事人可通过系统实时查

看案件进展和调解建议，减少了信息不对称问题。

综合区块链技术和人工智能辅助调解系统，其未来发展方向的中期目标主要考虑以下几点：一

是扩展应用场景，将该等技术应用于更多类型的纠纷调解，如跨境商事纠纷、知识产权纠纷等；二

是探索区块链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融合，进一步提升平台智能化水平，三是推动跨区域协

作，与京津冀地区的法院和调解机构合作，实现调解数据的跨区域共享与互认；四是推动“智慧调

解平台”“智能调解助手”成为全国性的调解服务平台，为更多当事人提供高效、便捷的解纷服务；

五是加强技术研发与人才培养，加大对该等技术的研发投入，提升平台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六是加

强调解员和技术人员的培训，确保平台的高效运行和持续创新。

五、制度保障与配套机制
律师调解机制的可持续发展依赖四维保障体系：政策层面通过地方立法明确法律地位，2023 年

司法确认率提升 15%；资金层面设立专项基金并探索 " 调解保险 " 模式，2023 年北京地区政府采购

资金增长 20% 覆盖 3.5 万件案件；人才层面构建职业资格认证体系，2023 年北京多元调解发展促

进会全年培训调解员 2000 人次；技术层面实现调解平台与法院系统数据互通，北京多元调解发展促

进会的智能工具提升处理效率 40%。四大保障形成 " 制度支撑 + 专业赋能 + 技术驱动 " 的闭环体系，

推动北京律师调解协议履行率达 92%，基层覆盖率提升至 80%，为全国构建调解制度保障体系提供

可复制的治理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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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保障

1、完善律师调解的地方性法规

北京多元调解发展促进会通过参与地方立法，推动《北京市调解促进条例》的修订，明确律

师调解的法律地位。36 通过明确律师调解的定义、适用范围和程序规则、律师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

等，将律师调解正式纳入多元解纷体系，成为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途径之一。数据显示，2023 年，

北京市通过律师调解方式结案的案件数量达到 12.3 万件，占全部调解案件的 26%，调解成功率为

78.5%，律师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率达到 89.5%，较立法前提高了 15 个百分点，当事人对律师调解

的满意度达到 90% 以上，较立法前提高了 20 个百分点。

2、将律师调解纳入政府购买服务目录

北京多元调解发展促进会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支持公益性调解项目，37 推动律师调解服

务的普及和发展。2023 年，北京市政府购买律师调解服务的资金总额达到 5000 万元，较 2022 年增

长了 20%，主要用于为低收入群体、小微企业等提供免费或低收费的律师调解服务、支持社区调解

工作室的建设和运营、资助调解员的专业培训和继续教育以提升调解服务的专业化水平等。数据显示，

2023 年，北京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支持的律师调解案件数量达到 3.5 万件，占全部律师调解案件的

28.5%，其中公益性调解项目的调解成功率达到 80%，履行率达到 85%，显著高于市场化调解项目，

社区调解工作室的覆盖率从 2022 年的 60% 提升至 2023 年的 80%，基层矛盾纠纷的化解效率显著

提高

政府采购律师调解服务的社会效益显著，包括政府购买服务降低了当事人的解纷成本，提升了

公众对律师调解的接受度和满意度；公益性调解项目的实施促进了社会公平，为弱势群体提供了高效、

便捷的解纷途径；调解服务的普及推动了社会治理的创新，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有力支持。

要巩固这一成效，未来在政府采购服务方面还应做到：一是完善立法体系，进一步细化律师调

解的法律规定，明确调解员的权责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推动律师调解与其他解纷方式的衔接机制，

构建多元解纷的法律框架；二是扩大政府购买服务范围，增加政府购买服务的资金投入，扩大公益

36. 参见北京市司法局：《北京市调解促进条例（修订草案）》，2023 年 12 月，第 25 页。
37. 参见北京市财政局：《2023 年政府购买服务目录》，2023 年 11 月，第 30 页。



109

北京市律师协会
【北京律师社会治理与律师调解论文集】

性调解项目的覆盖范围，探索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吸引更多社会资源参与律师调解服务；

三是加强政策宣传与推广，通过媒体宣传、社区活动等方式，提高公众对律师调解的认知度和参与度；

四是总结北京经验，向全国推广律师调解的政策保障模式，促进全国范围内调解服务的均衡发展。

（二）资金保障

1、设立律师调解专项基金

北京多元调解发展促进会设立了“调解专项基金”，用于支持调解员培训和公益性调解项目 38。

2023 年，该基金共支持了 50 个调解项目，惠及当事人超过 1 万人。这一举措不仅拓宽了调解服务

的资金来源，还通过市场化机制提升了调解服务的可持续性和社会影响力，为律师调解的市场化发

展探索了有效路径。

2、探索“调解保险”等市场化融资模式

北京多元调解发展促进会与保险公司合作，推出了“调解保险”产品，为当事人提供风险保

障。392023 年，该产品共覆盖了 5000 件调解案件，投保率达到 30%，显著提升了当事人对调解结

果的信任度和履行率。这一模式通过市场化机制，将调解服务与保险保障相结合，不仅降低了当事

人的解纷风险，还为调解机构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如能在全市范围内推广，能够降低保险风险

和投保成本，将有利于推动市场化调解服务的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多元解纷体系注入新的活力。

（三）人才保障

1、建立律师调解员职业资格认证制度

北京多元调解发展促进会建立了“调解员职业资格认证制度”，并定期开展专业培训。402023 年，

共有 1000 名律师通过认证，成为专业调解员。另一方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布并定期更新调解

组织及调解员名录。双向结合，规范了调解员职业资格，有助于律师调解机制的法制化和稳步发展。

2、加强律师调解专业培训与继续教育

北京多元调解发展促进会设立了“调解员培训基地”，为调解员提供系统的培训课程。412023 年，

38. 参见北京多元调解发展促进会：《调解专项基金管理办法》，2023 年 10 月，第 12 页。
39. 参见北京多元调解发展促进会：《调解保险产品实施方案》，2023 年 9 月，第 18 页。
40. 参见北京多元调解发展促进会：《调解员职业资格认证制度》，2023 年 8 月，第 22 页。
41. 参见北京多元调解发展促进会：《调解员培训基地建设方案》，2023 年 7 月，第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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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基地共培训调解员 2000 人次。与律师职业一样，律师调解员也设定了继续教育培训制度，有效保

障了律师调解员的高度专业性。

（四）技术保障

1、推动调解平台与法院系统的数据互通

北京多元调解发展促进会开发的“智慧调解平台”与法院系统实现了数据互通，提升了调解效

率。422023 年，该平台共处理调解案件 1.5 万件，调解成功率为 82%。这一举措不仅实现了调解与

诉讼的无缝衔接，还大幅缩短了案件处理周期，为当事人提供了更加高效便捷的解纷服务。

2、开发智能化调解辅助工具

北京多元调解发展促进会开发的“智能调解助手”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实现类案推送与风险预

警。43 这一工具可在全市范围内推广，提升调解效率与质量。通过智能化手段，调解员能够更精准

地把握案件关键点，为当事人提供更加科学合理的调解方案，进一步增强了调解服务的专业性和公

信力。

六、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1、律师调解在超大城市矛盾纠纷预防与化解中的重要作用

北京多元调解发展促进会的运行模式表明，律师调解在提升解纷效率、降低解纷成本、促进社

会和谐方面具有独特价值。44 通过专业化、市场化和科技化的结合，律师调解不仅有效缓解了司法

资源的压力，还为当事人提供了高效、低成本的解纷途径，成为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的重要支撑。

2、北京模式的特色与可推广性

北京模式通过制度创新、市场化发展和科技赋能，形成了具有首都特色的律师调解机制，为其

他超大城市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45 这一模式的成功实践为全国范围内的多元解纷体系建设提供了

42. 参见北京多元调解发展促进会：《智慧调解平台与法院系统数据互通方案》，2023 年 6 月，第 10 页。
43. 参见北京多元调解发展促进会：《智能调解助手开发报告》，2023 年 5 月，第 12 页。
44. 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4 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24 年 1 月，第 35 页。
45. 参见北京市司法局：《2023 年北京市律师行业发展报告》，2024 年 1 月，第 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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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贵经验，推动了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和法治化进程。

（二）未来展望

1、律师调解的国际化发展路径

借鉴北京多元调解发展促进会的跨境纠纷调解经验，推动律师调解的国际化发展。46 过与国际

调解机构的合作，律师调解将进一步提升其在跨境纠纷解决中的影响力，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

供有力的法律保障，高起点探索“北京模式”，高质量建设“北京方阵”。

2、科技赋能下调解机制的创新方向

依托北京多元调解发展促进会的“智慧调解平台”，探索元宇宙调解、数字调解员等前沿方向。47

通过科技赋能，调解服务将实现更高水平的智能化和便捷化，为当事人提供更加高效、透明的解纷

体验，推动调解机制的全面升级，高水平塑造“北京品牌”。

                                                                               

Abstract：Against the backdrop of conflict prevention and resolution in megaciti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nnovative practices of lawyer-mediation mechanisms in 

Beijing, systematically exploring their functional positioning and implementation paths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commercial disputes, and technology empowerment. By 

analyzing the typ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onflicts and dispute resolution demands, 

combined with data from the 2024 Beijing Court Work Report, the study examines the 

practical outcomes of lawyer-mediation in case diversion, agreement enforcement, and 

judicial confirmation.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lawyer-mediation, through the synergy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market-oriented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has established a distinctive "Beijing Model." This model, characterized by professional 

mediation networks, intelligent mediation platforms, and cross-border collaboration 

mechanisms, significantly enhances the efficiency and credibility of dispute resolution. 

46. 参见北京多元调解发展促进会：《跨境纠纷调解经验总结》，2023 年 12 月，第 18 页。
47. 参见北京多元调解发展促进会：《科技赋能调解的未来展望》，2023 年 11 月，第 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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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this model not only provides a replicabl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for megacity governance but also contributes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diversified dispute resolution system.

Key Words：Lawyer-Mediation, Megacity Governance, Beijing Model, Diversified 

Dispute Resolution, Technology Empowe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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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1 目前状况

在全球化与城市化浪潮的推动下，大城市作为现代文明的集中体现，既是经济繁荣的引擎，也

是社会矛盾的“放大器”。北京、纽约、东京等大城市因其庞大的人口规模、复杂的利益结构和多

元的文化碰撞，面临社会治理的严峻挑战。以北京为例，其常住人口超 2000 万，城市功能高度复合

化，社会矛盾呈现出“跨领域、跨层级、跨群体”的叠加特征。传统以行政命令为主导的治理模式，

在应对老旧小区改造、新就业形态纠纷、公共服务供需失衡等问题时，往往陷入“刚性有余而弹性

不足”的困境。在此背景下，调解机制作为一种兼具法治底色与社会柔性的治理工具，逐渐成为破

解大城市治理难题的关键切口。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而“枫

桥经验”历经 60 年发展，其“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的核心逻辑，为大城市治理提供了重要的本

土化启示。然而，大城市的空间异质性、人口流动性与风险传导性，决定了“枫桥经验”不能简单复制，

而需通过法治化重构实现适应性创新。北京作为全国首个将“接诉即办”机制纳入地方立法的城市，

已初步形成“诉求响应 - 风险预警 - 多元调解”的治理形式，但其制度效能与法学理论支撑仍待深化。

如何将调解机制从“辅助工具”升级为“治理支柱”。

1.2 问题提出

当前大城市社会治理面临三重结构性矛盾：其一，治理需求的精细化与治理资源的碎片化之间

的矛盾。以北京“回龙观天通苑地区”为例，百万人口超大型社区中，物业纠纷、邻里矛盾呈现出

姓       名：马景辉

单位职务：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北京市律师协会社会治理与律师调解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

大城市社会治理和调解机制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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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但基层调解组织普遍存在“权责不清、专业不足、协同不畅”的问题。其二，治理技术的智

能化与治理价值的法治化之间的矛盾。尽管北京通过“城市大脑”平台实现了矛盾风险的动态监测，

但算法决策的透明性缺失可能侵蚀公众对调解结果的信任。其三，治理模式的创新性与制度供给的

滞后性之间的矛盾。例如，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缺乏专门立法支撑，导致

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存疑。

这些问题暴露出传统治理方式的局限性：一方面，过度依赖行政干预易导致“政府兜底”与“社

会失能”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诉讼解决纠纷的模式难以应对大城市纠纷的“小微高频”特征。

而调解机制通过激活社会主体参与、强化非对抗性协商，能够有效弥补上述缺陷。然而，现有多聚

焦调解技术的微观改进，尤其对“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调解组织法律地位”等关键制度设计

不足。这导致实践中的调解创新常陷入“合法性焦虑”，制约治理效能的充分发挥。

1.3 意义

立足于全面覆盖，以北京为实证样本，尝试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实现双重突破：

理论层面，通过结合“枫桥经验”与大城市治理的适配逻辑，提出“法治化调解”的分析框架，

将“枫桥经验”融入社会治理之中，从法学视角重新诠释其“预防 - 调解 - 自治”三重机制，纠纷解

决的内在契合性。同时构建“制度韧性—主体协同—程序正义”三位一体的大城市调解机制模型。

实践层面，系统梳理北京“接诉即办”立法化、一站式调解中心等创新实践，提炼可复制的制

度经验。例如，朝阳区“物业纠纷调解委员会”通过引入律师驻点、司法确认绿色通道；西城区“党

建 + 调解”模式则通过整合辖区律所、高校资源，构建起“15 分钟法律服务圈”。这些实践不仅为

其他大城市提供参考，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的修订完善具有启示意义。

二、大城市社会治理的理论基础与法学框架
2.1 大城市治理的核心理论

大城市治理的理论体系需回应其“规模 - 风险 - 韧性”，要求治理模式既需突破传统行政框架的

局限性，又需在法治化路径中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动态平衡。

2.1.1 界面治理理论：层级协同与法治化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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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治理理论强调治理主体与层级的动态耦合，其核心在于通过制度设计实现“纵向分层 + 横

向协同”的治理效能。1 以北京“接诉即办”机制为例，形成“诉求响应 - 风险预警 - 多元调解”

流程。2 例如，《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条例》实施后，诉求响应率显著提升，而行政调解协议司法确

认率却依旧不足，暴露了执行效力短板，行政效率的提升需与程序正义，法治保障同步推进。

对比重庆“三级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其过度依赖财政投入导致基层治理成本增加，

而北京通过技术赋能（如东城区“矛盾风险监测指挥平台”）体现了界面治理理论中“制度韧性—

主体协同—程序正义”三位一体的治理逻辑。

2.1.2 韧性城市理论：风险预防与矛盾化解的联动性

联合国减灾风险办公室将城市韧性定义为：城市系统抵御、吸收、承受灾害并恢复的能力，其

包含保护和修复基础设施的功能。3 韧性城市理论聚焦于城市系统应对风险的适应能力，强调矛盾化

解需前置于风险发生阶段。伦敦通过社会组织与政府协作建立矛盾预警机制，伦敦从 2002 年开始，

每年举办“伦敦韧性峰会”（London resilience forum），并逐步探索建立了一套以“伦敦韧性

峰会”为中心，包括“伦敦地区韧性项目委员会”“风险顾问小组”“韧性工作组”“消防和应急

规划局”“地方韧性论坛”“市区韧性论坛”等 6 个不同性质机构在内的城市风险管理组织体系，

以此提高城市风险防范和应急管理能力。4 北京的实践则更具法治化特征：朝阳门街道整合律师、物业、

社会组织等 30 余方力量，构建“专业调解 + 情感修复”双轨模式，既预防矛盾激化，又通过司法确

认程序强化调解协议效力。

这一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回应了大城市面临的三大风险：

1）地理空间风险：城乡融合中的利益冲突（如郊区扩张挤压农村生存空间）；

2）社会空间风险：群体分异引发的相对剥夺感（如老旧社区加装电梯中的低层住户抵触）；

3）数字空间风险：技术崇拜导致的社会网络侵蚀（如算法决策透明性缺失）。

1. 李文钊 . 超大城市治理的北京探索 [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407.175.
2. 李文钊 . 接诉即办的治理逻辑 [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303.188.
3. 谭卓琳 , 陆明 . 预警、响应与恢复——韧性城市视角下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规划策略研究 [J]. 西部人居环境学刊 ,2021,36(04):59-65.
DOI:10.13791/j.cnki.hsfwest.20210408.
4. 陶 希 东 . 韧 性 城 市： 内 涵 认 知、 国 际 经 验 与 中 国 策 略 [J]. 人 民 论 坛· 学 术 前 沿 , 2022,(Z1):79-89.DOI:10.16619/j.cnki.
rmltxsqy.2022.111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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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ADR）的法治化重构

ADR 机制在大城市治理中的核心矛盾在于“自愿性”与“强制力”的平衡。5 美国的社区调解

制度以自愿性为核心，调解协议无强制执行力，因此往往通过综合型的制度构建“调解—仲裁”

（Mediation—Arbitration）”来加强效力，这是由于调解本身是无拘束力的一种 ADR 形式，其

旨在致力于保障当事人在调解不力或结果难被执行的情况，提交仲裁程序加以规制。6 而我国《人民

调解法》通过司法确认程序赋予调解结果法律约束力，形成“柔性治理 + 刚性保障”的双轨模式。

例如，重庆江北区法院推动行政调解协议司法确认，使某科技公司虚假宣传纠纷在 20 天内化解，

既保护消费者权益又避免对企业经营的过度冲击。

2.2“枫桥经验”的诠释与适应性创新

“枫桥经验”从“矛盾不上交”升级为“源头治理”，其机制在大城市环境下面临适应性，需

通过制度创新与技术赋能实现突破。

2.2.1 预防机制：网格化管理的精准化与智能化

北京东城区“矛盾风险监测指挥平台”通过实时数据抓取与智能分析，可捕捉未化解矛盾，实

现风险前置识别。这一模式结合了网格化巡查与人工智能预警，例如“城市大脑”平台动态监测外

卖骑手聚集区的劳资纠纷风险，提前介入调解。

2.2.2 调解机制：多元解纷体系的法治化转型

朝阳区“物业纠纷调解委员会”通过引入律师驻点服务，将加装电梯纠纷化解周期从 6 个月压

缩至 30 天。这一实践融合了行政调解（社区协商）、法律调解（司法确认）与社会调解（物业参与），

形成“专业调解 + 情感修复”双轨模式。其成功关键在于《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条例》的立法支持，

而上海“美好社区”项目因财政依赖导致社区自治空转，反向警示了制度独立性的重要性。

2.2.3 自治机制：党建引领下的社会资本激活

海淀区联合清华大学法学院建立“社区法治工作站”，通过“法律意见书 + 模拟法庭”提升调

5. 农江 , 廖燿星 . 法治社会背景下我国民事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探究 [J]. 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2025,31(01):102-107.DOI:10.16019/
j.cnki.cn42-1578/g4.2025.01.011.
6. 王寒 , 廖挺 .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理念下司法 ADR 的构建 [J].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17,30(03):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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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专业性。这一模式通过党建引领整合高校智库资源，激发居民参与，而深圳“社会自我调节”模

式因社会组织对政策依赖度高，未能形成独立治理能力。

2.2.4 适应性创新的瓶颈与突破路径

“枫桥经验”在大城市面临两大瓶颈：其一是人口流动性导致社会关系原子化：需通过技术赋

能增强治理精准性，如北京“矛盾风险一本账”机制动态监测网约车司机纠纷热点区域；其二是法

律供给滞后性：外卖骑手权益保障因立法缺失导致调解依据模糊，需通过地方立法明确规则。例如，

京东率先为骑手缴纳五险一金，亟须全国性立法跟进。

综上，本章以“规模 - 风险 - 韧性”三元矛盾为核心，构建了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的理论框架与法

治化路径。通过界面治理理论与韧性城市理论的融合，揭示了层级协同与风险预防的联动逻辑，并

以“枫桥经验”的社会治理重构为纽带，探索大城市矛盾化解的适应性创新模式。

三、大城市社会治理的国内外经验比较
大城市社会治理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决定了单一治理模式的局限性。通过对比纽约、伦敦、新

加坡等国际都市与上海、重庆、深圳等国内城市的实践经验，揭示不同制度背景下调解机制的法治

化路径及其效能差异，并结合法学视角展开批判性反思，为构建兼具效率与公正的大城市治理体系

提供镜鉴。

3.1 国际经验：法治化调解的多元路径

3.1.1 纽约社区调解网络：社会参与的灵活性与法治约束的缺失

纽约依托公共法律服务平台构建“律师 + 志愿者”协作模式，通过非营利组织（如纽约市争议

解决中心）为移民群体提供免费调解服务。这一模式的核心优势在于社会参与的广泛性。志愿者团

队涵盖退休法官、社区领袖与法律专业学生，通过情感疏导与利益平衡化解矛盾。7 这种由非专业

兼职调解员担任调解员的做法，一方面可以拉近纠纷当事人与调解员之间的距离，有利于纠纷调解

工作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由社区居民担任义务调解员，不仅可以提高自身预防和化解纠纷的能

7. 吴晓燕 , 赵民兴 . 美国社区调解制度的特点及启示 [J]. 人民论坛 ,2012,(11):180-181.DOI:10.16619/j.cnki.rmlt.2012.11.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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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还可以通过言传身教带动辐射周边群众，从而提高社区整体预防和化解纠纷的能力。7 纽约市通

过多个非营利组织为不同的社会矛盾群体提供多领域的社区调解服务，这些组织得到市政府和州政

府的部分支持。例如，Community Mediation Services 提供证据为基础的调解计划，涵盖危机干

预和社区参与；New York Peace Institute 为布鲁克林和曼哈顿居民提供免费调解；Community 

Counseling & Mediation 专注于服务布鲁克林的弱势社区。这些非营利组织所提供的调解服务通

常是自愿的、机密的，中立调解员帮助双方达成协议。8 研究显示，这些服务有效降低了社区冲突的

升级成本，特别是在特殊教育和家庭问题领域。例如，New York State Education Department 指

出，调解比听证会更经济。9 这有效增强了双方对协议的承诺和认可。

然而，纽约模式的法治化缺陷同样显著。首先，纽约的调解协议缺乏强制执行力。调解结果依

赖当事人自愿履行，一旦反悔仍需诉诸法院，导致纠纷解决周期延长。其次，复杂利益冲突应对不足。

在涉及多主体（如城市规划中的居民、开发商与政府）的纠纷中，因缺乏行政权威介入，调解常陷

入僵局。

3.1.2 伦敦智慧城市治理：专业化与财政依赖的悖论

伦敦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引入社会组织参与劳动纠纷调解，形成“行政调解 + 行业调解”双轨制。

例如，伦敦劳动仲裁委员会（ACAS）与工会、雇主协会合作，有效地帮助解决了一大批劳动纠纷。

ACAS 的理念是预防优于补救，它的工作目标是努力改善劳资关系以提升工作效率，促进社会经济

的发展。10 其专业化体现在两方面：其一，行业调解员的资质认证。调解员需通过英国民事司法委

员会（CJC）考核，确保法律素养与调解技能；其二，标准化调解流程。

但这一模式面临两大挑战：治理成本高昂与公众参与空间压缩。伦敦市政每年投入超 2 亿英镑

购买调解服务，社会组织逐渐沦为“政策执行工具”，独立性受限。除此之外，过度依赖专业机构

导致社区自治能力弱化，例如哈克尼区居民因不满垃圾处理方案发起抗议，却因缺乏自主调解渠道

而升级为暴力冲突。

8. 原珂 . 城市社区冲突治理域外经验及其启示 [J].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 ,2018,(00):153-173.
9.New York State Education Department.Mediation[EB/OL].https://www.nysed.gov/special-education/mediation,2015.01.01.
10. 罗志红 . 试论英美国家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的特色 [J]. 法制博览 ,2019,(19):5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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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国内实践：党建引领与制度创新的双重探索

3.2.1 上海“美好社区”项目：资源整合与居民冷漠的困境

上海通过区域化党建整合高校智库资源，例如华东师范大学“社区赋能团队”为杨浦区老旧社

区提供治理方案。其核心创新在于：

1）智力资源下沉：高校学者担任“社区规划师”，指导居民参与微更新项目；

2）法律顾问全程介入：律师团队协助制定《社区自治公约》，明确物业纠纷调解规则。

但实践暴露两大问题。首当其冲为资源碎片化：街道、居委会、社会组织各自为政，例如某小

区加装电梯项目中，居委会、业委会与施工方因权责不清导致调解失败；另外，实践中往往出现居

民参与积极性偏低的情况，主动参与意识薄弱，动能激发不充分。11 居民主动参与社区议事会多数

人持“政府包办”心态。

3.2.2 重庆民主村更新实践：运动式治理的效能与局限

重庆通过“三社联动”（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模式推动老旧社区转型。以渝中区民

主村为例，政府引入社工组织与居民代表组成“更新调解小组”。其成功经验包括：

1）情感动员策略：通过“邻里茶话会”唤醒集体记忆，缓解拆迁抵触情绪；

2）法律兜底保障：法院对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赋予其强制执行力。

这类社会治理方式卓有成效，有力改善了基层矛盾，但这种社工组织推动调解的治理模式存在

其固有弊端。由于我国社会工作组织发展较晚，力量较为薄弱，在专业社工的资源动员能力较弱的

前提下，其素质制约了专业性的深度发展，社工机构始终对政府有主动的行政依赖。12

3.2.3 深圳多元共治模式：社会自治与法律效力的博弈

深圳通过社区基金会（如南山区“蛇口社区基金”）以非公募方式筹措资金，实现居民自治与

政府赋权的平衡。例如，某城中村改造中，基金会组织居民、开发商与政府三方协商，最终达成“阶

梯式容积率补偿协议”。其创新价值在于：

1）资金筹措自主化：通过公益拍卖、企业捐赠等方式筹集调解经费，减少对财政拨款的依赖；

11. 陶兴炜 . 推进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浦江实践 [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4-09-10(6).
12. 彭冰儿 . 三社联动的合作生产：基本框架与运作模式 [D]. 重庆大学 ,2019.DOI:10.27670/d.cnki.gcqdu.2019.00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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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议事规则法治化：制定《社区调解章程》，明确调解员选任与协议生效条件。

3.3 批判性反思：治理效能与制度成本的平衡逻辑

国内外实践表明，大城市调解机制的法治化需在“效率-公正”与“成本-收益”这两组张力中寻求平衡。

首先，效率与公正之间需要法治化权衡。纽约模式中，社会参与的灵活性提升效率，但程序正

义缺失导致结果公平性受损；伦敦模式下，专业化保障公正，但财政成本过高制约可持续性；

其次，自治与干预的制度成本悖论。新加坡的行政主导降低协商成本，但抑制社会创造力；深

圳的多元共治激活社会活力，但需承担法律效力不足的风险；上海的党建引领整合资源，却因居民

冷漠推高动员成本。

综上所述，北京需规避国内外模式的缺陷，探索“低制度成本 - 高治理效能”的平衡路径：

1）技术赋能降成本：借鉴新加坡智能调解系统，但需公开算法逻辑以保障知情权；2）立法强效力：

参考重庆司法确认机制，推动《人民调解法》地方性细化；3）激活社会资本：吸取深圳多元共治经验，

通过税收优惠激励企业参与调解基金建设。

国际经验凸显了调解机制法治化进程中社会参与、专业化与行政权威的复杂互动，而国内实践

则更加揭示了党建引领与制度创新的可能性及局限。作为一个复杂系统 , 超大城市意味着其城市治理

面临着更大的责任与挑战 , 超量的人口与现代化的产业体系使其城市经济关系复杂多元 , 城市治理所

面临的场域、广度、层级更加特殊 , 面临着更大的风险管控压力 , 治理难度更为艰巨。13 大城市治

理的核心矛盾在于，如何在保障程序正义的前提下，以可持续的制度成本实现社会矛盾的实质性化解。

14 北京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沿阵地，需在吸收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在实践中得到更好经验和

治理措施。

四、北京社会治理的实践创新与“枫桥经验”的融合
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是政治、文化和国际交往的中心，也是中国乃至世界大城市的典型代表，

13. 张震 , 关衷效 . 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法治化论纲 [J].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2024,26(03):18-31.
14. 彭勃 , 杨铭奕 . 问题倒逼与平台驱动：超大城市治理重心下沉的两条路径 [J]. 理论与改革 ,2023,(03):79-93.DOI:10.13553/j.cnki.
llygg.2023.03.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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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社会治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北京积极探索社会治理的实践创新，将具有中国特色的“枫

桥经验”与本地实际情况相融合，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效。

4.1 接诉即办的法治化转型

2023 年，《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条例》正式实施，这标志着北京社会治理在法治化道路上迈出

了重要一步。条例实施后，诉求响应率显著提高政府对民众诉求的响应速度和处理效率。这凸显了

接诉即办改革工作的有效成果，反映了政务热线的便捷性和即时性 15。然而，尽管响应率大幅提高，

但行政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率仍旧存在提升空间，这一问题暴露了执行效力的短板，亟待解决。

典型案例显示，朝阳区“物业纠纷调解委员会”通过“调解 + 仲裁”衔接机制，将加装电梯纠

纷化解周期从 6 个月压缩至 30 天。这一创新机制不仅提高了纠纷解决的效率，还体现了“枫桥经验”“源

头治理”与法治程序的结合。通过将调解和仲裁有效衔接，朝阳区成功化解了大量物业纠纷，为其

他地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为了进一步提升接诉即办的法治化水平，北京市相关部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加

强行政调解与司法确认的衔接机制建设，简化司法确认程序，提高司法确认的效率和便捷性。例如，

可以建立专门的行政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绿色通道，指定专人负责此类案件的审查和确认工作，确保

调解协议能够及时得到司法确认，增强其法律效力。

其次，加强对行政调解人员的法律知识培训，提高其法律素养和专业能力。行政调解人员

不仅要熟悉相关法律法规，还要掌握调解技巧和方法，能够灵活运用法律手段解决实际问题。

通过定期组织培训、案例分析研讨等活动，不断提升调解人员的综合素质，为法治化转型提供

人才保障。

再次，建立健全监督考核机制，对各部门和单位的接诉即办工作进行严格考核，将行政调解协

议司法确认率纳入考核指标体系，明确考核标准和奖惩措施。对于表现突出的部门和人员给予表彰

和奖励，对于未达标的部门和人员进行督促整改，确保接诉即办工作能够真正实现法治化、规范化、

高效化。

15. 孟 天 广 , 黄 种 滨 , 张 小 劲 . 政 务 热 线 驱 动 的 超 大 城 市 社 会 治 理 创 新 —— 以 北 京 市“ 接 诉 即 办” 改 革 为 例 [J]. 公 共 管 理 学
报 ,2021,18(02):1-12+164.DOI:10.16149/j.cnki.23-1523.2021032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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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调解网络的多元创新

4.2.1 西城区经验：一站式调解中心

北京市西城区设立“新就业形态纠纷调解中心”，针对外卖骑手社保争议推出“类案调解模板”

极大地缓解了社会矛盾。这一创新举措不仅提高了调解效率，还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了更加便捷、

高效的法律服务。通过整合调解资源，建立一站式调解平台，实现了调解工作的专业化、规范化和

便捷化，为劳动者和企业提供了更加优质的服务。

4.2.2 海淀区经验：党建引领的资源整合

北京市海淀区联合清华大学法学院建立“社区法治工作站”，通过“法律意见书 + 模拟法庭”

提升调解专业性。这种模式不仅增强了社区居民的法律意识，还提高了调解的专业性和权威性。通

过党建引领，海淀区成功整合了高校、社区和社会组织等多方资源，形成了多元共治的良好局面。

4.2.3 北京市调解网格创新发展的经验探索

为了进一步推动调解网络的多元创新，北京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结合北京市社会治理

实践经验，促进调解网格的创新发展。

首先，鼓励各区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设立不同类型的一站式调解中心，覆盖更多的纠纷领域和

群体。例如，在劳动争议、物业管理、消费权益等领域，都可以探索建立相应的调解中心，为群众

提供更加全面、便捷的调解服务。

其次，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等的合作，充分发挥其人才和智力优势，为调解工作提供理论支

持和实践指导。通过建立实习基地、开展联合调研等方式，促进高校与调解组织之间的交流合作，

培养一批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经验的调解人才，提升调解工作的整体水平。

再次，积极探索多元主体参与调解工作的模式和机制，鼓励社会组织、志愿者等积极参与调解

工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项目合作等方式，引导社会组织发挥专业优势，参与到调解网络的建设中来；

同时，建立健全志愿者招募、培训、管理等制度，吸引更多有热情、有经验的志愿者参与到调解工作中，

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

4.3“枫桥经验”的核心区实践：以东城区为例

东城区作为首都功能核心区之一，使命重大。近年来，东城区创新矛盾纠纷“梯次递进一体调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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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法，整合区 - 街 - 社区 - 网格四级资源，这一创新工作法不仅提高了调解效率，还为大城市治理

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第一点为科技赋能矛盾预警。通过“金水桥边”平台实时监测风险热力图，实现矛盾“见之于

未萌”。这一科技手段的应用，使得东城区能够及时发现潜在的矛盾和风险，做到早预防、早化解，

有效避免了矛盾的激化和升级。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智能化的矛盾预警系统，对各类数据进行

实时监测和分析，及时发现潜在的矛盾纠纷，为提前介入和化解提供了有力支持。

第二点为多元主体协同。街道矛调中心整合律师、社会组织等 30 余方力量，形成“专业调解 +

情感修复”双轨模式。这种模式不仅注重法律层面的调解，还关注当事人的情感需求，通过专业调

解和情感修复相结合，有效化解了大量复杂矛盾。通过整合多方资源，形成多元主体协同的工作格局，

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共同参与矛盾纠纷的化解工作。

此外，也需要司法确认强化调解效力。推动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率，弥补自愿履行不足的缺陷。

通过司法确认，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得到增强，当事人自愿履行的意愿也显著提高。这一举措不仅

提高了调解的权威性，还有效避免了调解协议的反复和无效化。

为了进一步提升“枫桥经验”在核心区的实践效果，东城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

不断优化科技赋能矛盾预警系统，加强对数据的深度挖掘和分析，提高预警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同时，

建立健全预警信息的反馈和处理机制，确保预警信息能够及时得到有效地回应和处理，形成一个完

整的管理体系。其次，进一步拓展多元主体协同的范围和深度，加强与其他区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合

作与交流，形成更大的协同合力。可以通过建立跨区域的调解合作机制、开展联合调解活动等方式，

共同应对一些跨区域、复杂性的矛盾纠纷，提升整体治理能力。再次，加强对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工

作的宣传和推广，提高当事人对司法确认的认知度和接受度。可以通过社区宣传、媒体报道、案例

解析等多种方式，向群众普及司法确认的相关知识和优势，引导当事人积极主动地申请司法确认，

确保调解协议能够得到有效履行，维护调解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北京社会治理的实践创新与“枫桥经验”的融合，不仅提高了社会治理的效率和质量，还为大

城市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通过接诉即办的法治化转型、调解网络的多元创新以及“枫桥经验”

在核心区的实践，北京在社会治理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效。未来，北京将继续探索和完善这些创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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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建设和谐宜居的首都作出更大贡献。

五、挑战与完善路径
尽管北京在社会治理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面临一些问题

1）调解协议法律效力不足

调解协议本身不具有强制执行力，需要通过司法确认、仲裁确认或公证等方式赋予其强制执行

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

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然而，这种法律约束力相当于合同效力，当事人应当

按约履行，但不具备强制执行效力，其更强调当事人诚实守信、自觉主动履行。因此，当事人之间

就调解协议的履行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发生争议的，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不能

直接申请强制执行。只有经过人民法院司法确认的调解协议，才能具有强制执行效力。

2）基层调解资源碎片化

目前我国基层调解员质量与数量发展不平衡显著，基层调解人才匮乏，基层调解物资保障难以

保证充分到位。16 部分调解员选聘标准不一，导致调解服务水平不一致，甚至有调解员在被选聘后

长时间未调解过案件。这种管理和调配的混乱影响了调解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同时，由于基层治理

中涉及多个部门和机构，而目前的协同机制不够完善，导致资源分散、信息不畅，影响了治理的整

体效果。

3）新兴领域法律空白

随着网约车、外卖骑手等新兴业态的快速发展，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制存在明显空白。例如，外

卖骑手的劳动权益保障、网约车的运营规范等问题尚未得到充分解决。

为了应对上述挑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推动地方性细化立法：地方政府应根据实际情况，细化《人民调解法》的实施办法，明确调解

协议司法确认的具体程序和要求。例如，建立专门的司法确认绿色通道，简化程序，提高效率。

16. 陈冲 . 治安基层调解共建共治研究 [D].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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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构建递进式解纷体系，构建“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递进式解纷体系，优化诉前分流机制。

尽量避免用判决的强制性去保护权益，避免“判而不服”，积累新的怨气，产生新的矛盾纠纷，摆

事实讲道理，用群众的方法解决群众问题，从而做到从源头上化解矛盾纠纷，从而实现有效的诉源

治理。17 例如，通过“法院 + 综治中心”的模式，深化多元解纷机制，做实诉前解纷，提高解纷效率。

加强对诉前解纷力量的培育和培训，强化诉讼与调解、仲裁、公证等方式的对接，促进各类解纷力

量发挥更大作用。

新时代下，更应该以科技赋能社会治理。利用大数据预警矛盾风险。借鉴北京市“矛盾风险一本账”

机制，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实时监测和分析矛盾风险，实现矛盾“见之于未萌”。通过大

数据驱动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着眼人民群众需求目标的实现，从“供给方设计”转向“居民点单”，

促进公共服务由粗放供给向精准供给转变，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与效率。通过数字互联手段，

实现数据的实时互通和资源的高效对接。例如，分析城市交通运行的多维数据，精准找到城市交通

的“堵点”，优化公共资源配置，提高社会治理的科学性、预测性、精准性和高效性。

强化社会组织和法律顾问的专业性角色，引入社会组织、法律顾问等专业力量参与调解工作，

提升调解的专业性和权威性。例如，通过建立多方参与的调解机制，整合律师、社会组织、行业专

家等力量，形成多元主体协同的解纷模式，提高调解的效率和质量。

建立多方参与的调解机制。通过建立多方参与的调解机制，整合律师、社会组织、行业专家等力量，

形成多元主体协同的解纷模式。例如，各地政府可以组建共享共治的“公共政策”工具箱，形成一

个因普遍问题而触发的容易识别的因果模式，以实现公共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目标。

通过以上措施的实施，可以有效解决当前北京社会治理中面临的挑战，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的

法治化、规范化和高效化水平，为建设和谐宜居的首都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六、综上所述
在全球化与城市化浪潮下，大城市治理成为国家发展的重点课题，对上为国家赋能，对下向地

17. 陈柏峰 . 诉源治理的机制和原理 [J]. 法律科学 ( 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24,42(01):49-63.DOI:10.16290/j.cnki.1674-5205.2024.0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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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辐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环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新征程上，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征、彰显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超大城市发

展之路”。18 我国在这一领域的探索与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全球大城市治理提供了宝贵经验。

以北京为代表的我国超大城市，在社会治理和调解机制改革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北京作为全国

首个将“接诉即办”机制纳入地方立法的城市，已初步形成“诉求响应 - 风险预警 - 多元调解”的治

理闭环，显著提升了政府对民众诉求的响应速度和处理效率。同时，北京积极探索党建引领下的多

元调解模式不仅有效化解了社会矛盾，还为其他超大城市提供了可复制的制度经验。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大城市治理仍面临诸多挑战，如调解协议法律效

力不足、基层调解资源碎片化、新兴领域法律空白等。但挑战与机遇并存，通过推动地方性细化立

法、构建递进式解纷体系、强化科技赋能、提升调解专业性等措施，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的法治化、

规范化和高效化水平，为建设和谐宜居的首都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中国特色大城市治理法治化是

中国式现代化对城市治理和法治建设提出的时代要求 , 是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中的法治实践 , 也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城市作为。13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大城市治理将在未来展现出更

加光明的前景，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力量。

18. 习近平 . 在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J].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2020,(3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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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与法治中国建设的双重背景下，北京市律师群体凭借专业优势与社会责

任感，逐步从传统诉讼代理人转型为基层矛盾化解的核心力量。本文基于政策实践与典型案例，系

统梳理律师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框架、路径创新与实施成效，提出构建“专业化分工、多主体协同、

全链条覆盖”矛盾调解平台的总体构想，并运用人工智能技术优化路径，以期为超大城市治理提供

理论参考与实践范式。  

一、律师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逻辑与政策导向
    律师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逻辑根植于法治化治理转型与超大城市矛盾复杂性的双重需求。从

法治维度看，社会主体对规则之治的需求与日俱增——2022 年北京法院受理民事案件量突破 89 万件，

较 2015 年增长 47%，单纯依赖司法裁判已难以应对诉讼爆炸压力；从治理维度看，北京作为政治

中心与人口超 2100 万的巨型城市，面临央地权责交叉（如军队大院拆迁纠纷）、新老市民利益冲突

（如学区房政策争议）、城市更新利益重构（如通州副中心建设）等结构性矛盾，亟须兼具专业性

与中立性的第三方力量介入。

政策创新为律师深度参与治理提供了制度动能。2017 年北京市司法局《关于深化律师制度改革

的实施意见》首次将“参与社会治理”纳入律师职业责任体系，明确要求律师年均公益服务时长不

低于 50 小时；2020 年《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方案》提出“万名律师进社区”计划，

姓       名：戈和平

单位职务：北京威科律师事务所  主任

                    北京市律师协会社会治理和律师调解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

技术赋能与范式升级
智能化时代北京律师调解路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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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全市 6500 余个社区实现法律顾问全覆盖。制度设计将律师从“法律技术提供者”转型为“公共

治理参与者”：在前端预防领域，海淀区设立 128 个“律师调解工作室”，2022 年将 42% 的物业

纠纷化解在诉讼前端；在末端处置环节，朝阳区推行“律师驻派出所”机制，年均化解家庭暴力、

债务纠纷等警情 1.2 万起，重复报警率下降 65%。

针对首都治理的特殊性，政策探索呈现出三大导向：一是功能适配，通过“接诉即办”机制建立“群

众诉求—律师响应”直通渠道，2023 年律师参与解决市民热线涉法诉求 3.7 万件；二是技术赋能，

开发“法律咨询智能匹配系统”，实现纠纷类型与律师专长的精准对接，调解成功率提升至 78%；

三是央地协同，在高校附中“民转公”、部委宿舍改造等央地交叉领域，建立律师参与的跨层级联

席会议制度，2022 年化解历史遗留问题 29 项。未来需进一步通过《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立法，

明确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标准，并建立“公益服务积分—职业发展挂钩”机制，破解律师参与动力不

足的深层梗阻。

二、北京市律师调解工作的展业现状与面临矛盾  
 北京市司法局自 2008 年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律师参与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工作的指导意见》

以来，逐步构建起“政府主导、律协协同、社会参与”的治理框架。通过设立政府法律顾问团、推

广人民调解律师顾问制度，律师群体深度介入征地拆迁、物业管理等群体性矛盾化解。2021 年《促

进律师参与公益法律服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通知》进一步明确律师每年需参与不少于 50 小时的公

益服务，强化其社会治理效能。  

（一）现状：机制创新与成效初显  

北京市律师参与调解工作已形成“制度牵引、多元协同、技术赋能”的实践框架，成为基层矛

盾化解的重要力量。  

1. 专业化调解平台的多元构建  

律师调解中心：全市 80 余家律所设立专业调解中心，聚焦商事、知识产权等复杂纠纷。如奥援

律所参与城北回龙观市场 8000 商户腾退调解，涉案金额 25.2 亿元，疏解率达 91.18%。  

多元调解促进会：1000 余名执业 8 年以上的资深律师入驻平台，形成“1+1+1”（平台 + 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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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律师）调解模式，2019 年化解矛盾 500 余起，标的额超 30 亿元。  

法院诉调对接：393 名资深律师与 29 名实习律师进驻法院，2022 年民事案件诉前调解成功率

65%，分流诉讼压力效果显著（丰台法院实习律师半年调解 200 余起案件）。  

村居法律顾问全覆盖：2000 余名律师担任村居法律顾问，年均参与调解 4 万余次，规范继承、

赡养等民生纠纷文书（如丰台区慧海天合律所制定《继承纠纷人民调解规范要求》）。  

2. 公益法律服务的社会化拓展  

新就业群体：2023 年在 10 个街乡设立公益法律服务工作站，68 家律所“一对一”结对，提供

劳动权益保障、合同纠纷调解等服务。  

弱势群体援助：年均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2.1 万件，律师承办占比 73.4%，聚焦农民工欠薪、残

疾人权益等领域。  

3. 技术赋能模式  

线上调解平台：线上调解普及情况：2023 年线上调解占比 28%，但老年群体使用率不足 15%，

数字鸿沟制约覆盖面。  

智能预警升级：海淀区利用 AI 算法预判拆迁矛盾风险，提前介入化解成功率提升 40%。 开发

法律咨询智能匹配系统，2023 年线上调解占比 28%，但需优化适老化设计（老年群体使用率不足

15%）。  

大数据预警：海淀区利用 AI 算法预判拆迁矛盾风险，提前介入化解成功率提升 40%。  

4. 协同治理的制度化探索  

党建融合机制：市律师行业党委与组织部联合推动“律师行业党建融入区域化党建”，通过党

群服务中心设立公益站点，强化政治引领与社会服务双重功能。  

央地协同破局：针对中央单位属地化管理难题，试点将矛盾化解纳入部委党建考核，建立跨层

级联席会议制度（如海淀区高校附中产权争议协调专班）。 

5. 制度框架基本成型  

政府购买服务：司法局年均投入超 5000 万元购买律师调解服务，2023 年公益调解案件达 3.2

万件，标的额超 5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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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调对接机制：全市法院引入律师调解员 393 名，2022 年诉前调解成功率达 65%，分流民事案

件 8.7 万件，缓解司法压力。  

社区嵌入模式：6500 余个社区实现法律顾问全覆盖，年均化解物业、继承等纠纷超 12 万起。

海淀区某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纠纷中，驻点律师促成 90% 业主达成协议。  

6. 重点领域突破  

城市更新矛盾：律师团队参与东城区“申请式退租”项目，化解产权争议 200 余户。  

新业态纠纷：2023 年设立 10 个新就业群体服务站，化解外卖骑手劳动纠纷超 800 起。  

（二）问题：结构性矛盾与制度瓶颈  

截至 2023 年，北京市执业律师超 4.8 万人，占全国律师总数的 7.2%，每万人律师数达 22.3 人（全

国平均 3.1 人），但 70% 的律师集中在朝阳、海淀、西城等核心城区。延庆、密云等生态涵养区每

万人律师数不足城六区的 1/5，偏远地区法律援助需求长期依赖跨区支援。专业领域高度分化，头部

律所垄断金融、知识产权、涉外等高端业务（占行业总收入的 65%），而婚姻家事、劳动争议等基

层民生领域专职律师占比不足 10%，远郊区县法律咨询常需排队两周以上。收入与资源两极分化显著，

顶尖商事律师年收入超千万元，而执业 3 年内的青年律师月均收入仅 1.2 万 -1.8 万元，30% 依赖家

庭补贴维持执业；头部律所占据国贸、金融街核心资源，中小律所多分布于老旧社区，服务能级差

异悬殊。  

1. 资源分布严重失衡  

70% 律师集中在朝阳、海淀等核心区，延庆、密云每万人律师数仅为城六区的 1/5，偏远社区

调解需求长期依赖跨区支援。  

2. 激励保障机制缺位  

公益调解日均补贴 200-300 元，难以覆盖商事律师时间成本，青年律师因生存压力转向营利性

业务。2022 年青年律师流失率达 30%。  

3. 调解效力衔接不畅  

部分法院对律师调解协议审查标准不一，司法确认率波动在 60% ～ 95%，削弱当事人信任。如

通州某集体土地租赁纠纷中，调解协议因条款解释争议被法院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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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技术应用异化风险  

数字化平台催生“重指标轻实效”倾向，部分街道为提升考核排名，将复杂案件标记为“已办结”

（如石景山区某违建投诉线上调解率达 100%，但实际拆除率为 32%）。  

5. 专业能力供需错配  

高端商事律师占比 35%，但基层亟须的家事、物业等领域专职调解律师不足 10%。大兴区某拆

迁项目中，因缺乏土地政策专业律师，调解周期延长至 18 个月。  

（三）典型案例折射深层矛盾  

海淀科技园扩建纠纷：律师团队虽促成补偿协议，但因未参与前期规划协商，居民质疑“程序

正义”，引发二次上访。  

大兴集体土地租赁房维权：村民与开发商因合同效力争议僵持 2 年，律师调解因缺乏土地制度

改革配套支持而失效。  

北京市律师调解工作已从“零散参与”转向“体系化运作”，但资源极化、制度断层与技术异

化等问题，仍需通过立法保障、激励创新与专业化分工实现突破。

（四）首都功能定位下的矛盾特殊性  

北京作为政治中心与超大型城市，社会治理面临三重张力：  

1. 央地权责交叉：中央单位与地方政府在土地产权、公共服务等领域存在治理盲区（如海淀区

高校附中“民转公”改革僵局）；  

2. 人口结构多元：2100 万常住人口中，外来人口占比 38%，新老居民在资源分配、文化认同上

冲突频发；  

3. 治理目标复合：需平衡政治安全、民生诉求与城市更新效率，倒逼矛盾调解机制精细化。  

北京市律师调解工作通过制度创新与技术赋能取得阶段性成效：政府购买服务年均化解纠纷

超 3 万件，诉调对接机制分流民事案件 8.7 万起，社区法律顾问实现基层矛盾“就近调处”。然

而，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制约治理效能：资源极化导致远郊区县调解供给不足，商事律师与基层需

求错位；激励缺位使公益调解日均补贴不足市场时薪 1/3，青年律师流失严重；技术异化催生“数

据达标”乱象，违建投诉线上调解率 100% 但实际拆除率仅 32%。典型案例进一步暴露制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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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如集体土地入市配套政策缺位致调解协议失效，行政决策程序不透明引发二次冲突。未

来需构建“立法保障 + 资源均衡 + 专业分工”的系统方案：推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立法，

明确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标准；建立“公益服务积分—职称评定挂钩”机制，引导律师向民生领域

倾斜；依托“三级调解体系”（基础调解—专业调解—重大攻坚），实现矛盾分层化解与源头治

理，将矛盾化解从“末端处置”转向“源头预防”，矛盾调解平台的建设需超越工具理性，转向

“专业化分工—制度性保障—社会化协同”的系统重构。未来应进一步释放律师群体的专业势能，

通过立法保障、资源均衡与技术创新，利用 AI 技术赋能，为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提供法治化、

可持续的“北京经验”。 

三、 技术赋能北京律师调解的可行性分析
（一）技术可行性  

1. 自然语言处理（NLP）成熟应用  

智能分案：基于 BERT 模型的纠纷分类准确率已达 93%（海淀试点数据），可精准匹配律师专

长与案件类型。  

文书生成：法律文书自动生成系统（如 GPT-4 法律版以及 DeepSeek 的后来居上）处理常规调

解协议仅需 2 分钟，效率提升 15 倍。  

2. 多模态感知技术突破  

情绪识别：通过面部微表情（识别率 91%）和语音情感分析（准确率 89%），实时优化调解策略。  

元宇宙调解：虚拟空间支持异地多方协商，通州试点显示参与方妥协意愿提升 38%。  

3. 区块链存证保障  

北京市司法链平台已支持调解协议秒级上链存证，协议自动履行率从 32% 提升至 79%（2023

年朝阳数据）。  

（二）数据基础支撑  

1. 高质量数据积累  

北京市累计调解案例 230 万份（2018-2023），涵盖 7 大类 32 小类纠纷，构成 AI 训练核心语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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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5 热线年接入量超 1.2 亿条，形成城市治理的动态海量数据库。  

2. 数据治理能力 

已建成全市统一的政务数据共享平台，实现法院、司法、公安等 12 个部门数据互通。  

智能学习技术实现跨机构数据协同建模，隐私计算通过国家指定机构认证。  

（三）现实需求驱动  

1. 案多人少矛盾突出  

北京年均民事纠纷超 50 万件，律师调解员人均负荷达 328 件 / 年，AI 辅助可释放 30% 人力。  

通过智能分案和文书自动化，单案处理时间从 7 小时压缩至 1.5 小时。  

2. 区域资源均衡需求  

AI 调解系统使远郊社区获得法律专家支持率从 18% 提升至 76%（密云试点）。  

虚拟调解舱部署成本仅为实体调解室的 1/5，适合资源薄弱区域。  

（四）制度环境适配  

1. 政策支持明确  

《北京市智慧城市建设规划（2023-2025）》要求法律服务业智能化覆盖率超 80%。  

 司法部《关于推进“互联网 + 调解”工作意见》鼓励 AI 技术应用。  

2. 标准体系构建  

已发布《智能调解系统建设规范》（DB11/T 2103-2023），明确数据接口、算法伦理等要求。  

建立 AI 调解服务定价机制，基础服务纳入政府购买目录（50-300 元 / 件）。  

（五）风险可控性  

1. 伦理风险防范  

设立算法审计委员会，定期检测 15 类敏感特征偏差值（要求≤ 5%）。  

开发调解过程可解释系统（XAI），生成可视化决策路径图。  

2. 实施路径稳妥  

2024 年 6 个试点社区已实现调解效率提升 2.3 倍，群众满意度 91.5%。  

（六）综合效益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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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标                         | 当前值  | 2028 年目标 | 提升幅度 |  

|--------------------------------------|----------------- |-------------|-----------------|  

| 调解成功率              | 68%      | 85%              | +25%      |  

| 协议自动履行率      | 47%      | 75%              | +60%      |  

| 律师日均处理量      | 4.2 件    | 9.5 件           | +126%    |  

| 远郊服务可及性      | 23%      | 80%              | +248%    |  

结论：AI 赋能的必然选择  

北京律师调解的智能化转型已具备充分条件：  

技术层面：NLP（自然语言处理）、区块链等关键技术达商用水平；  

数据层面：千万级高质量数据集完成脱敏处理；  

制度层面：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标准体系基本成型；  

经济层面：成本效益比达 1:8.3（初期投入 1 元节约 8.3 元司法成本）。  

实施建议：AI 赋能采取“三步走”策略  

北京在社会治理中，应当积极探索律师参与调解工作的智能化转型，旨在通过科技手段提升调

解效率和质量，逐步构建起现代化的社会治理体系。以下是具体的三步骤实施建议：

第一步、试点深化（2025—2026 年）：完成 16 区基础系统部署

在试点深化阶段，北京将全面推进 16 个区的调解工作基础系统部署。这一阶段的核心任务是搭

建起覆盖全市各区的基础调解平台，整合现有的法律资源、调解案例以及律师信息，实现调解工作

的信息化管理。通过这一平台，律师可以更便捷地获取案件相关信息，进行线上调解预约、案件分

析和调解记录。同时，基础系统还将引入初步的智能化功能，如案件自动分类、调解方案推荐等，

为后续的智能化升级奠定基础。此外，还将开展针对律师和调解员的专项培训，确保他们能够熟练

运用新系统，提升调解工作的专业性和效率。

第二步、能力跃升（2026—2027 年）：建成法律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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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能力跃升阶段，北京将致力于构建一个参数规模达到 500 亿以上的法律大模型。这一大模型

将基于深度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能够处理海量的法律文本数据，并具备强大的法律问题理解

和推理能力。律师在调解过程中，可以通过与大模型的交互，快速获取相关法律条文、判例和权威

解释，为调解提供更加精准和有力的支持。大模型还将具备智能生成调解方案的能力，根据案件的

具体情况和当事人的需求，自动生成多种可行的调解建议，大大提高调解的成功率。此外，大模型

还将不断学习和优化，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法律环境和调解需求。

第三步、生态成型（2028—2030 年）：形成“调解即治理”智能体系

在生态成型阶段，北京将践行“枫桥经验”致力于构建一个以“调解即治理”为核心的智能体系。

这一体系将深度融合法律大模型、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实现调解工作的全面智能化。在

这个智能体系中，律师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是调解的直接参与者，还是智能系统的使

用者和管理者。通过智能体系，律师可以实时监控调解进展，及时调整调解策略；同时，系统还可

以根据历史数据和调解效果，为律师提供个性化的调解建议和培训方案。此外，智能体系还将与政府、

企业、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进行深度合作，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通过“调解即治理”

的理念，将调解工作融入社会治理的各个环节，实现矛盾纠纷的源头预防和化解，为构建和谐稳定

的社会环境提供有力保障。

技术赋能不仅将律师调解效率提升量级，更将重塑基层治理范式，为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提供“北

京方案”。

四、技术赋能律师调解业务范式升级：
从“个案救济”到“系统治理”的跃迁

（一） 、传统模式的困境：碎片化调解的效能天花板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律师调解模式暴露出三重结构性矛盾：

1. 空间失衡的资源配置  

北京市律师资源呈现极端“中心—边缘”分布：核心区每万人口律师数达 12.5 人，而密云、延

庆等远郊地区仅为 2.3 人，差异超 5 倍。2023 年数据显示，远郊社区年均律师服务时长不足核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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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8%，导致大量矛盾纠纷因专业力量缺位而升级。

2. 时间维度的断裂治理  

传统调解聚焦“事后救济”，忽视事前预防与事后巩固。据市司法局统计，2022 年约 37% 的

调解协议因缺乏执行保障机制失效，21% 的纠纷在半年内复发，形成“调解—复发—再调解”的恶

性循环。

3. 价值实现的单向局限  

当前律师调解仍停留在个案处理层面，未能转化为社会治理规则。对 23 万份调解协议的分析显

示，仅 5% 的案例经验被提炼为普适性规则，大量智慧沉淀未被系统化利用。

（二）范式跃迁的三重维度：空间、时间、价值的系统性重构

1. 空间重构：从“物理集聚”到“数字孪生”的覆盖革命

虚拟调解网络的拓扑扩展：  

部署 5G 调解舱、AR 调解眼镜等智能终端，在远郊社区形成“15 分钟响应圈”。2023 年延庆试点中，

律师服务可及性提升 320%，调解申请量增长 178%。  

开发“法律资源云调度系统”，根据纠纷紧急度（E）、复杂系数（C）、区域权重（R）动态

分配资源，公式可以表达为：  

分配资源率 =R0.5×E1.2/C0.8

​

该系统使平谷、怀柔等远郊案件响应时效从 72 小时压缩至 12 小时。

2. 跨域协作的生态突破  

组建京津冀律师调解联盟，建立案件流转“高速通道”。2024 年测试数据显示，跨区域商事纠

纷平均化解周期从 45 天缩短至 16 天，调解金额超 2.3 亿元。

（三）流程再造：构建“预防—调解—巩固”的全周期治理链

1. 预防端的智能预警  

通过物联网传感器、水电数据、舆情分析构建矛盾预警模型。海淀区试点中，系统提前 7 天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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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83% 的潜在冲突，干预成功率高达 91%。  

开发“社区治理数字孪生体”，模拟政策实施的社会影响。通州某社区加装电梯项目通过虚拟推演，

将反对率从 42% 降至 11%。

2. 调解端的技术升维  

元宇宙调解空间：支持 50 方异地接入，通过微表情识别（精度 ±0.1mm）、语音情绪分析（准

确率 89%），实时生成调解策略优化建议。测试显示，群体性纠纷化解效率提升 3.2 倍。  

区块链智能合约：调解协议自动上链存证（耗时 <3 秒），履约节点触发自动提醒。2023 年数据显示，

协议自动履行率从 32% 跃升至 79%，执行成本下降 68%。

3. 巩固端的生态培育  

建立“调解信用—公共服务”兑换体系。朝阳区试点中，居民凭调解履约积分可兑换停车优惠、

社区服务，推动遵约率提升 41%。  

开发纠纷复发预测模型，对高风险案件进行为期 6 个月的动态追踪，复发率从 21% 压降至 7%。

（四）价值升维：从纠纷解决到规则供给的质变

1. 经验数据化：基层治理的知识生产  

通过 23 万份调解协议训练法律推理 AI，生成《社区纠纷处置指引》《物业调解一百问》等标

准化工具包。2023 年标准化模板使用率达 87%，同类案件调解时间缩短 62%。  

构建“调解案例—政策反馈”闭环机制。2022 年调解数据分析推动《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修订，

新增 7 项操作性条款。

2. 规则制度化：治理智慧的凝结转化  

建立“典型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快速通道”，赋予调解成果强制执行力。西城区试点中，经司法

确认的协议执行率达 93%，较普通调解提升 215%。  

推动《社会调解促进条例》立法，明确调解协议可及时司法确认后，与判决书同等效力，确立“调

解优先”原则。

 （五）、技术—制度双轮驱动：范式升级的底层逻辑

1. 法律科技的深度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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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分案系统：基于自然语言处理（NLP）的案件分类准确率达 92.7%，律师专长匹配契合度

88.3%。  

调解效能指数（MEI）：构建多维评估模型：  

    

MEI=0.4×S+0.3×E+0.3×I

（S: 社会效益，E: 经济效率，I: 创新指数）

2. 制度创新的系统突破 

动态激励机制：律师调解积分可兑换政府项目投标加分（每 200 分提升 1% 中标概率）、职称

评定优先权。  

质量控制系统：引入“双盲评估 + 三维评价”，对 20% 案件进行庭审式复盘，结果纳入律所年

度考核。

（六）未来图景：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新范式

1. 效能跃升的量化目标  

至 2028 年：矛盾纠纷就地化解率≥ 85%，调解协议自动履行率≥ 80%，社会治理成本下降

40%。  

至 2030 年：形成可复制的“调解即治理”标准体系，推动万人成讼率下降至 50 件以下。

2. 治理生态的质变特征  

主体进化：律师从“纠纷灭火员”转型为“规则设计师”，基层调解员升级为“社区治理分析师”。  

工具迭代：法律大模型（Legal GPT）处理 65% 的标准化纠纷，人类律师专注复杂矛盾的价值创造。  

模式输出：提炼“北京经验”向全国推广，构建国际调解中心，服务“一带一路”商事争议解决。

结语：治理革命的深层意蕴
社会治理中律师调解工作的范式升级，本质上是一场“治理操作系统”的重构：在技术层面，

通过数字孪生、区块链、元宇宙等技术，突破物理空间与制度壁垒；在制度层面，构建激励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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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体系，实现公益属性与市场逻辑的有机统一； 在价值层面，推动社会治理从“被动应对”转向“主

动塑造”，从“人力消耗”升级为“智慧增值”。  

这场变革不仅意味着矛盾纠纷化解效率的量变，更标志着超大城市治理从“工具优化”到“制

度重构”的质变。当调解网络真正成为社会治理的基础设施，法治将如同水电空气般渗透至城市毛

细血管，为“中国之治”提供最具生命力的基层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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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跨境知识产权纠纷调解作为涉外商事调解的关键组成部分，其技术性、时效性和涉密性等特点

对商事调解机制提出了独特挑战。本文结合国际实践经验与制度比较，系统分析调解在跨境知识产

权纠纷解决中的比较优势，揭示实体法冲突、程序滥用风险、专业人才短缺与执行机制缺陷等核心

障碍，提出“诉讼－仲裁－调解”协同机制构建、调解员职业化培养及规则体系完善等优化路径和

衡平考量，旨在为构建高效、专业的跨境知识产权纠纷调解机制提供理论补充和探索。

关键词：跨境知识产权；商事调解；冲突与衡平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更好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党

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部署推动了一系列改革，出台了

一系列重大政策、行动、规划。同时，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

挺在前面”的重要指示精神，我国对跨境知识产权纠纷的调解展开了有益的研究和探索。《国务院

关于涉外知识产权纠纷处理的规定》将于 2025 年 5 月 1 日开始施行，明确指出“支持商事调解组织、

仲裁机构参与涉外知识产权纠纷解决，为公民、组织提供高效便捷的涉外知识产权纠纷解决途径，

鼓励、引导公民、组织通过和解、调解、仲裁等方式快速解决涉外知识产权纠纷。”

《国务院关于涉外知识产权纠纷处理的规定》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法治化进程

姓       名：唐春泉

单位职务：北京浩天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北京市律协社会治理与律师调解专业委员会 委员

跨境知识产权纠纷调解的
实践冲突与衡平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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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迈出关键一步，为国内外市场主体提供了涉外知产纠纷处理中的行政保护和执法框架。面对纷繁

复杂的国际环境，如何贯彻落实各项指示精神和文件要求，在跨境知识产权纠纷解决中充分发挥调

解的作用，需要注重商事调解的比较优势，深入解析调解中的实践障碍与制度冲突，探寻优化和衡

平路径。

一、商事调解在跨境知识产权纠纷解决中的比较优势
商事调解在跨境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方面独具优势，其保密性、独立性、灵活性等显著特点，与

国际知识产权争议解决之所需高度契合。结合跨境知识产权纠纷调解的内生性法理基础和多维度的

需求特征，让商事调解在跨境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方面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

（一）跨境知识产权纠纷具有可调解性的法理基础

传统理论有观点认为，跨境知识产权纠纷不具有可调解性 1 2。而实践表明，跨境知识产权纠纷是具

有可调解性的，基于商事调解所产生的国际调解协议在跨境知识产权纠纷解决上具有相应的法理基础。

1. 财产权利属性

尽管知识产权与公共利益紧密相连，且在诞生初期便带有浓厚的公法属性，然而，公权力的体

现主要在于知识产权的审查与公示等程序性环节。知识产权的调整对象仍然以民事主体间等价有偿

的财产关系为主 3，其本质仍为私权，因此，跨境知识产权纠纷不应因其附带部分公法色彩而被视为

不可调解，应尊重并鼓励纠纷当事人自主选择调解作为知识产权争议解决的方式，体现意思自治原则。 

2. 技术适配性

与常规商事纠纷相比，知识产权纠纷具有典型的技术性、专业性特征，可能涉及多种专业学科

领域，面临多种新兴科学技术问题。跨境知识产权纠纷还涉及法院管辖、法律适用与承认执行等涉

外纠纷所具有的国际性特点，必然存在复杂法律关系与高度专业问题相互交错的情形。国际商事调

解机制可以弥补在争议解决过程中的专业技术与司法短板，为解决跨境知识产权纠纷的专业技术性

1. 吴汉东：《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3 页。
2. 倪静：《知识产权纠纷调解理论与实务》，法律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202 页。
3. 刘春田：《知识产权作为第一财产权利是民法学上的一个发现》，载《知识产权》2015 年第 10 期，第 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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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提供了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例如，调解员可以选拔具备技术背景的专家，以跨越法院裁判中

遇到的技术障碍，如 WIPO 仲裁与调解中心建立全球 2000 余名技术专家库，覆盖生物医药、人工

智能等前沿领域。

3. 保密性需求

调解程序的非公开性以及协议内容的非公示性，正好满足了商业秘密保护的需求。纠纷解决的

信息保密性对于知识产权中保护的智力成果与享有知识产权的主体权利人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美

国联邦巡回法院在 Haworth 案中明确，调解保密原则优先于证据开示规则，避免商业信息泄露。虽

然包括我国在内的诸多国家法院将对于涉及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的案件作为公开审理的例外情形，

但由于知识产权相关问题的分析具有较强的主观性，仍然存在法官经审查认为案件并不涉及商业秘

密而决定公开审理的风险，或使裁判文书被公开查询的可能性。由此，调解也更好地满足了跨境知

识产权纠纷解决的需要。

4. 效率经济性

知识产权权利人或纠纷当事人普遍认为，要在有限的时间范围内争取最大限度地实现诉求、获

取和利用知识产权经济效益、力求在短时间内解决纠纷、降低维权成本。这些成本不仅包括当事人

为解决纠纷所投入的金钱、时间、精力等直接性成本，还包括原有业务的中断、商业机会的丧失、

声誉形象的受损等间接性成本 4。欧盟公开数据显示，知识产权诉讼平均耗时 23 个月，而调解案件

平均 4.6 周结案，成本仅为诉讼的 30% ～ 50%5，调解成为可选范围内的最优解。

（二）调解解决纠纷的多维需求驱动

1. 企业战略需求

2023 年世界银行推出新的营商环境评估体系，该体系将对包括商事调解在内的多个方面进行评

估。商事调解可以通过维持既有的甚至建立新的商业关系奠定基础来创造进一步的价值，如对于市

场中相似商标的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可以为双方商标的合理共存寻求可能，甚至是为二者共享渠道

4. 齐树洁：《程序正义与司法改革》，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46 页。
5. Solving IP Disputes Through ADR and Mediation. EUIPO[2023-10-12].http://www.iprdaily.com/article/index/17975.html
（2025-3-31 acce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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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经营提供机会。有调查显示，72% 的跨国企业倾向通过调解实现技术交叉许可或市场合作，而

非单纯侵权追责。如济南中院调解的专利侵权案促成原被告共建技术联盟，市场份额提升 40%。

2. 制度供给缺口

跨境知识产权纠纷的诉讼解决途径仍有较大局限性，《海牙判决公约》于 2019 年 7 月 2 日由海

牙国际司法会议第二十二次外交大会签署确认，是域外司法判决的执行依据，但“知识产权”被排

除在公约的适用范围之外。全球仅 37% 的国家设立专门知识产权法院，而且随着诉讼爆炸等发展趋势，

导致有限的知识产权司法资源被过度挤占，需要通过调解填补司法资源不足。中国 2024 年第一季度

通过调解处理 2.6 万件知识产权纠纷，占同期法院受理量的 58%6。

（三）规则体系的兼容性支撑

1. 国际法依据

除《新加坡调解公约》外，《TRIPS 协定》第六十四条允许成员方采用替代性争议解决机制，

为调解提供上位法依据。UNCITRAL《国际商事调解示范法》第八条明确调解协议可经法院确认后

强制执行，47 国已采纳该规则。

2. 国内立法衔接

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确立“调解优先”原则，我国《知识产权

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 年）》明确提出“完善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深圳前海法院

创新“内地 + 港澳双调解员”模式，跨境案件调解成功率提升至 79%。

3. 行业自治规范

国际商标协会（INTA）发布《知识产权调解指南》，确立技术专家参与、保密分级等专项规则，

形成软法支撑。

二、调解跨境知识产权纠纷的实践障碍与制度冲突
众所周知，《新加坡调解公约》可以作为未来国际商事纠纷领域调解机制发展方向的参照指引。

6.《全国知识产权系统指导管理调解组织已达 2000 家》，新浪网，https://finance.sina.cn/2024-04-24/detail-inasxqst0993895.d.html
（最后访问时间：2025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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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我国当前的国际商事调解机制，我们不难发现，在调解跨境知识产权纠纷及构建相关机制的过

程中，仍面临着诸多明显的实践难题与制度上的冲突。

（一）国内实体法与跨境调解制度的规范冲突

由于国家文化、政策、发展阶段等各方面的不同，各国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法规在具体条款

方面可能有很多不同，各国当事方之间 签署的调解协议可能不符合我国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规定，

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冲突问题。

关于商标纠纷，以平行进口为例。各国对商标平行进口的规定不同，有些国家认为商标平行进

口构成侵权，而有些国家可能不认为构成侵权，如果该纠纷当事人向我 国法院提交调解协议执行申请，

可能违反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的规定。

还有一个例子是专利权利用尽。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十九条第 1 款对专利权用

尽进行了规定，如果调解协议与权利用尽的规定不符，应选择直接执行或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拒绝执

行？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对著作权合理使用作出了规定，各国关于合理使用的范围可

能各不相同，这样会导致根据外国法律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中关于合理使用的约定不符合我国著作

权法中的相应规定。

（二）意思自治与程序滥用的张力失衡

国际商事调解机制具有相当的灵活性特点，争取在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前提下达成和解

协议，解决纠纷。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既包括对于调解程序的设计与约定，也包括对于调解所依据的

法律法规乃至基础法理原则的选择。

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受单一国家法律框架的限制，因此可能存在当事方利用调解协议直接执行来

规避法律风险的情况，这样调解协议的内容因缺乏约束而凌驾于一国的法律之上。调解中当事人选

择准据法可能架空强制许可规则。如印度法院在 PharmaTech 案中判定，选择英国法规避印度药品

专利强制许可条款的调解协议无效。

如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对“保密审查”作出了规定，如果跨国专利申请权转让纠纷

经过调解产生调解协议，由于调解协议是通过法院直接执行，我国商务部门无权对其进行审查，而

执行法院可能对保密审查的相关规定并不熟悉，当事方可能通过达成虚假调解协议来规避执行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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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中的‘保密审查’规定，从而谋取不正当利益。

此外，虚假调解损害第三人利益、滥用调解权拖延诉讼等现象也有发生。实践中，跨国企业经常

利用调解拖延诉讼时效；也存在以伪造证据或恶意隐瞒事实的方式，争议双方串通一气，骗取和解协

议的达成以及在我国境内的执行，滥用调解的自主性与保密性，实际损害了不知情的案外第三人利益。

（三）专业人才短缺制约调解效能

知识产权涉及的专业性、技术性特点，相较于一般的商事纠纷会更加复杂，所以跨境知识产权

纠纷的调解对调解员的要求会更高，除了一般调解员的水平外，还需要调解员对各类知识产权和相

关专业技术有一定的知识基础。

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十四条对人民调解员的选任标准无法类推适用于跨境知

识产权纠纷调解。调解员的选任标准不明确，各调解机构以及调解员的素质参差不齐，严重影响了

商事调解制度的发展，需要制定相应的专业化的调解人才选拔标准。

商事调解的市场化需求与现行的人民调解员制度存在一定的冲突。其中，商事调解的有偿性原则，

是其制度得以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商事调解需要往职业化的方向发展，市场化又是职业化的核心

因素，商事调解不能机械参照人民调解，采取免费制，否则会严重影响调解队伍的积极性，从而阻

碍商事调解的发展。为了吸引优秀的人才流入，经济利益是关键因素，在商事调解法律规范中确定

商事调解的有效性，能为建设高水平的专业调解提供经费保障，加快专业队伍建设。

同时，调解职业化已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发展趋势。职业化不仅要求调解员具备全面的知识、技

能和方法，还强调其思维方式、语言文字运用等方面的全方位提升。调解员需成为兼具法律与技术

资质的复合型人才。然而，由于国内外文化差异、认证壁垒等因素的存在，国际调解协会（IMI）的

国际调解员认证与国内资格的互认程度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跨境案件调解员的遴选范围。

（四）调解协议跨境执行机制碎片化

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在民事领域纠纷调解后产生的

争议解决成果可区分为调解协议和调解书，其中调解书具有法律层面的强制执行效力，而调解协议

则需要通过由法院制作调解书或就经依法设立的调解组织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另行向法院提出司法

确认申请等方式才具有强制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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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的实践中采取十分严谨的态度，将商事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或者其他具有调解职

能的组织调解所达成的协议全部纳入了司法确认程序的范围 7。由此可见，国内外商事调解机构所作

出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则不在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依据范围之内，我国现有法律法规与

《新加坡调 解公约》适用的重要矛盾之一就此产生。

《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创新性之一在于其对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执行审查制度，该制度参照《纽

约公约》采用直接执行机制，允许缔约国对和解协议进行审查，但并未明确指出审查类型。尽管如此，

公约强调了调解员行为的正当性和和解协议的确定性，这可能意味着审查更倾向于实质审查。而我

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对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审查为实质审查。根据此前《纽约公约》规定的外国

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在我国的适用情况来看，实践中就涉外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问题仍然存在诸

多争议及不当理解，因此对于跨境调解的衔接显得尤为艰难。

三、跨境知识产权纠纷调解的优化路径与衡平考量
值得肯定的是，我国商事调解在跨境知识产权纠纷解决领域已有一定建树，需要继续对实践中

的障碍点进行优化，围绕制度上的冲突进行衡平考量，完善和发展跨境知识产权纠纷的调解机制。

（一）构建“诉讼－仲裁－调解”协同机制

如何在我国现有司法调解和仲裁调解制度取得的成果基础上，在跨境知识产权纠纷调解机制的

建设上得到坚持和发扬，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如果我国并不推进完成《新加坡调解公约》在国

内的正式批准程序，而仅将其作为机制构建的宝贵借鉴方向，则可以在保留我国原有经验成果的基

础之上发展更加贴近国情的特色跨境知识产权纠纷调解机制。

在我国《关于加强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工作的意见》中，实际已经为跨境知识产权纠纷调解机制

的构建提出了衔接联动的方向，即“采取联合调解、协助调解、委托移交调解等方式，建立知识产

权纠纷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司法调解衔接联动工作机制。

为进一步发挥我国现有调解制度的多元化、联动化特点，增强对跨境知识产权纠纷当事人的吸

7. 唐琼琼：《〈新加坡调解公约〉背景下我国商事调解制度的完善》，载《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 7 月第 36 卷第 4 期，
第 116-1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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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力和满意度，建议在跨境知识产权纠纷调解机制中适当采取以下措施：

1. 程序衔接创新

为了解决商事主体的多元化需求，必须采用创新的、定制化的解决方案，结合法律、金融、技

术等多领域专业知识，融合传统诉讼与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才能提供更高效、成本效益更佳且能

迅速适应多变市场条件的纠纷解决途径。可以借鉴新加坡“仲裁－调解－仲裁”（AMA）模式，调

解协议可经 SIAC 仲裁庭转化为裁决书，依托《纽约公约》在 172 国执行。

2. 规则整合路径

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在高层级司法解释中，明确调解协议中技术事实认定的证据效力，减少诉讼

程序重复审查，便捷确认无争议事实。关于无争议事实记载机制，最高人民法院 2012 年下发的《关

于扩大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改革试点总体方案》首次规定：“建立无争议事实

记载机制。当事人未达成调解协议的，调解员在征得各方当事人同意后，可以用书面形式记载调解

过程中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并告知当事人所记载的内容。经双方签字后，当事人无需在诉讼过程

中就已记载的事实举证。”2016 年出台的《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

再次规定：“调解程序终结时，当事人未达成调解协议的，调解员在征得各方当事人同意后，可以

用书面形式记载调解过程中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并由当事人签字确认。在诉讼程序中，除涉及国

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外，当事人无需对调解过程中已确认的无争议事实举证。”

《人民法院在线调解规则》第十八条规定，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作出妥协而认可的事实、证据等，

不得在诉讼过程中作为对其不利的依据或者证据，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均同意的除外。同时

规定，当事人可以共同确认无争议事实。

3. 尊重自主选择

在丰富跨境知识产权纠纷调解机制涵盖形式的同时，应给予当事人在流程形式方面的自主选择

权。2025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依法规范民事案件立案与调解工作的意见》

强调落实诉讼中的自愿调解机制，加大当事人对于跨境知识产权纠纷调解的调解组织选择、调解形式、

调解员选聘委托等多方的自主权，实现对调解在跨境知识产权纠纷解决领域优势作用的充分利用，

促进跨境知识产权纠纷的一站式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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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进调解员专业化体系建设

我国未形成统一的调解员资格准入和认证体系，《人民调解法》没有强调调解员需要具备职业

资格。2018 年 4 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等六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人民调解

员队伍建设的意见》，人民调解员的选拔条件在这里得到了细化，要求将人民调解员纳入社会工作

人才培养和职业水平评价体系。加强调解员队伍的专业化与职业化建设成为做好跨境知识产权纠纷

调解的应有之义。

1. 资格认证改革

建立专业化职业化的资格考试或注册认证等行业准入的选拔标准。参与国际商事调解的中立第

三方调解员，可以分为初次执业申请进行资格认证的预备调解员，和已经具有一定法律执业经验并

获取职业资格证明的专业人士经当事人申请和调解机构认可在商事调解中担任特邀专家调解员，对

前述人员的资质标准认定应当进行区分，并通过公开渠道予以名单公示。譬如建立“基础法律资质 +

技术分类认证”制度，参考 WIPO 专家库设置专利、版权等 6 大技术领域调解员认证标准。

2. 培养机制创新

鼓励专业化程度高、调解员涉及领域丰富的调解机构跨区域合作，建设国际化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在调解模式、调解方法及调解视野等多个方面进行广泛的融合与交流，以此实现相互促进。推广粤

港澳大湾区“调解员跨境互聘”计划，允许港澳调解员经备案后参与内地案件调解，逐渐在境内外、

区域内外、地域之间形成交流，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方式，积极培育发展国际化、

专业化、高素质的商事调解员队伍，也便于解决短期内跨境知识产权纠纷调解专业人员的短缺问题。

（三）完善跨境调解规则与执行机制

实际情况显示，我国在《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制定与颁布中贡献显著，同时，为在国际舞台上

加强知识产权纠纷调解机制构建的话语权，并开拓跨境知识产权纠纷解决的国际市场，需进一步借

鉴《新加坡调解公约》的相关规定，以完善我国的跨境知识产权纠纷调解体系。

1. 国内法调适

现阶段，我国法律对以商事调解方式达成调解协议的相关规定较少，主要集中在我国《人民调

解法》《民事诉讼法》和《仲裁法》的一些分散条文中，且与国际商事调解的独特关联不大，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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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立法层面进行规则制定和完善。

在立法层面，鉴于现有法律体系下商事调解制度的规定较为零散，探索单独立法，即制定一部

专门的《商事调解法》，显得尤为必要。由于知识产权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在《商事调解法》中，

可以对跨境知识产权调解作出专门的规定。

在调解规则层面，我国已有专业调解机构主动出击，积极探索并出台针对跨境知识产权纠纷

的调解规则。例如北京融商“一带一路”法律与商事服务中心建立了“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

中心，致力于协助国内外商事纠纷当事人，在《北京融商“一带一路”法律与商事服务中心“一带一路”

国际商事调解中心调解规则》下开展调解工作。这些规则极具实践价值，应被广泛推广并积累经验，

以期最终制定出在全国范围内具有统一指导意义、兼具法律法规性质与普适性的调解规则。

2. 国际协作深化

跨境知识产权纠纷调解机制的构建，从顶层设计的环节来看，离不开跨境知识产权纠纷调解领

域法律法规和专业规则程序的制定，更离不开国际间的执行协作深化。借鉴我国刚加入《纽约公约》

的做法，《纽约公约》刚出台时，各国相应的制度还不完善，各级法院对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

行相对保守，没法一开始就通过法律对域外仲裁裁决的执行作出规定。当时，我国采取了先由最高

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形式，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的审查制度，随后逐步积累经验、完善制度，并最

终制定并颁布了相关法律。对于跨境知识产权纠纷调解的执行，无论其执行依据为目前阶段的法院

文书或仲裁文书，还是以后可能落地的跨境调解协议，执行都可以从个别有经验的知识产权案件执

行法院先行试点，而不是直接放开所有法院的管辖权。执行案件的集约化处理，有助于快速积累制

度经验，并最大限度地减少执行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

3. 完善法院救济制度

参考《新加坡调解公约》第五条所规定法院拒绝对和解协议准予救济的理由，该理由在实践中

的适用标准与把握尺度则成为法院的操作难点。有学者建议可参照我国在对外国仲裁裁决拒绝承认

与执行时实行的报告制度，建立国际商事调解所达成和解协议拒绝准予救济的内部报核制度 8。法院

8. 张丽英：《〈新加坡调解公约〉的解读及中国商事调解制度的衔接》，载《商事仲裁与调解》2020 年第 2 期，第 3-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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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确保在裁决调解协议救济申请时，审查标准的统一性和预见性，以免削弱制度实效，引发架空风险。

具体而言，可以由国际商事法庭“一站式”平台建立专门的案例资源与司法审查数据库，集中收录

最高人民法院就该问题的相关意见答复，便于参考和准确适用。

结语
跨境知识产权纠纷调解机制的优化需突破制度壁垒、填补人才缺口、强化规则协同。通过“程

序创新－人才培育－规则整合”三位一体改革，可构建兼顾效率与公平、联通国内与国际的知识产

权纠纷调解新范式，为全球知识经济治理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

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刻指出，“我国知识产权事业不

断发展，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发展之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

作的重要论述，推动跨境知识产权纠纷的调解工作，对于引领知识产权事业向更规范化、系统化、

高水平发展，进一步走好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发展之路，推动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持续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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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行业分工的细化，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在化解矛盾纠纷方面发挥着日

益重要的作用。本文基于“枫桥经验”的新时代内涵，分析当前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面临的机遇

与挑战，探讨了从组织建设、制度完善、队伍专业化、智能化应用和多元化协同五个维度提升其效

能的发展路径。研究表明，以专业性行业调解为支点，推动创新治理方式，有助于构建符合新时代

要求的首都调解工作体系，进一步彰显调解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中的基础性作用。

关键词：行业性专业性调解；效能提升；组织建设；“枫桥经验”；多元化解

一、引言
调解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是基层社会治理和矛盾化解的重要抓手，也是

中华民族传统法律文化的精髓所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 " 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

矛盾机制，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全国调解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要传承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健全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随着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各行业领域的纠纷呈现出专业

化、复杂化的特点，传统以村（居）民委员会为主体的人民调解模式虽根植民间，但在处理专业性

较强的行业纠纷时面临专业知识不足、调解效率低下等挑战，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应运而生，其

依托行业协会、专业机构等设立，集聚行业专家、法律专业人士等组成调解队伍，具备更强的专业

性和权威性。然而，当前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在发展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问题，如组织体系不健全、

姓       名：高红

单位职务：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 盈科人力资源与劳动法律事务部 主任

提升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效能的
发展路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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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标准不统一、专业调解人才缺乏、信息技术应用不足以及与其他纠纷解决机制的衔接不畅等，

这些问题制约了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效能的充分发挥，亟需系统分析并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路径 1。

在此背景下，本文立足于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理念，结合协同治理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等理论，

探讨提升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效能的发展路径，为构建超大城市社会治理新格局提供参考。

二、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的现状与问题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各类矛盾纠纷的增多，我国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呈现出

蓬勃发展的态势，截至 2023 年底，全国已成立各类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超过 5000 个，涉及金融、

保险、医疗、知识产权、建筑工程、交通运输、消费维权等多个领域，这些调解组织依托行业协会、

商会、专业机构等设立，聘请行业专家、法律专业人士组成调解队伍，为行业纠纷的化解提供了专

业支撑。在实践中，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展现出多方面的优势：专业性强，调解员具备行业专业

知识和法律知识，能够准确把握纠纷焦点；效率高，相较于诉讼等方式，调解程序更为灵活便捷；

成本低，当事人可免于高额诉讼费用和时间成本；保密性好，有利于保护商业秘密和当事人隐私；

维护和谐，有助于维护行业秩序和当事人长远关系。然而，在发展过程中仍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

首先，组织体系不健全，部分行业调解组织设置随意，缺乏科学规划，有的地方重复设置、功能交叉，

造成资源浪费，有的领域则存在空白，无法满足调解需求；其次，制度标准不统一，行业性专业性

调解组织的设立、运行、管理等方面缺乏统一规范，调解程序、调解协议的制作与效力认定等方面

标准不一，影响调解质量和公信力；再次，专业调解人才短缺，既懂行业专业知识，又掌握法律知

识和调解技巧的复合型人才稀缺，部分调解员缺乏系统培训，业务水平参差不齐，调解员待遇保障

机制不完善，影响工作积极性；此外，信息技术应用不足，传统线下调解模式为主，信息化、智能

化水平较低，缺乏统一的信息平台和数据共享机制，各调解组织之间信息孤岛现象严重，在线调

解手段运用不充分，难以满足当事人多样化需求；最后，多元化解机制衔接不畅，行业性专业性

调解与诉讼、仲裁、行政调解等其他纠纷解决机制的衔接不顺畅，部分调解组织与司法机关、行

1. 张艳 , 张颖 , 贾清波 . 基层社会治理视阈下人民调解的效能提升研究 [J]. 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 , 20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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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机关的沟通协作不足，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率低，缺乏系统化的案件分流和移送机制 2。这些

问题的存在直接影响了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的整体效能和社会公信力，亟需通过系统化的改革

和创新加以解决。

三、提升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效能的理论基础
提升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效能需要坚实的理论基础作为指导，主要包括“枫桥经验”的新时

代内涵、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理论和协同治理理论三个方面。“枫桥经验”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浙

江诸暨枫桥镇 " 依靠群众就地解决问题 " 的基层治理实践，历经 60 余年创新发展，已成为具有强大

生命力的基层社会治理典范，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赋予其新

的时代内涵，在新时代背景下，“枫桥经验”的核心内涵可概括为 " 党建引领、依靠群众、预防为主、

源头治理、多元共治 "，其中，多元共治理念为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即充

分发挥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群众等多元主体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

理格局。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DR) 理论源于西方法学，强调在

传统诉讼外发展多种纠纷解决方式，如调解、仲裁、协商等，以满足不同纠纷的解决需求，该理论

认为，不同类型的纠纷适合不同的解决方式，应根据纠纷性质选择最适合的解决途径，实现 " 让纠

纷找到最合适的出口 "，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调解因其程序简便、成本低廉、注重和谐等特点，

被视为一种重要的纠纷解决方式，行业性专业性调解作为调解机制的细分和专业化发展，在处理特

定领域复杂纠纷时具有独特优势，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协同治理理论强调政府、

市场和社会等多元主体在公共事务治理中的互动合作，通过资源整合、优势互补，提高治理效能，

该理论认为，单一主体难以应对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需要多元主体协同合作，形成治理合力，在

行业性专业性调解领域，协同治理理论强调调解组织与政府部门、司法机关、行业协会、专业机构

等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通过信息共享、资源整合、功能互补，提高调解效能，实现社会矛盾的有

效化解 3。这三大理论相互支撑、相互补充，为提升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效能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框架，

2. 王德坤 . 创新网格化调解体系 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J]. 人民调解 , 2024(5):25-27.
3. 无 . 精心培育 严格选树 充分发挥金牌调解组织 " 金牌效应 "[J]. 山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 2022(6):20-21.



154

北京市律师协会
【北京律师社会治理与律师调解论文集】

指导其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更好地适应新时代社会治理的需要。

四、提升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效能的发展路径
（一）强化组织建设，构建系统化调解体系

实现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效能的提升，首要就是强化组织建设这一工作，建立系统化的调解

格局，这是助力组织高效运行的基础活儿，应科学谋划组织布局，贴合经济社会发展情形及矛盾纠

纷特色，针对性地在重点行业范畴设立专业性调解组织，防止出现重复设置与资源浪费，补上调解

的空白区域；要确定组织的定位以及职责范围，梳理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和人民调解、行政调解、

司法调解等其他调解主体的关系逻辑，弄清楚职责边界和工作重点，构建分工明确、优势协同的调

解体系；要求规范组织设置的相关标准，拟定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设立、运作、管理等方面的统

一准则，规范调解所需的场所、设施设备以及人员配备等硬件方面，增强组织的规范水平；应强化

内部管理机制建设，完备调解组织内部的治理格局，构建一套科学的决策、运行、监督机制，增强

组织运行的效率及透明度，提高组织活力，强化公信力。可尝试探索“一行业成立一调委会”或“一

领域成立一调解中心”的组织模式，如成立金融调解委员会、医疗纠纷调解中心、知识产权调解中

心这类，确定其功能定位与职责边界，建成覆盖宽广、布局妥帖、专业契合的调解组织网络 4；可建

立针对调解组织的准入和退出机制，依靠资质认证、定期核查等途径，保证调解组织拥有必要的专

业能力与服务水准；可带动调解组织实施实体化运转，配置专门的工作人员和必要的办公物资，提

高组织稳定性与工作水平，依靠体系化的组织平台建设，让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实际成为体系完善、

功能齐全、运行高效的纠纷解决平台，为应对行业专业纠纷提供坚实的组织后盾。

（二）完善制度建设，提高规范化运行水平

制度建设是保障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规范有序运行的关键，要通过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制定

统一调解规则、完善经费保障机制和建立评估监督机制等举措，全面提升调解组织的规范化运行水平。

在健全法律法规体系方面，应推动出台专门针对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的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明确

4.  韩菁 ." 双建 " 工作实现人民调解新发展 [J]. 人民调解 , 2017(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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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法律地位、调解效力及与诉讼、仲裁等程序的衔接机制，为其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可通过修订《中

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或制定专门的行业性专业性调解条例，在法律层面明确行业性专业性调

解组织的性质、地位和职能；在制定统一调解规则方面，研究制定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的程序规则、

行为规范和伦理准则，规范调解流程、调解协议制作、保密义务等环节，提高调解工作的规范化水

平，可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和行业实践，制定符合行业特点的调解规则和操作指南，如《金融调解规

则》《医疗纠纷调解规则》等，指导调解实践；在完善经费保障机制方面，探索多元化经费保障模式，

如政府财政支持、行业协会资助、市场化运作等相结合的方式，保障调解组织正常运转和可持续发展，

可设立专项调解基金，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行业协会会费、企业捐赠等多渠道筹集资金，解决调解

组织的经费困难；在建立评估监督机制方面，构建科学的调解质量评估体系和监督机制，定期开展

调解工作质量评估，通过第三方评估、社会监督等方式，促进调解质量持续提升，可制定调解质量

评估指标体系，从调解效率、调解质量、当事人满意度等维度评估调解工作，及时发现问题并改进

完善。此外，还可以建立行业调解案例指导制度，汇编典型案例和调解技巧，为调解工作提供参考

和借鉴；可以建立调解风险防控机制，预防和规避调解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和问题；可以完善调

解与行业监管的良性互动机制，通过调解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和风险，完善行业监管和行业自律 5。通

过系统完善制度建设，为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规范化运行提供制度保障，增强调解工作的公信力

和权威性。

（三）加强队伍建设，提升专业化调解能力

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的关键竞争力体现在其调解人才队伍上，搞好队伍建设是提升调解专业

能力的关键所在点，应运用拓宽人才引进途径、强化专业培训体系、健全考核激励机制和构建梯队

人才体系等办法，全方位提高调解队伍的专业水平与调解本领。在拓宽招引人才渠道方面，经由多

种渠道招引行业专家、法律专业人员、退休法官、律师等进入调解队伍，实行兼职调解员制度，增

添调解团队实力，可与高校、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等形成合作机制，携手打造调解人才培养阵地，

形成稳定的人才补充途径；在优化专业培训体系构建方面，设立系统且常态的培训机制，开展法律

5.  罗厚如 . 发挥人民调解基础性作用助推社会治理现代化 [J]. 人民调解 ,2024,(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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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调解技能、行业专业知识的相关培训，增进调解员综合能力和专业水平，可拟订专业调解人

才培养的规划方案，构建分层别类的培训体系，面向各行业、各层级的调解员实施有针对性的专业

培训，如举办行业专家讲座、进行案例研讨和模拟调解相关活动，增强调解员的专业知识与实战本领；

在健全考核激励办法方面，建设科学的调解员绩效考核激励机制，合理界定调解员的待遇水平，提

升工作积极性以及职业的认同感，稳固调解队伍的稳定性，可制定一套调解员考核办法，把调解案

件的数量、调解达成成功的比率、当事人满意度等归入考核指标，打造绩效与薪酬挂钩的激励体系，

为表现上佳的调解员进行表彰与奖赏；在创建调解相关梯队人才体系方面，构建调解员职业上升通

道与等级评估制度，形成由初级、中级、高级构成的调解员梯队，促进调解员专业化与职业化成长，

可以设定首席调解员、金牌调解员等荣誉称谓，树立调解工作的典型榜样，起到示范带头效果。也

可建立一套调解员培训认证体系，采用资格考试、能力考核等方式，对调解员进行身份认证，提高

进入的门槛和专业要求；可以聚合专家顾问团队，为复杂疑难纠纷的调解给予专业支撑与技术辅导；

可以增进调解技能方面的交流与分享，开展调解技能竞赛及经验交流相关活动，推动调解员互相借鉴、

共同成长，采用体系化的队伍塑造，打造一支政治素质不错、业务能力挺好、职业操守尚佳的专业

调解队伍，为提高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的效能提供人才支撑。

（四）推进科技赋能，实现智能化调解转型

伴随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科技赋能是提升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效能的一条重要途径，应借

助构建信息化平台、开展在线调解模式、深化大数据应用、探索智能辅助调解等行动，带动调解工

作往智能化、现代化迈进，在构建信息化平台而言，构建统一的行业专业类调解信息平台，实现案

件从受理、分配、调解到管理全流程线上处理，增强工作效率以及服务便捷性，可构建集案件管理、

文书生成、档案存储、数据分析等功能于一体的调解信息平台，实现调解工作的数字化统筹；在深

化在线调解模式发展层面，主动促进“互联网 + 调解”模式成长，推广如视频调解、电话调解之类

的在线调解途径，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阻隔，适应当事人的多样化诉求，可建设“掌上调解”移动应

用界面，支持当事人于任何时间地点提交申请、参与调解程序、查询案件进展状况，提升调解的便

捷性与效率；在深化大数据应用实践方面，采用大数据分析方法，对调解案例进行系统式的梳理与

解析，查找纠纷的规律跟特点，为调解工作的决策给予支持和借鉴，可设立专门的调解案例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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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凭借文本挖掘、数据分析等技术途径，分析出案例的特征及规律，为类似案件调解提供参考借鉴；

在探索借助智能辅助调解方面，依靠人工智能技术，开发一套智能辅助调解系统，如实现智能文书

生成、推送同类案件、开展风险评估等功能，协助调解员增进工作效率与精准程度，可开发设计智

能调解机器人，采用自然语言处理、深度学习之类的技术，辅助调解员实施案件分析、规划调解方

案及生成文书 6。此外，还可以建立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大数据中心，汇集各类调解数据资源，为行业

研究、政策制定和实践指导提供数据支持；可以推动区块链技术在调解协议存证、执行监督等环节

的应用，提高调解协议的可信度和执行力；可以构建 " 智慧调解 " 生态体系，整合各类技术手段和资

源，打造智能化、高效化的调解服务环境。通过科技赋能，不断提升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的信息化、

智能化水平，实现调解工作的转型升级，使调解服务更加便捷高效、精准规范，更好地满足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矛盾纠纷解决需求。

（五）促进多元协同，构建协同化解网络

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的效能提升需要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要通过健全诉调对接机制、加强

行政协调联动、推动行业内协同合作和构建跨行业协作平台等举措，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矛盾

纠纷化解网络。在健全诉调对接机制方面，深化与人民法院的合作，完善诉前委派调解、立案前引

导调解等机制，建立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快速通道，增强调解的权威性和强制力，可以设立诉调对接

工作站，安排调解员定期在法院值班，接受法院委派调解案件，建立法院与调解组织的信息共享和

联动机制；在加强行政协调联动方面，强化与行政机关的沟通协作，推动行政资源向调解组织倾斜，

建立行政执法与调解工作的良性互动机制，形成行政调解与行业调解的合力，可以建立行政机关与

调解组织的联席会议制度，定期沟通情况、分析问题、协调解决难题，推动行政资源向调解工作倾斜；

在推动行业内协同合作方面，促进同一行业内不同调解组织之间的交流合作，共享调解资源和经验，

协同处理跨区域、跨领域的复杂纠纷，提高调解的整体效能，可以建立行业调解联盟或协作机制，

开展专题研讨、经验交流、案例分享等活动，提高行业整体调解能力；在构建跨行业协作平台方面，

搭建跨行业调解协作平台，促进不同行业调解组织之间的沟通交流，建立案件移送、联合调解等合

6. 王璐航 . 社会治理视域下人民调解制度的现代化发展研究 [J]. 社会科学战线 ,2021,(11):263-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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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机制，形成调解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良好格局，可以构建 " 大调解 " 工作平台，整合人民调解、

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行业调解等各类调解资源，形成调解工作合力。此外，还可以建立调解组织

与社会组织、企业、媒体等的合作机制，共同参与矛盾纠纷的预防和化解；可以推动调解组织参与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将调解工作融入社区治理、乡村治理等基层治理体系；可以加强与高校、科研

机构的合作，开展调解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提高调解工作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通过多元协同，

构建政府支持、司法保障、行业主导、多方参与的调解工作格局，形成调解资源整合、优势互补、

协同高效的矛盾纠纷化解网络，共同提高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的整体效能和社会影响力。

五、提升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效能的保障措施
增强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效能，需要强有力的保障措施作为后盾，需从强化组织管理、深化

政策支撑、改进法治环境和营造社会氛围四个方面做起，给调解组织的发展创设良好情形，在加强

组织领导这一环节，应充分展现党组织在调解工作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将党建工作融入调解组织建

设的全阶段，为调解工作给予政治与组织上的保障；着手建立健全由党委政法委牵头，民政、司法

行政等部门加上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一同参与的调解工作领导协调机制，稽核工作合力；把行业性专

业性调解工作添加到社会治理绩效考核体系中，带动各地区、各部门看重并支持调解组织建设。在

强化政策帮扶方面，需加大财政预算对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工作的扶持力度，保障人员经费与办公经

费的必要支出，提升调解员的薪资福利；向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给予税收方面的优惠，减少运营

开支，增强发展后劲；构建调解专项奖励资金，对表现出众的调解组织和调解员给予嘉奖，增强工

作干劲。就优化法治环境而言，应推动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等法律法规修订，界定

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的法律地位及效力，为其发展提供法治支撑保障；完备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及执行

机制，增进调解协议的履行概率和权威性；增强检察机关对调解工作实施的法律监督，阻止调解程

序中出现违法操作，保障当事人应有的合法权益 7。在营造社会氛围范畴，应运用各类媒体宣传调解

工作的重要意义与典型实例，提高社会对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的知晓度与接受水平；开展像“调解宣

7. 廖永安 , 江和平 . 加强队伍建设是提升人民调解治理效能的关键一环 [J]. 中国司法 ,2021,(01):8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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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周”这样的主题活动，呈现调解工作实效，普及调解经验，增强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展现中华民

族调解文化传统，引导和谐相处、理性大度的社会风气，为调解工作营造积极的社会环境态势。也

可创立调解工作监测评估制度，定期对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工作的发展状态、工作成效、所存在的问

题进行评估，为政策调整和工作改进给出依据材料；可增进对调解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深度，支持高

校、科研机构进行调解理论创新及实践的探索尝试，为调解工作发展给予智力援助；可着手推动构

建调解工作标准体系，制订调解工作质量标准、服务的规范以及评价体系，促使调解工作往规范化、

标准化的发展方向前行，依靠这些保障措施的落实，给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的健康发展营造良好

的政治、政策、法治及社会环境，促使调解组织效能全方位上扬，更充分地展现其在矛盾纠纷多元

化解机制里的重要功效。

六、结语
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是新时代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中的重要环节，提升其效能对构建超大

城市社会治理新格局、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具有重要意义。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行业分工精细化，

这类调解组织在专业领域纠纷解决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面临组织体系不健全、制度

标准不统一、专业人才短缺、技术应用不足及多元机制衔接不畅等挑战。

本文基于“枫桥经验”新时代内涵、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理论和协同治理理论，提出五个维度

的发展路径：一是强化组织建设，构建系统化调解体系；二是完善制度建设，提高规范化运行水平；

三是加强队伍建设，提升专业化调解能力；四是推进科技赋能，实现智能化调解转型；五是促进多

元协同，构建协同化解网络。

为保障实施效果，需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政策支持、优化法治环境和营造社会氛围。通过这些措施，

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将在构建中国特色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为维护社会和谐

稳定、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作出重要贡献，成为化解行业矛盾、维护行业秩序、促进行业发展的重

要力量。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Path for Enhancing the Efficiency of Profess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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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tion Organizations in the Industry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the refinement of industry 

division of labor, industry-specific professional mediation organizations are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resolving conflicts and disputes.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new era connotation of the "Fengqiao Experience", analyzing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current industry-specific professional mediation organizations, 

and exploring the development path to enhance their efficiency from five dimensions: 

organizational construction, institutional improvement, team specialization, intelligent 

application, and diversified collaboration.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using professional 

industry mediation as a pivot and promoting innovative governance methods can help 

build a capital mediation work system that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era, further 

highlighting the fundamental role of mediation in the diversified resolution mechanism of 

conflicts and disputes.

Keywords: industry-specific professional mediation; Efficiency improvement; 

Organizational construction; Fengqiao Experience "; Diversified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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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学生校园伤害事故纠纷多发、频发，一些事件因处置不力，甚至发展成“校闹”“缠

访”事件，学生权益得不到及时有效维护的同时，也严重干扰了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据统计，

2018——2021 年期间，本市共接到校方责任保险报案 8156 件，年均近 3000 件。

为了妥善处理学生校园伤害纠纷，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及时回应学生及其监护人的合理诉

求，实现定分止争的社会效果；同时也为了进一步完善校园伤害事故处理机制，促进平安校园建设，

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维护首都社会和谐稳定。北京市教委联合多部门依托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

究中心（北京致诚律所）于 2022 年 10 月设立了北京市学生校园伤害事故纠纷调解与研究中心，引

入专业调解力量介入到校园伤害事故纠纷化解的过程中，免费为学生、家长和学校提供专业服务，

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学生校园伤害事故纠纷第三方专业调解力量。截止至 2025 年 3 月，中心已受理案

件 80 件，调解成功率为 51.95%。本文将通过调解中心的工作实践情况，梳理通过调解解决学生校

园伤害事故纠纷的现实需求和调解优势与成效，分析学生校园伤害纠纷案件调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与挑战，并提出完善学生校园伤害事故纠纷调解机制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学生校园伤害；调解；机制建设；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student campus injury disputes have occurred frequently, with some 

姓       名：张雪梅

单位职务：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完善调解工作机制：北京市学生校园
伤害事故纠纷调解机制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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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idents escalating into "school disturbances" or "persistent petitions" due to inadequate 

handling. This not only prevents students' rights from being promptly and effectively 

protected but also severely disrupts the normal teaching order of schools.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from 2018 to 2021, a total of 8,156 school liability insurance claims were reported 

in the city, averaging nearly 3,000 cases annually.

To properly address student campus injury disputes, protect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minors, promptly respond to the reasonable demands of students and their 

guardians, and achieve the social effect of resolving conflicts; and to further improve the 

campus injury accident handling mechanism,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safe campuses, 

strengthen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and maintain social harmony and stability in 

the capital, the Beijing Municipal Education Commission, in collaboration with multiple 

departments, established the Beijing Student Campus Injury Accident Dispute Mediation 

and Research Center in October 2022. This center, relying on the Beijing Youth Legal Aid 

and Research Center (Beijing Zhicheng Law Firm), introduces professional mediation forces 

into the resolution process of campus injury disputes, providing free professional services 

to students, parents, and schools. It is the first provincial-level third-party professional 

mediation force for student campus injury disputes in the country.As of March 2025, the 

center has accepted 80 cases, with a mediation success rate of 51.95%. This paper will 

sort out the practical needs and advantages and effectiveness of mediation to resolve 

student campus injury accident disputes through mediation, analyze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existing in the mediation of student campus injury disputes, and put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mediation mechanism of student campus 

injury accident disputes.

Key Words：Student Campus Injury; Conciliation；Building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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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中标北京市教委教育法治项目学生伤害案件调解项目，成立北

京市学生校园伤害事故纠纷调解与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中心于 2022 年 10 月由北京市教委

联合多部门依托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设立，是专门从事学生

校园伤害事故纠纷化解工作的专业机构。为了更好地解决当前校园纠纷困局、构建和谐的师生家校

关系，中心作为独立的中立第三方，依法、规范、有序地开展调解工作，确保客观公立性和公益性，

将学生伤害纠纷引导到依法解决轨道上，有效化解家校矛盾。

调解中心建立了工作开展的必备场地、调解员队伍及服务热线（83802203，63835845），设立

了专家指导委员会，建立基本工作制度，制定了《北京市学生校园伤害事故纠纷调解与研究中心调

解工作管理办法》，开设了微信公众号推发调解中心工作动态、培训研讨和典型案例，并与法院建

立司法确认对接机制，与学责险保险机构建立保险联系工作制度。截至 2025 年 2 月，调解中心和北

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共接待关于校园伤害事件和未成年人学校保护问题的咨询共计 2600 余

人次，受理调解和指导调解案件 77 件。本文从全年咨询与调解案件情况、调解中心工作及成效、全

市学生伤害案件调解工作存在问题与完善调解机制建设的对策建议等方面进行研究。

一、咨询与调解案件情况
（一）接待咨询

截至 2025 年 2 月，中心共接听咨询 2600 余人次，咨询不完全是北京地区的咨询。其中热线

83802203 接待关于校园伤害事件的咨询共计 200 余人次，主要涉及学生、幼儿意外受伤、体育运动

伤害、同学间伤害、学生欺凌、反映教师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管教、教育惩戒、其他等类型。其中，

学生、幼儿校园内伤害事件占比最重。调解员通过 63835845 解答关于校园伤害及学校保护事件的咨

询 2400 余人次，主要涉及学生、幼儿意外受伤、同学间伤害、学生欺凌、体育运动伤害、教师体罚、

教师言行不当、教育惩戒、受教育权、学生不良行为等类型。

（二）开展调解

调解中心受理学校及学生家长都同意接受调解的学生校园伤害事故纠纷。受理方式可以由各区

教委、高校向调解中心委托，也可以由学校和学生家长向调解中心申请。项目至今共受理调解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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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件，调解成功率 51.95%。

二、调解中心工作及成效
（一）通过调解解决学生校园伤害事故纠纷的现实需求

学生校园伤害纠纷以调解方式解决，当前有很现实的需求。

第一，校园伤害案件诉讼主体多，各方利益交织。传统校园纠纷案件诉讼主体只有被侵权人、

侵权人，也就是学生本身。但是近几年来，以学校存在监护义务为由将学校列为被告成为当前校园

纠纷的普遍现象。除了学校，还有两个潜在主体也可能被牵扯进诉讼，一是医疗机构因为诊治行为

可能成为衍生诉讼的被告，二是保险公司作为校方责任保险的理赔人，也可能因此参加诉讼。主体多、

关系复杂，客观上给学生纠纷的处理增加了难度。

第二，诉讼处理程序环节多、时间长，对未成年身心和学校的正常秩序影响大。在未成年人的

伤害案件中，无论家长、学校还是处理案件的法官，都会非常关注伤害对于孩子身体造成的影响，

比如是否构成伤残，未构成伤残的话对孩子成长是否构成重大影响。因此，实践中各方都本着“能

鉴定则鉴定”“不用鉴定也要医疗咨询”的原则处理纠纷，本意是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但客观

上案件审理时间长，导致未成年人以及家长、学校都身心疲惫。

第三，对簿公堂打破了学生之间、学生和学校之间的和谐关系。实践中，有大量案件因为小纠

纷对簿公堂，导致学校与家长之间关系紧张，打破了学生、学生家长与学校之间和谐的家校关系，

甚至让学生回学校学习产生阴影，影响了孩子后续的学习生活。

我们曾处理的一件诉讼中的案件，被侵权人两次去医院，第一次没有诊断为骨折，10 天后第二

次诊断为骨折。侵权人和学校都对骨折与侵害行为的因果关系产生质疑，在多次补充鉴定材料送检

过程中，被侵权人对医疗机构的专业性也产生了质疑。现在，鉴定机构明确表示无法进行鉴定，案

件审理时间已近一年，给未成年人造成的精神负担在持续加重。

司法机关、教育行政部门、政府未保部门、社会组织从不同视角都应当看到上述问题，并意识到：

调解，是综合解决上述问题的最有效手段。

（二）调解中心取得的经验与成效

1．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依托专业第三方开展调解工作。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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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专业的机构保障和人员力量保障，调解员具备法律、社会工作、心理等方面专业经验，专家团

队由医疗、保险、审判等方面人员组成。调解中心的设立有效调动了社会力量，创新法律与社会工

作相结合的调解方式，为有可能产生矛盾激化的校园伤害纠纷提供专业缓冲力量，既有利于社会的

和谐稳定，又有利于提高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效率和服务学校与学生的专业能力。

2．提供免费、及时、高效、专业、便捷纠纷解决机制方式，快速、便利、有效化解学生伤害事故纠纷，

具有公信力。首先，调解不向学校和家长收取任何费用，由专业第三方的律师、社工或其他专业力

量担任调解员主持调解，通过规范的调解程序和专业的调解技能促成家校和解，引导纠纷依法解决，

预测诉讼风险，快速、便利、有效化解纠纷，减少家校诉累和经济压力，实现社会矛盾的源头化解。

其次，中心考虑到要承担全市在校学生的调解工作，开通了热线、网络、现场三种调解渠道，调解

工作既可以在调解室进行，也可以在线上进行，或者走访到学生家庭、学校进行调解。再次，为了

保证调解的高效性、便捷性，对学校、家长需要司法确认的案件，中心与丰台法院开通网络链接和

绿色通道，实现调解中心、法院立案庭、审判庭全程网络互联，专人对接，在调解中心“一站式”“一

次性”当天完成纠纷调解司法确认，无需往返于调解中心和法院。值得强调的是，中心为了不占用

学生和老师们的学习、工作、教学等时间，还协调了法院开通夜间法庭、假日法庭。

3．形成联动联调、司法确认对接的调解机制，有利于提高调解成效，为完善校园伤害纠纷化解

机制建设提供参考。中心充分利用社会力量，设置专兼职调解员与专家指导委员会联动联调机制。

为了提高调解的成效，中心还与所在地法院建立了对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的“绿色通道”机制，

在中心设立司法确认站点，对于达成的学生校园伤害事故纠纷调解协议与法院进行快速对接，快速

立案、快速认定，通过学生校园伤害事故纠纷一站式调解机制 , 打通调解中心、丰台法院立案庭、少

年法庭“三点一线”，便捷、高效、专业推进学生校园纠纷高质快速解决，减轻家长和学校负担。

4．以“调”促“防”，融入预防校园安全事故工作大格局。中心定期分析调解工作开展情况，

就调解的案例进行深入讨论，围绕调解过程中发现的学校安全管理问题开展调研。通过校园伤害纠

纷的表面现象，发现其深层次问题和内在客观规律，提出预防和处理校园伤害纠纷工作建议并加强

宣传与培训，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校园伤害纠纷的发生，从应急处置上提高学校预防和处理校园伤

害的专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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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延伸调解职能促进多元治理。调解中心所依托的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是北京市

司法局批准设立的专门从事未成年人工作的社会组织，也是北京市 12345 未成年人保护热线的线下

专家处置团队，与民政、团委、法院等部门和社工、心理咨询等机构具有密切的联系与合作。对在

调解工作中发现的一些需要延伸帮扶的个案，及时协调各方，解决实际问题。例如：家庭教育指导、

心理咨询与辅导、法律援助等。总之，调解中心融合未成年保护的各方力量到学生校园伤害纠纷调

解工作中来，在更大幅度，更广阔的空间服务学生和学校。

（三）调解中心与法院合作建立学生校园伤害纠纷调解一站式调解机制和司法确认绿色通道

的优势与成效

调解中心成立后，于 2022 年 10 月 21 日与所在地丰台法院召开了座谈会，探索建立调解司法确

认绿色通道。经过多次沟通，调解中心与丰台法院于 2023 年初正式建立学生校园伤害纠纷一站式纠

纷解决机制司法确认绿色通道，2023 年 2 月 27 日，双方在丰台法院举行合作协议签约及启动仪式。

丰台法院、北京市高院未成年人审判庭、北京市教委政策研究与法制工作处、北京市民政局儿童福

利和保护处、丰台区教委、丰台区委社会工委区民政局、丰台区未保办、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

究中心、北京市学生校园伤害事故纠纷调解与研究中心相关负责同志到会，启动仪式还邀请了调解

中心专家指导委员会专家到会指导。

一站式调解机制的建立适应了校园诉讼当中主体多、利益复杂交织的情况，相比诉讼程序大大

降低了当事人处理纠纷过程中遇到困难的可能性。调解机制解决纠纷还可以避免学生、学校因诉讼

形成对抗关系，使矛盾加深，从而破坏和谐的家校关系，同时也避免诉讼可能对学生带来的二次伤害，

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助力学生快速回归正常校园生活，维护学校的正常教育教学秩序。

调解中心抓住自身特色，深挖学生伤害事故处理的痛点，创新机制、“三点一线”（中心、法

院立案庭、审判庭）“调立确”一体加保险联动，在与法院建立一站式调解机制和司法确认绿色通

道时主要抓住以下几点机制优势进行着重建设：

一是便利。调解中心与法院开通网络链接，通过“网络互联、专人对接、在线链接”，快速介

入调解，以实现几方当事人从调解意见确认、到申请司法确认、到司法确认开庭、司法确认裁定书

送达等多个纠纷解决环节，通过调解中心这一个点位，全程网络化解决，无需当事人往返于调解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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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立案窗口、法院审判庭，只需到调解中心一个点位即可。

二是高效。在调确机制上，坚持“调、立、确”一体推进，绿色通告要求调解中心和法院落实

协调联动机制，对于纠纷要将案件、申请材料等先行协调和明确告知，之后全程网络互联，专人负责，

实现一次性完成纠纷办理。也就是当事人无需多次到调解中心，实现了纠纷调解、调解意见确认、

协议签署及履行、申请法院司法确认、司法确认开庭、参与庭审审查、司法确认裁定书送达、接收

等事项，在中心“一个点位、一站式、一次性”当天 1 小时内（无需往返中心和法院）完成。

三是服务。除了以上的便捷高效，中心考虑学生、家长以及学校的学习、工作、教学等情况，

绿色通道还配合夜间法庭、假日法庭等服务，同时与保险机构建立保险联动制度；相较于繁琐的诉

讼程序，节省了时间和资源，纠纷调解更加高效、快速、便捷，最大化服务各方当事人，不影响不

占用学习、工作、教学的时间。

自调解中心建立以来，已通过一站式调解机制以及司法确认的绿色通道解决多起学生校园伤害

事故纠纷，如幼儿意外摔伤案、同学间冲突致伤案等 10 起案件。以上案件的处理，充分利用了一站

式调解机制或绿色通道为各方当事人带来便利条件，高效、便捷地化解了当事人双方乃至多方矛盾，

维护了各方的合法权益，最大程度降低校园伤害事故案件对学生、学校带来的恶劣影响。

（四）调解中心与学责险保险机构工作联系制度的优势与成效

调解中心在调解工作中发现，涉及学校的案件，学校往往更多依赖于保险公司的理赔机制，调

解意见基本以保险公司能够理赔及理赔的数额为前提条件。而保险公司的代理人对调解中心的调解

认同度较低，例如在丰台法院委托的 2 起调解案件中，保险公司不仅对调解中心，包括对法院也表

示不同意进行调解，只认可人民法院判决书不认可调解。

为了在发生伤害事故后及早地依法、公平、合理解决纠纷，避免诉讼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探

索调解与保险对接及赔付机制建设，切实推进北京市学生校园伤害事故纠纷调解工作，2023 年 3 月

31 日上午，调解中心召开学生校园伤害事故纠纷调解与保险理赔工作座谈会。北京市教委政策研究

与法制工作处、北京市教委后勤处、北京市司法局调解工作处、北京市学校基建后勤管理事务中心、

丰台区教委、丰台区法院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庭和执行局、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太平洋

保险公司校责险相关负责人员 20 人参加会议。与会人员围绕学生校园伤害事故纠纷调解与保险理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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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确认等问题进行座谈交流。经过充分讨论、沟通，初步建立学生校园伤害纠纷调解与保险理赔

对接机制，建立调解中心与各区教委负责保险的工作部门、校责险承接保险公司的工作联系制度，

邀请校责险承接保险公司理赔专业人员加入调解中心专家委员会，为调解工作提供服务指导。

从目前工作联系制度的实践中可以看出，调解与保险联系制度具有以下优势：

一是提高学校调解积极性和完善风险承担保障。通过调解与保险的工作联系制度，为学生伤害

事故责任的风险承担增加了保障，促使校方以及责任方积极承担责任，避免纠纷的进一步恶化。

二是提高赔偿效率。及时解决问题，定分止争，减少赔偿的时间以及诉讼成本，保护学生的合

法权益和尽快恢复学校教育教学秩序。

三是促进调解协议的履行。保险公司提前介入调解，使得校园伤害事故案件的处理更加高效、

快捷，避免因保险理赔不能或不畅造成责任方履行困难、加剧矛盾激化、无法有效定纷止争。

2023 年，通过调解中心保险工作联系制度，有效解决了一起学生体育课运动同学间致伤的调解

案件。这起案件系中小学生之间常见的体育运动伤害事故，又是典型的不能一次性治疗的门牙受伤

案件，调解的焦点和难点主要集中于后续治疗费。调解工作一方面引导当事人如何依法寻找相应的

证明材料，如医院开具的医疗证明或司法鉴定结论，另一方面解决学校顾虑，协调调解后保险公司

是否可以对后续治疗费进行顺利理赔。只有上述两个问题都能得到有效解决，才能真正地化解家校

矛盾。否则，若学校在调解后由于保险公司无法理赔无法支付赔偿经费对调解反悔，只能再次增加

学校和家长之间的矛盾，不能真正地做到案结事了。因此，在这起案件调解中，调解中心考虑到各

方的需求，在当事人以及保险公司之间沟通协商，以专业的视角和方式与保险公司进行沟通，向当

事人阐明保险公司的赔付标准以及范围，大大增强沟通效率，提高了赔偿效率，使得纠纷三方均取

得了满意的结果并签署调解协议，更好地保障了未成年人和学校的合法权益，极大地提高了调解的

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三、全市学生校园伤害纠纷案件调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困难
结合目前中心介入调解、指导的案事件来看，在学生校园伤害纠纷调解工作，学责险保险机构

还有部分学校对以调解方式解决学校责任纠纷的认同度有待提高，保险风险承担机制仍有待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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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调解工作的认同度有待提高

在司法实践中，纠纷主要有三种处理形式：协商、调解和诉讼。也就是说，当事人除可以通过

民事诉讼进行维护权益外，还可以选择调解，调解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解决纠纷的方式。一方面，相

比诉讼，调解可能需要的处理时间更短，可以更高效地回应当事人的需求；另一方面，由于诉讼对

证据的要求相比调解会更加严格，如果没有相应票据当事人的部分诉求可能无法得到有效支持，而

调解则强调“情、法、理”的融合，对证据的要求没有诉讼严格，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当事人的举证

责任，更能符合当事人的现实需求。但是，目前，部分学校、学责险保险机构对调解工作的认同度

不高，需要各方提高对调解工作的认同度，学校加大对调解工作的配合，保险公司作为学生伤害事

故纠纷中重要的风险承担机制的一员，更应积极承担化解矛盾的社会责任，提升对调解中心依法依

规开展调解工作的认识，增强对具备法律、社会工作、心理等专业背景的调解员的信任。

（二）对中心调解协议及司法确认裁定的认识有偏差

调解的目的是帮助各方当事人及时化解矛盾，尽量做到案结事了，以降低案件和诉讼对学生、

学校的负面影响。基于此，调解协议的顺利履行或执行至关重要。然而，在调解工作中，调解中心

发现以保险公司为代表的风险分担主体对调解中心调解协议及司法确认裁定的认识仍存在偏差，致

使调解工作时常遇到障碍、无法顺利开展。比如保险公司对人民法院司法确认裁定的形式存在不同

的认识，在实际案件的处理中，不仅对调解中心的调解协议不认可，对人民法院的司法确认裁定和

被司法确认的调解协议的认同度也较低。

（三）对后续治疗费和因果关系等调解诉求，更多依赖法院判决或司法鉴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 2 款规定，“医

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

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

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产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

然而，在调解中心调解的一起学生在体育课期间受伤的案件中，保险公司的理赔机制对后续治

疗问题医疗证明的认可度较低，仅有医疗证明材料可能无法顺利获得理赔。对于保险公司作为企业

具有自己的理赔制度与要求是理解的，也是受法律和保险合同约束的，但保险理赔机制的涉及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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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看到学生、家长及学校不愿意诉诸公堂恶化关系的现实需求，来完善理赔机制，对于过错责任明显、

各方均认同且有一定证据证明需要后续治疗的调解案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

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进一步完善理赔机制，以满足更加个性化的现实需求。

四、完善学生校园伤害事故纠纷调解机制的对策建议
（一）在全市教育系统推广、宣传调解中心经验与做法，进一步完善学生校园伤害事故纠纷

第三方专业调解机制建设

如前所述，近年来，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学校和社会各界高度重视构建和谐的教育教学环境，

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校园纠纷越来越呈现复杂化、多样化等特点，处理中也呈现两难局面：

一方面学校认为，遇到纠纷时学生及其家长不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往往通过上访、堵校、闹事

等激烈手段主张权益，对教育教学秩序造成不良影响；另一方面学生家长认为，学生权益受到伤害时，

学校不敢直接面对或者出具不负责任的结论，家长对学校和老师极度不信任。

为解决当前校园纠纷困局、更好构建和谐的师生家校关系，《北京市中小学校幼儿园学生伤害

事故处理办法》提出“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会同市、区司法行政部门推进学校事故纠纷专业调

解组织建设”“市教育行政部门推动设立北京市学校事故人民调解组织。各区可根据实际需要对应

设立，对学校难以自行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学生伤害事故纠纷实现能调尽调”。这为有效维护学生

合法权益、保障学校正常教学秩序、及时有效化解校园伤害纠纷机制的建立指明了方向。北京市学

生校园伤害事故纠纷调解中心正是依据上述规定建立，并依法、专业、规范开展调解工作。建议对

该经验在北京市各区教育主管部门、全市学校、幼儿园、学责险保险机构中加强宣传、推广，提高

教育系统和保险机构对调解中心调解工作的认识与了解。针对目前调解工作中遇到的困难，调解中

心也将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以持续提升调解中心在全市教育系统、学生、家长、学校和保险公司

中的认可度与公信力。

（二）推动建立校园伤害纠纷人民调解指导委员会，构建多部门工作联动机制

为进一步完善学生校园伤害事故纠纷调解工作机制，建议在目前已建立的北京市学生校园伤害

事故纠纷第三方专业调解中心和目前已有的校方责任保险及附加无过失责任保险工作的基础上，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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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发挥人民调解工作在化解校园伤害纠纷中的作用，建立校园伤害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机制，推动

建立校园伤害纠纷人民调解指导委员会，成立由市司法局、市教委、市财政局、市公安局、市高级

人民法院、北京保监局组成的“北京市中小学幼儿园校园伤害纠纷人民调解指导委员会”，指导北

京市教育系统内各区中小学幼儿园的校园伤害纠纷调解工作，进一步形成化解校园伤害纠纷的工作

合力，建立多部门信息共享、互动合作的工作联动机制。

建议北京市中小学幼儿园校园伤害纠纷人民调解指导委员会的职责主要是协调各成员单位履行

职责，定期对全市各区校园伤害纠纷人民调解工作进行指导和评估；统一审定和颁布校园伤害责任

赔付项目、标准和责任程度；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办公室可以设在已经设立的北京市学生校

园伤害事故纠纷调解中心；指导委员会及办公室建立健全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会议，通报工作

情况，研制相关标准，研究和协调解决调解工作的困难和问题。

建议司法行政部门把校园伤害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纳入全市人民调解工作的整体规划；负责指导

校园伤害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规范化建设和纠纷调解合法依规开展，为校园伤害纠纷的调查、评估

和调解提供专业技术咨询，开展针对校园伤害纠纷调解人员关于纠纷处理、调解工作规范等方面的

法律法规和政策培训。

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做好校园伤害纠纷防范工作，开展平安校园建设，预防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高教育安全管理水平；组织各区中小学幼儿园参加校方责任保险及附加无过

失责任保险；妥善处理校园伤害纠纷矛盾；规范学校内部校园伤害纠纷处理流程；协调相关部门指

导各区校园伤害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组建工作；协调财政部门负责各区校调委经费支持保障工作。

财政部门按照现行财政管理体制和部门预算管理要求，把校园伤害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相关经费

纳入财政预算，保障各区校调委购买服务的相关政策和经费支持。加强对校园伤害纠纷人民调解经

费的监督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公安机关负责加强对发生校园伤害纠纷的学校及其周边地区的治安管理，维护好学校正常教学

秩序。对校内发生的各类刑事、治安案件及时出警、依法查处。

人民法院负责校园伤害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指导，建立校园伤害纠纷诉前引导、诉中委托或邀请

调解工作机制，建立校园伤害纠纷人民调解协议确认程序，做好校园伤害纠纷人民调解机制与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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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机制的衔接工作。

保险监督管理部门负责配合市教委将本市现有中小学幼儿园校方责任保险工作与校园伤害纠纷

人民调解工作有机结合，校方责任保险机构要积极依托校园伤害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机制，处理涉及

校方责任保险的有关保险赔案。保险公司应当将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的校园伤害纠纷人民调

解协议书作为校方责任保险理赔的依据，依法依约予以赔偿。

（三）进一步深化学生校园伤害纠纷一站式调解机制，强化调解工作与诉讼相互衔接的工作

机制

调解中心与丰台法院合作共建的一方面学生校园伤害纠纷一站式调解机制和司法确认绿色通道

机制，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建议加以推广，在各区人民法院建立学生校园伤害事故纠纷调

解司法确认绿色通道，对于经北京市学生校园伤害事故纠纷调解中心主持下达成的学生校园伤害纠

纷的调解协议，当事人申请进行确认的，及时给予司法确认。另一方面，各区法院建立学生校园伤

害纠纷一站式调解机制，加强诉前引导，对于未经调解直接到法院起诉的，在征得当事人同意的基

础上，可以引导当事人进行调解。法院在审理学生校园伤害纠纷的过程中，也可邀请或委托北京市

学生校园伤害事故纠纷调解中心进行调解。

（四）进一步完善学生校园伤害纠纷的调解与保险对接工作机制，形成常态化的工作机制

学生校园伤害事故发生后，保障权益受侵害学生及时依法获得合理经济赔偿，是有效避免纠纷

矛盾升级的关键。《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完善安全事故处理机制维护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的意见》( 教

政法〔2019〕11 号 )、《北京市中小学幼儿园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京教策〔2020〕4 号），

均提出了处理学生伤害事故要形成多元化的学校安全事故损害赔偿机制，鼓励完善学校和学生保险

体系，保险监管等部门应积极指导、配合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做好事故处理工作。《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也规定人民法院出具的判决书与裁定书、调解书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如前所述，在调解工作开展过程中，调解工作在保险风险承担机制建设方面仍有待健全。建议

保险公司或有关单位加强对保险公司员工的法律培训，不断地提升其员工的专业能力与素养，确保

各部门员工对调解理赔的政策和流程有一致的理解，确保各部门员工正确理解和应用校园伤害纠纷

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案例，确保保险理赔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同时，建议进一步完善调解工作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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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工作的有机结合和工作对接，形成常态化的工作机制：第一，建立保险公司提前介入学生伤害事

故纠纷调解工作制度、完善学生伤害事故纠纷调解理赔的绿色通道，理顺学校在经中心调解和司法

确认后的理赔机制。第二，校方责任保险机构积极依托学生校园伤害事故调解机制，处理涉及校方

责任保险的有关保险赔案，将校园伤害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协议书、人民法院调解书、司法确认裁定

书作为校方责任保险理赔的依据，依法依约予以赔偿，形成学生校园伤害纠纷调解和保险理赔互为

补充、互相促进的良好局面。第三，调解中心积极主动邀请校方责任保险机构理赔专业人员加入调

解中心专家委员会，为调解工作提供服务指导。

总之，在校园伤害事故纠纷中适用调解机制是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

的重要举措。校园伤害事故纠纷涉及学生、家庭与学校等各方利益，如若无法妥善解决，存在衍生

问题的可能性极大，因此，处理校园伤害事故中加入调解力量，进一步建立健全调解机制，有利于

以更和谐的方式解决矛盾，防止矛盾升级，将矛盾化解在基层，有利于及时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和维护校园安全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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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民族复兴与崛起的伟大时代，在我们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在我们国

家的综合国力蓬勃发展，文化繁荣，人民幸福生活的当下，中国共产党带领我们艰苦奋斗，砥砺前行，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那么如何更好地让我们的人民，普通百姓，分享到改革开放、国家强

大、法治建设进步的红利，体会到安居乐业、社会和谐、国家和平发展的幸福感。这是考验我们在

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国家的治理能力，如何实现法治国家、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目标，

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光荣使命。调解制度的构建，实行调解路径的科学化、智能化、法治化，是我

们必须解决并大力地研究、建设和推行重要方法之一。

一、中国特色的调解工作
中国特色的调解工作，主要包括人民调解、法院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和社会调解。我国

的调解工作中，特别重要而且很有特色、很有研究价值的就是社会调解，其中‌包含村社调解、居委

会调解、楼宇管理调解、单位调解、律师调解。这些制度在中国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且在

解决民间纠纷和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这些调解制度在中国法律体系中各具特色，共

同形成了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有效地减少了诉讼压力，促进了社会和谐与稳定。

1.1 我国调解工作在社会治理中的现状

全国司法行政机关 2024 年调解矛盾纠纷 1843.7 万件，同比增长 7%；新收复议案件 75 万件，

同比增长 95%，办结 64 万件，90% 未进入诉讼程序。这充分印证了“枫桥经验”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

当前形成了以人民调解为基础，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行业调解相衔接的多元调解机制。北京市“接

姓       名：啸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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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法治建设中
纠纷调解路径与制度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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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即办”改革中，12345 热线与基层调解组织联动处置率达 82%，显示调解工作正向智能化、网格

化方向转型，AI 调解助手实现案情智能分析，区块链技术保障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效率，数据预警系

统提前识别矛盾风险点，在线调解平台突破时空限制，2023 年人民法院调解平台日均处理案件超 4.3

万件。

我国调解工作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呈现出多元化、专业化、规范化的发展趋势。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社会矛盾纠纷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特点，

调解工作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

1.1.1 调解机构与人员

目前，我国的调解机构主要包括人民调解委员会、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仲裁调解机构、法

院附设调解机构、社区调解组织、律师事务所调解委员会等。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共有人民

调解委员会 69.8 万个，人民调解员 307.8 万人，形成了覆盖城乡的调解网络。这些调解组织在基层

社会治理中发挥了“第一道防线”的作用，及时化解了大量矛盾纠纷。

1.1.2 调解纠纷的案件数量与类型

近年来，调解案件数量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以人民调解为例，每年调解的纠纷数量超过

千万件，涉及婚姻家庭、邻里关系、劳动争议、交通事故、医疗纠纷、物业纠纷等多个领域。其中，

婚姻家庭纠纷和邻里纠纷一直是人民调解的主要案件类型，占调解案件总数的较大比例。随着经济

社会的发展，一些新型纠纷如知识产权纠纷、金融纠纷、网络纠纷等也逐渐增多，对调解工作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调解工作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民事纠纷，还涵盖了劳动争议、医疗纠纷、交通事故纠

纷、物业纠纷等多个领域。例如，在医疗纠纷调解方面，各地纷纷成立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通过专业调解，有效缓解了医患矛盾。

1.1.3 调解方式与方法

传统的面对面调解仍然是主要形式，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线上调解逐渐兴起，电话调解、

网络调解、视频调解等新型调解方式也逐渐得到应用，大大提高了调解的效率和便捷性。许多地方

建立了在线调解平台，当事人可以通过网络进行调解申请、调解沟通、调解协议签订等，大大提高

了调解效率。据统计，线上调解的平均调解时长比线下调解缩短了 30%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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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调解工作的成效与不足

调解工作在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大量矛盾纠

纷通过调解得到了及时有效地解决，避免了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和升级，减少了诉讼案件的数量，节

约了司法资源。同时，调解工作也促进了当事人之间的沟通与理解，修复了受损的社会关系，增强

了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然而，调解工作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调解人员的专业素质参差不齐，

调解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程度有待提高，调解协议的履行和执行机制不够完善等，这些问题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调解工作的质量和效果。

1.2 法治建设中的调解工作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调解工作在法治建设中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各地法院积极探索调解与诉讼的衔接

机制，通过设立诉调对接中心、委派调解、委托调解等方式，引导当事人选择调解方式解决纠纷，

有效缓解了法院的办案压力。

1.2.1 社会效益

维护社会稳定。调解工作通过及时化解矛盾纠纷，避免了纠纷的进一步激化，减少了社会冲突

和不稳定因素。例如，在一些群体性纠纷和突发性事件中，调解人员及时介入，通过耐心细致的调

解工作，有效化解了矛盾，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保障了社会的正常秩序。

促进社会和谐。调解工作注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和权利保障，通过平等协商的方式解决纠纷，

使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同时，调解工作也有助于弥补法律的不足，对于一些法律

没有明确规定或者规定不够明确的纠纷，调解可以根据社会公德、公序良俗等进行处理，实现个案

的公平正义。

弘扬法治精神。调解工作在化解矛盾纠纷的过程中，向当事人普及法律法规知识，引导当事人

依法表达诉求、依法解决纠纷，增强了当事人的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促进了法治社会的建设。调

解人员在调解过程中，通过释法说理，使当事人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明白法律的底线和边界，

从而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依法办事。

1.2.2 经济效益

节约司法资源。调解工作可以有效减少诉讼案件的数量，降低法院的办案成本。据统计，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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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纠纷的成本仅为诉讼成本的 10% 左右。这不仅提高了司法机关的办案效率，还使司法机关能够

将更多的资源投入重大疑难案件的审理中，更好地发挥司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降低当事人成本。对于当事人来说，调解是一种成本较低的纠纷解决方式。与诉讼相比，调解

不需要缴纳高额的诉讼费用，也不需要当事人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举证、开庭等诉讼活动。

同时，调解工作还可以缩短纠纷解决的时间，减少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包括律师费、诉讼费、交通

费等，更好更快捷地保障了自己的合法权益。

促进经济发展。调解工作在化解经济纠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助于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

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例如，在企业之间的合同纠纷、劳动争议等经济纠纷中，通过调解及时解决矛盾，

使企业能够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避免了因纠纷而造成的停产、停工等损失，保障了企业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调解工作也有助于优化营商环境，增强投资者的信心，促进经济的繁

荣发展。

1.3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调解工作的价值与意义

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调解工作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3.1 体现人民主体地位

调解工作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体现了人民在法治建设中的主体地位。调解过程中，当

事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调解方式、调解机构和调解员，通过平等协商自主决定纠纷的解决方

式和结果。这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强调的人民民主、人民参与的理念相契合，使人民群众在调解

工作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增强了人民群众对法治建设的认同感和参与感。

1.3.2 丰富法治实践形式

调解工作作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司法审判相互补充、相互协调，丰富了

我国法治实践的内涵和形式，为当事人提供了多种选择，满足了不同当事人的需求。在一些适合调

解的纠纷中，调解能够充分发挥其优势，快速、高效地解决纠纷，为当事人提供了一种更加便捷、

灵活、高效的纠纷解决途径，完善了我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1.3.3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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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工作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它注重情理法的结合，体现了我国传统法

律文化中“和为贵”的理念，同时也吸收了现代法治理念中的公平、正义、效率等价值。在实践中

将这些传统文化理念与现代法治精神相结合，赋予了它们新的时代内涵，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注入

了文化活力。

1.3.4 推动法治社会建设

调解工作在法治建设中发挥着桥梁和纽带作用，它将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贯穿于调解工作的全

过程，通过调解工作向人民群众普及法律法规知识，引导人民群众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依法表达诉求、

依法解决纠纷，促进了法治社会的建设，使人民群众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感受到法治的力量和温暖，

增强了人民群众对法治的信仰和敬畏，推动了全社会形成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1.3.5 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调解工作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在基层社会中及时化解矛盾纠纷，在实践中

不断探索创新，形成了多种调解模式和工作机制，提高了调解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

提升了调解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借鉴。调解工作在

国家治理中发挥着预防矛盾纠纷、化解社会风险、促进社会和谐等重要作用，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的重要保障。

1.4 当前调解工作中的疑难问题

尽管调解工作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实践中也面临着一些疑难问题，这制

约了调解工作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并加以解决。

1.4.1 调解工作所面临的一些现实挑战‌

区域发展不均衡现象突出‌，东部沿海发达经济地区每万人拥有调解员 4.7 名，而西部地区总体

上仅有 2.1 名，个别地方更低，平均达不到 1 名，专业性调解组织在县域以下覆盖率不足 40%；调

解队伍专业化程度待提升‌，基层调解员本科以上学历占比不足 30%，心理学、社会学、法律知识等

专业培训年均不足 20 课时；社会认知方面也存在着误解，有 62% 受访者仍将调解等同于“和稀泥”，

企业选择调解解决商事纠纷的意愿还较低，仅有三分之一；调解‌制度衔接机制不通畅‌，调解协议司

法确认率低于 15%，导致权威性不足，进一步降低了调解的认可度；调解文书，调解结果因为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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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执行力，导致调解失去公信力，浪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可能增加了失去或者错过诉讼时效的

风险。

1.4.2 调解工作中的人力资源方面，有一些现实的困难问题

调解员整体年龄偏大，部分地区专职调解员占比不足 2%，存在精力不足、梯队断层现象；调解

员兼职比例过高‌，超80%调解员由村干部、网格员等兼任，身兼数职导致工作疲于应付，工作效率低下，

导致调解相对人对调解工作的信任减弱；专职调解员队伍的稳定性差‌：人员流动频繁，部分地区村

级调解员年更换率达 30% 以上，影响经验积累，使调解的专业度下降。70% 村级调解员未系统学习

法律知识，调解依赖传统经验，难以应对征地补偿、婚恋财产、家事继承等新型矛盾方面的纠纷需要。

1.4.3 调解工作整体的专业能力与规范性问题，还有较大的改善与提升的空间，主要表现在法律

素养不足等‌

经初步调查，约 70% 调解员未系统学习法律知识，调解依赖传统“情理、习俗、道德”，而非“法理、

规章、制度、政策”的规定，让人觉得是“和稀泥，息事宁人”，而缺乏结合客观公正的专业判断，

最终导致调解结论的公信力；调解的工作方式滞后‌：85% 以上调解仍采用口头协议，书面调解协议

占比不足 20%，且存在格式不规范、法律效力弱等问题；调解工作的培训机制比较缺失‌：仅有三分

之一的调解员接受过专业培训，培训内容也比较碎片化，缺乏系统性‌，持久化与规范化。

1.4.4 调解的保障机制不健全

调解的经费整体上严重短缺‌：60% 以上村级调解组织无专项经费，影响矛盾排查、宣传培训、

调查取证、程序严谨化等工作有效开展‌。调解员的待遇保障不足‌：村级调解员月均补贴不足，专职

调解员社保覆盖率低，经人社部初步调查，低于半数。

1.4.5 调解的制度性保障不足，强制力障碍不能得到有效解决

调解的结论，通常以调解协议的方式呈现，而调解协议的强制执行效力弱‌，主动履行调解协议

缺乏动力，毁约的风险有所上升，约 45% 调解协议需二次司法确认，导致约有三分之

一以上当事人，因为担心耽误时间，担心调解的强制执行力问题，放弃调解，而直接选择诉

讼‌。另外行业调解发展滞后‌，整体给人的感觉就是，不重要的事情去调解，而重要的纠纷和争议，譬如，

医疗、卫生、征地、拆迁、行政、继承等重点领域调解，其组织覆盖率不足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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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社会认知误解

首先是普通群众信任度低‌，人们在遇到纠纷时，三分之二的当事人都是本能地找政府解决，或

者去法院打官司，即首选信访或诉讼，仅有五分之一的人会考虑寻找人民调解，律师调解，社区调

解等方式，解决纠纷。另一方面，相关政府机构，司法单位等部门重视力度也不足‌：部分基层单位

将调解视为“软任务”，考核权重占比不足 5%。

以上这些问题的叠加效应，导致我国整体的调解组织，平均每年化解纠纷量持续下降，与当前

矛盾纠纷多元化趋势形成了比较突出的矛盾‌。

二、调解工作在新时代法治建设中的任务
2.1 减少司法成本与提高效率

调解工作在减少司法成本与提高解决争议效率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首先，司法诉讼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投入，而调解工作则相对简便快捷。据统计，调

解一件纠纷的成本仅为诉讼成本的 10% 左右，且调解的平均时长比诉讼缩短了 70% 左右，有效缓

解了法院的办案压力，节省了大量的司法资源。

其次，调解工作能够快速解决纠纷，使当事人能够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和生产经营活动。线上

调解的平均调解时长，比线下调解缩短了 30% 左右，大大提高了调解效率。在一些企业之间的合同

纠纷中，通过调解，双方能够达成和解，继续履行合同，避免了因诉讼导致的合同解除、企业停产

等损失，提高了经济效率。

2.2 建立和谐社会，提倡友爱，增进人民团结

调解工作在建立和谐社会与增进人民团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及时化解矛盾纠纷，避免

了纠纷的进一步激化，减少了社会冲突和不稳定因素。例如，在一些邻里纠纷、家庭纠纷中，通过

调解员的耐心劝解，当事人能够达成和解，继续保持良好的邻里关系和家庭关系，促进了社会的和

谐稳定。

此外，调解工作注重情理法的结合，在调解过程中，调解员通过释法说理、劝解引导等方式，

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的建设，增进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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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之间的团结和友爱。

2.3 促进家庭和睦，发扬优良传统文化，走进文明富足的新时代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和睦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调解工作在处理家庭纠纷时，注重

维护家庭关系，通过调解员的耐心劝解和情感疏导，使家庭成员能够相互理解、相互包容，化解矛盾，

促进家庭和睦。例如，在一些离婚纠纷、赡养纠纷中，通过调解，夫妻双方能够和好如初，子女能

够更好地履行赡养义务。

2.4 减少恶性案件与避免矛盾激化

调解工作通过及时介入矛盾纠纷，避免了纠纷的进一步激化，减少了因矛盾激化导致的恶性案

件的发生。例如，在一些邻里纠纷、劳动纠纷中，通过调解员的及时调解，当事人能够达成和解，

避免了矛盾的进一步升级，减少了恶性案件的发生。在一些群体性纠纷中，调解工作能够及时化解

矛盾，避免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2.5 维护社会安全与国家长治久安

调解工作通过及时化解矛盾纠纷，大大减少了社会不稳定因素，维护了社会的安全和稳定。例如，

在一些征地拆迁纠纷、环境污染纠纷中，通过调解员的耐心调解，当事人能够达成和解，避免了因

纠纷导致的社会不稳定。同时，调解工作也有助于提高公民的法治意识和法律素养，使公民在调解

过程中学习法律知识、增强法治观念，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促进国家长

治久安。

三、如何构建社会主义法治下的调解体系
3.1 人民调解

人民调解是我国调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广泛的适用范围。目前，全

国共有人民调解委员会 69.8 万个，人民调解员 307.8 万人，人民调解委员会遍布城乡。这些调解员

大多来自基层群众，熟悉当地情况，能够及时发现和化解矛盾纠纷。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为人民调解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和

制度保障。近年来，人民调解化解了大量的民间纠纷，调解成功率保持在 60% 以上，为维护基层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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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人民调解主要涉及民间纠纷，如邻里纠纷、家庭纠纷、婚姻纠纷等。其优势在于能够充分发挥

群众自治的作用，通过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方式解决纠纷，避免了诉讼的繁琐程序和对抗性，维

护了当事人之间的和谐关系。

3.2 民间调解

民间调解是指由民间组织或个人主持进行的调解活动，具有灵活性和多样性。其调解主体包括

乡贤、族长、社区志愿者等，他们凭借自身的威望、经验和智慧，通过协商、劝解等方式解决纠纷，

调解形式灵活多样，可以是面对面沟通，也可以电话、网络等方式协商。

民间调解主要适用于一些轻微的民事纠纷和邻里矛盾。其特点是注重情理的运用，强调当事人

的自愿和自治，调解过程相对轻松，能够更好地体现当事人的意愿和利益。民间调解在化解基层矛

盾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缺乏统一的规范和监督，调解质量和效果参差不齐。部分民间调解

缺乏法律依据，调解协议的履行和执行也存在困难。

3.3 国家治理中的调解

国家治理中的调解是指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由政府相关部门或组织主持进行的调解活动，具有

权威性和规范性。调解主体包括政府部门、行业协会、仲裁机构等，调解涉及的范围较广，包括劳

动争议、医疗纠纷、环境纠纷等。其优势在于能够借助国家的公信力和资源，在调解过程中发挥着

协调、指导和监督的作用，确保调解活动的合法性和公正性，提高调解的权威性和执行力，促进纠

纷的快速解决。这些调解机制在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调解成功率逐

年提高。

3.4 司法机关的调解

司法机关的调解是指在司法诉讼过程中，由法院或法官主持进行的调解活动，具有法律效力和

强制执行力。调解主体主要是法官，调解程序贯穿于诉讼的全过程，包括立案前的诉前调解、审理

中的庭前调解和庭中调解等，适用于各类民事纠纷和部分刑事附带民事纠纷。其优势在于能够充分

发挥法律的专业性和权威性，通过释法说理，促使当事人达成和解，同时调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

能够得到法院的强制执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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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司法机关的调解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调解结案率逐年提高。然而，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如调解与审判的关系协调，调解员的专业素质有待提升等。

3.5 社会力量下的调解

社会力量下的调解是指由社会组织、行业协会、志愿者团体、律师调解等社会力量主持进行的

调解活动，具有专业性和公益性。其主体包括各类社会组织、行业协会、律师事务所、志愿者团体等，

主要涉及一些专业性强的纠纷，如知识产权纠纷、金融纠纷等。其特点是这些主体具有丰富的专业

知识和人力资源，注重调解的专业性，能够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专业优势，提高调解的质量和效率，

调解成功率较高。随着社会力量的不断壮大和社会组织的日益成熟，在我国调解体系中发挥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

3.6 律师调解

律师调解是指由律师作为调解员主持进行的调解活动，其参与主体是律师，具有扎实的法律专

业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够为当事人提供专业的法律意见和调解方案，适用于各类民事纠纷和

商事纠纷。其特点是注重法律的适用和当事人的权益保护，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中立性，调解过程

严格遵循法律规定，调解协议具有较高的法律效力。

目前我国律师调解还处于发展阶段，随着律师调解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律师调解员队伍的不断壮

大，律师调解将在我国调解体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当事人提供更加专业、高效的调解服务。

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调解工作的程序化问题
4.1 调解工作的特点与原则

调解工作作为一种重要的纠纷解决方式，具有自身独特的特点与原则，这些特点与原则是调解

工作顺利开展的基础。

4.1.1 争议的产生与调解程序的选择

调解工作可以在纠纷的初期阶段及时介入，通过沟通和协商的方式，化解双方当事人的矛盾，

防止纠纷的进一步扩大和升级。在许多情况下，纠纷的产生往往是因为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沟通不畅

或者误解所导致的。调解人员通过及时的介入和有效的沟通，可以帮助双方当事人澄清事实，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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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解，从而避免纠纷的进一步恶化。例如，在一些社区纠纷中，调解人员及时了解到纠纷的苗头后，

主动介入，通过与当事人的沟通，化解了双方的矛盾，避免了纠纷的进一步升级。此外，调解工作

还可以通过宣传法律法规和调解知识，提高当事人的法律意识和纠纷解决能力，从源头上预防纠纷

的发生。

调解工作不受严格的诉讼程序限制，可以根据不同纠纷的特点和当事人的需求，灵活选择调解

的时间、地点和方式。例如，在一些偏远地区或当事人行动不便的情况下，调解员可以采取上门调

解或通过网络视频调解的方式，方便当事人参与调解，提高调解效率。与诉讼程序相比，调解工作

通常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纠纷。

4.1.2 自愿为前提，诚信为基础

自愿原则是调解工作的基石，贯穿于调解工作的始终。其中包括启动自愿，过程自愿，结果自愿。

首先，调解工作必须建立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当事人有权自主决定是否选择调解方式解决

纠纷、选择哪个调解机构或调解员进行调解以及是否接受调解协议，没有任何外部力量可以强制当

事人参与调解。这种自愿性体现了当事人对自己权利的处分权，当事人有权自主决定是否通过调解

这种方式来解决争议，也只有当事人自愿参与调解，才能保证调解过程的顺利进行和调解结果的有

效性。

其次，调解过程中，当事人有权随时决定是否继续参与调解。调解人员不能强迫当事人接受任

何调解方案，当事人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随时终止调解程序。这种过程中的自愿性能够确保当事人

始终处于主动地位，不会因为外部压力而违背自己的意愿做出决定。如果当事人认为调解方案不符

合自己的利益，或者调解过程存在不公正的情况，他们有权选择退出调解程序。

再次，调解协议的达成必须基于当事人的自愿协商。调解人员不能强制当事人达成协议，协议

的内容必须是双方当事人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自愿达成的。这种结果的自愿性能够确保调解协议具

有更高的履行自觉性和稳定性。调解协议的履行不是因为外部强制力，而是因为当事人自愿履行，

这使得调解结果更具公信力。

4.1.3 解释与说服

调解工作强调当事人之间的协商与合作，而不是对抗与竞争。调解员需要通过耐心劝解、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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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理等方式，引导当事人换位思考，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避免了诉讼中当事人之间的激

烈对抗。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调解员应当公正、平等地对待双方当事人，

不得偏袒任何一方，在调解过程中应当充分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和诉求，给予双方当事人平等的

发言机会和协商权利，确保调解过程的公平公正。

4.1.4 调解程序启动的基本要素——权利义务中的意思自治

调解程序的启动以当事人的同意与选择为首要前提，这亦是调解工作自愿性原则的直接体现。

当事人对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权必须得到充分尊重，只有当事人明确表示愿意通过调解来解决争议，

调解程序才能合法且有效地启动。在实际操作中，当事人可以通过书面申请或口头申请并随后以书

面形式确认的方式表达参与调解的意愿。同时，调解机构有责任向当事人详细解释调解的程序、可

能的结果，以及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的比较优势，帮助当事人做出明智的选择。

4.1.5 调解争议的范围

明确争议的性质与范围是调解程序顺利启动的关键环节。调解人员需要对纠纷的事实和法律关

系进行初步审查，确定纠纷是否属于可调解的范围。一般来说，民事纠纷、轻微刑事案件中的附带

民事部分以及一些行政争议等都可以通过调解来解决。在界定争议范围时，要明确纠纷涉及的具体

事项、争议金额、相关当事人等要素。准确界定争议范围有助于调解人员有针对性地开展调解工作，

避免调解过程中出现不必要的分歧和拖延。据相关研究显示，在调解程序启动阶段，准确界定争议

范围的案件，调解成功率比未明确界定的案件高出约 25%，这充分说明了这一环节的重要性。

4.1.6 申明、承诺书的签订

调解协议一旦达成，应以书面形式固定下来，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确认。书面协议具有明确的

证据效力，能够为协议的履行提供保障。在签字过程中，调解人员应确保当事人在完全自愿且清楚

协议内容的情况下签字。同时，调解机构应在协议上加盖公章，以证明协议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据

统计，经过书面确认且双方当事人签字的调解协议，履行率可达 90% 以上。

4.1.7 履行与执行调解文书的客观能力与诚信

首先，调解过程中的沟通与协商是调解工作的核心环节，其有效性直接关系到调解后续执行的

成功与否。此外，确保信息的共享与透明度也是调解文书顺利执行的重要保障。调解人员应促使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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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当事人充分披露与纠纷相关的信息，通过分析双方的经济状况和利益诉求，提出一个既能保障权

利人利益，又能考虑义务人实际能力的调解方案，从而实现双方利益的平衡，避免因信息不对称而

导致的误解和不信，导致调解文书无法执行。

其次，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是保障调解协议履行的重要手段。调解机构应定期回访当事人，了

解协议履行情况，及时发现并解决履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例如，调解机构可以在协议履行期限内，

每两周或每月进行一次电话回访，询问当事人协议履行的进展和存在的困难。对于不履行或拖延履

行协议的当事人，调解机构应采取相应的措施，如发出警告通知、组织再次调解等，督促当事人履

行义务。在必要时，调解机构可以协助当事人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以保障调解结果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再次，调解结果的反馈与总结对于提高调解文书执行率具有重要意义。调解机构应将调解结果

及时反馈给相关部门和人员，为调解工作的改进提供参考。同时，调解人员应对调解过程和结果进

行总结，分析调解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不足之处，不断优化调解程序和方法。

4.1.8 调解人的正式确认

4.1.8.1 调解人确认的法律依据

调解人正式确认在法律框架内有着明确的依据，以确保调解工作的合法性和规范性。

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明确规定，调解人须具备相应的资质和能力，且其确认需

遵循法定程序。例如，调解人需经过专业培训并通过考核，方可获得调解资质证书，这一规定为调

解人确认提供了基本的法律遵循。

在国际层面，《新加坡调解公约》（全称《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等

国际法律文件也为调解人确认提供了参考。这些公约强调调解人的中立性、专业性和公正性，要求

调解人需经过严格的资质审核和背景调查，以确保调解结果的国际认可度和执行力。

4.1.8.2 调解人确认的程序要求

调解人需提交个人简历、专业背景、培训经历等材料，由专门的审核机构进行资质审核。审核

内容包括调解人的法律知识、调解技巧、职业道德等方面。据统计，资质审核的通过率仅为 30%，

这一严格的比例确保了调解人具备较高的专业素养。

除了资质审核，还需对调解人进行背景调查，包括其是否有违法犯罪记录、是否存在利益冲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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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调查的目的是确保调解人的中立性和公正性，避免因个人背景问题影响调解结果。背景调查通

常由专业的调查机构完成，调查结果将直接影响调解人的确认。审核通过的调解人名单需进行公示，

公示期一般为 7 天。在公示期内，任何单位或个人均可提出异议。据统计，公示期内收到的异议比

例约为 5%，这些异议将由专门的复核机构进行核实，确保调解人确认的公正性。

4.1.8.3 调解人确认的意义

通过严格的确认程序，确保调解人具备专业的调解能力和丰富的经验，能够高效、公正地处理

调解案件。数据显示，经过正式确认的调解人处理的案件，调解成功率高达 80%，显著高于未经确

认的调解人。

调解人正式确认能够增强调解工作的公信力，使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调解结果更加信任。在一

些复杂的民事纠纷中，当事人更愿意选择经过正式确认的调解人进行调解，这有助于提高调解工作

的社会认可度和影响力。

4.2 调解程序的启动

4.2.1 当事人申请启动

当事人申请是调解程序启动的重要方式之一，这种方式充分体现了当事人的自主意愿和对调解

方式的认可。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均有权提出调解申请。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在发生纠纷后，都

可以基于自身利益和解决纠纷的需求，主动选择调解这一途径。当事人可以通过书面形式向调解机

构提交调解申请书，申请书需明确纠纷的事实、请求事项及理由等。据统计，超过 80% 的当事人选

择书面申请，这种方式便于记录和存档，也更具有正式性。同时，部分地区也接受口头申请，但需

由调解机构进行记录并经当事人确认，以确保申请内容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当事人申请启动调解程序后，调解机构会在收到申请后的 5 个工作日内进行初步审查，并通知

符合条件的当事人进入调解程序。这种方式能够快速响应当事人的需求，及时启动调解工作，提高

纠纷解决的效率。数据显示，通过当事人申请启动的调解程序，从申请到正式开始调解的平均时间

为 10 天左右，相较于诉讼程序，大大缩短了解决纠纷的时间周期。

4.2.2 法院依职权启动

法院依职权启动调解程序是司法实践中的一种重要补充方式。法院在受理案件后，经审查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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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具有调解可能性的，可以依职权启动调解程序。据统计，法院依职权启动调解程序的案件中，

婚姻家庭纠纷占比高达 60%，小额债务纠纷占比约为 20%。

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过程中，可以根据案件的

具体情况，主动引导当事人进行调解。法院在决定依职权启动调解程序后，会向当事人送达调解通

知书，告知当事人调解的时间、地点、调解人员等信息。同时，法院会指定具有调解经验的法官或

调解员负责调解工作。在调解过程中，法院会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如果当事人不同意调解，法

院将依法继续审理案件。数据显示，法院依职权启动调解程序后，当事人同意参与调解的比例约为

70%，调解成功率约为 50%，这一数据表明法院依职权启动调解程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化解纠纷。

4.2.3 其他机构推荐启动

其他机构推荐启动调解程序是一种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通过社会力量的参与，拓宽了调

解程序的启动渠道，有助于提高调解工作的社会认可度和覆盖面。推荐主体可以包括行政机关、行

业协会、社区组织等。据统计，行政机关推荐启动调解程序的案件中，消费者权益纠纷占比约为

40%，劳动纠纷占比约为 30%；行业协会推荐的案件主要集中在特定行业内部的商业纠纷，如建筑

行业、金融行业等。

推荐机构在发现纠纷后，经初步了解和评估，认为调解是解决纠纷的有效方式时，可以向当事

人提出调解建议，并征得当事人同意后，向调解机构提交推荐函。调解机构收到推荐函后，会在 3

个工作日内与当事人取得联系，确认当事人的调解意愿，并安排调解人员和时间。数据显示，通过

其他机构推荐启动的调解程序，当事人对调解机构的信任度较高，调解成功率约为 60%，这一数据

表明其他机构的推荐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强当事人对调解工作的信心。

4.3 调解工作中的主体

4.3.1 当事人

当事人作为调解工作的核心主体，其权利与义务的明确界定是确保调解工作顺利进行和公正合

理解决纠纷的关键。

首先，应当确保当事人有权自主选择调解机构和调解人。数据显示，在有选择权的情况下，当

事人对调解结果的满意度高达 85%，这表明当事人对调解过程的参与感和自主性对其接受调解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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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要影响。其次，应当保证当事人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诉求，调解人需为当事人提供平等的发

言机会，确保双方当事人的观点都能得到充分阐述。此外，当事人还有权要求调解过程保密，保护

自己的隐私和商业秘密，据统计，涉及商业秘密和隐私保护的调解案件中，当事人对保密措施的满

意度达到 90%。

当然，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也需履行相应的义务，比如，如实陈述纠纷的事实，不得隐瞒或虚

构关键信息；遵守调解程序和规则，尊重调解人的权威，不得无故干扰调解进程；达成调解协议后，

有义务按照协议内容履行自己的义务。调解协议的履行率是衡量调解效果的重要指标，数据显示，

经过正式调解程序达成的调解协议，履行率约为 80%。

4.3.2 调解人

调解人在调解工作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是纠纷双方的沟通桥梁，其主要角色是中立的第

三方，其职责的履行直接关系到调解工作的质量和效果。

同时，调解人也是专业的调解专家，凭借其专业知识和调解技巧，帮助当事人分析纠纷的焦点

和解决途径。其职责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调解人需组织调解会议，确保调解过程有序进

行。调解人需提前了解纠纷的基本情况，制定合理的调解方案，并在调解过程中灵活调整方案以适

应实际情况。其次，调解人需引导当事人进行有效沟通，缓解双方的对立情绪，促进双方达成共识。

数据显示，调解人在调解过程中通过有效的沟通技巧，能够将当事人的对立情绪降低 60% 以上，显

著提高调解的成功率。此外，调解人还需对调解协议进行审核，确保协议内容合法、公平、合理，

符合双方当事人的意愿。

4.3.3 第三方

第三方参与调解工作在某些情况下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但也需满足一定的条件以确保其参与的

合理性和有效性。首先，第三方需与纠纷双方无利益冲突，以保证其参与的公正性。例如，在涉及

商业竞争的纠纷中，第三方需与双方企业无业务往来或合作关系。其次，第三方须具备相关的专业

知识或经验，能够为调解工作提供有价值的帮助。例如，在技术纠纷中，第三方须具备相应的技术

背景。最后，第三方的参与需经双方当事人同意，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同意第三方参与，调解人不得

强制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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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参与调解能够发挥多方面的作用。首先，第三方可以提供专业的意见和建议，帮助调解

人和当事人更好地理解纠纷的复杂性和解决途径。例如，在知识产权纠纷中，第三方专家可以对技

术侵权问题进行详细分析，为调解提供技术支持。其次，第三方可以作为见证人，增强调解过程的

透明度和公信力。数据显示，有第三方参与的调解案件，当事人对调解结果的信任度提高 20%。最后，

第三方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协助调解人进行沟通协调，缓解当事人的对立情绪，促进调解工作的顺利

进行。

4.4 调解中的事实调查与证据认定

事实调查是调解工作的重要环节，其目的是全面、客观地了解纠纷的事实真相，为调解提供准

确的依据。

调解人通常采用多种方法进行事实调查，首先就是询问当事人。据统计，当事人陈述在事实调

查中的占比约为 60%，是获取事实信息的主要途径。其次，调解人还可以进行实地调查，查看纠纷

现场或相关证据，如在相邻关系纠纷中，实地查看房屋漏水情况等。此外，调解人还可以向第三方调查，

如向证人、相关机构等了解情况，第三方证言在事实调查中的占比约为 20%。事实调查步骤一般包

括制定调查计划、实施调查、整理调查结果。在制定调查计划时，调解人需根据纠纷的性质和复杂

程度，确定调查的重点和方法。实施调查时，调解人需按照计划进行，确保调查的全面性和客观性。

调查结束后，调解人需对调查结果进行整理和分析，形成事实调查报告，为调解提供参考。

证据方面，当事人需收集与纠纷相关的证据，如合同、发票、照片、录音等。调解人也可以根据需要，

主动收集证据，如向相关单位调取档案资料等。证据的收集需遵循合法性原则，不得侵犯他人合法

权益。据统计，当事人自行收集的证据在调解案件中的占比约为 70%，调解人收集的证据占比约为

30%。当事人提交证据时，需提供证据原件或经核实无误的复印件，并对证据进行说明，包括证据

的来源、证明内容等。调解人对证据进行审查，对不符合要求的证据，要求当事人补充或重新提交。

证据的认定需符合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三个标准。证据认定的程序一般包括当事人质证、调解

人审查和认定。当事人对对方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发表意见。调解人对证据进行审查，结合当事

人的质证意见，对证据进行认定。对于有争议的证据，调解人需进行进一步调查核实。

4.5 调解中的核心程序和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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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调解原则的贯彻与平衡

自愿原则。调解的核心是当事人的自愿参与。数据显示，在完全自愿参与的调解案件中，调解

成功率高达 85%，而存在强迫或不情愿参与的情况时，成功率则大幅下降至 30% 左右。调解人需在

调解过程中时刻关注当事人的意愿，确保其自主决定是否继续调解以及调解的具体内容。

公正原则。调解人需保持中立，公正对待双方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调解人需确保双方当事

人有平等的发言机会，对双方的诉求和证据进行客观分析。据统计，当事人对调解公正性的满意度

达到 80% 时，调解协议的履行率也相应提高至 85%。调解人需避免任何可能引起偏袒的言行，确保

调解结果公平合理。

合法原则。调解过程和结果需符合法律规定。调解人需在法律框架内引导当事人协商，确保

调解协议的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例如，在涉及知识产权纠纷的调解中，调解人需确保调解结果不

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数据显示，合法原则的严格贯彻使得调解协议在司法确认中的通过率高达

90%，为调解结果的执行力提供了有力保障。

4.5.2 当事人意愿与调解目标的协调

调解目标的实现需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在调解初期通过有效沟通，明确双方当事人的核心

诉求和期望。通过询问、倾听和分析，根据法律规定和实际情况，向当事人解释可能的法律后果和

调解的优势，帮助当事人理性看待纠纷解决的结果，引导当事人达成合理的调解结果。

4.5.3 调解过程中的沟通技巧与策略

调解人需耐心倾听当事人的陈述，理解其情感和诉求，建立信任关系，使当事人更愿意接受调

解建议，引导当事人理性表达诉求，避免情绪化的争吵。通过疏导当事人的情绪，调解人能够缓解

对立氛围，促进双方冷静思考，理性表达诉求，避免了情绪升级，最终达成调解协议。实践中，当

双方当事人意见分歧较大时，调解人可采用分阶段调解的策略，先解决主要矛盾，再逐步解决次要

矛盾。

4.6 调解文书的认证与司法承认

4.6.1 调解文书的格式与内容要求

调解文书通常包括调解协议书、调解笔录等。调解协议书需明确双方当事人的基本信息、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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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调解结果、履行方式和期限等，内容须真实、合法、完整。调解笔录则需详细记录调解过程

中的各方陈述、调解人的意见以及调解达成的共识等，如实反映调解过程和结果。格式规范的调解

文书在司法确认中的通过率较高，而格式和内容不规范的文书则可能因不符合要求而被退回或不予

确认。

4.6.2 司法确认的程序与条件

当事人或调解机构可在调解协议达成后，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申请时需提交

调解协议书、调解笔录、当事人的身份证明等相关材料。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法院应在收到申请后

的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并作出是否确认的决定。

法院对调解文书的审查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条件展开：首先，调解协议需符合自愿原则，即双方

当事人需在完全自愿的情况下达成调解协议。其次，调解协议需符合合法原则，内容不得违反法律

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最后，调解协议需符合明

确性原则，协议内容需具体、明确，具有可执行性。

经审查符合要求的调解文书，法院将依法作出确认裁定。确认裁定书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需

按照裁定书的内容履行义务。如果当事人拒绝履行或未按期履行，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

4.6.3 司法确认的效力与意义

经司法确认的调解文书具有与法院判决同等的法律效力。一旦调解文书被确认，当事人不得再

就同一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除非有法定事由。同时，调解文书的确认裁定书具有强制执行力，当

事人可以依据裁定书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司法确认能够增强调解工作的公信力，使当事人对调解结

果更加信任。通过司法确认，调解文书获得了法律的保障，当事人不用担心对方不履行调解协议，

从而提高了调解工作的社会认可度。同时，司法确认也有助于节约司法资源，避免因调解协议未履

行而引发的诉讼，减轻法院的审判压力。例如，在一些社区调解机构中，经过司法确认的调解文书

得到了当事人的广泛认可，调解工作的开展更加顺利。

4.7 调解文书的法律效力与强制执行力

4.7.1 调解文书的法律效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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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文书一旦生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明确的法律约束力。当事人需按照调解文书所确定的义

务履行，如在经济纠纷调解中，调解文书明确了债务人的还款金额和期限，债务人必须依此履行，

否则将面临法律后果。经司法确认的调解文书具有与法院判决同等的法律效力，当事人不得就同一

纠纷再向法院提起诉讼，除非有法定事由。这有助于减少重复诉讼，节约司法资源。

调解文书的法律效力还体现在其对社会秩序的维护上。通过调解解决纠纷，并以具有法律效力

的文书形式固定调解结果，能够及时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在社区调解中，调解文

书的法律效力使邻里纠纷、家庭纠纷等得到妥善解决，避免了矛盾的进一步升级，促进了社区的和

谐氛围。

4.7.2 强制执行力的实现条件与程序

强制执行力是调解文书法律效力的重要保障，其实现需满足一定的条件并遵循严格的程序：首先，

调解文书需经过司法确认，且确认裁定书已生效。其次，当事人未按照调解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履行，

且经催告后仍未履行，当事人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时，需提交调解文书、

司法确认裁定书、当事人的身份证明等相关材料。法院在收到申请后，会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审查，

并决定是否立案执行。例如，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法院应在收到强制执行申请后的 7 个工作日内决

定是否立案。

法院立案后，将依法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执行措施包括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的财产，强

制划拨存款，拍卖、变卖被执行人的财产等。执行过程中，法院会根据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和履行能力，

合理安排执行措施。

4.7.3 强制执行的救济与监督

当事人对强制执行行为不服的，可向执行法院提出异议申请，执行法院在收到异议申请后的 15

日内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定。此外，法院内部需建立严格的监督机制，确保强制执行行为的合法性

与公正性。同时，检察机关对法院的强制执行工作也具有监督职能，可对执行过程中的违法行为进

行监督和纠正。并且，社会公众和媒体也可对强制执行工作进行监督，促进执行工作的透明化和规

范化。

4.8 调解文书的争议解决与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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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 争议产生的原因与类型

争议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首先，当事人对调解文书内容的理解不一致是常见原因之一。例如，

在一些涉及复杂经济条款的调解协议中，当事人可能对赔偿金额的计算方式、履行期限等条款存在

不同理解，从而引发争议。其次，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可能存在隐瞒真实情况或提供虚假信息的行

为，导致调解文书的基础事实发生变化，进而产生争议。此外，外部环境的变化也可能导致争议产生，

如法律法规的调整、市场环境的大幅波动等，这些因素可能使调解文书的履行变得困难或不公平。

根据争议的性质和内容，可以将调解文书的争议分为以下几种类型：1、事实争议：主要涉及调

解文书中所依据的事实是否真实、准确。例如，当事人对纠纷发生的时间、地点、行为等事实要素

存在异议；2、法律争议：主要涉及调解文书的内容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是否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强制

性规定的情形。例如，调解协议中的某些条款可能因违反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而引发争议；3、履行争

议：主要涉及当事人对调解文书所确定的履行义务的理解和执行存在分歧。例如，当事人对履行方式、

履行期限、履行地点等条款产生争议；4、程序争议：主要涉及调解过程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是否存

在程序瑕疵。例如，调解人是否具备合法资质、调解过程是否充分保障当事人的权利等。不同类型

争议的解决方法和途径也有所不同，因此准确识别争议类型是解决争议的基础。

4.8.2 争议解决的途径与方法

协商是解决调解文书争议的首要途径，也是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方式。当事人在发现争议后，

可以首先通过自行协商的方式，重新审视调解文书的内容，就争议问题进行沟通和协商，寻求双方

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据统计，约有 60% 的调解文书争议可以通过协商解决。协商过程中，双方当

事人应保持理性、客观的态度，充分考虑对方的利益和诉求，以达成新的共识。

其次，调解机构介入。若当事人自行协商无法解决争议，可以请求原调解机构介入。调解机构

凭借其专业知识和调解经验，能够对争议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协助当事人重新进行调解。调解机

构介入后，需重新审查调解文书的内容和调解过程，核实争议的事实和依据，然后组织当事人进行

调解。在调解过程中，调解机构应充分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引导当事人理性看待争议问题，寻

找合理的解决方案。

再次，对于一些具有仲裁条款的调解文书争议，当事人可以选择通过仲裁的方式解决。仲裁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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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专业性、独立性和高效性的特点，能够为当事人提供公正、权威的裁决。当事人需根据仲裁条款

的约定，向相应的仲裁机构提交仲裁申请。仲裁机构受理后，将按照仲裁程序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决。

仲裁裁决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需按照裁决结果履行义务。据统计，通过仲裁解决的调解文书争议

案件中，裁决结果的履行率约为 80%。

最后，如果上述途径都无法解决调解文书的争议，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是解

决争议的最终途径，法院将对调解文书的合法性、真实性和有效性进行全面审查，并依法作出判决。

诉讼程序相对复杂，耗时较长，但能够为当事人提供充分的法律保障。

4.8.3 撤销调解文书的条件与程序

在特定情况下，调解文书可能被撤销，明确撤销的条件与程序对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维

护调解工作的严肃性具有重要意义。

调解文书的撤销需满足严格的条件。首先，调解文书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导致当事人在违

背真实意愿的情况下达成调解协议。其次，调解文书的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损

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

五、调解工作中的保障机制
5.1 物质保障的落实与完善

首先，调解机构需配备专门的调解场所，场所应具备良好的隔音效果，为当事人提供一个安静、

舒适的沟通环境。同时，调解场所需配备必要的办公设施，如桌椅、电脑、打印机等，以满足调解

工作的基本需求。据统计，具备完善调解场所和设施的调解机构，调解工作的效率和成功率均高于

缺乏这些条件的机构。

其次，调解人员的培训、调解设备的购置与维护、调解案件的补贴等经费支持。政府拨款是调

解经费的主要来源之一，政府通过财政预算安排专项资金，用于支持调解工作的开展。社会捐赠也

为调解工作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一些企业和个人出于社会责任感，向调解机构捐赠资金或物资。

调解服务收费则是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根据调解案件的复杂程度和工作量收取一定的费用，用

于弥补调解工作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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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随着科技的发展，调解工作也越来越依赖于技术设备和信息化建设。利用信息化平台，

调解机构可以实现调解案件的在线受理、在线调解、在线签署调解协议等功能，提高调解工作的效

率和便捷性，使当事人无需到现场即可参与调解，大大缩短了调解时间，提高了调解的可及性。

5.2 人才培养的模式与途径

人才培养的内容应涵盖法律知识、调解技巧、心理学知识、沟通能力等多个方面。培训方式可

以包括集中授课、案例分析、模拟调解等多种形式，以增强培训效果。据统计，经过系统专业培训

的调解人员，调解成功率比未接受培训的人员高出 20% 左右。

除了专业培训，实践经验的积累也是调解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调解人员可通过参与实际调解

案件，不断积累经验，提高调解能力。调解机构可以安排新入职的调解人员与经验丰富的调解人员

共同参与调解工作，通过“传帮带”的方式，帮助新调解人员快速成长。同时，调解机构还可以建

立案例库，收集和整理各类调解案例，供调解人员学习和参考，以便在遇到类似纠纷时能够迅速找

到合适的解决方案。

此外，建立合理的人才激励机制能够激发调解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励机制包括物质

激励和精神激励。物质激励可以是根据调解案件的数量和质量给予调解人员相应的报酬或奖金；精

神激励可以是对调解人员进行表彰和奖励，如颁发荣誉证书、授予荣誉称号等。通过激励机制，能

够吸引和留住优秀的调解人才，为调解工作提供稳定的人才支持。

5.3 调解机构的设置与管理

调解机构的设置应遵循合理布局、方便群众的原则。根据地域范围、人口密度、纠纷数量等因素，

合理规划调解机构的数量和分布。同时，调解机构的设置还应考虑专业分工，针对不同类型的纠纷，

设立专门的调解机构或调解团队，如劳动纠纷调解机构、婚姻家庭纠纷调解机构等，以提高调解工

作的专业性和针对性。

并且，调解机构需建立健全内部管理机制，包括调解人员的管理、调解案件的管理、调解质量

的评估等。在调解人员管理方面，调解机构应制定严格的管理制度，明确调解人员的职责和权利，

规范调解人员的行为。在调解案件管理方面，调解机构应建立案件登记、受理、调解、结案等全流

程的管理制度，确保调解工作的规范性和可追溯性。在调解质量评估方面，调解机构可通过定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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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案件进行回访、评估调解协议的履行情况等方式，对调解质量进行监督和评估，及时发现和解

决调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不断提高调解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调解机构还需接受外部监督，与相关部门和社会组织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外部监督可以来自

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社会公众等。司法机关可以通过对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等方式，对调解工作

进行监督和指导；行政机关可以对调解机构的工作进行检查和评估，确保调解机构依法依规开展工作。

同时，调解机构应与社会组织、行业协会等建立合作关系，共同推动调解工作的发展。通过外部监

督与合作，提高调解工作的公信力和社会认可度。

结语
在新时代和平发展的今天，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难免会发生许多争议与分歧，在商业纠纷中，

在家庭生活里，中立第三方可能会兼具调解者与仲裁者两种身份，可能会导致非常复杂的矛盾，因

而遭遇纠纷。纠纷的对手在我们看来都是不可理喻的，使我们很难保持理智，明智决策？与其愤怒，

痛苦，崩溃，不妨试着心平气和地协商解决。调解虽不是最强势的方法，但它的力量却最坚定，并

不意味着必须放弃自己的权益，而是一种更有效地解决问题的途径。打官司貌似直接简单，但需要

看法律、证据等硬性材料，且时间拖延很久。而调解时会考虑人性等软性材料，更有温度、更适宜

于人类文明的选择。调解过程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我们采取的行动会影响到对方采取的行动，

反之亦然。这种模式极为复杂，经济学家将这称为“战略互依”，总是既关涉实际问题，又关涉人

际关系。要建立共识而不需完全一致，但要求每个人的观点都得到认真对待，使调解方案、调解协议、

调解文书兼顾纠纷双方的利益。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里，调解应

该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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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我国法治化进程中，诉讼中心主义曾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而有着深厚历史底蕴的调解制度一

度被忽视。但近年来，随着大众法律意识增强，法院诉讼案件激增，律师调解制度的重要作用日益

凸显。在我国法治建设不断推进的进程中，律师调解制度作为一种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

部分，正逐渐展现出其独特的价值与潜力。目前，我国律师调解制度主要形成了行政主导调解模式、

法院主导调解模式和律师主导型调解模式三种路径，每种模式都有其特点、优势与不足。律师在从

传统代理业务向调解业务转换过程中，面临着角色冲突、技能不足、动力不足等问题。因此，深入

研究律师调解的路径与机制，对于提升律师调解的专业化水平，推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具

有重要意义。本文将从律师调解制度的路径等方面入手，探讨律师调解制度的完善措施，为律师调

解制度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关键词：律师调解；调解制度；调解路径

引言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矛盾纠纷日益复杂多样，传统的诉讼解决方式已难以满足人民群众

对高效、便捷纠纷解决机制的需求。律师调解作为一种新型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凭借其专业性、

灵活性和高效性，逐渐成为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完善社会治理体系”，而律师调解通过专业化、市场化路径填补了传统

姓       名：开佰达

单位职务：北京论法律师事务所 执行主任、合伙人

新时代律师调解高质量发展的
实践路径与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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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的短板。根据中国社科院 2023 年《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数报告》，北京市因律师调解机制创新，

社会治理效能评分位列全国第一（92.5 分），远超第二名上海市（85 分）。这表明，律师调解已成

为首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引擎。

一、律师调解概述
（一）律师调解的概念

调解是由中立第三方介入，在纠纷双方间斡旋，依据法规阐明利害，推动双方在互谅基础上自

愿达成一致，以此化解矛盾。调解具有广泛适用性与灵活性，能有效化解社会冲突。律师调解以律

师为主导，其并非以代理人身份出现，不偏向任何一方利益，而是以中立、客观姿态，凭借专业知

识和实践经验，公平公正地主持调解。律师调解非强制性，尊重双方意愿，调解过程及内容保密，

调解员可由一名或多名律师组成，旨在通过温和方式解决纠纷，促使双方沟通、谅解，协商出对双

方都有利的解决方案，达成合意并制定调解协议。

在现行司法实践中，律师调解含义多样，一是律师作为代理人，在法院诉讼或仲裁程序中代表

当事人参与，这是普通的代理活动；二是律师接受行政机关或法院等组织委托进行调解，此非当事

人申请，而是律师被动受托调解；三是律师以中立调解人身份主持调解，与各方当事人交流协商，

主动化解纠纷，且在不进入诉讼程序的前提下进行，当事人调解过程中的行为不具有诉讼意义。与

法院调解不同，律师调解更为灵活，无严格程序，基于双方平等自愿解决纠纷。当事人达成的律师

调解协议，不具有法律强制力，属于诉讼外调解。

（二）律师调解制度的特征

其一，专业性强。律师调解中的调解员均持有国家法律资格证书，系统学习过法律知识，且拥

有丰富执业经验，具备深厚的法律知识储备。他们凭借专业知识，能以最高效、最契合双方利益的

方式化解当事人矛盾。由于律师调解员不代表任何一方利益，可确保调解工作公平公正。从当事人

角度看，相较于其他调解，除最具权威性的法官外，当事人更信赖具备专业素养的律师，认可其专

业能力。调解时，律师依据自身经验处理纠纷，为当事人分析诉讼后果、成本，依据法律法规进行

案件分析。无论调解成败，当事人往往都会认可律师调解员的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妥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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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纠纷。

其二，高效性突出。调解过程并非总是一帆风顺，此时律师可凭借执业经验，充分发挥在纠纷

处理上的斡旋谈判技巧和组织协调能力，为双方权衡得失、分析利弊，疏导当事人心理，助其敞开心扉，

确保友好真诚调解。当事人对律师的信任和依赖，使其会认真考虑律师建议，从而提高纠纷解决效率。

律师在调解中起到重要润滑作用，当调解出现僵局时，律师是打破僵局的关键，能产生事半功倍效果。

而且律师调解区别于司法调解，不受部分法定程序约束，能更快实现双方目的，达到最佳调解效果。

面对社会快速变化，当事人愈发重视纠纷解决的时间成本，律师调解的效率价值正契合当下需求。

其三，和谐性明显。一方面，律师与当事人有信任基础，律师作为中间人，中立客观，不具有

政府性质，相较于法官又无权威性，当事人面对律师不会有压迫感，抵触心理小，更易接受律师意见，

利于交流磋商，各方当事人也更愿作出妥协让步，推动纠纷顺利解决。另一方面，当事人达成调解

协议并非立即产生法律强制力，还需司法确认，这使得当事人更相信调解过程，让调解更加和谐。

（三）律师调解制度的作用

1. 缓解法院审判压力

我国确立立案登记制和法官员额制后，法院案件审判压力与日俱增，基层法院尤为明显。以北

京市海淀区法院为例，2024 年新收案件达 44122 件，结案 31085 件，均创历史新高，每位法官日均

至少一案，诉讼压力之大可见一斑。为缓解法官少、案件多的状况，创设各类调解制度分担法院审

判压力十分必要。然而，并非所有调解都能有效减轻法院压力。若双方调解未达成一致，或达成一

致但未进行司法确认，一方反悔，不仅无法分担压力，还会拉长当事人解决问题的时间周期，加大

法院压力。律师调解凭借其专业性，能更有效地帮助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律师具备丰富的法律知

识和执业经验，能从法律角度为当事人分析利弊，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增加调解成功的概率。同时，

律师凭借与当事人沟通的经验，能更好地劝说当事人对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避免时间和精力的

浪费，切实减少法院审判压力，降低国家司法资源的消耗。

2. 优化纠纷解决效率及效果

法院审理案件程序周期长，相比之下，律师调解的效率优势明显。只要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

制作调解协议书即调解成功，没有繁琐的程序限制，充分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正如熊跃敏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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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律师调解主要是运用法律专业知识，促使当事人认识理解己方立场在法律上的“强弱”态势，

帮助双方形成法律框架内利益相互兼容的解决方案。律师调解员能够从法律角度以及依靠执业经验

对诉讼结果进行预判，并以此为依据劝说当事人。他们可以让当事人从情理和法律两个层面接受并

理解纠纷处理结果，充分发挥了律师在调解中的作用。律师调解不受法定程序的严格约束，能够快

速响应当事人的需求，及时化解矛盾纠纷。这种高效、灵活的纠纷解决方式，不仅节省了当事人的

时间和精力，还能让纠纷得到更妥善地处理，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3. 拓展律师业务范围

随着我国法治化进程加快，律师数量呈爆炸式增长，且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案件数量的

增长与律师数量的增长不相适应，资深律师占据大部分法律服务市场，导致青年律师陷入无案可接

的困境。如今，快节奏的社会环境使大众越来越注重效率，律师调解制度正好契合这一需求，为律

师开辟了新的业务增长点。律师群体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有些律师思维敏捷、逻辑缜密、辩才突出，

适合诉讼业务；而有些律师更具同理心和协同性，在诉讼业务中可能不太适应。律师主持调解则与

这类律师的性格相适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优势。律师调解制度为不同类型的律师提供了施展才华

的平台，促进了律师群体职能的转变，推动了律师行业的多元化发展。

二、我国律师调解制度的路径
（一）行政主导调解模式

行政主导调解模式以在基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站）设立律师调解工作室为典型代表。由政府

发挥主导作用，在调解员的选任、程序和调解结果的确定等方面加以引导，其显著特征在于基层性、

公益性和对专业性要求相对较低。基层性使得律师调解室能够深入群众生活，为基层民众提供便捷

的法律服务。在基层设立调解室，让法律服务不再遥不可及，民众遇到纠纷时能够第一时间寻求专

业的法律帮助，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维护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公益性则体现了该模式的社会

担当，费用由国家统一采购，当事人无需承担调解费用，这大大降低了当事人解决纠纷的经济负担，

尤其是对于经济困难的群体而言，为他们提供了平等的纠纷解决机会，保障了他们的合法权益。然而，

该模式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于行政机关负担调解费用，律师参与此种模式调解获取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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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高，导致资深律师缺乏参与的积极性。在实践中，往往只有在出现复杂问题或重大问题时，资深

律师才会参与其中。这使得该模式在调解一些专业性较强、难度较大的纠纷时，可能面临专业力量

不足的问题，影响调解的质量和效果。行政主导调解模式在基层纠纷化解方面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它能够将法律服务延伸到基层的每一个角落，为群众提供生活中的便利，将大量简单民事

纠纷化解在基层，减轻法院的诉讼压力。同时，行政机关对调解过程和结果的保驾护航，也有助于

保证调解程序的规范合理和结果的公正。

（二）法院主导调解模式

法院主导调解模式通过在人民法院设立律师调解工作室来实现，可分为法院委托型调解和法院

附设型调解两种类型。法院委托型调解在得到双方当事人同意后，由法院进行调解，形成合意后出

具调解书；法院附设型调解则将调解工作室设立在法院内部，案件经法院委托指派给律师，隶属法

院管理。一方面，通过该模式达成的调解协议法院可以当即进行司法确认，这有效地促进了调解协

议的执行，减少了“无用功”，提高了纠纷解决的效率。司法确认赋予了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使

当事人在履行协议时更加有保障，避免了因协议无法执行而再次陷入纠纷的情况。另一方面，在法

院的主导下进行调解，能够充分发挥法院的监督和引导作用，有助于使调解程序更加规范，调解结

果更加公正。法院凭借其专业的法律知识和丰富的审判经验，能够对调解过程进行严格的监督，确

保调解活动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过，法院主导调解模式也并非十全十美。

由于法院在调解中处于主导地位，可能会导致调解过程受到诉讼程序的一定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限

制了调解的灵活性和自主性。同时，法院的工作压力较大，在处理大量诉讼案件的同时，可能无法

将足够的精力投入到调解工作中，影响调解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总体而言，法院主导调解模式为诉

讼与调解的有效衔接提供了重要途径。它实现了诉讼程序与调解程序的优势互补，既发挥了调解的

灵活性和高效性，又借助了法院的权威性和专业性，为当事人提供了更加多元化、高效的纠纷解决

方式。

（三）律师主导型调解模式

律师主导型调解模式集中体现了律师调解的独立性和自治性，包括律协指导或律所主导的律师

调解模式。在律师协会设立律师调解中心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律师协会掌握着本地区所有律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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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能够对本地具备资格的律师资源进行整合，筛选出具备高职业素养并愿意参与调解的律师，

将其整合成一个专业的律师调解机构，并根据其专长和能力分配到擅长领域，实现行业的最优配置。

同时，由于律师调解中心由律师协会设立，律师对其有更高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也会更加重视调解

工作。在律师事务所设立调解工作室则是另一种有效的调解工作模式。具有较大规模的律所符合设

立工作室的条件，可自行设立调解工作室，自行制定规定、展开调解。其案件来源包括当事人自主

申请和机关移送。在收取调解费用方面，调解工作室有权向双方当事人适当收取调解费用。律师主

导型调解模式的优势显著。首先，它尊重当事人意愿，律师作为主导者可以自主选择适当的调解方式，

充分发挥个人专业能力和技能优势，提高调解的成功率和质量。其次，与行政主导调解和法院主导

调解相比，当事人无需去行政机关或法院立案，节省了时间和精力，符合律师调解制度高效率的原则。

再次，其本质属于民间调解范畴，受官方色彩制约较少，在调解过程中较为宽松，有利于与当事人

之间的交流，增强当事人对调解的信任和接受度。最后，该模式最贴近市场规律，是当事人与律师

之间的商业交易行为，促进了调解模式的商业化、市场化，吸引了优秀律师从事调解业务，为律师

拓展了增加收入的渠道。然而，由于其自身独立性过高，受外部限制较少，导致调解过程与结果的

公平性很难得到保障。同时，相对于以公益为目的的律师调解，其收费标准偏高，制约了其在社会

上的应用。

三、律师调解制度面临的问题
（一）律师调解运行机制上存在不足

律师调解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运行机制的完善程度直接影响制度效能

的发挥。当前实践中，律师调解程序启动的随意性、调解流程的非标准化以及调解结果效力的不确

定性，成为制约其发展的核心障碍。从程序启动来看，部分地区过度依赖当事人自愿原则，缺乏必

要的案件筛选机制，导致调解资源浪费于简单争议或根本不具备调解可能性的纠纷。调解流程层面，

尽管《律师调解试点工作实施办法》构建了基本框架，但各地对调解时限、证据交换、调解协议审

核等环节的细化标准差异显著，削弱了程序的规范性和可预期性。更为突出的是调解结果的效力问题，

司法确认程序的复杂性及执行保障不足，使得部分当事人对调解协议的法律约束力存疑，转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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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途径，形成了 " 调解 - 反悔 - 诉讼 " 的恶性循环。这种机制性缺陷不仅损害调解权威性，更导致

律师调解与诉讼程序的功能重叠，未能实现纠纷解决的层级化分流。

（二）律师调解制度配套机制不健全

制度功能的实现需要配套机制的协同支持，而律师调解在此方面呈现明显的体系性缺失。政策

保障层面，尽管中央层面出台系列指导性文件，但地方落实存在 " 政策悬置 " 现象，财政补贴、税收

优惠等激励措施未能形成长效机制。监督机制方面，律师调解质量评估体系尚未建立，对调解员专

业能力的动态监管处于空白状态，个别地区出现 " 调解变代理 " 的异化现象。技术支撑维度，信息化

平台建设滞后，调解案件管理系统与法院立案系统的数据对接不畅，当事人在线提交材料、调解员

跨地域协作等功能未能有效实现。更为深层的问题是行业自律机制缺失，律师协会在调解员资质认证、

行为规范制定等方面的主导作用未充分彰显，导致调解服务质量的标准化程度不足。这种配套机制

的断裂状态，使得律师调解制度如同缺乏润滑的精密仪器，难以在纠纷解决体系中顺畅运转。

（三）律师在调解工作中存在角色及利益冲突

律师职业的多重属性在调解场景中催生出复杂的角色冲突。传统对抗制思维下，律师作为代理

人的角色定位与调解员的中立性要求形成内在张力。实证研究表明，当事人对 " 律师调解员 " 的身份

认知存在矛盾期待：既希望其运用法律专业知识提出解决方案，又担忧其难以摆脱职业惯性而偏袒

某方利益。利益冲突则表现为显性经济利益与隐性职业利益的交织。收费模式层面，部分律师采用

" 风险代理 " 式调解收费，即按调解标的额比例收取费用，这种利益关联可能诱导调解员为促成协议

而做出不公正的专业判断。职业利益维度，律师可能将调解作为拓展案源的手段，通过调解过程建

立与潜在客户的联系，这种隐性利益交换违背了调解的中立性原则。角色冲突的本质在于律师专业

身份的社会功能分化不足，而利益冲突则暴露出制度设计对人性弱点的规制缺失。双重困境不仅损

害当事人对调解制度的信任，更可能引发新的法律伦理争议，成为制约律师调解可持续发展的深层

掣肘。       

四、律师调解制度的完善措施
（一）完善律师调解的相关立法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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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善我国律师调解制度需从立法保障、机制优化及程序衔接三方面协同推进，构建符合国情且

兼具实效性的非诉纠纷解决体系。在立法层面，应突破当前法律依据分散、层级不足的困境，借鉴

美国《替代性纠纷解决法》、日本《ADR 促进法》等国际经验，制定统一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促进法》，将律师调解制度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其中。此举既能避免单独立法导致的体系冗余，

又能通过顶层设计明确律师调解的法律地位，解决地方立法中仅笼统规定律师参与调解却未系统纳

入制度框架的问题，为律师调解提供与诉讼、仲裁等机制同等的制度保障。同时需针对市场型律师

调解设置专项促进条款，通过鼓励律师事务所建立市场化运作的调解工作室、实行调解收费制度，

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激活市场主体的参与活力。此举既符合市场型调解回归市场本质的定位，

又能扭转当前公益型调解占比过高、市场型调解规模偏小的失衡局面，形成公益型与市场型双轨并

行的中国特色调解模式，避免单一模式对生产要素的束缚，契合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发展需求。

 （二）健全律师调解的配套机制

    健全律师调解配套机制是推动该制度规范化、专业化发展的关键，需从准入标准、经费保障

与管理体制三方面协同发力，构建科学高效的支撑体系。在准入标准机制建设上，应重点优化调解

员资质与机构设立条件。针对调解员准入，需破除职称、执业年限等不合理限制，建立统一的三年

执业年限标准，既确保调解员具备专业基础，又避免诉讼思维固化影响调解中立性，同时为青年律

师提供职业发展空间。在机构准入方面，应明确律师事务所设立调解工作室需满足“3 名以上调解员

+ 成立三年”的双重条件，既落实重大案件多人调解的制度要求，又通过折中标准平衡机构规模与质量，

防止因门槛过高抑制市场活力或因过低影响服务质量。此举通过标准化建设实现调解资源优化配置，

为制度长效运行奠定基础。东风街道秉承矛盾纠纷“防范在前、调解优先、运用法治、就地解决”

的工作理念，通过深化“一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积极构建“调解 + 律师”联动模式，形成了“纵

横连贯、条块互补、点面结合、法援赋能”的多元调解工作格局通过联动坐班“法律门诊”，提供

法律答疑 50 余次，调处各类矛盾纠纷 30 余件，调解成功率达 100%1。

经费保障机制改革需区分公益型与市场型调解的差异化需求。公益型调解应强化财政保障力度，

1. 贺荣 .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调解工作高质量发展 [J]. 人民调解 ,2024,(0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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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基础补贴 + 绩效奖励”的复合型经费体系。国家需承担主体责任，通过中央与地方财政协同

投入，消除地区发展差异导致的服务失衡，避免以案代补模式在案源不足时引发的保障缺位。具体

可参照调解案件数量、成功率及当事人评价等指标实施梯度补贴，既保障调解员合理收入，又通过

绩效激励提升服务质量。市场型调解则应完全遵循市场化收费原则，摒弃低价竞争策略，允许律师

事务所根据案件复杂程度、调解难度等因素自主定价，通过优质优价实现可持续发展。律师协会可

通过设立专项基金、接受社会捐赠等方式，对成效显著的调解机构给予奖励，形成政府引导、市场

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经费保障格局。青岛德衡律师事务所的补贴模式为市场化收费提供了实践参考，

其核心在于通过合理定价实现服务价值与市场需求的匹配。

 （三）促进律师作为调解员角色的转换

促进律师有效转换调解员角色需构建培训、激励与约束三位一体的机制体系，通过角色重塑、

动力激活与行为规范提升调解专业化水平。在培训机制建设上，应建立“岗前 + 在岗”的全周期培

养体系。岗前培训需聚焦调解员角色定位，设置包含调解纪律、专业技能、案例研习的标准化课程，

实行学分制考核与证书认证制度，确保参训律师掌握调解核心技能。可借鉴国际经验，将高强度培

训作为替代高门槛准入的路径，通过模拟调解、角色扮演等沉浸式教学方法，帮助律师突破诉讼思

维定式，建立中立第三方认知框架。在岗培训则需注重持续性与实践性，建立年度最低培训时长制度，

采用调解工作坊、经验分享会等形式，结合真实案例解析调解策略，强化律师在不同纠纷场景下的

角色适应能力。通过常态化培训使律师形成“代理 - 调解”双角色思维切换能力，避免因角色混淆导

致调解效能折损。

激励机制设计应兼顾物质与精神双重维度，构建多维度的正向反馈系统。物质激励方面，可设

立调解专项基金，根据调解成功率、当事人满意度、案件复杂程度等指标建立梯度奖励制度，对表

现优异的调解员给予奖金、补贴等经济回报。律师事务所可通过绩效提成、办案津贴等方式，将调

解业务纳入律师收入体系，形成长效激励。精神激励则需创新荣誉体系，建立“调解之星”“金牌

调解员”等分级荣誉称号，通过行业表彰大会、媒体宣传等渠道强化社会认同。可借鉴公益律师评

级机制，将调解业绩纳入律师职业评价体系，在职称评定、评优评先中给予倾斜，满足律师职业尊

荣感需求。同时利用新媒体平台传播优秀调解员事迹，既发挥示范效应，又提升公众对律师调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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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度，拓展案源渠道。

行为规范与惩戒机制建设需立足调解特性，构建专业化监督体系。应制定《律师调解员行为守则》，

明确中立性、保密性、自愿性等核心原则，细化利益冲突申报、调解程序规范、档案管理等操作标准。

例如规定调解员不得接受单方委托、不得泄露调解内容、不得强制调解等禁止性条款，建立调解质

量评估指标体系，将程序合规性纳入考核范畴。监督执行层面，可在律师惩戒委员会下设调解员专

门委员会，实行“行业自律 + 行政监管”双重模式。对违反职业操守的行为，根据情节轻重采取警告、

停业整顿、吊销调解资格等分级处罚措施，并建立行业禁入黑名单制度。通过典型案例通报、专项

整治行动等方式强化震慑效应，形成“事前预防 - 事中监控 - 事后追责”的全链条监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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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社会治理复杂性的加剧，律师调解机制在矛盾纠纷化解中呈现出独特价值。本文基于作者

十年律师执业经验，通过对社会治理中调解现状的深入研究，发现调解机制存在程序弹性与司法确

认的制度衔接缺陷、市场化调解服务供给不足等现实困境。建议通过建立分层分类的调解程序规则、

完善调解协议效力保障机制、搭建开发全国统一智能电子调解及司法确认平台、完善调解员费用保

障等路径，推动律师调解工作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律师调解；社会治理；多元解纷机制；调解协议效力保障；区块链技术 ；智能电子调

解平台 

一、社会治理中的调解需求现状分析
在当前社会治理体系中，调解作为一种重要的纠纷解决方式，正面临着日益复杂且多元的需求

态势。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各类矛盾纠纷不断涌现，其复杂性与多样性远超以往，调解作为化解

纠纷的重要方式，正面临传统问题与新挑战交织的局面。从家庭琐事到商业纠纷，从城市到农村，

不同群体对调解的需求和期待差异显著。以下从四个方面分析调解需求的现状。

（一）传统家庭矛盾和邻里纠纷仍是调解重点

家庭矛盾和邻里纠纷一直是调解的主要领域，家庭婚姻纠纷常涉及情感纠葛、财产分割、子女

抚养等多方面问题，其复杂性不仅在于法律关系的界定，更在于情感因素的交织。邻里关系纠纷则

姓       名：张娜娜

单位职务：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新时代律师调解机制创新研究
以社会矛盾纠纷化解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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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围绕宅基地使用、噪声干扰、公共区域划分等问题产生，虽看似琐碎，却易引发长期矛盾，影响

社会和谐。

但随着社会发展，这些“老问题”也出现了新变化。比如离婚案件，过去可能只需分割财产、

确定孩子抚养权，但现在还涉及宠物抚养、社交账号及游戏装备等虚拟财产的分配等问题。年轻人

更注重情感补偿和心理疏导，而老一辈可能更看重财产分配的公平性。调解员既要懂法律，还得会“读

心”，因为很多人表面上争的是钱，实际是放不下感情。

（二）新业态纠纷逐渐增多

新兴领域纠纷不断涌现，如网络交易纠纷，随着电商行业的蓬勃发展，消费者与商家在商品质量、

售后服务、虚假宣传等方面的矛盾日益突出；共享经济纠纷，包括共享单车、共享汽车的使用争议、

押金退还纠纷等，这类纠纷涉及多方主体，法律规范相对滞后，调解需求和难度较高。

（三）城乡调解需求呈现出显著差异

城市地区由于人口密集、经济活动频繁，商业纠纷、物业纠纷、劳动争议等较为多发。商业纠

纷涵盖合同纠纷、债务纠纷、知识产权纠纷等，涉及复杂的商业规则与法律条文；物业纠纷集中在

物业费收取、物业服务质量、小区设施维护等方面，关乎众多业主的切身利益；劳动争议则主要体

现在工资拖欠、加班补偿、劳动合同解除等问题上，随着劳动者权益意识的提升，此类纠纷数量呈

上升趋势。

而农村地区，土地纠纷、民间借贷纠纷较为常见。土地纠纷涉及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土地征

收补偿等，与农民的生计息息相关；民间借贷纠纷因农村金融体系相对薄弱，缺乏规范的借贷手续，

易引发争议。

（四）社会不同群体对调解的需求和期望各不相同

普通民众更希望调解能够便捷、高效、公正地解决纠纷，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且成本低廉。他

们往往注重调解结果的实际利益，以及调解过程中的情感沟通与尊重。企业则更关注调解对商业关

系的维护，期望在解决纠纷的同时，尽可能减少对企业声誉和正常经营活动的影响，调解结果要具

有可执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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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解机制的现实运行困境与局限
（一）程序弹性与司法确认的制度衔接

现行调解机制在实践运行中面临多重结构性矛盾，其制度设计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张力逐渐显现。

调解程序虽以灵活性为核心理念，但在效力确认环节存在制度衔接的深层缺陷。根据现行法律规定，

调解协议需经过司法确认程序方能产生强制执行力，这一要求本意在于保障协议的合法性与公信力，

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形成程序空转的困境。纠纷当事人之间天然存在的对抗性关系与《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共同申请”原则形成直接冲突。当纠纷双方经过调解达成协议后，任何一

方均可基于利益最大化考量单方面阻挠司法确认程序的启动，导致前期调解成果沦为形式。这种制

度设计忽视了当事人在利益博弈中的动态性特征，将调解协议效力完全依附于司法审查程序，实质

上削弱了调解机制的制度吸引力。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司法确认程序所要求的“共同申请”本质上是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二次

确认，但当事人往往将调解视为阶段性妥协，当市场环境或利益格局发生变化时，反悔成本的低廉

性直接动摇调解结果的稳定性。

司法确认程序的制度设计初衷，在于赋予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以增强解纷效能，但实践中因程

序冗长、审查标准模糊、衔接机制不畅等问题，反而成为消解调解制度优势的负面因素。司法确认

申请周期长，因材料补正、文书送达等程序性事项耗费大量时间，这种效率损耗直接导致调解协议

处于效力待定状态，当事人既无法及时实现权益，又面临对方反悔的风险，严重削弱调解机制的公

信力。

（二）市场化调解服务供给不足的现实矛盾

当前调解服务供给呈现 " 公益过剩、市场短缺 " 的畸形结构，其本质是公共资源与市场需求错位

配置的制度性后果。政府购买的公益调解服务主要覆盖家事、邻里等传统纠纷领域，而商事纠纷的

专业调解供给严重不足。这种结构性失衡源于：一方面，市场化调解机构较少；另一方面，缺乏统

一的收费标准指引，市场化调解服务定价机制混乱。

在一些城市，尽管尝试提供市场化调解服务，但服务单价较高，超出中小微企业的经济承受能力。

商事主体在面临高额调解费用时，往往陷入 " 高成本调解 " 与 " 高风险诉讼 " 的两难选择，被迫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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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诉纠纷解决方式。这种需求抑制现象反过来加剧了市场供给的萎缩，形成 " 供给不足 - 需求抑制 -

供给进一步不足 " 的恶性循环。

深层制度矛盾在于，现行调解制度未能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资源配置机制。公共财政过度

倾斜于传统纠纷领域的公益调解，而商事调解的专业化需求被边缘化。

（三）公益属性与市场逻辑的张力平衡

调解制度的价值取向在公益属性与市场逻辑之间陷入两难困境。公益调解依赖财政资金维持运

转的模式，在商事纠纷解决领域面临可持续性挑战。公共财政对单一案件的补贴标准较低，单价几

百元，难以覆盖专业化调解所需的智力投入。调解员队伍中兼具法律素养与行业经验的专业人才稀缺，

根源在于现行补贴机制无法形成有效的激励效应。若完全转向市场化运作，则可能背离纠纷解决机

制应有的普惠性原则，形成法律服务资源向资本优势方倾斜的局面。这种价值冲突的本质在于未能

建立分层分类的调解服务供给体系，试图以单一制度框架同时满足公益性基础服务与市场化专业服

务的双重需求，导致制度运行陷入既要保障基本公共法律服务供给，又要适应商事纠纷专业化需求

的矛盾境地。

（四）调解中立性与律师代理的角色冲突

律师兼任调解员时面临角色伦理困境，法律职业的商业化属性与调解程序的中立性要求存在矛

盾。律师的价值在于通过专业化代理实现委托人合法利益最大化，这种单向度的忠诚义务与调解员

需保持的客观中立立场存在根本冲突。当事人寻求律师帮助的本质诉求是获得专业化的权利主张支

持，而调解程序要求律师暂时搁置对抗性思维，这种期待落差导致信任危机。当律师在调解中表现

出客观立场时，易被委托人认为背弃职业伦理；而若倾向性过强，则破坏调解程序的正当性根基。

这种双重挤压使得律师在调解中陷入角色冲突。

（五）传统调解机制在商事纠纷中的适用局限

传统调解强调情感疏导与关系修复，难以应对商事纠纷的专业化需求。调解员中同时具备法律

资质和行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较少，知识产权、商业投资等领域的专业调解成功率低。商事纠纷往

往涉及复杂的商业规则、专业的法律知识以及特定行业的惯例。传统调解机制中，调解人员可能缺

乏相关的专业背景和经验，难以准确理解和处理这些专业性较强的问题，导致调解结果可能无法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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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考虑商事活动的特殊性，难以满足当事人的期望。

另外，尽管传统调解机制的程序费用通常低于诉讼，但商事纠纷的复杂性可能导致调解周期延长，

当事人需反复协商、调整方案，产生隐性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尤其对于涉及跨国或大额交易的

纠纷，冗长的调解过程可能进一步加剧商业风险，削弱调解的经济性优势。此外，若调解失败仍需

通过诉讼或仲裁解决争议，当事人可能面临双重费用支出。

三、律师调解机制创新路径 
（一）分层分类的调解程序规则

纠纷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要求调解程序须分层分类设计，以匹配不同案件的解决需求。通过构建

梯度化的规则体系，既能提升调解效率，又能保障不同层级争议处理的专业性。  

1、简易纠纷的快速响应机制

针对事实清晰、争议焦点明确的小额纠纷，可通过快速响应机制实现快速定分止争。该机制以

时限约束为核心，要求调解机构在受理后第一时间介入，依托标准化流程和在线调解平台压缩沟通

成本，避免矛盾因拖延升级。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求最优解，力争实现低成本、高时效。  

2、复杂案件的专家会诊模式

对于涉及专业技术、多方主体或行业惯例的复杂商事案件，需突破单一调解员的经验局限，引

入“专家会诊”机制。通过组建跨领域专家小组，如法律、金融、行业技术顾问，对争议事项进行

多维度评估，形成兼顾法律逻辑与商业实践的综合解决方案。协同模式强调动态协商，允许专家与

当事人就技术细节反复论证，既确保调解方案的科学性，又能通过知识互补消解信息不对称导致的

信任危机，增强调解结论的可执行性。  

3、重大事项的调解方案听证

对于涉及公共利益、行业秩序或重大经济影响的纠纷，调解方案的制定需兼顾社会效应与个体

利益平衡。通过设置听证程序，要求调解机构向监管部门、行业协会或利益相关方披露核心争议信息，

听取第三方独立意见。听证环节以程序公开性提升调解透明度，借助外部视角检验方案的合理性，

防止调解因过度追求“息讼”而偏离法治轨道。结构化听证并非司法审查的替代，而是通过前置的



213

北京市律师协会
【北京律师社会治理与律师调解论文集】

公共理性论证，赋予调解结果更强的公信力和稳定性，降低事后反复风险。

（二）效力保障机制的创新探索

调解协议效力不足是制约调解制度发展的普遍性难题，需通过机制创新突破传统调解机制的效

力短板。效力保障的核心在于弥合调解的契约属性与司法强制力之间的制度鸿沟，通过程序衔接与

规则赋能提升调解结果的终局性和可预期性。  

1、建立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绿色通道

现行司法确认程序难以适应现代调解高效解纷的需求。构建绿色通道需重构非诉与诉讼程序衔

接规则，对经专业调解组织达成的协议，允许通过电子化平台提交形式审查申请，建立法院立案庭

与调解组织的直联通道。通过设立司法确认联络专员制度，在法院立案庭与专业调解组织之间建立

点对点的直联通道。联络专员负责前置性指导调解程序规范、同步跟踪协议履行动态、即时启动确

认程序。对于经专业调解组织核验无瑕疵的协议，可探索建立“即调即确”的快速响应机制，当事

人签署调解协议的同时提交司法确认申请，法院通过审查实时反馈审查结果。让调解协议快速获得

强制执行效力，有效破解“二次争议”困局，强化当事人对调解制度的信赖。  

2、构建“专业调解 + 公证”协同模式

将法律职业群体深度嵌入调解过程，通过专业调解员与公证机构的职能互补提升协议效力。由

具备专业资质的调解员主导调解程序，能够确保协议条款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公证机构同步介入，

对调解过程进行见证并固定关键证据，通过公证赋予的强制执行效力实现效力升级。这种协同模式

不仅通过双重法律背书提升协议权威性，更能借助公证文书的证据效力预防后续履行争议，形成效

力保障的闭环体系。 

3、试点调解协议直接强制执行机制

在特定领域探索突破现行制度限制，对符合要件的调解协议赋予直接申请强制执行的资格。试

点需严格限定适用范围，如标的清晰、当事人明确放弃诉权的金钱债务纠纷，并配套建立调解质量

管控机制，如调解员资质认证、过程录音录像等。该机制通过分类管理实现司法资源优化配置，既

维护司法最终审查原则，又将低争议风险纠纷剥离诉讼程序，契合社会治理效率提升的内在需求。

4、建立“单方申请 + 形式审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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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调解协议执行通常以双方共同申请为前提，但实践中常因一方消极配合导致权益兑现受阻。

建立“单方申请 + 形式审查”机制，具体而言，对于在监管部门备案的商事调解机构、具有行业资

质的专业调解组织所制作的调解协议，可建立以形式审查为主的快速确认机制，允许当事人一方凭

生效调解协议直接向法院申请执行，法院仅对协议形式要件进行书面审查，如调解机构资质、当事

人签章真实性、程序合法性等，排除对实体权利义务关系的重复审查。通过简化启动门槛，可避免

因对方拖延或反悔造成的二次博弈，尤其适用于家事、债务等单方履行需求迫切的纠纷类型。

该机制需预设严格的形式审查标准，如经专业调解组织备案的协议，并配套异议期制度，赋予

另一方在形式审查通过后的特定期限内提出异议的权利，由法院启动快速复核程序。此举在保障执

行效率的同时，通过轻量级司法监督防范权利滥用，实现救济便捷性与程序正当性的平衡。

（三）开发全国统一智能电子调解及司法确认平台

智能电子调解平台的开发是律师调解机制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路径，通过技术赋能突破传统调解

的时空限制与信任壁垒。平台通过全程留痕、智能辅助、云端协同，重构调解程序的运行逻辑，在

提升效率的同时强化调解过程的可验证性，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提供技术底座。  

1、引入区块链技术实现调解过程存证

引入区块链技术实现调解过程存证，可有效解决电子证据易篡改、可信度低的痛点。利用区块

链的分布式记账与时间戳功能，将调解申请、证据交换、协议签署等全流程数据实时上链，形成不

可逆的加密存证链条。此举既赋予电子调解记录与纸质文书同等的法律效力，又通过技术刚性约束

倒逼调解参与方遵守程序规则，尤其适用于跨境调解、远程调解等场景，借助链上数据的跨域互认

增强调解结果的公信力。  

2、开发智能化辅助系统提升调解效率与专业性

智能化辅助系统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解析争议焦点，自动生成类案调解方案建议、赔偿金额

计算模型等参考信息，辅助律师调解员快速锚定利益平衡点。机器学习算法还可基于历史调解数据

预测履行风险，提示条款完善方向，避免经验依赖导致的调解质量波动。智能系统并非替代调解员

的主观判断，而是通过数据驱动降低人为认知偏差，使调解资源分配更趋精准化、标准化。  

智能电子平台设计需同步关注技术工具与程序规则的嵌套融合。例如，在智能化辅助系统中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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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伦理审查模块，对调解方案的合法性、公平性进行实时监测；通过权限分层管理确保数据隐私与

商业秘密保护。技术应用的本质是以数字正义重构调解的价值链，使调解从依赖个体经验的传统模式，

转向可追溯、可验证、可复制的现代化治理工具。

3、同步构建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电子平台

实现“线上提交—智能核验—电子签章—文书生成”的全流程数字化办理。调解组织通过电子

调解平台调解达成协议后，即时上传电子卷宗，系统自动抓取当事人身份信息、调解过程录音录像

等关键数据，运用区块链技术固定证据链，法院立案部门通过数据接口实时调取核验，将传统模式

下需数周完成的材料审查压缩至两天内完成。

四、促进律师调解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构建律师调解员队伍  

1、设立调解员分级认证制度

以律师调解员的执业经历和调解能力为基础，将调解员划分为：调解员—专职调解员—专家调

解员三级。初级认证侧重法律知识、沟通技巧等基础能力；专职认证增加复杂案件处置；专家认证

则要求具备跨领域协调、公共政策预判等复合能力。

同时，建立周期性的资格复审制度，对调解员的执业表现进行跟踪评估。对连续两年未达标的

专家调解员实行降级处理，对突破能力阈值的专职调解员开放升级通道。动态管理通过引入竞争机制，

避免认证终身化导致的职业倦怠，激励调解员持续精进专业能力。  

此外，分级认证需与职业晋升、薪酬体系挂钩。例如，专家调解员可参与重大公共政策纠纷调解，

获得相应荣誉津贴；专职调解员优先承接高价值商事案件。以此增强调解员职业吸引力，形成人才

良性循环。  

2、设立细分行业调解员认证体系

纠纷的复杂性源于行业特性差异，如金融、知识产权、国际贸易等领域涉及独特规则与惯例。

细分行业认证体系可明确调解员的专业准入标准，要求其掌握特定领域的法律知识、交易模式及行

业惯例，确保调解过程更贴近纠纷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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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医疗、知识产权、建设工程等专业化领域，制定强制性行业知识培训标准。例如，医疗纠

纷调解员需完成基础医学课程等模块学习，并通过医疗机构实地观摩考核。知识培训聚焦行业术语

理解、技术事实归纳等能力，通过针对性培训与考核，调解员能更精准地识别争议焦点，提出符合

行业需求的解决方案，弥补传统调解 “通用化” 模式的不足，破解法律专业性与行业特殊性脱节的

困境。  

3、开放交叉认证通道

认证体系通过统一的资质评估与动态管理机制，赋予调解员专业身份背书。由权威机构主导认证，

如行业协会、法律院校，可建立标准化的能力评价体系，增强调解结果的认可度。当事人基于对调

解员专业背景的信任，更易接受调解方案，减少因程序瑕疵导致的反悔或后续诉讼，从而提升调解

机制的实际效能与社会公信力。

开放交叉认证通道，允许调解员在积累多领域经验后申请复合型认证资格。例如，具备金融与

知识产权双领域认证的调解员，可优先参与科技金融纠纷调解。交叉认证通过打破专业壁垒，增强

调解员应对跨界复合型纠纷的适应性，提升人才资源利用效率。  

（二）构建律师调解制度体系

律师调解的可持续发展需以制度化建设为根基，通过顶层设计明确其法律地位与功能定位。

1、确立律师调解的独立程序地位

现行法律体系中，律师调解常与司法调解、人民调解混同，缺乏独立的功能定位与程序规则。

应在《调解法》或相关司法解释中确立律师调解的独立程序价值，区别于普通民间调解与司法调解，

明确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层级。例如，规定律师调解协议可跳过司法确认直接进入执行程序的特殊

通道。程序地位的独立性并非割裂解纷体系，而是通过功能互补优化社会纠纷解决的资源配置效率。

独立程序地位的确立，能够凸显律师调解的专业优势，形成非诉解纷的差异化供给。  

2、完善律师调解程序规则

构建分层分类的程序规则体系，根据纠纷类型、标的规模、专业复杂度构建梯度化规则。例如，

小额金钱纠纷适用“一调终局”的简化程序，技术类纠纷则引入专家辅助、技术听证等特别规则。

程序规则上，还需细化律师调解的适用范围、流程标准、利益冲突回避等规范，建立从资质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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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到执业监督的全周期管理制度，如制定调解行为规范的标准化指引。同时，通过立法衔接律师调

解与诉讼、仲裁程序，例如规定经律师调解未果的案件可直接转入速裁程序，形成解纷资源的梯度

配置。制度体系的完善能够消除律师调解的实践模糊性，为其规范化发展提供刚性保障。 

（三）建立多元费用保障机制

市场化运作与公益属性的平衡是律师调解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议题，需建立多元费用保障机制。

1、建立“基础服务政府补贴 + 差异化服务市场定价”的双层供给体系

政府购买基础公益性调解服务，律师调解需承担社会治理职能，对涉民生、弱势群体权益保障

等公益性纠纷，应纳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范畴。通过财政预算专项拨款，以按件补贴、年度定额等

方式支付调解成本，确保基础调解服务的普惠性。资金使用需建立绩效评估机制，将调解成功率、

群众满意度等作为拨款调整依据，避免财政资金低效空转。政府购买的本质是以公共财政托底保障

社会公平，但需明确购买范围仅限于非营利性调解，防止过度行政化挤压市场自主空间。 

对商事、知识产权等高附加值纠纷，应允许律师调解实行市场化收费。建立“基础服务费 + 争

议标的提成”的复合计费模式，根据案件复杂度、调解员资质等级动态调整费率区间。市场化定价

需配套透明度规则，要求调解机构事先公开收费明细，禁止捆绑销售或隐性加价。价格机制的核心

是尊重专业服务价值，通过优质优价吸引高端调解资源集聚，形成分层供给的市场格局。  

为防止过度逐利损害调解中立性，需设定市场化收费的上限。例如，规定调解总费用不得超过

诉讼费标准的特定比例，或对小微企业纠纷实施费率封顶。市场调节与适度干预的结合，既能激活

律师调解的内生动力，又能通过价格杠杆抑制投机性调解需求。  

2、调解费用保险制度的可行性探索  

调解费用保险制度通过市场化机制将个体纠纷解决成本转化为社会风险池，实现风险分摊与成

本控制的双重目标。首先，保险公司可基于历史数据测算不同类型纠纷的调解费用分布，设计差异

化的保险产品，覆盖调解员报酬、程序费用等直接支出。其次，投保人通过支付保费将潜在高额调

解成本转化为可预期的小额支出，降低因调解失败或费用超支导致的财务压力。这种模式尤其适用

于商事纠纷中争议金额大、专业性强的案件，既能保障当事人权益，又可避免因费用问题阻碍调解

程序的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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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费用保险的定价与风险评估具备现实基础。保险公司可依托调解机构提供的统计数据，分

析不同行业、争议标的、调解阶段的费用规律，建立精算模型。同时，通过设定免赔额、赔付上限

等条款，平衡风险与收益。例如，针对小额纠纷设置低保费、高免赔的产品，针对复杂商事纠纷设

计高保额、差异化费率的险种。此外，结合调解成功率、调解员资质等动态参数，可进一步优化产

品结构，确保保险机制的可持续性。  

调解费用保险制度的实施可产生多重正向外部性。社会效益层面，保险覆盖降低了当事人的顾虑，

提升调解程序的使用率，分流诉讼压力，促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经济效益层面，保险公

司通过规模化经营形成盈利空间，调解机构则因程序利用率提升而增强专业性建设，形成良性互动

生态。此外，该制度可间接推动商事主体的风险防范意识，促使其在交易初期即规划纠纷解决成本，

优化商业决策。极大降低商事主体法律费用成本负担，帮助商事主体“花小钱、化纠纷”。

3、探索专职律师调解员机制  

明确专职调解员的职业定位，专职律师调解员需与传统诉讼律师形成职业分工，确立其利益平

衡者的独立角色。通过立法或行业规范明确专职调解员不得同时代理诉讼案件，避免角色冲突损害

调解中立性。职业定位的清晰化要求重构律师执业伦理，将调解从“副业”升格为独立执业领域，

推动律师行业从对抗式诉讼文化向协作式解纷文化转型。

需建立专职调解员的职业身份认证体系，例如设立“专职调解律师”专项资格，与诉讼律师资

质并行但互斥。身份独立性能消除当事人的疑虑，增强专职调解的公信力，形成职业发展的正向循环。  

同时，需设立专职调解组织。此类机构以调解为核心业务，实行“调解成功率”“协议自动履行率”

等非诉指标考核体系。执业模式的革新需配套案源分配机制，例如法院、商会等机构可将适宜调解

的案件定向推送至专职调解组织，确保其业务可持续性。  

此外，还需完善专职调解员职业保障机制，设立薪酬体系并与调解绩效等挂钩，例如将基础薪

资、调解成功率奖金、协议履行追踪津贴相结合，避免收入波动过大导致人才流失。同时，设立职

业风险对冲机制，为专职调解员购买执业责任险，覆盖因程序瑕疵导致的赔偿风险，解除其后顾之忧。

通过制度设计，使专职调解成为律师职业发展的优选路径，而非边缘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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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律师调解机制的创新不仅是纠纷解决方式的优化，更是社会治理法治化的重要实践。通过创新

律师调解机制，能够有效激活法律职业共同体参与社会治理的协同效应，为新时代“枫桥经验”注

入专业法治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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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行专业调解的执行力与保障机制建设是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重要抓手。通过行专调解专

业化水平和能动性释放，司法确认与信用惩戒的双轮驱动、组织与经费保障的坚实支撑、科技赋能

与国际化接轨的创新实践，能够有效破解调解协议执行难、效力保障弱的现实困境。未来，随着《行

业 / 专业调解指导法》的出台以及调解生态的持续优化，我国行业调解有望构建起 " 权威性与公信力

兼具、效率性与规范性并重、本土特色与国际视野融合 " 的现代化治理体系，为推动形成开放型经

济新体制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关键词：行专业调解  执行力  专业化水平 能动性 司法确认 信用惩戒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健全城乡

社区治理体系，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等重要论断，为构建“社会调解

在先，法院诉讼断后”的分层递进多元解纷新模式提供了根本遵循。这些重要论述为新时代诉源

治理和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工作指明了方向，明确了以社会调解为代表的非诉解纷方式在化解矛盾

中的重要地位。

行业性、专业性调解作为社会治理体系的关键支点，凭借其专业化解纷争、高效运作、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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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工作的
优化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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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以及柔性化解矛盾的独特优势，正成为推动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引擎。2023 年全国调解工作会

议明确指出，需构建 " 四位一体 " 调解工作新格局，通过夯实人民调解根基、强化行政调解效能、提

升司法调解权威、优化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品质，实现多元调解机制的协同共振。这种制度创新不仅

打破了传统调解的地域局限，更通过嫁接仲裁机制的跨行业属性，构建起覆盖城乡、贯通行业的三

维调解矩阵，为社会治理法治化注入强劲动力。

近年来，我国行业调解实践呈现出传统领域深耕与新兴领域拓荒的双向拓展态势。在医疗纠纷

调解领域，通过建立第三方鉴定与赔付机制，年均化解纠纷数量增长 40%；道路交通领域推行的 "

警保联动 " 模式，使理赔周期缩短至 48 小时内。与此同时，互联网平台经济催生的新型矛盾催生了

数字化调解室，知识产权领域构建的 " 技术调查官 + 调解员 " 双轨机制，以及金融保险行业推行的 "

赔付承诺制 "，均成为行业调解创新的生动样本。

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基础性作用 推进诉源治理的意见》

明确要求，以社会需求为导向，鼓励社会团体或其他组织依法设立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并

在司法行政机关的指导下加强规范化建设，确保中立性和公正性，防止商业化和行政化。

一、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的作用及优势
行专人民调解 , 是指在特定行业或者专业领域内，由依法设立并掌握一定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行专

人民调解组织，依据法律法规和政策，通过说服、协商、疏导等方法，促使当事人在平等协商基础

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解决该领域内纠纷的活动。1

我国行业管理大体上分为体制内的政府职能部门管理、体制外的行业自律组织管理，以及融合

前两者部分元素的合作式管理三种类型。2 这三种形态虽然在权力来源与运作方式上存在显著区别，

但共同构成了对市场主体的复合型约束网络。首先，行业管理将维护行业秩序作为基础治理目标，

客观上行业管理机构必须介入争议调处。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司法系统受理的行业争议数量攀升

现象，实质上折射出部分领域自律机制失效的现实困境。其次，专业治理能力使得行业管理对争议

 1. 参见《北京市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指导办法》京司发〔2024〕31 号。
 2. 参见顾培东：《国家治理视野下多元解纷机制的调整与重塑》，载《法学研究》2023 年第 3 期第 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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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更具有优势。相较于普通司法机构，行业监管部门与专业协会在处理技术性争议时，能够依托

行业知识储备和技术标准体系，对争议焦点进行精准识别与专业判定。这种植根于行业实践的专业

判断力，不仅保障了争议裁决的技术合理性，更强化了处理结果的行业认同度，形成其他争议解决

机制难以企及的权威性特征。再次，更为深层的制度效能来源于其特有的激励约束体系。行业管理

的准入许可、信用评级、技术认证等管理工具构建的多维调控网络，实质上形成了对市场主体的行

为引导机制。当这类调控手段与争议调解程序相衔接时，既能通过资质管理形成调解威慑，也可借

助正向激励引导当事人达成和解。例如在工程质量争议中，行业协会通过将调解结果与信用评级挂钩，

显著提升了争议方的履约意愿，这种将行业规制转化为调解效能的操作模式，有效实现了制度资源

向争议解决效能的转化。这种复合型治理体系的价值不仅体现在个案处理层面，更重要的是通过构

建预防性治理机制，在源头上减少争议发生概率。通过动态调整行业标准、优化准入机制、完善信

用评价体系等系统性措施，行业治理正在向全过程管理转型，这种转型将推动争议解决从末端处置

向源头治理演进，形成更具可持续性的行业治理新格局。在其他领域，尤其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互联网经济、知识产权、金融保险等新兴领域，这些实践不仅体现了行业调解

的专业性和灵活性，也为社会治理法治化提供了宝贵经验。例如，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资

源开发利用等领域，通过构建种类齐全、特色鲜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数据库已成为行业发

展新趋势。我国印染业和刺绣业等版权相关产业通过建立版权交易数据库，实现了自治管理，有效

保护了版权人的利益，促进了版权交易和产业发展。苏州刺绣行业针对苏绣易遭受侵权、在创作过

程中易侵犯他人权利等现象，成立行业内版权登记、交易与保护平台，成功化解了相关权利纠纷阻

碍产业发展的羁绊，有力促进了刺绣文化产业发展。3

行业性、专业性调解作为社会治理法治化的重要工具，通过整合行业管理的规制力、专业人员

的智慧以及多元主体的协同作用，为解决行业内的复杂纠纷提供了高效、专业且符合行业特色的途径。

随着实践的深入和制度的完善，行业调解将在维护行业秩序、促进产业发展、构建和谐稳定社会环

境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法治社会建设和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的完善贡献重要力量。

3. 参见黄国群 马舒文：《创意自治视域下中国知识产权行业调解的完善研究》，载《法学研究》2022 年第 4 期第 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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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业、专业纠纷调解现状与问题剖析
行业性、专业性纠纷调解作为社会治理法治化的重要工具，其制度设计的核心在于通过行业自

治与法治保障的深度融合，构建具有领域针对性的解纷体系。这种机制以行业分类为基础，在医疗、

金融、知识产权等专业领域设立专门调解组织，以调解行业成员与消费者之间以及行业成员之间的

纠纷。

从法律角度来看，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对行业性调解的规范存在立法空白，导

致调解组织的独立性、程序规范、效力确认等基础性问题缺乏明确法律依据，制约了其在多元化解

纷体系中的制度效能。

从调解的执行力来看，调解的柔性特质需要刚性机制的嵌入来提升公信力。可考虑的路径有：（1）

基于不同类型调解主体的影响力的差异，在人民调解、行业调解、行政调解三种类型中，适度提高

行业调解、行政调解在调解结构中的比重；（2）将诉讼强制措施更多地引入调解。除了通过调解书

确认赋效（强制执行效力）外，还应考虑把财产保全等措施运用于调解；（3）在人民调解中更多地

渗入基层党政组织的协调因素，适度淡化人民调解的民间色彩，逐步使部分人民调解转化为基层党

政组织的一项职能。4 这种机制创新既能保持调解的自主性，又能通过外部强制力的适度介入，提升

调解协议的执行力。

在国际化接轨方面，我国行专调解若产生涉及国际商事争议的调解协议，可以落入《公约》的

适用范围。因此，与《公约》的接轨将显著地影响我国的行业性调解、专业性调解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新

加坡调解公约》旨在建立国际调解协议的直接执行机制，其因应国际商业实践的需求，也体现国际

调解执行制度的“统一化”趋势。我国虽已签署该公约，但相关立法及司法实践与其核心要求尚有

差距，主要问题包括国际调解协议在我国尚无可执行性、个人调解制度尚未建立以及商事调解的执

行理念有待转变。5 这种制度演进不仅关乎国内解纷效率的提升，更涉及我国在全球商事治理中的话

语权构建。通过立法完善与实践创新，行业性调解有望成为连接国内法治与国际商事规则的重要桥梁，

为推动形成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制度支撑。

4. 参见顾培东：《国家治理视野下多元解纷机制的调整与重塑》，载《法学研究》2023 年第 3 期第 105 页。
5. 参见孙南翔：《< 新加坡调解公约 > 在中国的批准与实施》，载《法学研究》2021 年第 2 期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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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业、专业纠纷调解发展路径及建议
（一）构建统一规范的法律框架：行业调解的制度基石

行业专业调解的公信力与执行力根本上依赖于法律规范的明确性与权威性。当前我国《人民调

解法》虽为社会调解提供了基础性法律支撑，但其规范对象主要集中在传统人民调解领域，对行业性、

专业性调解的覆盖存在明显立法空白。这种规范缺失导致调解组织在设立程序、调解规则、效力确

认等关键环节缺乏统一标准，制约了行业调解在多元化解纷体系中的制度效能。

1、制定《行业 / 专业调解指导法》的必要性及核心要素 

推动《行业 / 专业调解指导法》的立法进程，是解决当前制度困境的根本路径。该法应作为行业

调解领域的基本法，其功能定位需兼顾指导性与政策性，通过原则性规范为各行业制定具体规则预

留灵活空间。立法内容应涵盖以下核心要素：（1）组织规范：明确社会调解组织的设立条件、登记

程序、组织架构及运行机制，确保调解机构的合法性和公信力。（2）人员资质：建立调解员分级分

类管理制度，通过专业培训、资质认证及职业道德规范，提升调解队伍的专业化水平。（3）程序设计：

构建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核心的调解程序，平衡程序灵活性与规范性，避免诉讼化倾向。（4）效力

保障：完善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建立调解与诉讼、仲裁的衔接机制，强化调解结果的执行力。

（5）监督机制：引入第三方评估体系，通过财政补贴与绩效挂钩，确保调解组织的独立性与公益性。

2、行业细则的差异化探索及渐进式改革路径 

统一立法为行业调解提供了制度框架，但各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调解规则需要体现领域针对性。

通过 " 试点—总结—推广 " 的渐进式改革路径，可以在确保制度稳定性的基础上，实现行业细则的差

异化创新。（1）试点先行：以点带面的制度创新。行业细则的制定应遵循 " 成熟一个、推广一个 "

的原则。例如，2020 年商务部等部门推动的知识产权纠纷调解机制试点，首先依托软件和信息服务

业协会建立行业调解平台，通过引入技术专家参与调解，将侵权纠纷的平均化解周期从 6 个月缩短

至 45 天。随后，该模式被扩展至 " 十大高精尖产业 "，并通过建立调解员共享机制，实现了跨行业

纠纷的协同化解。（2）推广完善：构建领域全覆盖的调解网络。在试点成功的基础上，应通过行业

协会的枢纽作用推动细则的全域覆盖。以建筑行业为例，可依托建设工程行业协会建立 " 质量争议

鉴定 + 调解 " 一体化平台，通过将调解结果与企业信用评级挂钩，形成 " 解纷—修复—预防 " 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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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环。这种模式不仅提升了调解的执行力，还通过信用约束机制增强了行业的自律性。（3）动态调

整：保持规则的适应性。行业细则需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以应对技术变革和市场环境的变化。例如，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网络交易纠纷呈现跨地域、高频发的特点。对此，可在《指导法》框架下，

允许电商平台根据自身业务特点制定调解细则，同时通过司法行政机关备案审查确保规则的合法性。

这种 " 原则性 + 灵活性 " 的立法技术，既能保障制度的统一性，又能激发行业的创新活力。

3、立法推动与制度优化行业调解

通过立法推动与制度优化行业调解高质量发展需要，形成 " 预防在先、调解为主、诉讼断后 " 的

分层递进格局。（1）强化非诉讼解纷的前置性。在劳动争议、交通事故、消费者权益等领域，设定

调解前置程序具有充分的制度正当性。例如，可在劳动仲裁立案前设置 " 调解建议期 "，通过工会、

企业调解委员会及行业调解组织的协同介入，将简单争议化解在诉讼之前。数据显示，某省试点地

区通过这一机制，劳动争议案件的仲裁受理量同比下降 37%，司法资源得到有效节约。2、构建领

域适配的规则体系。不同行业的权利保护需求决定了调解规则的差异化设计。在金融领域，可引入

" 冷静期 " 制度，允许消费者在调解协议签署后 7 日内反悔；在医疗纠纷中，应强化医患沟通记录的

证据效力，通过 " 调解笔录预认证 " 机制减少后续诉讼争议。这种领域适配的规则设计，既能保障当

事人权益，又能提升调解的专业性和公信力。3、推动国际化接轨与制度升级。随着“一带一路”倡

议的深入推进，行业调解的国际化需求日益凸显。《新加坡调解公约》的签署为我国调解制度提供

了接轨契机，但现行立法在跨境调解协议的执行、调解员资质互认等方面仍存在制度缺口。未来立

法需重点解决以下问题：一是明确调解协议的跨境执行标准；二是建立国际商事调解员资质认证体系；

三是推动调解规则与国际通行的《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调解规则》接轨。通过制度升级，我国

行业调解有望成为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 " 中国方案 "。

（二）行业专业调解专业化水平的持续提升

行业性、专业性纠纷调解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专业化水平的持续提升。在当今社会经济结构

日益复杂、行业分工不断细化的背景下，行业调解的专业化不仅是提升解纷效率、降低司法成本的

现实需求，更是推动产业健康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

1、案件类型化与分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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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性、专业性纠纷因其复杂性和多样性，决定了其解纷机制必须摆脱传统 " 一刀切 " 的处理模式，

转向精细化、专业化的类型化处理。当前，医疗、金融、知识产权等领域的纠纷往往涉及高度专业

化的技术问题和法律适用难题，简单地纳入统一程序不仅难以实现纠纷的实质性化解，还可能导致

专业资源的低效配置。因此，构建科学的案件评估与分流机制，是实现行业调解专业化的逻辑起点。

案件评估体系的构建需以案件复杂程度、纠纷类型及当事人诉求为核心考量维度。在复杂程度评估

方面，可引入 " 技术难度系数 "，通过行业协会、专业机构的联合评估，对涉及新型技术、跨领域争

议的案件进行分级管理。例如，在知识产权纠纷中，可将涉及标准必要专利的争议归为高复杂度案件，

优先引导至专业调解组织；而对于简单的商标侵权案件，则可通过快速调解程序实现高效化解。

在纠纷类型评估中，应注重行业特性与法律问题的交叉分析。以金融领域为例，证券期货纠纷

往往涉及信息披露、内幕交易等专业问题，需要调解员具备金融法知识和行业实践背景；而消费金

融领域的纠纷则更多涉及格式条款的公平性审查，可通过引入消费者协会代表参与调解提升公信力。

通过这种类型化分析，能够确保调解资源的精准配置。

2、当事人诉求与利益契合点分析 

调解的成功率与当事人诉求的契合度密切相关。当双方存在利益交叉点时，调解能够通过利益

平衡机制实现共赢；而当利益完全对抗时，调解的作用则相对有限。例如，在劳动争议中，若企业

与员工对调岗合理性存在争议，但双方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意愿一致，此时调解可通过释法明理

实现矛盾化解；反之，若员工主张违法解除赔偿而企业坚持合法解雇，则需通过仲裁或诉讼程序解决。

此外，还需关注案件中可能涉及的第三人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外部因素。在房地产纠纷中，业主

与开发商的争议可能涉及施工方的工程款支付问题，此时调解需通过多方参与机制确保利益平衡。

通过构建涵盖案件复杂度、当事人诉求、利益相关方的三维评估体系，能够有效筛选出适宜调解的

案件，为后续程序分流提供科学依据。

3、程序引导与规范性保障 

在明确评估标准的基础上，需通过程序设计实现案件的精准分流。对于适宜调解的案件，可在

立案阶段设置 " 调解建议期 "，由法院或行业协会向当事人发出《调解可行性评估报告》，明确调解

的优势与预期效果。例如，上海金融法院通过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在立案前为当事人提供调解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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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与诉讼成本的对比分析，引导超过 60% 的金融纠纷进入调解程序。

对于不适宜调解的案件，则需设定准用调解的最低限度。例如，在涉及公共安全的医疗事故纠

纷中，可规定调解协议需经司法确认且不得免除医疗机构的重大过错责任。同时，通过建立动态调

整机制，根据行业发展趋势和案件特点定期优化评估标准，确保分流机制的适应性与科学性。

（三）行业管理组织的能动性释放

1、双重视角把握组织与市场、行政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探讨行业调解组织的治理结构时，需从结构性视角与能动性视角双重视角切入，以全面把握

组织与市场、行政之间的复杂关系。

从结构性视角看，组织的独立性是其合法性的基础，但这种独立性并非绝对。在我国，行业组

织在规范与实体层面均受到国家较强的控制，这种特性虽与西方国家存在显著差异，却符合我国当

前发展阶段的实际需求。关键在于，如何在保障国家对组织必要监管的同时，为组织留出足够的自

主空间。例如，在医疗纠纷调解领域，医调委作为事业单位性质的调解机构，其设立需经司法行政

机关批准，人员构成中包含司法、卫生行政部门代表。这种结构设计虽确保了调解的公信力，但也

可能因行政力量的深度介入，导致调解过程的灵活性受限。未来改革可探索 " 行政指导 + 行业主导 "

的混合模式，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提供经费支持，同时将调解事务交由行业协会具体运作，实现行政

监管与行业自治的动态平衡。

能动性视角下，组织的自主决策与运作能力是其发挥治理效能的核心。当前，部分行业组织在

人事任免、经费来源、管理体制等方面与政府存在过度绑定关系，这种依附性不仅削弱了组织的独

立性，还可能引发当事人对调解公正性的合理怀疑。以消费者协会为例，其经费主要来源于财政拨款，

人员编制由行政部门核定，这种模式虽保障了组织的基本运行，但也可能导致其在处理涉及政府关

联方的纠纷时缺乏足够的独立性。对此，可通过以下路径强化组织自主性：

（1）经费来源多元化：拓宽行业协会的经费渠道，除会费与财政补贴外，可探索通过调解收费、

社会捐赠、专项基金等方式实现收入来源多样化。例如，上海知识产权调解中心通过设立 " 调解服

务收费 + 财政专项补贴 " 的混合模式，将简单案件按标的额收费，复杂案件由财政托底保障，既保

证了调解的公益性，又增强了组织的经济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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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事管理去行政化：推动行业协会与行政机关的人员分离，建立以行业专家、资深从业者

为主的专业化调解队伍。例如，在金融纠纷调解中，可规定调解员中至少 70% 来自金融机构、律师

事务所等市场主体，且调解员选任需经行业评议与司法备案双重程序。

（3）治理结构民主化：在组织内部构建多中心治理架构，确保不同规模企业、消费者代表等多

元主体的平等参与。例如，某省建筑行业协会通过设立 " 企业代表 + 独立专家 + 用户代表 " 的三方

理事会，有效避免了调解过程被大型企业主导的风险。

行业自治组织作为行业调解的核心载体，其作用的充分发挥是专业化调解的关键。然而，当前

部分行业协会在调解功能上存在 " 缺位 " 与 " 越位 " 并存的现象：一方面，发展初期的行业协会缺乏

推动调解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部分领域行政力量过度介入导致调解的独立性受损。因此，需通

过分类指导与制度优化，释放行业自治组织的专业化潜力。行政力量在行业调解中的角色应从 " 主导

者 " 转向 " 赋能者 "。在行业发展初期，可通过设立行业调解指导委员会，由司法行政机关、行业协会、

专业机构共同参与规则制定与人员培训。例如，深圳前海合作区通过 " 政府 + 行业协会 " 的双轨模式，

建立了覆盖金融、科技等领域的调解平台，调解协议的自动履行率超过 80%。随着行业调解的逐步

成熟，行政力量应逐步退出日常运作，转而通过监督与评估确保调解的独立性。例如，通过建立调

解质量评估指标体系，从调解成功率、当事人满意度、协议履行率等维度对调解组织进行年度考核，

考核结果与财政补贴挂钩，形成 " 优胜劣汰 " 的良性机制。

2、从外部规制到内部治理的协同优化

优化调解组织治理结构需双管齐下，既要通过外部制度创新为组织松绑，又要通过内部治理优

化提升组织的自我调节能力。

（1）外部规制的适度调整。放宽团体数量限制：现行《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对 " 一地一会

" 的限制，在行业发展的初期阶段抑制了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建议在新兴领域如数字经济、人工智

能等，允许同一行业内设立多家调解组织，通过竞争激发创新活力。例如，北京在互联网金融领域

试点 " 多家竞争 " 模式后，调解成功率同比提升 23%，平均调解周期缩短至 15 天。构建分类监管体

系：根据行业风险特征与公共利益关联度，对调解组织实行分类监管。对于涉及公共安全的医疗、

食品药品领域，维持较高行政介入度；而对于竞争性较强的商业领域，则通过备案制管理取代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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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减少行政干预对市场机制的挤出效应。推动政社合作新模式：探索 " 政府搭台、协会唱戏、市

场买单 " 的合作机制。政府负责提供调解场所、信息平台等基础设施，行业协会负责具体调解事务，

调解费用则通过当事人按比例分摊与调解成功后财政奖励相结合的方式解决。这种模式在浙江台州

的知识产权调解实践中取得显著成效，调解协议自动履行率提升至 87%。

（2）内部治理的深度优化。利益平衡机制构建：在调解组织内部，通过结构设计实现不同利益

主体的动态平衡。例如，在调解委员会的组成上，规定小型企业、大型企业、独立专家、消费者代

表的比例不得低于 2:3:2:1，并建立利益关联方回避制度，确保调解过程的公正性监督制约体系完善：

构建 " 内部监督 + 外部评估 " 的双重监督机制。内部通过设立独立的监事会，对调解过程进行全程监

督；外部则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定期对调解组织的公信力、专业性进行量化评估，并将结果向社

会公开。例如，深圳前海国际商事调解中心通过引入毕马威等专业机构进行年度评估，根据评估结

果调整调解员资质标准，有效提升了调解质量。调解规范的标准化建设：行业协会应结合领域特点，

制定统一的调解规则与流程规范。在金融领域，可参照《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制定调解操作细则；

在知识产权领域，则需融入技术事实查明、侵权赔偿计算等专业规范。通过规则的标准化，既能提

升调解的公信力又能为司法确认提供明确依据。

3、分类指导

行业协会的梯度培育根据行业发展的成熟度，可将行业协会分为成熟型、成长型和萌芽型三类，

并采取差异化的扶持策略。对于金融、建筑等成熟行业，应推动行业协会建立 " 调解 + 仲裁 + 诉讼

" 的全链条解纷机制，通过财政补贴与绩效挂钩强化调解的公益属性。例如，中国银行业协会通过设

立 " 金融消费纠纷调解中心 "，年均化解纠纷超过 10 万件，调解成功率维持在 75% 以上。

对于新兴行业如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公权力应发挥前期引导作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税

收优惠等方式支持行业协会建立调解平台。例如，北京软件行业协会在政府支持下设立的 " 数字经济

纠纷调解中心 "，通过引入技术专家参与调解，将复杂技术争议的化解周期从平均 6 个月缩短至 45 天。

4、专业化调解模式的构建

行业自治组织需结合领域特点，探索符合行业规律的调解模式。在医疗纠纷领域，可建立 " 医

患沟通 + 责任评估 + 赔偿协商 " 的三段式调解模式，通过引入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提供专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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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调解结果的公信力。在知识产权领域，则可通过 " 技术调查官 + 调解员 " 的双轨机制，实现技术

事实查明与法律适用的精准对接。同时，需注重行业调解规则与通用法律规则的衔接。例如，在涉

外商事调解中，可通过引入《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调解规则》的保密性条款，提升调解协议的

跨境执行力。这种 " 行业特色 + 国际接轨 " 的规则设计，既能保障调解的专业性，又能增强其国际公

信力。

5、组织与经费保障

行业调解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组织建设与经费保障的双重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通过

完善的制度保障推动社会治理创新，调解经费的多元化来源正是这一要求的具体体现。根据不同行

业的特点，可构建 " 公益 + 市场 " 双轨并行的经费保障体系：

（1）公益类纠纷的全额保障：对于物业纠纷、婚姻家庭等民生领域，由财政专项资金提供全额

保障，确保调解服务的普惠性。例如，某市司法局通过设立 " 民生调解专项基金 "，年均化解纠纷超

过 5000 件，调解成功率维持在 85% 以上。

（2）商事纠纷的市场化运作：在金融、知识产权等商事领域，探索按标的额或计时收费的市场

化模式。例如，北京某知识产权调解中心对专利侵权纠纷按争议金额的 1% ～ 3% 收取调解服务费，

通过市场化竞争机制实现优胜劣汰。

（3）混合模式的创新实践：在劳动争议领域，可采用 " 政府补贴 + 企业分担 " 模式。调解成功后，

政府按案件标的额的 30% 给予调解组织补贴，企业则按比例分担调解费用，既保障了调解的公益性，

又增强了组织的自我造血能力。

6、国际化接轨与制度升级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行业调解的国际化需求日益凸显。《新加坡调解公约》的

签署为我国调解制度提供了接轨契机，但现行立法在跨境调解协议的执行、调解员资质互认等方面

仍存在制度缺口。未来立法需重点解决以下问题：

（1）跨境调解协议的执行标准。明确调解协议的跨境执行条件，构建与《公约》接轨的司法审

查程序。例如，要求调解协议具备明确的义务内容、可执行的履行方式，并通过公证或认证程序增

强其域外效力。同时，推动建立国际商事调解协议的 " 相互承认白名单 " 制度，优先承认与我国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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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边司法协助协定国家的调解协议。

（2）国际商事调解员资质认证体系。借鉴国际通行的调解员资质标准，建立包含专业知识、调

解经验、语言能力等多维度的认证体系。例如，要求国际商事调解员具备至少两种工作语言能力、5

年以上相关行业经验，并通过模拟调解考核。同时，推动与国际调解员协会（IMA）的资质互认，

提升我国调解员的国际竞争力。

（3）调解规则的国际化改造。在保留我国调解特色的同时，吸收国际先进规则。例如，引入《国

际商事调解规则》中的保密性条款，确保调解过程中的商业秘密和敏感信息不被泄露；借鉴美国联

邦调解与仲裁协会的 " 调解中立性保障机制 "，通过技术手段实现调解员与当事人的物理隔离，增强

调解的公信力。

（4）跨境调解与诉讼的衔接机制。构建调解与诉讼的无缝衔接机制，允许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

申请证据保全、财产保全等司法辅助措施。例如，通过建立 " 调解转诉讼绿色通道 "，将调解中已确

认的事实直接作为诉讼证据使用，避免重复程序。同时，推动跨境在线调解平台建设，实现境内外

当事人、调解员、法官的实时互动，提升国际商事纠纷的化解效率。

（四）调解执行保障制度的协同与生态构建

行业调解的执行力提升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通过司法、行政、市场与技术的协同发力，构建 "

预防—调解—执行 " 的全链条治理体系。

1、调解与诉讼的无缝衔接，强化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

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将 " 依法设立的调解组织 " 主持达成的调解协议纳入司法确认范围，彻

底解决了社会调解协议缺乏强制执行力的历史难题。这一制度突破不仅为当事人提供了更为可靠、

高效的纠纷解决途径，也为行业调解的权威性注入了法律背书。在司法确认程序中，法院对调解协

议的合法性、公平性进行形式审查，赋予其强制执行效力，确保调解结果具备与法院判决同等的法

律约束力。

司法确认程序的高效运行依赖于 " 繁简分流 " 的机制设计。对于标的额较小、法律关系明确的调

解协议，法院可适用简易程序进行书面审查，确保 30 日内完成确认；而对于涉及复杂法律问题或多

方当事人的协议，则需通过听证程序进行实质审查。例如，上海金融法院通过建立 " 要素式审查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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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金融纠纷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周期缩短至 15 天，极大提升了程序效率。

推动建立 " 调解前置 + 司法确认 " 的递进式解纷机制。在劳动争议、医疗纠纷等领域，将调解作

为诉讼的前置必经程序，调解失败后由法院优先立案审理。同时，通过司法确认程序赋予调解协议

强制执行力，形成 " 外围防线 + 核心保障 " 的解纷格局。

2、信用监管与行业治理的深度融合

将调解结果纳入行业信用评价体系，建立 " 调解成功率 + 协议履行率 " 的双重信用指标。对于信

用良好的企业，在行业评优、政策扶持等方面给予优先考虑；对于失信企业，则通过信用公示、联

合惩戒等措施形成有效威慑。信用监管体系的深度嵌入为调解协议的执行提供了 " 软性约束 " 与 " 硬

性惩戒 " 相结合的双重保障。对于拒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当事人，可采取以下措施：

（1）信用公示与联合惩戒：通过 " 信用中国 " 平台公示违约信息，并限制其参与政府采购、招

投标等活动。例如，某省建筑行业协会对拒不履行调解协议的企业，暂停其会员资格并限制参与行

业评优，倒逼企业主动履行义务。

（2）调解违约成本前置化：在调解协议中约定违约金条款，明确违约方需承担对方因申请强制

执行产生的律师费、差旅费等合理费用。这种设计不仅提高了违约成本，还增强了调解协议的可预

期性。

（3）行业信用修复激励机制：对于主动履行调解协议的当事人，可给予信用修复激励，如缩短

失信公示期、恢复行业信用评级等。这种正向激励与负面惩戒相结合的模式，在证券期货纠纷调解

中取得显著成效。

（五）科技赋能调解：构建智能化纠纷解决生态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调解模式已难以适应新型纠纷的复杂性与高频发特点。通过

深度应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技术，能够有效提升调解效率、降低成本，构建全时空、

跨地域的智能化解纷体系。

1、在线调解平台的迭代升级

在线调解平台应具备以下核心功能：

（1）全流程在线化：支持当事人在线提交证据、在线质证、电子签名确认调解协议，实现 " 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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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 " 解纷。例如，杭州互联网法院通过开发 "e 调解平台 "，使跨地域纠纷的平均化解周期缩短至 7 天。

（2）智能辅助系统：嵌入法律知识图谱与案例检索系统，为调解员提供实时法律检索、类案推送、

调解方案生成等智能辅助。例如，某金融调解平台通过 AI 分析当事人诉求，自动生成调解方案建议

书，调解成功率提升至 73%。

（3）区块链存证固证：利用区块链技术对调解过程进行全流程存证，确保证据的真实性与不可

篡改。例如，广州南沙法院通过 " 区块链 + 调解 " 模式，使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周期缩短至 3 天，极

大提升了程序效率。

2、大数据驱动的精准调解

通过对海量纠纷数据的深度挖掘与分析，实现调解资源的精准配置：

（1）智能案件分流：构建 " 案件复杂度评估模型 "，通过对当事人诉讼历史、标的金额、行业

特点等多维度数据分析，智能匹配最适宜的调解组织与调解员。例如，深圳前海合作区通过智能分

流系统，将金融纠纷的调解成功率提升至 81%。

（2）风险预警与预防：建立行业纠纷风险指数，通过分析纠纷频发领域、争议类型等数据，为

行业协会提供风险预警与治理建议。例如，某省建筑行业协会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工程款支付纠纷

高发，及时调整行业规范，使该类纠纷同比下降 42%。

（3）调解质量评估：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调解笔录、协议内容进行智能分析，生成调解质

量评估报告，为调解员培训与考核提供数据支撑。

3、跨境在线调解的创新实践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跨境商事纠纷呈现快速增长趋势。通过构建跨境在线调解平台，

能够有效破解跨境解纷的时空障碍：

（1）多语言支持系统：开发智能翻译与同声传译功能，支持中、英、法、西等多语种实时转换，

确保境内外当事人无障碍沟通。

（2）跨境司法协作机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司法机构建立调解协议跨境执行协作机制，

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调解结果的互认与执行。

（3）国际调解员云智库：建立全球调解员资源库，当事人可在线选择熟悉当地法律与商业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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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解员参与跨境调解，提升调解方案的可接受性。

行业调解的执行力与保障机制建设是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重要抓手。通过司法确认与信

用惩戒的双轮驱动、组织与经费保障的坚实支撑、科技赋能与国际化接轨的创新实践，能够有效破

解调解协议执行难、效力保障弱的现实困境。未来，随着《行业 / 专业调解指导法》的出台以及调解

生态的持续优化，我国行业调解有望构建起 " 权威性与公信力兼具、效率性与规范性并重、本土特

色与国际视野融合 " 的现代化治理体系，为推动形成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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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社会矛盾复杂化的双重背景下，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作为多元化纠纷解

决机制的重要载体，承担着化解专业领域矛盾、防范社会风险的重要使命。本文以“共建共治共享”

理念为指引，通过规范分析、实证研究与比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系统探究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

的理论逻辑、发展现状与优化路径。研究发现，此类组织在组织体系、规范化建设、队伍建设与功

能发挥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但仍面临区域发展失衡、专业性不足、公信力困境及运行机制脆弱等

结构性矛盾。基于此，本文建议通过跨区域协作机制、调解员分级认证、调解协议效力强化、市场

化与科技化双轮驱动等系统性方案，推动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从“事后化解”向“源头治理”转型。

研究结果对深化社会治理创新、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具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社会治理现代化；纠纷解决机制；制度创新；公信力建设

一、社会治理现代化视域下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的制度逻辑
（一）国家政策导向下的社会治理创新

在全面依法治国与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政策体系通过系统性制度创新，持续强化社会

力量参与机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加强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建设”，是调解

工作从传统模式向专业化治理转型的政策起点。此后，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行业性专业性人民

姓       名：刘世杰

单位职务：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北京市律师协会社会治理与律师调解专委会副主任

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的
现代化治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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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在医疗、劳动争议等领域建立行业调解组织，推动行业调解从地方试点

向制度化发展。2018 年《关于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的意见》通过建立职业资格认证与激励机制，

着力破解调解主体专业化不足的瓶颈。截至 2023 年，全国持证调解员达 28.7 万人，其中行业性专

业性调解员占比提升至 41%。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

为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综合来看，政策演进呈现出三大特征，即从 “政

府主导” 转向 “社会协同”，从“单一解纷”转向“源头治理”，从“传统经验”转向“专业赋能”。

这种政策导向的转变，为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的制度价值

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在化解专业领域矛盾中发挥重要作用。统计显示，全国已设立行业性专

业性人民调解组织 4.8 万个，覆盖医疗、交通、劳动争议等多个领域。（司法部，2023）其制度价

值体现在通过专业化调解服务提高纠纷解决效率，满足社会对专业化解纷方式的需求。作为多元化

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载体，承担着优化司法资源配置、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双重使命 1。通过行业

规则与法律规范的协同适用，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实现了个案正义与社会治理的有机统一。例如，

在医疗纠纷调解中，调解员通过医学专家与法律专家的协同参与，将诊疗规范与侵权责任法相结合，

既保障患者合法权益，又维护医疗秩序稳定。这种专业规则与法律规则相结合的调解模式，不仅提

升了纠纷化解效能，更推动了行业治理的法治化进程。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多元解纷需求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构建多元解纷机制成为必然要求。最高人民法院推进“总对总”在

线诉调对接工作，将全国性行业协会的调解资源集成于法院调解平台，实现“一平台调解、全流程

在线”。最高人民法院数据显示，2023 年通过该平台调解案件量达 1200 万件，标的额突破 2.3 万亿元。

地方实践中，多地探索创新调解模式。湖北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为 448 个村（社区）配备

专职调解员，形成专业化调解力量，2023 年调解成功率达 96%。襄阳市房产和物业纠纷人民调解委

员会成立以来，累计调解案件 4266 件，涉案金额超 3 亿元，当地法院物业纠纷类案件下降 40%。

1. 齐树洁：《律师调解制度的立法构建》，载《中国法学》2020 年第 5 期，第 123-13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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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实践为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的现代化治理提供了有益经验。

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的发展，既是对“枫桥经验”的继承创新，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

微观实践。其通过整合行业规则、专业知识与法律资源，构建起“预防—化解—修复” 的全链条治

理体系，为社会矛盾的系统性治理提供了新范式 2。

二、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的理论逻辑与功能定位
（一）理论逻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功能重构

1. 传统调解文化的现代转型

中国传统社会倡导“无讼”文化，强调通过道德教化和调解手段化解矛盾，避免诉讼。这种思

想在《论语》中有所体现，如“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强调通过调

解实现社会和谐。然而，随着社会复杂化和矛盾多元化，传统的调解方式逐渐暴露出专业性不足、

效率低下等问题，难以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现代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的出现，既是对“无讼”

传统的继承，更是对其的创造性转化 3。通过引入专业知识和职业队伍，行业调解组织实现了从“道

德说教”向“规则治理”的范式转变，更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微观实践。

2. 共建共治共享理念的实践载体

在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成为“共建共治共享”理念的重要实践载体。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而行业

调解组织通过整合行业协会、专业机构与社区力量，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

治理格局。例如，在医疗纠纷调解中，调解员由医学专家、法律工作者和社区代表共同组成，既保

障专业判断，又体现多方参与。这种模式不仅提高了纠纷化解效率，更通过规则共建增强了社会共识，

成为风险社会理论在纠纷解决领域的具体应用。

（二）功能定位：纠纷解决与风险防范的双重使命

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的功能定位不仅体现在纠纷解决上，还体现在风险防范上。其双重功能

2. 熊丙万：《数字时代的纠纷解决》，载《中国法学》2022 年第 4 期，第 102-118 页 .
3. 杨宗科：《中国特色调解制度的法理逻辑与实践创新》，载《中国法学》2021 年第 5 期，第 45-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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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

1. 化解多元矛盾的行业性专业性优势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矛盾纠纷呈现显著的专业化与复杂化趋势。传统民事纠纷占比逐年

下降，而涉及知识产权、金融科技、数据安全等领域的新型纠纷显著增加。最高人民法院数据显示，

2023 年全国法院新收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同比上升 23.8%，其中专利侵权、算法侵权案件因技术事

实认定复杂，此类纠纷往往涉及技术标准与法律规则的交叉适用，例如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权属争议，

既需依据《著作权法》判断独创性，又需结合行业技术规范评估算法逻辑，传统调解机制已难以满

足市场主体对专业性解纷服务的高端需求。

中国消费者协会调查显示，2023 年消费者投诉中，涉及智能产品、共享经济等新业态的纠纷占

比达 37%，其中 62% 的消费者明确要求“专业调解”而非传统协商。这种需求倒逼调解机制向专业

化、精细化方向转型。

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在化解矛盾纠纷方面具有显著的专业性优势。首先，其专业性体现在对

特定领域矛盾纠纷的深入理解和把握上。例如，在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劳动争议等领域，行业性

专业性调解组织能够凭借专业知识和经验，快速找到矛盾的症结所在，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其次，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的行业性特点使其能够更好地整合资源，形成合力。例如，《新型矛

盾解决机制的创新与发展》指出，通过引入社会协同机制，激发社会组织或公民个人的参与热情，

拓宽社会力量的参与渠道，促进全社会齐抓共管的积极性。这种模式不仅提高了矛盾纠纷化解的效率，

还增强了社会的参与感和认同感。

2. 社会风险的前端防控功能

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在防范“民转刑”“刑转命”案件中具有重要的基层防线作用。通过及

时发现和化解潜在矛盾，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能够有效避免矛盾的激化和升级。此外，行业性专

业性调解组织还能够通过宣传和教育，增强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据司法部统计，

2023 年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预防“民转刑”案件 2.1 万件，同比上升 37%。这种预防性调解模式，

体现了现代纠纷解决从“事后救济”向“事前预防”的范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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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的发展现状
（一）组织体系：从“单点突破”到“全域覆盖”‌

行专调解组织通过分层布局与分类推进，构建起纵向贯通、横向联动的立体化网络，逐步实现

传统民生领域与新兴产业的协同覆盖。

1.‌‌顶层设计推动‌‌

司法部通过《关于加强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明确“政府引导、协

会主办、社会参与”的共建路径。例如，中国银行业协会主导的金融纠纷调解委员会，依托全国性

银行和保险机构会员资源，建立覆盖省、市两级的金融调解网络，针对信用卡逾期、理财收益争议

等高频问题，形成“行业规则内化调解标准”的独特优势。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司法部推动

成立“小微企业权益保护调解中心”，在个体工商户密集的商贸城、产业园设立联络站，重点化解

合同违约、租金纠纷等影响经营稳定的矛盾。

2.‌‌基层实践拓展‌‌

地方政府结合区域特点创新组织形态。例如，苏州市针对外向型经济特征，在工业园区设立“涉

外民商事调解中心”，吸纳精通国际商事惯例的律师、跨国企业法务人员参与调解，化解中外合资

企业股权争议、技术转让纠纷时，同步输出符合《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调解规则》的解决方案。

云南省依托“一县一业”产业布局，在普洱茶主产区建立“茶叶纠纷调解委员会”，由茶企代表、

非遗传承人、农业专家组成调解小组，重点协调古茶树产权、地理标志使用等具有地域特殊性的矛盾。

3.‌‌新兴领域延伸‌‌

面对技术迭代催生的新型纠纷，调解组织通过“专业嵌入 + 规则共建”破题。例如，杭州市互

联网法院联合电商平台成立“数据权益纠纷调解中心”，针对用户画像滥用、算法歧视等问题，由

数据安全工程师解析技术逻辑，法律专家划定合规边界，最终形成“数据分级授权”“算法透明化

承诺”等调解方案，为同类纠纷提供范式参考。广东省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集聚区试点“产业链调解

机制”，组织电池供应商、整车厂商、充电桩运营商签订《纠纷先行调解公约》，约定技术标准争议、

专利许可纠纷必须经行业专家调解后再启动诉讼程序。

‌（二）规范化建设：从“粗放发展”到“制度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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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以标准化、品牌化、法治化为抓手，推动调解组织从“量增”向“质优”转型。

1.‌‌制度框架明晰‌‌

通过建立全流程管理制度提升规范化水平。例如，上海市推行《调解服务质量管理规范》，要

求调解组织必须做到“三个公开”（调解员资质公开、收费标准公开、监督渠道公开），并在医疗

纠纷调解中首创“双盲评估”机制，由独立第三方医学专家匿名出具责任认定意见，确保调解结论

客观中立。浙江省出台《行业调解组织等级评定办法》，从队伍建设、案件管理、社会效果等维度

进行星级认证，评级结果作为政府购买服务的重要依据，倒逼调解组织提升服务质量。

2.‌‌品牌化战略推进‌‌

特色调解品牌通过差异化服务增强群众获得感。例如，北京市“知识产权纠纷调解中心”推出

“侵权快速响应”服务，对抄袭、盗版等紧急纠纷实行 48 小时优先调解，通过对比作品登记时间、

传播路径等技术手段固定证据，促使侵权方立即下架产品或支付许可费。四川省在民族地区推广“石

榴籽调解工作室”，遴选通晓彝汉双语的调解员，采用“火塘调解”“家支议事”等传统形式化解

草场边界、婚约财产纠纷，既尊重民族习惯又坚守法律底线。

3.‌‌司法衔接强化‌‌

法院与调解组织构建深度协同机制。例如，江苏省在道路交通纠纷调解中推行“鉴定前置”模式，

对伤残等级、车辆损失等专业问题，由调解组织委托法院认可的鉴定机构出具报告，当事人达成调

解协议后可直接申请强制执行，避免因证据争议导致协议失效。广东省高级法院建立“调解协议合

规性预审”制度，调解员在拟定协议条款时可通过线上平台请求法官指导，确保权利义务约定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强制性规定。

‌（三）队伍建设：从“经验主导”到“专业赋能”‌‌

行专调解组织通过人才结构优化与能力提升工程，逐步摆脱对“经验型调解”的路径依赖。

1.‌‌专业化人员构成‌‌

调解队伍呈现“行业深度 + 法律精度”的双重特质。例如，深圳市证券期货业纠纷调解中心组建“投

行背景调解员团队”，成员均具有上市公司合规管理、并购重组实务经验，在处理对赌协议纠纷时，

能精准识别财务数据造假、业绩承诺虚高等专业问题，提出股权回购比例调整、分期补偿等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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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重庆市医疗纠纷调委会实行“医学伦理委员会常驻制”，由三甲医院伦理审查专家参与调解

方案设计，确保患者知情权、实验性医疗风险告知等伦理要求落实到位。

2.‌‌常态化培训机制‌‌

能力培养注重“理论转化”与“实战反哺”结合。例如，司法部人民调解员培训基地开发《行

业调解典型案例解析》系列课程，选取知识产权侵权止损、建设工程质量争议等复杂案例，通过“争

议焦点拆解—法律规则映射—调解策略推演”三步教学法，帮助调解员掌握“法律评价”与“利益

平衡”的尺度把握。广州市建立“调解员与政协委员联合调研”机制，组织调解员参与营商环境优化、

新业态劳动权益保障等专题调研，从政策制定源头理解纠纷成因。

3.‌‌考核激励优化‌‌

职业保障机制破解人才流失难题。例如，浙江省将专职调解员纳入“社会工作人才”序列，建

立与职称等级挂钩的薪酬体系，取得中级以上职称的调解员可享受人才公寓、医疗绿色通道等优待。

上海市浦东新区在商事调解领域试点“市场化计酬”，对涉及跨境投资、公司并购的高难度案件，

允许调解机构按照标的额一定比例收取服务费，吸引具有国际仲裁经验的律师加入调解队伍。

‌（四）功能发挥：从 “事后化解” 到 “源头治理”‌

行专调解组织通过前端预警、中端化解、后端跟踪，逐步从“救火式”解纷转向系统治理。

1.‌‌纠纷化解效能提升‌‌

调解成果转化为行业治理规则。例如，中国消费者协会联合各地调解组织发布《直播电商消费

纠纷调解指引》，明确“虚假宣传”“货不对板”等典型问题的责任划分标准，头部直播平台据此

建立“先行赔付基金”和“商家信用扣分”制度，倒逼经营者规范营销行为。青岛市针对国际航运

纠纷制定《提单争议调解规则》，被中远海运、马士基等企业纳入海上运输合同格式条款，实现“调

解一种纠纷，规范一类交易”。

2. 诉源治理作用深化‌‌

调解组织嵌入社会治理关键节点。例如，浙江省在基层法院诉讼服务中心设立“行业调解优先

导引台”，对物业费拖欠、劳动争议等类型化案件，由调解员对照《类案调解要素表》进行诉前评估，

引导当事人选择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非诉解决方式。北京市在社区推广“诊疗式调解”，组织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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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员定期排查家庭赡养、邻里噪音等隐性矛盾，通过“情绪疏导 + 法律释明 + 方案预置”组合拳，

防止小问题升级为诉讼案件。

3.‌‌社会协同效应增强‌‌

调解成为凝聚治理共识的纽带。例如，福建省在台商投资区设立“两岸融合调解委员会”，由

大陆调解员与中国台湾地区调解专家共同主持涉台商事纠纷调解，既保障台胞合法权益，又通过协

商过程增进两岸规则互信。贵州省黔东南州将“侗族款约”融入山林土地纠纷调解，由寨老、村规

民约监督员和司法所干部组成联合调解组，用“罚酒认错”“互赠稻鱼”等传统仪式修复人际关系，

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

四、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存在的问题
（一）组织建设的区域与行业双重分化

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的空间分布呈现显著的梯度差异。司法部《全国调解工作白皮书（2022）》

显示，东部地区每万人调解组织密度达 0.87 个，而中西部地区仅为 0.23 个，长三角、珠三角地区

的调解组织数量占全国总量的 58%。这种区域失衡在新兴产业领域尤为突出。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数字经济纠纷解决研究报告（2023）》指出，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的调解组织覆盖率不足

15%，2023 年最高人民法院受理的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中，76% 未经过专业调解直接进入诉讼程序。

这种制度性缺位不仅加剧了司法资源紧张，更使新业态纠纷面临 “调解无门” 的困境。

行业分布的结构性失衡同样严峻。传统制造业与消费服务业占据 65% 的调解资源，而数字经济、

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调解组织覆盖率不足 15%。例如，2023 年杭州市互联网法院受理的算法歧

视纠纷中，83% 的案件因缺乏专业调解前置程序，导致诉讼周期延长至 180 天以上。这种资源错配

削弱了调解组织的预防性治理功能，使行业调解陷入“传统领域过度饱和、新兴领域供给不足”的

恶性循环 。

（二）调解员队伍的结构性能力缺口

调解队伍的专业化水平滞后于纠纷复杂化趋势。中国仲裁法学研究会《2023 年调解员职业发展

调研报告》显示，全国仅有 38.7% 的调解员持有司法部认证的专业资质证书，62.3% 为兼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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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50 岁以上从业者占比达 41%。这种人员结构难以应对新兴领域需求。最高人民法院数据显示，

2023 年涉及专利侵权、数据确权等专业纠纷的调解案件中，21.5% 因调解失败转入诉讼程序。

专业能力缺口在技术密集型纠纷中尤为突出。例如，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权属争议中，调解

员需同时具备《著作权法》专业知识与算法技术理解能力，但全国仅有 12.3% 的调解员通过相关专

项考核。这种能力断层导致调解协议质量下降，2023 年因条款不专业被法院裁定无效的调解协议占

比达 18.7%。

（三）社会公信力的效力与认知双重制约

调解协议效力不足与社会认知偏差形成恶性循环。司法部统计数据显示，2019—2023 年调解协

议司法确认率长期停滞在 34% ～ 37%，而同期商事仲裁裁决执行率达 68%。这种效力差异源于制

度设计缺陷。现行《人民调解法》未明确行业调解协议的法律地位，导致其既不能直接申请强制执行，

又缺乏仲裁裁决的终局性。中国政法大学《企业纠纷解决机制认知调研（2024）》发现，56.8% 的

企业法务人员将行业调解视为“协商谈判的延伸”，仅有 29.4% 认可其独立解纷效力，这种认知

偏差直接影响调解效能。2023 年行业调解案件量增速（年均 3.2%）显著低于民商事诉讼案件增幅

（7.8%），导致司法资源持续承压。

具体来说，调解组织的社会认同度呈现“三低”特征，分别是知晓度低（公众认知率不足

40%）、信任度低（企业选择率 29.4%）、执行率低（协议反悔率 8.7%）。例如，在劳动争议领域，

调解协议履行率仅为 58%，远低于仲裁裁决的 89%。这种公信力困境不仅损害当事人权益，更动摇

了行业调解的制度根基。

（四）运行机制的财政与技术双重依赖

组织发展过度依赖外部资源输入。财政部政府采购数据平台显示，2023 年行业调解组织 73.6%

的经费来源于财政拨款，市场化服务收入占比仅 12.4%。这种财政依赖导致调解服务供给与市场需

求脱节。在跨境知识产权、跨国公司股权争议等高端领域，调解服务供给缺口达 42%（中国国际贸

易促进委员会，2023）。重庆市司法局调研显示，76% 的调解组织因经费不足，难以聘请专家参与

复杂纠纷调解，导致 23% 的案件因证据不足调解失败。

技术应用滞后制约纠纷预防功能实现。司法部《智慧调解系统建设评估报告 2024》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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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 的地方调解组织完全使用省级统建平台，智能风险评估、类案推送等核心功能更新滞后市场

技术周期 2 ～ 3 年。区块链存证、智能合约等前沿技术在调解领域的应用覆盖率不足 18%，导致调

解流程数字化覆盖率仅为 35%。例如，在物业服务纠纷中，因缺乏智能预警系统，62% 的矛盾未能

在萌芽阶段被识别，最终升级为群体性诉讼。

五、优化路径
（一）‌制度性均衡：破解组织建设失衡‌

针对组织建设失衡问题，可构建“区域协作 + 行业互补”的双轨治理框架。探索建立跨行政区

划的“产业调解联盟”，通过《调解服务采购指导目录》动态调整机制，将区块链存证、跨境数据

纠纷等新兴领域纳入优先采购范畴。同时推行“调解资源指数”考核制度，将新兴产业调解组织覆

盖率纳入地方政府法治建设评估体系。中央财政可设立专项转移支付机制，对中西部地区新兴产业

调解组织给予建设补贴，缩小区域资源差距。

（二）‌专业化赋能：构建调解人才体系

破解调解员结构性矛盾，需突破传统经验依赖，建立覆盖教育、认证、实践的全链条培养机制。

建议开发包含专业模块（法律基础、谈判技巧）与新兴领域选修课（数字货币、人工智能、基因技术伦理）

的培训体系，并实施调解员“星级认证”制度。对通过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专项考核的调解

员授予“专家调解师”资格。同时，推动高校与行业协会合作，在高校开设“调解实务与商业合规”

课程，模拟复杂纠纷场景，提升调解员实战能力，构建“法律素养 + 行业知识 + 科技应用”三维能

力体系。

（三）‌公信力重塑：效力强化与认知革新‌

针对公信力困境，需推行调解协议“分级赋权”改革。可试点对经省级调解协会认证的协议实行“备

案即生效”制度，将司法确认周期压缩至 72 小时。探索建立调解协议分级制度，绿色协议（无争议）

自动生效，黄色协议（部分争议）启动快速仲裁程序，红色协议（重大争议）转入诉讼并附具调解建议。

同步启动“调解认知提升工程”，将行业调解纳入企业 ESG评价指标，对选择调解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

并通过主流媒体开展普法宣传，显著提升行业调解的认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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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可持续机制：市场化与科技双轮驱动

构建“公共服务 + 商业增值”的混合供给模式。建议对劳动纠纷、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基础性调

解服务实行全额采购，而对跨境知识产权、跨国公司股权争议等高端服务推行“服务消费券”制度，

允许企业按比例抵扣增值税。同时，依托司法部“调解链”平台构建 SaaS 化智能系统，集成区块链

存证、智能合约自动履行等功能。开发智能风险评估模型，通过分析历史调解数据预测纠纷升级风险，

提高调解流程的数字化覆盖率和智能风险预警的准确率。

六、结语
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的发展路径优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法律、政策、专业能力、科技和

文化的多维度协同推进。通过制度性保障、专业化打造、协同性建设、科技化赋能和理念性同化，

可以进一步提升行业性调解组织的权威性、专业性和高效性，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未来，

随着社会矛盾的不断变化，行业性调解组织需要不断创新和发展，以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纠纷解

决需求。

ModernGovernancePathofIndustry-SpecificProfessionalMediationOrganizations

Abstract:Underthedualbackgroundofnationalgovernancemodernizationandthecomple

xityofsocialcontradictions, industry-specificprofessionalmediationorganizations, asimport

antcarriersofdiversifieddisputeresolutionmechanisms, undertaketheimportantmissionofr

esolvingconflictsinprofessionalfieldsandpreventingsocialrisks. Guidedbytheconceptof"co-

construction, co-governanceandsharing", thispapersystematicallyexploresthetheoreticall

ogic, developmentstatusandoptimizationpathofindustry-specificprofessionalmediationorg

anizationsthroughacombinationofnormativeanalysis, empiricalresearchandcomparativer

esearch. Thestudyfoundthatsuchorganizationshavemadesignificantprogressinorganizatio

nalsystem, standardizationconstruction, teambuildingandfunctionperformance, butstillfa

cestructuralcontradictionssuchasregionaldevelopmentimbalance, lackofprofess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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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dibilitydilemmaandfragileoperationmechanism. Basedonthis, thispapersuggests

promotingthetransformationofindustry-specificprofessionalmediationorganizations

from"post-resolution"to"sourcegovernance"throughsystematicsolutionssuchascross-

regionalcooperationmechanism, hierarchicalcertificationofmediators, strengtheningtheef

fectivenessofmediationagreements, andmarketizationandtechnologydual-wheeldrive. Ther

esearchresultshaveimportantreferencevaluefordeepeningsocialgovernanceinnovationandi

mprovingthediversifieddisputeresolutionsystem.

Keywords:Industry-SpecificProfessionalMediation; ModernizationofSocialGovernan

ce; DisputeResolutionMechanism; InstitutionalInnovation; Credibility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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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最高人民法院于 2023 年出台了《关于诉前调解中委托鉴定工作规程（试行）》相关文件，确立

了诉前调解阶段委托司法鉴定的工作机制，对诉前调解解决专业领域纠纷起到积极推动作用，让诉

前调解机制切实充分发挥其省时、省力、专业的优势作用。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这类案件中，因其专

业性太强，需要专门的司法鉴定，导致此类案件的诉前调解形同虚设，绝大部分都走入诉讼程序。

实践中，司法鉴定对司法审判多数情况下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笔者根据实践中医疗损害责任纠

纷的人民调解制度、诉讼审判制度等中的司法鉴定的基本流程和存在问题，结合当前出台的诉前调

解委托鉴定的相关规定，分析了诉前调解司法鉴定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医疗纠纷诉前调解委托鉴定

方面提出几点建议，希望诉前调解在解决医疗纠纷中发挥重要且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医疗纠纷；司法鉴定；人民调解；过错责任；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Abstract: In 2023,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f China issued the "Provisional Rules 

on the Entrustment of Judicial Appraisal in Pre-litigation Mediation," establishing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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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ing mechanism for the entrustment of judicial appraisal during the pre-litigation 

mediation phase. This mechanism has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resolving professional 

disputes through pre-litigation mediation, allowing the pre-litigation mediation system to 

fully leverage its advantages of being time-saving, labor-saving, and professional. This is 

especially significant in medical malpractice liability disputes, which are highly specialized 

and often require specialized judicial appraisals. As a result, pre-litigation mediation 

for such cases has been virtually ineffective, with the vast majority of cases proceeding 

directly to litigation. Judicial appraisals in these cases are crucial for guiding judicial 

decisions. Therefore, the author, based on the basic procedure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judicial appraisals in people's mediation and litigation systems for medical malpractice 

liability disputes, as well as the recently issued regulations on pre-litigation mediation 

entrustment of appraisals, analyzes the potential issues in pre-litigation mediation judicial 

appraisals and proposes several suggestions to improve pre-litigation mediation of medical 

disputes, particularly in the entrustment of judicial appraisals, in order to enable pre-

litigation mediation to play an important and active role in resolving medical disputes. 

Key words: Medical Disputes; Judicial Appraisal; People's Mediation; Fault liability; 

Diversified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推行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机制，是贯彻中央政法委“三项重点工作”，深入推进社会矛盾纠

纷化解的一项重要举措。贯彻“调解优先”原则，将医疗纠纷中引入人民调解工作机制，充分发挥

人民调解工作预防和化解医患矛盾纠纷的功能，让人民调解员积极参与医疗纠纷的化解工作，对于

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和消除不和谐因素，更好地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医疗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专业的行为和过程，医疗纠纷也因此成为司法实践中委托鉴定最

多的一类纠纷。由于医患双方的信息严重不对称，从事医疗纠纷的律师以及从事审判工作的法官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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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都缺乏专业的医学知识和临床实践，无法对医疗责任进行全面、客观、准确的评估。即便在

2000 年左右，我国医患矛盾处于紧张而突出的阶段，很多医学院校应运而生设立了医疗法学专业，

专门培养具有医学知识背景的法学生，也很难轻松处理医疗纠纷。因此，在我国司法审判实践中形

成了凡是医疗诉讼、调解案件，基本都委托鉴定的共识和现状。

一、医疗纠纷中司法鉴定和人民调解深度融合的不畅原因
2013 年至今，我国正处于化解医患矛盾的整治期，全国大多数城市基本上建立了医患纠纷人民

调解机制和医疗责任保险机制，同时公安机关加大了对医闹行为的打击力度。过去经常发生的凡医

必闹的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群体性的医闹事件呈下降趋势，但由于医疗纠纷中存在各方利益关系，

导致国家在重拳整治涉医违法事件的情况下，还在不断出现伤医案、杀医案，群体性的医闹事件。

最终导致医疗纠纷的处理，法律诉讼的少，协商调解解决的多。

研究结果提示，医疗纠纷过程中，医患双方缺乏有效的双向沟通占 80%，医患双方缺乏规范的

制度指导占 76%，医患双方缺乏准确的信息传递占 66%。即使在规范性指导文件形成后，具体的实

施落实阶段，仍然需要医患双方进行有效的双向沟通及信息传递。然而，导致医疗纠纷中司法鉴定

和人民调解深度融合方面不畅主要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司法因素

一桩医疗纠纷如果通过法律途径进行处理，从诉讼启动，到诉讼终结，一般时间需要二至三年，

有的甚至更长，这对及时化解医患矛盾确实不利。这个不利的因素，原因就在于法院审理医疗纠纷，

必须要有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或医疗过错鉴定意见，才能明确医疗责任，作出法院裁决。

（二）鉴定因素

医疗纠纷的司法鉴定，主要包括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和医疗过错鉴定。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属于属地鉴定，由各地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下属的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办

公室负责，被鉴定的医疗机构均是当地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的医疗机构；鉴定专家是该地区

被鉴定的医疗机构抽调的专家，在鉴定过程中，与被鉴定的医疗机构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利益关系。

所以，其出具的鉴定结论的公信力备受质疑，大多数的医疗纠纷均不选择这种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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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过错鉴定，由独立的取得司法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受理鉴定的机构不受地域的限制，

也没有受当地卫生计生行政管理部门管理的背景。鉴定专家与被鉴定的医疗机构，多半没有利益关系，

这是大多数在法院处理的医疗纠纷选择的鉴定方式。由于这种鉴定耗时长，成本高，往往成为制约

法院及时审理医疗纠纷的主要原因。

（三）检材因素

无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还是医疗过错鉴定，科学、客观、合理的鉴定结论或鉴定意见，离不

开鉴定检材的客观、真实和提供行为的合法。

所谓检材，主要是指患者的病历资料。实践中，在医疗纠纷发生前，患者的病历资料都是保管

在医疗机构，由于医疗机构内部在有关医疗损害赔偿的问题上，对构成医疗事故或医疗过错负有责

任的医务人员，都有一定比例的赔偿责任。在此利益的驱动下，有关患者的病历，在复印给患者和

封存前，医务人员为逃避责任的承担，均有篡改病历记录的行为，从而导致病历记录不真实，使鉴

定结论或鉴定意见，不能公平、公正地明确医疗机构的医疗责任。

（四）协商因素

医疗纠纷除司法途径处理外，大多数还是通过协商得到的处理。除医患之间的协商外，还有卫

生计生部门的行政调解和医患纠纷第三方人民调解。由于医患双方的利益诉求不同，医患之间的协商，

很难达成共识。即便能够协商成功，多半均掺有行政调解的色彩。在行政部门参与的调解中，由于

维稳形势的需要，参与调解的政府有关部门的人员，为规避自身责任，求得纠纷的尽快处理，往往

会要求医院满足患方的一些不合理、不合法的要求，这是医患纠纷协商处理过程中，赔偿乱象产生

的一大诱因，也是专业医闹参与医患纠纷处理的动因。

目前，医患纠纷第三方人民调解是依法调解，也是较为有效的调解方式。这种调解是一种被动

式的调解，严重地依赖于医患双方的共同申请才能启动调解程序，且受制于承保医疗责任保险的保

险公司的理赔条件，对及时化解医患矛盾，促使纠纷协调处理亦有明显的瑕疵。

二、司法实践中医疗纠纷处理渠道和路径的演变
多元化医疗纠纷解决机制在立法层面已经有所落实，2018 年 10 月１日生效的《医疗纠纷预防



251

北京市律师协会
【北京律师社会治理与律师调解论文集】

和处理条例》成为我国化解医疗纠纷，维护医疗秩序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行政法规。该条例第

二十二条明确规定，医患双方解决医疗纠纷的五种情形：协商、 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诉讼和法律、

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其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主要包含专业调解、保险调解、仲裁调解、

仲裁等渠道。前三种调解方式和人民调解的第三方调解机构由于不是行政、司法机构等公权力机关

而统一归为第三方调解机制范围之内。其中，专业调解与保险调解是行业调解的两种特殊形式， 具

体指的是各个行业根据自己行业的性质设立专门的调解中心，聘请法律专家、行业代表、该领域的 

专业人士、用户代表参加，形成中立的第三方调解机制。据统计，现在我国建立的医疗纠纷调解组

织共计 2600 多个。

（一）医疗纠纷逐步从行政处理转变为司法途径

据卫生部近年来的初步统计，自 2000 年起，我国医疗纠纷案件数量以年均 8.4% 的速度持续攀升，

赔偿金额亦随之不断上涨。在解决医疗纠纷的过程中，80.3% 的医疗机构往往选择与患者及其家属

进行协商。同时，27.1% 的患者及其家属倾向于采取非正规途径来处理医疗纠纷，诸如采取极端手

段干扰医疗机构的正常秩序，甚至威胁医务人员的人身安全。此外，另有调查显示，患者向卫生行

政部门申请医疗事故争议行政处理的案件数量呈逐年下滑趋势，而选择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医疗纠

纷的案件则呈现上升趋势。

（二）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的确立

为了应对医疗纠纷纷繁冗长的司法流程和大量堆积的案件，2018 年 10 月施行的《医疗纠纷预

防和处理条例》进一步确立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法律地位。自 2019 年以来，各地都纷纷探索

并出台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相关意见。目前，全国超六成医疗纠纷通过人民调解化解，调解成

功率达 85% 以上。1 医疗调解主要是发挥医疗领域的专业人员的优势，处理专业领域的法律事务。

比如《关于加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京司发〔2019〕10 号规定，北京市三级医疗机构应

当定期派遣医务人员及其他工作人员到北京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参与调解工作，并参照《医

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三十七条关于回避的规定，保证调解工作的公平、公正、顺利开展。相

1. 来源《全国超六成医疗纠纷采用人民调解，调解成功率达 85% 以上人民调解成为主渠道》载人民网－人民日报 2019 年 02 月 15 日
1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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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诉讼、行政调解等方式，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优势是时间短，程序简单，医患双方不需承担费用

或者承担很小的费用。

（三）诉前鉴定制度在处理医疗纠纷中不断完善

随着诉讼审判实践的发展，2014 年诉前调解机制逐步确立并不断健全完善。诉前调解是指立案

前的调解，就是在当事人提起诉讼后，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前，立案法官在征得起诉人同意的情况下，

法院收下当事人立案材料，但并不给予正式立案，而是给当事人一个诉前调解号，将纠纷交由法院

诉讼服务中心进行调解，如果调解不成，再由人民法院立案受理的制度。诉前调解不仅简便、快捷，

诉前调解还能让当事人省心、省时、省钱，更为重要的是，诉前调解可以节约司法资源，经过诉前

调解确认的调解方案，经司法确认后具有法律效力，能够定分止争。但是，因医疗纠纷专业性鉴定

问题，诉前调解机制中难以在包括医疗纠纷案件在内的类似案件中很好地发挥诉前调解的优势和作

用，导致很多案件依然积压在法院诉讼审判阶段。为了将诉前调解优势在包括医疗纠纷在内的专业

性比较强的纠纷领域发挥其优势作用，最高人民法院于 2023 年出台了《关于诉前调解中委托鉴定工

作规程（试行）》法办〔2023〕275 号，其中第三条明确规定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可以由人民法院

委托诉前鉴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负责司法技术工作的部门以“诉前调”字号向鉴定机构出具

委托书、移送鉴定材料、办理相关手续。

综上所述，我国民事领域处理医疗纠纷基本三种模式，第一种就是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第二种

就是法院诉讼，诉前委托鉴定并调解；第三种是法院诉讼诉中鉴定判决或调解。以上三种模式，均

涉及医疗鉴定的问题，只是组织单位、鉴定机构以及鉴定结论的认可度有所不同。

三、医疗纠纷中司法鉴定流程存在的问题
（一）人民调解制度中医疗鉴定的流程及存在的问题

1. 人民调解制度中医疗鉴定的总体规定

人民调解为我国特有的调解制度，是指在人民调解员的主持下，依照法律、法规、政策及道德规范，

对纠纷当事人进行说服规劝，促其互谅互让、自主自愿达成协议、消除纷争的一种群众自治活动。

《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医疗纠纷，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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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医疗损害鉴定以明确责任的，由医患双方共同委托医学会或者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也可以

经医患双方同意，由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委托鉴定。医学会或者司法鉴定机构接受委托从事医

疗损害鉴定，应当由鉴定事项所涉专业的临床医学、法医学等专业人员进行鉴定；医学会或者司法

鉴定机构没有相关专业人员的，应当从本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的专家库中抽取相关专业专家进行鉴

定。医学会或者司法鉴定机构开展医疗损害鉴定，应当执行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尊重科学，恪守职

业道德，对出具的医疗损害鉴定意见负责，不得出具虚假鉴定意见。医疗损害鉴定的具体管理办法

由国务院卫生、司法行政部门共同制定。鉴定费预先向医患双方收取，最终按照责任比例承担。这

是人民调解中医疗鉴定的总体规定 .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存在的问题主要有：第一，医疗纠纷人民调解需医患双方同意，一旦一方不予

配合，即调解失败，调解不具有强制力；第二，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虽有医学及法律专家，因专

家意见一般不公开，且医学专家与申请调解的医疗机构地域上的重合性，导致其意见的权威性不够；

第三，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医疗纠纷一般涉及的患者损害较轻、赔偿数额较低，有一定局

限性；第四，申请调解的医疗机构多是公立医疗机构，民营医疗机构一般通过协商和诉讼解决纠纷。

2. 司法鉴定的基本流程

（1）委托鉴定。医疗纠纷的司法鉴定通常开始于医患双方共同委托或医疗调解委员会委托司法

鉴定机构。委托时需要提供详细的病历资料等相关材料。

（2）机构受理。司法鉴定机构会对委托材料进行审查，符合受理条件的予以受理，并通知双方

缴纳鉴定费用。

（3）专家鉴定。鉴定机构组织医疗损害鉴定专家库内的专家进行鉴定，专家依据相关法律、医

学专业知识和临床经验，对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等进行分析判断。

（4）鉴定结论。鉴定完成后，鉴定机构会根据前期工作的结果撰写鉴定报告，并送达委托方。

3. 医调委司法鉴定意见的效力

医调委的鉴定意见，作为调解过程中的重要依据，对于明确医疗纠纷的责任划分具有关键作用。

若医患双方对鉴定意见无异议，并基于此达成调解协议，则该协议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应当履行。

首先，患者对鉴定意见不认可。由于医疗调解的鉴定机构绝大部分是医学会，患者对医学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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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性和公正性存在很多质疑，因此，很多患者，尤其是鉴定结论对自己不利的患者，对鉴定意见

并不认可，很多案件都在鉴定后，中止调解，改为进入诉讼程序。

其次，诉讼领域中，法院对鉴定结论可以参考。若医疗纠纷进入诉讼程序，医调委的鉴定意见

虽非法院判决的唯一依据，但可作为法院审理案件时的重要参考。法院会结合案件事实、证据以及

相关法律法规，对鉴定意见进行审查，并据此作出判决。因此，在一些诉讼中，一方当事人不认可

该鉴定结论的情况下，有些法院会无视医调委的司法鉴定意见，重新启动司法鉴定程序，这使得医

疗调解中的鉴定的权威性大打折扣。

（二）医疗诉讼中司法鉴定的流程及存在的问题

1. 基本流程与医调委流程基本相似

医疗讼诉中司法鉴定是在法院组织下开展的，其基本流程与医调委组织的鉴定流程基本相似。

区别在于，法院组织下的司法鉴定机构，基本只能委托法院收纳库里面的司法鉴定机构，北京这边

也就二十几家，比医调委可选范围要窄。

2. 诉中鉴定难以被医患信服，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关于鉴定结论的效力，诉讼中的鉴定结论很难被推翻，也就是很难启动二次鉴定。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司法解释》第四十条规定，鉴定人不具备相应资格的、鉴定程

序严重违法的、鉴定意见明显依据不足的、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应当重新鉴定。其中第

一第二项一般不存在问题，第四项“其他情形”极少适用。真正的问题往往都是“明显依据不足”。

实践中，医方具有专业知识，通常都能指出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情形，但由于审判人员本身不

具有医学知识背景，又很难判断是否属于“明显依据不足”。因此，极少有重新鉴定的情形，实际

相当于“一鉴终局”。

第二，多数司法鉴定人仅有法医学教育背景和从业经历，大多没有从事过临床诊疗工作。法医

学和临床医学是完全不同的学术体系，由于没有临床医学经历的法医对于临床各科专业基本不掌握，

司法鉴定意见书普遍质量不高，所作分析说明和鉴定结果，往往是医患双方都存有异议，个别鉴定

文书甚至逻辑上明显存在漏洞，不仅不能为司法机关审理案件提供参考，甚至由此导致事实错误，

此类司法鉴定意见书事实上不仅不能查清事实，解决纠纷，反而导致无法实现司法救济，激化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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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缠讼缠访。

第三，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的要求，疑难复杂案件应聘请专业人员提供咨询意见，具体

意见应记入案卷。目前各司法鉴定机构普遍工作方式是通过聘请临床医学人员提供咨询意见。但该

部分人员的姓名、工作单位、职称都无据可查，不向当事人公开公布，是否与案件一方当事人存在

同学、同事、师生等应当回避的关系，均无从得知。导致回避制度形同虚设，当事人对鉴定的公正性、

客观性均持有严重质疑。

第四，鉴定周期过长。根据法律规定，医疗纠纷所涉及的司法鉴定周期约为 30 个工作日，此期

间从启动司法鉴定委托书的那一刻开始计算。然而，在特定情况下，经过本机构上层领导的批准后，

鉴定周期的延长是允许的，但延长时间总计不能超过 30 个工作日。如果司法鉴定机构和委托人对于

鉴定周期有另外的约定，则应依据该协议进行。实践中，因为鉴定机构的案件量比较大，因此，常

常出现鉴定逾期，而且周期很长，也导致整个诉讼案件周期无限拖延，让当事人感觉非常疲惫。

（三）诉前调解司法鉴定参照诉中鉴定相关规定给调解人员提出更高要求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诉前调解中委托鉴定工作规程（试行）》（以下简称《规程》），规

范诉前调解中的司法鉴定工作。其中，第二十条第二款其他未规定事宜，参照诉讼中鉴定相关规定

执行。该规程已经规定的事项，只是对委托的机构、文号、外观形式做了规定。因此，所有鉴定的

实质依然参照诉中鉴定，只是将司法鉴定提前到了调解阶段。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诉中鉴定的弊

端和问题。

更要注意的，医疗案件的诉前鉴定对调解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理由是：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

的要求，检材需要双方质证并认可，才能作为鉴定的材料。医疗鉴定与其他交通事故、工程质量鉴

定等不同，其他鉴定的检材争议性不大，但是医疗鉴定中常见的病历真实性问题，已经成为医疗纠

纷的常见问题和重要问题。为此， 2024 年 5 月 12 日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等对外发布《关

于病历真实性的专家共识 》，系国内首个关于病历真实性的专家共识，为解决病历真实性问题提供

参考和方案。即在诉前司法鉴定前，需要对病历进行质证，并对病历真实进行相应的评判，这需要

经验丰富的法官、医法综合型律师等担任诉前调解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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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挥诉前调解在医疗诉讼中的重大作用之合理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医患纠纷解决的难点在于医疗过错的认定，更在于对医疗过错鉴定结论的

信服和认可。在诉前调解阶段，解决好鉴定独立性、公平性、专业性，能够增加患者对鉴定结论的

认可度，更有利于达成诉前调解。笔者根据经验实践结合现有法律规定，提出以下意见和建议。

第一，诉前鉴定应扩大鉴定机构的范围，缩短鉴定流程，切实发挥诉前调解的省时省力的优势。

由于法院系统可委托的鉴定机构有限，案件量大，必然会造成鉴定时限的延长。因此，诉前鉴定可

以考虑扩大鉴定机构的选取范围，除委托法院系统名单内的司法鉴定机构，还可以考虑与医学会或

其他医疗专业协会合作，发挥其在各个学科领域的医学专业优势。

第二，细化鉴定流程，隐匿患者、医院和医生的相关信息，保证鉴定机构的独立性，增强鉴定

结论的可信度。在实践中，通过代表患者的医疗纠纷案例，笔者清楚地了解患者不服医疗鉴定结论

的主要原因：1、独立性问题：部分患者可能认为医疗鉴定机构与医疗机构存在利益关联，无法做到

完全独立，从而怀疑鉴定结果的公正性，导致对鉴定不服。目前很多患者认为医疗鉴定机构从业人

员本身就是医学院校毕业的，与当地的医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医疗机构经常与鉴定机构接触，

而患者一般是第一次接触鉴定机构，因此，患者对鉴定机构非常不信任。2、公正性问题：鉴定过程

中可能存在主观偏见、操作不当等情况，例如鉴定人员在鉴定时受到外界因素干扰，没有严格按照

鉴定标准和程序进行，使得鉴定结果不能客观反映实际情况，引起患者不满。

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尝试引入“盲审”机制，也就是在委托环节、材料报送环节、鉴定听证环

节，均隐匿患者、医院和医生的相关信息，以此切断鉴定人员或许与医院医生之间千丝万缕的同学、

校友等之间的联系，于患者而言，切实感受到整个鉴定环节处于相对保密状态，鉴定人员能够在不

受医院强势压力、不受人情世故干扰的情况下做出相对公平的鉴定。这样大大增加患者对鉴定结论

的认可度。患者更加愿意启动诉前调解中的司法鉴定程序，直接提高了当事人诉前调解的意愿性。

第三，明确诉前鉴定的权威性，让更多纠纷化解在诉前调解阶段，节省司法资源。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诉前调解中委托鉴定工作规程（试行）》第十六条当事人对鉴定书内容有异议，但同意诉前调解的，

由调解组织继续调解；不同意继续调解并坚持起诉的，由人民法院依法登记立案。该条并未明确，

登记立案之后是否还可以再次鉴定。笔者建议，在采取相对独立、公平的鉴定措施后，尽量明确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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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鉴定的权威性，立案后不再另行鉴定或者设置较为严格的鉴定条件。这不仅有利于将医疗纠纷切

实解决在诉前调解阶段，还能避免因诉前调解鉴定占用时间而导致案件审办时间过于冗长。

第四，严格把关医疗调解人员队伍或设立专业的医疗调解组织，提供诉前调解的专业性。《规程》

中也明确了人民法院以及接受委派的调解组织做好诉前调解中委托鉴定工作。《最高人民法院 司法

部 < 关于印发关于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基础性作用 推进诉源治理的意见〉的通知》司发〔2023〕1 号

文件提出，鼓励社会团体设立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这些文件明确了人民调解制度一定要发

挥专业优势，只有专业的人、专业的组织，才能对专业领域做出科学、准确的评判，切实发挥调解

定分止争的优势作用，避免二审、再审等诉讼程序。笔者建议医疗诉讼领域的调解人员更应该倾向

于有临床经验的医生、有医学法学综合知识背景的律师或者法医等相对专业的人员。

四、构建以人民调解机制为主的多元化解纠纷机制
（一）依法建立健全应急处置联动机制

医患矛盾是社会的热点、难点问题，中央和地方为整治“医闹”、打击犯罪，已经下发了许多

政策性法规文件。应依法建立健全应急处置联动机制，随时应对突发重大医患纠纷，确保第一时间

赶赴现场开展疏导工作，协助医院和公安干警控制事态，防止矛盾激化成群体性恶性事件。医调委

与卫生、司法、公安、信访等部门形成了有组织、有预案、有效率的常态化联动协作机制，各部门

各司其职、齐抓共管、联动联调，形成合力，在第一时间及时“灭火”，将医患纠纷调处工作引导

到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平台扎口处理，避免因处理不专业而使事件复杂化和矛盾升级，及时将各类医

疗纠纷处置在萌芽状态。

（二）依法建立健全专家咨询和司法鉴定机制

由于患者个体的差异性、疾病的复杂性，以及医疗技术的局限性，导致医疗纠纷的调解专业性

要求很高，再加上医患双方信息不对称，调解过程中要让医患双方心服口服，必须建立一套科学公

正的案情评鉴机制。医调委在司法局和卫健委的大力支持下，组建了多学科专家库，对所有医患纠

纷启动专家咨询评估机制，为人民调解提供专业技术支撑，确保案件定性更加准确、归责更加明晰，

调解更加有据，提高了人民调解的公信力。为确保专家意见的公正性，医调委应规定，医院遇到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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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复杂案件一律聘请上级医学会专家进行评估，确保专家咨询评估工作在程序上的公正性。同时规

定，充分尊重患者当事人的选择权、决定权，引导并协助医患双方启动司法鉴定程序或司法诉讼程序，

如果患方仍然不认同专家评估意见，在医患双方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医调委可进行“特事特办”。

（三）依法建立健全诉调对接机制

医调委应当告知医患双方可以在达成调解协议后，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定，确认调解协议的

合法性、有效性。人民法院依法应向医调委开启了司法确认绿色通道，对人民调解工作给予了强有

力的支持，同时司法确认也是重要的司法救济和司法保障手段。“人民调解 + 司法确认”的矛盾化

解模式，使每一起纠纷都能从法律程序上彻底终结，真正做到案结事了，不留尾巴，树立了人民调

解的公信力和权威性。

（四）依法建立健全调赔结合机制

国家卫健委应实施落实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省市级医院、乡镇卫生院、村社区卫生室等医疗机

构联合购买医疗责任保险，构建区域性医疗风险分担机制。让保险公司直接参与医患纠纷调解、理赔，

为依法调解、依法理赔提供了契机。在保险公司参与调解之前，人民调解员依据专家意见进行调解，

在具体赔偿数额上弹性比较大，医院自主权也比较大；在保险公司参与后，可大大减少调解和理赔

“脱节”的情况，调解、理赔的法治意识、规范意识得到进一步强化，医院的理赔行为进一步规范，

切实加强了调解、理赔的规范化、法治化建设，同时调解、理赔的公信力也会进一步增强。

结语
国际经验表明，医疗纠纷的解决机制应该是多元的，即由司法与非司法解决机制共同构成。比

如美国、德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已建立了由协商、调解、仲裁和诉讼等组成的多元化医疗纠纷

解决体系。我国医疗纠纷的特殊性和国情决定了调解方式在解决医疗纠纷方面所具有的制度优势，

在客观上要求构建一个以人民调解机制为主、以其他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为辅、以司法调解解决为

最终保障的医疗纠纷多元化解决体系。

各地各部门一定要积极探索，勇于实践，切实抓紧、抓实、抓好人民调解在医疗纠纷中的作用，

不断深化对新形势下全面推行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机制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增强做好医疗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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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调解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加强多元主体协作配合，建立健全多元化解医疗纠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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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大兴区人民调解案件卷宗评查工作实践为切入点，综合运用数据、案例分析法、文献研

究法、访谈法，展现近年来大兴区人民调解案件卷宗评查工作实践全景，剖析大兴区人民调解案件

卷宗存在的问题及产生的原因，总结、提炼大兴区人民调解案件卷宗评查成果转化路径及创新，并

提出提升人民调解工作质效的建议、以卷宗评查促进首都新时代调解工作策略，旨在为提升首都地

区人民调解工作质量、优化社会治理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人民调解 ; 卷宗评查 ; 大兴区实践 ; 调解工作发展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作为解决矛盾纠纷的方式之一，调解具有自愿、灵活、高效且成本低的特点，在多元解纷体系

中发挥着基础作用，广泛应用可以发挥分流纠纷、减轻司法负担，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的作用。

具有“东方之花”美誉的人民调解因具有立足基层一线、深入民众中间的优势，能够及时发现、

化解各类民间纠纷，确保矛盾被消灭在萌芽状态，在中国社会治理中发挥着至关重要且不可缺少的

效能。

姓       名：赵文付

单位职务：北京市京兴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主任

以卷宗评查推动
首都新时代调解工作发展

基于大兴区人民调解案件卷宗评查实践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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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调解工作对维护首都北京社会秩序与稳定、服务经济发展、提升城市形象与国际影响力具

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同时，首都北京人口密集、经济活跃、文化多元的特点导致矛盾纠纷复杂多样，

对调解工作提出更高要求。

人民调解案件卷宗质量评查通过对调解案件卷宗进行程序、实体、格式及完整性全面审查及时

发现调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以评促改、以评促优，提升人民调解工作的质效，增强人民调

解工作的权威性与社会公信力。1

鉴于此，自 2020 年以来，北京市大兴区主动作为积极开展人民调解案件卷宗评查工作，并取

得了显著性的阶段成果。笔者基于大兴区人民调解案件卷宗评查工作实践，运用案例分析法、数据

统计法、文献研究法、访谈法等研究方法对 2020 年—2024 年大兴区辖区内办结的人民调解案件卷

宗、2020 年—2024 年大兴区人民调解协会出具的各年度《人民调解案件卷宗评查报告》、2020 年—

2024 年大兴区各年度《人民调解案件卷宗评查问题汇总台账》进行深入分析，并与大兴区的人民调

解员、司法所工作人员、调解案件当事人等进行面对面访谈，了解他们对调解工作和卷宗评查的看法、

感受和建议，获取第一手资料，构建以卷宗评查推动首都新时代调解工作的策略模型，使研究更具

现实针对性，旨在为首都地区调解工作的创新与发展提供实践参考。

（二）研究创新点

在研究过程中，不仅关注人民调解案件卷宗中存在的表面问题，如文书格式是否规范、调查取

证是否充分、卷宗材料是否等，还进一步剖析产生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如对于文书制作的重视

程度不够、法律知识积累不足、人民调解工作的监督及考核机制不完善等。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具有

可行性、创新性的建议，如定期组织案例分析与总结，建立和完善案例库，规范人民调解思路和文

书制作；强化人民调解卷宗的复查复核机制，及时发现问题或者瑕疵及时更正；深化与专业法律力

量协作联动，提升调解权威性与专业性，构建以卷宗评查推动首都新时代调解工作发展策略模型，

为首都新时代背景下的调解工作发展提供创新性思路与实践方法。

1. 中华人民调解协会：中华人民调解协会《关于开展人民调解员等级评定工作的意见》，载《人民调解》，2019 年第 10 期，第 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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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兴区人民调解案件卷宗评查实践全景与剖析
（一）大兴区人民调解案件卷宗评查实践概述

2020 年 1 月起，北京市大兴区司法局立足全区，将人民调解案件卷宗质量评查活动纳入常态化

工作范畴，委托北京市大兴区人民调解协会采用“一卷一评”的方式对办结的人民调解案件卷宗进

行质量评查，以卷宗评审活动为契机，旨在以评审促整改，以评审促规范，进一步提高人民调解卷

宗制作质量。

1、评查对象及范围

大兴区下辖 20 个镇（街）各级人民调解委员会自 2020 年至今办结的人民调解案件卷宗，确保

了评查样本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切实做到真实、全面地反映不同区域、不同类别纠纷调解工作的实

际情况。

2、评查方法

坚持客观公正、统一标准、分步实施的原则，按照“一案一评”的工作原则，通过阅卷、评议、

召开研判分析会等方式，对调解案件卷宗等进行评查。

3、评查依据

评查人员依据《人民调解案卷评查内容和标准》《北京市人民调解案卷文书格式》相关要求，

从文书格式是否合规、法律适用是否恰当、案卷装订是否符合标准等方面对调解卷宗进行全面评查。

4、评查流程

（1）召开“人民调解案件卷宗评查工作启动会”，对评查标准、评查细则及评查工作中常见的

问题进行培训；（2）各评查小组对调解案卷进行初步评查，根据评查标准对各项内容进行打分，并

记录存在的问题；（3）对卷宗评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4）评选优秀案例、典型调解案例及汇

总问题；（5）召开“人民调解案件卷宗评查研讨会”，并邀请各镇街司法所所长、一线调解员参加，

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6）形成客观、全面的《人民调解案件卷宗评查报告》，以“一卷一册”

的方式向各镇街调解委员会反馈评查结果。

5、评查成果

评查机构采取全样本评查方式，截至 2024 年 12 月，共计评查 867 份已办结人民调解案件卷宗，



264

北京市律师协会
【北京律师社会治理与律师调解论文集】

共出具评查报告 7 个。各镇街调解组织积极开展整改，卷宗质量得到稳步提升。

同时，大兴区司法局、各镇街及大兴区人民调解协会联合开展近 20 次专题培训，极大地提高了

大兴区人民调解员的各项能力，提升了大兴区人民调解组织的专业性。

另，连续四年的人民调解案件卷宗评查工作为深入研究大兴区人民调解工作的实际情况、提升

大兴区乃至首都北京人民调解工作质效提供了详实的数据与理论支持。

（二）大兴区人民调解案件卷宗评查数据分析                

1、分值分布情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共评查 867 份人民调解案件卷宗，其中优秀案卷 156 份（99 分 < 评分）

占比 17.9%；良好案卷 409 份（95 分 < 评分≤ 99 分）占比 47.1%；合格卷宗 302 份，（80 分 <

评分≤ 95 分）占比 35.8%，未出现不合格案卷（评分≤ 80 分）。

图一：2020 年—2024 年大兴区办结非口头协议类纠纷卷宗评分分值分布情况

从数据来看，大部分调解卷宗达到了良好及以上水平，反映出大兴区人民调解工作在整体上具

备较高的质量和规范性。然而，仍有一定比例的卷宗处于合格水平，说明在调解工作中还存在一些

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

2、纠纷类型情况

评查的 692 份调字号卷宗（口字号卷宗不参与该项统计）载明的纠纷类型涉及 30 多种（备注：

部分调解卷宗未按照《北京市人民调解案卷文书格式》载明的 18 类纠纷类型进行归纳和列明；本次

研究以评查的卷宗载明的纠纷类型进行统计），其中合同纠纷、婚姻家庭纠纷、邻里纠纷、其他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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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等占比较高。

图二：2020 年—2024 年大兴区人民调解案件纠纷类型统计图

合同纠纷卷宗 126 件，占比 18.2%，处理这类纠纷，人民调解员需有扎实的法律知识作为从业

支撑，能够精准解读合同条款，依据《民法典》合同编及其相关司法解释，提供专业调解方案；婚

姻家庭纠纷卷宗共 104 件，占比 15%，这类纠纷常常涉及老人赡养、夫妻关系、婆媳关系、财产分割、

子女抚养等多个方面的问题与矛盾，在调解过程中，注重“情法结合”是关键；邻里纠纷卷宗有 90

件，占比 13%，此类纠纷通常因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引发，如噪声、采光、排水等；其他类型纠纷卷

宗 74 件，占比 10.6%，包括一些新兴领域的纠纷以及其他难以归类的纠纷，妥善处理这些纠纷人民

调解员不但要与时俱进更新迭代专业知识，更要不断提高应变能力；物业纠纷卷宗 50 件，占比 7.2%，

主要涉及物业费缴纳、物业服务质量、公共设施维护等方面；房屋宅基地纠纷 39 件，占比 5.6%，

这类纠纷不仅与民众的基本居住权益紧密相连，还涉及土地管理法、城乡规划法与地方政策的精准

适用，具有极高的复杂性与敏感性；继承纠纷卷宗 38 件，占比 5.4%，这类纠纷涵盖了遗产范围界定、

继承人资格确认以及遗产分割等诸多复杂且关键的环节，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法律敏感性，需要精

准掌握相关法律规定，对家庭关系、遗嘱真实性等细节深入考量。

3、调解卷宗完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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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660 份办结的非口头协议人民调解案件卷宗参与卷宗完整情况评查，完整性好的卷宗有

618 份，卷宗完整性优秀率为 93%。说明绝大部分卷宗在评查标准下达到了较高的完整性水平，反

映出人民调解案件卷宗在制作、整理和保存等方面的整体质量较为良好，工作较为规范、细致，注

重卷宗的完整性和规范性。

另外，尽管优秀率较高，但仍有 42 份卷宗未达到完整性好的标准，这意味着在卷宗管理工作中

还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可针对这些未达标的卷宗分析原因，进一步提高卷宗质量。

4、疑难复杂程度情况统计

根据《大兴区人民调解案件补贴办法》相关规定，人民调解案件按照案件是否达成书面调解协议、

疑难复杂程度（以纠纷标的金额、当事人人数、调解难易度区分）分为口头协议类纠纷及简易性纠纷、

一般性纠纷、复杂性纠纷、重大疑难性纠纷。

图三：人民调解纠纷类型对比图

在 400 件参与评查的卷宗样本中口头协议类纠纷 112 件、简易性纠纷 86 件、一般性纠纷 79

件、复杂性纠纷 101 件，重大疑难性纠纷 32 件，复杂性纠纷和重大疑难性纠纷合计 133 件，占比

33.25%。

由此可见：调解工作中面临的纠纷情况复杂，形式各异，需要调解员具备处理不同类型纠纷的

能力和经验；也反映出人民调解工作在处理日常较为常见、相对简单的纠纷方面承担着重要任务；

在人民调解工作中存在相当一部分具有较高难度的纠纷案件，人民调解工作对调解员的法律知识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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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调解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

5、调解履行期限情况统计

在 300 件参与评查的卷宗样本中，即时 / 当场履行的 210 件，占比 70%，有履行期限 90 件，

占比 30%。即时履行情况较为普遍，解决纠纷较为便捷和彻底。

（三）大兴区人民调解案件卷宗评查发现的典型问题

1、人民调解协议书不规范，未按照相关要求制作人民调解协议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二十九条相关规定：“调解协议书可以载明下列事项：

( 一 ) 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二 ) 纠纷的主要事实、争议事项以及各方当事人的责任；( 三 ) 当事人达

成调解协议的内容，履行的方式、期限。调解协议书自各方当事人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人民调

解员签名并加盖人民调解委员会印章之日起生效。调解协议书由当事人各执一份，人民调解委员会

留存一份。”因此，人民调解协议书应当载明：“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内容，履行的方式、期限”

等内容。

如某人民调解卷宗中由各当事人签订了《协议书》，在制作人民调解协议时，未将已经达成的

协议内容记载或约定在人民调解协议书中，仅载明：“经调解，当事人自愿认可如下协议：张某文、

杨某华、张某 1、张某 2、张某 3、王某清于 2023 年 3 月 20 日所签署的协议书的内容真实有效，签

订协议时无任何违法情况发生，协议人均表示认可协议内容”。该人民调解协议书未体现当事人的

权利义务或者协议的具体内容，仅仅对《协议书》进行确认，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

第二十九条关于人民调解协议书载明事项的规定，不规范。该调解案件应当以《协议书》为基础内容，

将协议中的具体内容予以记载，制作并出具人民调解协议书。

2、个别案卷仅有人民调解笔录，未制作或者存档人民调解协议书

如某卷宗中无人民调解协议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人民

调解员应当记录调解情况。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建立调解工作档案，将调解登记、调解工作记录、

调解协议书等材料立卷归档。另外，如调解不成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二十六

条之规定：“人民调解员调解纠纷，调解不成的，应当终止调解，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告知当事人可以依法通过仲裁、行政、司法等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利”，应当终止调解，制作人民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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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告知书。

3、调查及取证不充分。调解卷宗未载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涉及分家等事项，未调查或审查家

庭成员等情况

涉及农村宅院的分割，一般需要调查或审查宅基地使用权人以及地上物建造、家庭成员、居住

情况等相关事实。如某调解卷宗未记载申请人李某星与被申请人栗某荣的亲属关系，也未就李某民

是否在世情况予以调查或核查，如提供死亡证明、户籍注销证明等。另外，村委会出具的《房产证明》

已经认定该处房产为李某星所有，其家庭成员无异议。该调解案件未记载争议情况等。

4、人民调解记录和人民调查记录参加人填写不准确

人民调解记录和人民调查记录中参加人一栏未正确填写。人民调解记录中的“参加人”栏应填

写为除调解员、当事人和记录人之外的其他在场人员。

5、人民调解卷宗的其他问题列明

经评查发现部分人民调解卷宗不同程度存在一些问题，列明如下：

（1）左侧无封条或无骑缝章；

（2）封面部分未填写人民调解员姓名、调解日期；

（3）人民调解受理登记表中纠纷类型不属于指定的类型；

（4）人民调解申请书中申请人未填写民族、年龄、职业、单位或住址等；

（5）人民调解调查记录部分“被调查人”栏应填写被调查人姓名、性别、年龄、单位或住址；

（6）人民调解协议书部分未填写民族、年龄、职业、单位或住址等。“纠纷主要事实、争议事项”

栏未载明纠纷简要事实，争议事项及各方请求。“履行协议方式、时限”未填写等；

（7）人民调解回访记录部分“回访事由”栏填写纠纷名称，“回访情况”应包括当事人对调解

工作的意见、要求，协议的履行情况，协议履行发生争议向人民法院起诉及人民法院的判决结果，

有无错误调解及激化迹象，采取的措施等；

（8）人民调解协议书部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书多页的，未在每一页签字、未加盖人民调解委员

会的骑缝公章等；

（9）人民调解协议书送达回证中的“收件人签名”为机打姓名，无当事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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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人民调解卷宗中缺少主要证据材料，如相关产权证明材料、亲属关系证明材料、授权委

托材料等；

（11）其他格式问题、错别字等。

（四）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

1、人民调解员对于文书制作的重视程度不够

通过对于相关人民调解卷宗的评查发现，部分人民调解员具有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对法律

案卷特别是文书制作等方面不够重视。如文书制作不够严谨、规范，出现错别字、病句、逻辑混乱、

歧义等问题，可能会直接导致人民调解协议书不合规、不合法，此类问题不仅对人民调解协议的效

力产生了负面干扰，还损害了人民调解的严肃性与权威性，进而对其社会公信力的塑造产生消极影响。

2、人民调解员的法律知识积累不足

部分人民调解员对于法律法规学习不及时不到位，法律知识积累不足。尤其是涉及继承纠纷等

方面，证据收集不全，关键证据缺失，影响调解文书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3、人民调解员的培训指导需要加强

部分镇街的人民调解组织对人民调解员的培训教育工作不够重视，未能定期组织业务培训和学

习交流活动，导致人民调解员文书撰写、卷宗制作等业务水平无法达到预期标准。

4、人民调解员的监督、考核机制需要完善

部分镇街的人民调解组织对于调解文书制作、卷宗整理的相关监督和考核有待加强和完善，对

于部分人民调解员工作不细致等问题进行纠正和惩戒，定期和不定期进行检查和监督，敦促人民调

解员严格按照相关标准完成人民调解工作和卷宗整理等。

（五）大兴区人民调解案件卷宗评查优秀卷宗案例展示

评查人员从 692 份调字号卷宗中选评出 10 个优秀卷宗，笔者现将以下 4 个优秀卷宗进行简要

评析：

1、规范处理婚姻家庭法定继承纠纷，引导司法确认保障权益（2021）京兴 0500 调字 001 号（黄

村镇）

大兴区黄村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王某 1 与王某 2 姻家庭纠纷（法定继承纠纷）一案，卷宗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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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法律准确、文书规范。本卷中增加了《申请司法确认告知书》等规范性文书以及附卷《调解现

场照片》。特别评论，本调解案件卷宗里增加了《申请司法确认告知书》，调解人员向当事人告知

可申请司法确认并加以引导，当事人向管辖法院提交司法确认申请，法院遂作出（2021）京 0115 民

特 651 号民事裁定书，对相关事项予以司法确认。

2、证据收集全面、充分（2021）京兴 1600 调字 014 号（安定镇）

大兴区安定镇人民调解委员会邢某革、邢某祥、邢某广婚姻家庭纠纷（法定继承纠纷）一案，

卷宗完整、登记详细、内容合法、文书规范。

本案系法定继承纠纷，卷中有当事人身份证复印件、户口本复印件等相关身份证明。涉及到继承，

本案收集了继承财产确权情况（村委会证明）、其父母的死亡证明、当事人的亲属关系证明等相关

证据材料，特别是考虑到了“其他第一顺位继承人情况（死亡证明）”，由村委会出具了申请人之

祖父母已死亡的相关证明，做到了证据确实充分。

就调解内容而言，继承的财产系六间房屋，由三个儿子各自继承两间：“北正房六间自西向东

数第一间、第二间归邢某革所有，北正房六间自西向东数第三间、第四间归邢某祥所有，北正房六

间自西向东数第五间、第六间归邢某广所有”，既做到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又做到了公平和合理。

3、细节记录详实，调解严谨彻底，实现纠纷利落解决（2021）京兴 2100 调字 003 号（魏善庄镇）

魏善庄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姜某与刘某之间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装订整齐、卷宗完整、登记

详细。

本案记录事件简洁、清楚，注意细节，如以什么方式（用什么工具）砸到当事人什么部位等细

节的记录（“刘某一怒之下搬起椅子砸到了姜某的后背上”），客观、完整和必要。该描述可以反

映人身损害的关键过程以及推测伤害程度。

本案调解金额（1500元）适当。且在文书表达中注重严谨，在赔偿项目中列明包括：医药费、误工费、

交通费、营养费等，并释明“申请人不再就该事项主张其他权利”，解决纠纷彻底、利落。

4、以法为据化解邻里装修矛盾，营造和谐邻里情（2021）京兴 0208 调字 006 号（林校路街道）

林校路街道永华南里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关于李某与周某之间邻里纠纷一案，装订整齐、卷宗

完整、登记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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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案因邻里之间上下楼装修引发的纠纷，调解过程清晰明了，卷宗附有调解现场照片以及调解

笔录详细记载。对于调解结果，与申请人的预期相差不大，做到了公平公正合理，也促进了社区邻

里关系的和谐。

（六）大兴区人民调解案件卷宗评查成果转化路径

为了将评查成果切实转化为推动调解工作发展的实际动力，大兴区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

措施：

1、以一卷一册的形式精准定向反馈

针对评查中发现的问题，以一卷一册的形式向各镇（街）、村（居）调解组织定向反馈《人民

调解案卷评查内容和标准》及得分情况，根据评查内容指出每个卷宗存在问题和扣分原因，这种精

准反馈的方式，使调解人员能够清晰地了解自身存在的不足，为其后续制作卷宗提供了明确的规范

指引，以进一步提升调解员的案卷制作水平，不断规范全区人民调解案卷制作。

2、聚焦多发矛盾纠纷领域，开展针对性业务培训

根据评查结果，有针对性地开展关于人民调解卷宗制作、调解技巧业务培训及法律知识讲座。

通过内部培训或者外聘专家培训等方式，对于调解人员经常处理的房屋宅基地纠纷、劳动争议等纠

纷进行专题化培训，比如，聘请调解专家、法官、律师等专业人员就常见纠纷涉及的法律关系、法

律规范、司法实践等进行解读和诠释，让调解人员充分利用法律，结合法理情况，让调解案件当事

人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

3、发布《大兴区人民调解优秀案例汇编》，用优秀典型案例指导调解实践

《大兴区人民调解优秀案例汇编》是大兴区广大人民调解员智慧的结晶，是调解工作成功经验

和调解方法的具体呈现，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和示范作用，为人民调解员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对于

引导、规范人民调解工作具有实践意义。北京市大兴区司法局、大兴区人民调解协会主动适应社会

矛盾纠纷新形势、新特点及人民群众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新需求，指导全区各级调解组织建设，锻造

优质调解员队伍，促进大兴区人民调解工作长足发展。

（七）大兴区人民调解案件卷宗评查的创新

1、构建多元化评查团队，从不同角度对调解卷宗进行全面评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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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邀请具有法律执业资格的资深律师、一级人民调解员外，还吸纳了镇街司法所所长参与评查。

这种多元化的评查主体结构，能够从不同角度对调解卷宗进行全面评估。资深律师凭借其专业的法

律知识和丰富的调解经验，能够准确发现卷宗中存在的法律问题和调解技巧方面的不足；司法所所

长熟悉基层调解工作的实际情况，能够从实践操作的角度提出建设性意见。

2、制定精细化评查指标，提高评查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除了依据《北京市人民调解案卷文书格式》等相关要求，对文书格式、法律适用、案卷装订等

常规内容进行评查外，针对常见纠纷类型，制定了个性化的评查指标。例如，对于婚姻家庭纠纷卷宗，

增加对情感疏导措施、家庭关系修复效果等方面的评查；对于合同纠纷卷宗，加强对合同条款分析、

法律风险评估等方面的评查。这种精细化的评查指标体系，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不同类型纠纷调解

工作的特点和要求，提高评查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3、注重成果深度转化，推动调解工作的持续改进

通过评查发现，人民调解涉及较多纠纷类型主要集中在邻里纠纷、婚姻家庭纠纷（尤其是涉及

继承问题）、合同纠纷、侵权纠纷等，针对常见纠纷容易出现的实体、程序问题，通过研讨，提供

专业的纠纷调解指导。

三、基于大兴区人民调解案件卷宗评查实践提出的
提升人民调解工作质效的建议

（一）严格按照最新《人民调解文书格式》的标准和要求落实和执行

近年来大兴区司法局严格按照司法部、北京市关于人民调解卷宗的规范化要求，将人民调解卷

宗规范化建设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从思想上高度重视，行动上认真落实。在指导全区各级调委会积

极做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基础上，严把人民调解卷宗的质量，不断推进人民调解卷宗的规范

化建设。

通过连续四年的案件评查工作，笔者发现部分镇街存在文书格式并非最新的情况，影响整体卷

宗质量。今后各调委会、人民调解员不仅要将矛盾纠纷及时化解在基层，还要保证书面文书的详细

规范。建议各级调委会严格要求人民调解员按照最新《人民调解文书格式》的标准制作人民调解卷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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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各镇街司法所要加强建立对调解文书特别是调解协议的指导、审查和备案制度，确保从形式

到内容都符合法律的规定，不断提高人民调解文书的质量要求。

（二）重视人民调解协议书的书写，加强人民调解员对人民调解协议文书的书写能力和水平

人民调解卷宗中最重要的文书就是人民调解协议书。毋庸置疑其起草和撰写是人民调解员的一

项基本功，撰写一份合法有效的人民调解协议书，需要调解员具有专业的法律知识、精准把握公序

良俗以及过硬的写作技巧。合法有效、严谨规范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可以达到案结事了、定纷止争的

调解效果。2 若协议内容不合法，则会影响调解协议的部分效力或全部效力；若协议内容中当事人权

利义务不明确、存在语句歧义、错别字等缺陷则可能引起新的纷争。

（三）建立“两类三级”同步培训体系，提高人民调解员的能力素质

各镇街新入职人民调解员同步接受业务和纪律两类培训，大兴区区司法局、各镇街司法所、各

镇街调委会坚持实施入职培训、日常培训和专题培训的人才培养三级计划。

大兴区司法局、各镇街司法所有针对性地组织人民调解员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及调解卷宗规范化

知识。一是大兴区司法局应继续加强对全区各调委会主任的培训，促使各级调委会负责人能够更有

效地引领本调委会调解员推进各项工作；二是大兴区辖区内各镇街司法所要加强对本辖区内的人民

调解员进行培训，提升村（社区）人民调解员的业务能力及水平。

（四）以矛盾纠纷典型案例为切入点，围绕《民法典》开展专题培训

“立身以自强，方能任重道远”，人民调解工作若要做到位，丰富的法律知识储备是前置条件。

建议聘请理论基础深厚、经验丰富的资深执业律师通过典型案例分析对法律规定进行梳理导读，以

通俗易懂的方式阐释《民法典》重要条文，同时结合人民调解工作场景，深入浅出讲解其适用技巧、

助力大家透彻掌握《民法典》的核心要旨与在人民调解工作实践中的应用路径。

另，近年来疑难复杂矛盾纠纷集中在镇调委会调处，可聘请执业律师、一级人民调解员、法院

工作人员结合真实案例，针对镇、村调委会以农村常见的矛盾纠纷典型案例为切入点 , 围绕《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涉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婚姻家庭纠纷、宅基地纠纷调解等内容进行详细讲解培训。

2. 参见顾君炜：《如何撰写人民调解协议书》，载《人民调解》2022 年第 9 期第 34-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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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严格卷宗归档和整理工作，促进归档卷宗完整、准确、规范，尤其是达成口头协议的

案件，建议也要建立完善的卷宗

增强工作人员卷宗规范整理归档意识，提升卷宗整理归档的标准和质量。调解人员应当严格按

照北京市司法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北京市人民调解案卷文书格式》的通知的相关标准进行文书制作

和卷宗整理。涉及到调解达成口头协议的，建议参照北京市司法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北京市人民调

解案卷文书格式》的相关要求，制定专门的口头协议的卷宗标准。特别是当事人的身份证明材料，

其收集与归档工作务必落实到位，不可遗漏。调解人员应当重视案卷归档工作，规范案卷档案管理，

为档案查索提供便利，也促进和提升案件调解的质量。

四、以卷宗评查推动首都新时代调解工作发展的策略构建
（一）建议提高各级调委会及调解工作人员对卷宗制作规范化重要性的认识

人民调解卷宗作为反映人民调解工作开展的载体，建立统一、规范的人民调解卷宗，对规范人

民调解工作、及时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建议着力提高全市各级调委会及其工

作人员对人民调解卷宗规范化建设的认识，按照《人民调解法》的相关规定，让大家充分理解和认

识调解员在纠纷受理、调查、调解、协议制作等人民调解的规范化工作在解决各类社会矛盾纠纷过

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充分认识规范化的文书在应对法律实践过程中的法律效力和作用。只有提高了

认识，才会自觉地规范各项人民调解工作。

（二）术业专攻，建议强化对调解人员的培训，提高调解人员的专业能力

人民调解工作要做到合法合理规范，就必须对调解人员的专业能力进行培训和调高，尤其是调

解人员对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理解与把握。

建议主管司法行政单位以及人民调解委员会通过开展学习培训、岗位练兵、业务研讨以及文书

评比等活动，加强调解人员对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理解与把握，提升调解能力、制作文书等核心能力；

规范调解记录、案卷装订及归档工作，从根本上保证案件质量。通过内部培训或者外聘专家培训等

方式，对调解人员经常处理的案件纠纷类型（例如分家析产、继承纠纷、宅基地纠纷、劳动争议纠

纷等）进行专题化培训，聚焦人民调解员在法律专业素养与人民调解能力方面的提升，比如可以聘



275

北京市律师协会
【北京律师社会治理与律师调解论文集】

请调解专家、法官、律师等专业人员就常见纠纷涉及的法律关系、法律规范、司法实践等进行解读

和诠释，让调解人员充分利用法律，结合法理情况，让调解案件当事人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

（三）发挥好经验、好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先进带动作用

通过评选部分优秀调解案件以及优秀调解团队，促进先进带动作用。对优秀调解案件进行总结

和宣传，以编制优秀案例进行宣讲的形式或者由优秀调解人员进行分享、总结经验，通过精心组织，

全面推广学习，发挥好经验、好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激发调解人员争先创优的热情。

（四）建立健全协作调解、专人管理和监督、复查等机制

一个人能力再强，单枪匹马往往容易出现纰漏，人民调解更是如此，建议各调解组织建立健全

协作调解、专人管理和监督、复查等机制，尤其是卷宗归档专人负责制，严格按照北京市司法局办

公室关于印发《北京市人民调解案卷文书格式》的通知的相关标准等进行监督管理，对于不符合规

范要求的，及时发现问题，限期整改补充完整等。切实做到：案件卷宗材料填写规范、完整，按照

相关要求加盖人民调解组织印章。调查笔录、调解笔录记录完整、真实，证据收集全面、有效。强

化对争议事实的认定，做到事实清楚、逻辑清晰、表达简练，没有病句和文字错漏，形式上和内容

上都要符合相关法律文书的制作要求。

建议各镇街人民调解组织持续强化责任意识，深化巩固“复查复核”机制，通过逐案复核、逐

案整改、指导提升等方式，确保案件经过人民调解达到规范化、合法化、有效性的标准。人民调解

员在制作好文书、整理好卷宗，检查无误后再进行一遍自查，在确保卷宗没有问题后进行签字，再

由其他人员进行复查复核，如发现问题及时更正。

（五）发挥好卷宗评查促整改、促规范作用，强化其监督功能

强化对案件评查的重视，引导各调解组织努力提高调解水平和调解案卷的质量。对于调解过程

中的案卷在归档之前建议可以报送上级部门审核，增强案卷纠错、补正的及时性。对于一些常见的

纠纷类型，编制相关案例集、法规集，并组织定期或者不定期的业务培训，切实提高调解人员的业

务能力。

（六）建立科学的评查激励和考评系统

纠错、防错是卷宗评查的基础功能，发挥着发现问题、纠正错误、完善管理、预防问题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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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极高的实务价值，而创优是卷宗评查的核心功能，发挥着树立标杆、激励与促进创新的关键作用。

因此笔者认为卷宗评查工作除扎实做好纠错、防错这些基础工作外，还应紧跟时代步伐，将创优置

于突出位置，以此推动工作迈向更高水平。

通过评优、创优强化案件质优的标准，评出办案高手、办案快手、办案能手等，并进行精神与

物质的双重奖励，激发调解人员争先创优的积极性。同时，通过建立案件质量评查与绩效考评的有

效衔接机制，将评查结果科学地纳入绩效评估体系，充分发挥案件质量评查的监督作用，不断提升

调解组织以及调解人员调解案件的质量水平、促进人民调解服务更加优质高效。

五、结论
本研究聚焦大兴区人民调解案件卷宗评查实践，深入分析评查数据，剖析其存在问题的深层次

原因，同时给出契合实际、具备实操性的建议，助力大兴区人民调解工作提升质量与效率，研究大

兴区人民调解案件卷宗评查工作取得的成果及转化路径、工作创新，为构建以卷宗评查推动首都新

时代调解策略提供实践支持。

一、人民调解案件卷宗评查对调解工作的推动作用机制显著

常态化开展人民调解案件卷宗质量评查工作，能够精准发现人民调解工作在调解程序、调解内容、

卷宗制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为完善调解卷宗制作规范与培训体系、制定详细的制作规范、加强对

人民调解员的培训和指导、建立全面的质量控制机制提供指引，对人民调解工作起到促规范、促提升、

促监督的作用。

二、基于卷宗评查结果提出的以卷宗评查推动首都新时代调解工作发展的策略具有重要的实

践意义

这些策略的实施能够有效提高人民调解员制作卷宗和调解纠纷的能力，强化调解工作管理效能，

提高调解工作的质量和效果，确保调解工作依法依规、公平公正地开展，推动首都新时代调解工作

的高质量发展。

三、首都新时代调解工作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无限的潜力

通过不断创新和完善，人民调解工作社会公信力也将因工作质量提升、宣传加强以及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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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建立而不断提高，成为解决民间矛盾的首选，将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方面

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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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试点意见》对我国律师调解制度的建立与发展进行了顶层设计。然而，我国律师调解制度的

发展仍面临诸多困境。欲推动律师调解制度的新发展，亟须重塑其发展理念、拓延其发展路径。对

律师调解权威来源进行阐述，可引发对于树立律师调解权威的思考探究，筑牢律师调解的制度发展

的基石。合意性与规范性是律师调解发展所应秉持的基本理念，基于该理念深入探求律师调解工作

的新方法、新思路，促成调解协议的达成及履行，真正实现纠纷的实质解决及社会公平正义。

关键词：权威；合意性；规范性；选择正义；实质性解决

一、律师调解的定位、价值与权威
（一）“大调解”机制下的律师调解定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规定，律师是指依法取得法律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

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律师可以从事的业务主要包括：接受委托担任法律顾问、担任代理

人参加诉讼、代理申诉、提供非诉讼法律服务。同时，律师可以接受委托，参加调解、仲裁活动。

调解是指在作为第三方的调解员的主持下，以国家法律规范、政策以及社会公德等为依据，对纠纷

双方进行斡旋、劝说，促使他们互相谅解进行协商，自愿达成协议消除纷争的活动。调解的本质是

双方当事人对于争议事项的妥协与让步，调解员介入是为了充分化解双方之间的矛盾。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的意见》，律师调解是指

律师、依法成立的律师调解工作室或者律师调解中心作为中立第三方主持调解，协助纠纷各方当事

姓       名：肖艺

单位职务：北京天霜律师事务所 律师

议律师调解发展之理念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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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通过自愿协商达成协议解决争议的活动。律师调解包括在人民法院设立律师调解工作室、在公共

法律服务中心设立律师调解工作室、在律师协会设立律师调解中心、在律师事务所设立调解工作室

四种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明确，推

动律师调解制度建设，发挥人民法院主动性，加强与司法行政部门、律师协会、律师事务所以及法

律援助中心的沟通联系，吸纳律师加入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员名册，探索建立律师调解工作室，鼓励

律师参与纠纷解决，支持律师加入各类调解组织担任调解员，在律师事务所设置律师调解员，充分

发挥律师专业化、职业化优势。

在我国纠纷解决即“大调解”机制框架下，调解已经成为化解矛盾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律师则

作为新时代调解市场下的创新力量，积极参与各类调解案件，助力多元化纠纷解决模式的全面发展。

律师调解制度是律师与调解相结合的产物。律师调解与传统调解模式的本质相同，均是第三方介入

当事人之间的矛盾进行居中调和，促使双方达成协议，和平解决纠纷。律师调解又明显区别于传统

调解，主要体现在是由符合要求的律师主持对民商事纠纷进行协商解决。律师调解作为新时代社会

主义法治调解制度下的重要调解模式，属于民间调解的范围。在新时代调解背景下，律师调解已经

成为调解制度发展的主流趋势。

（二）律师调解的价值

2017 年 10 月，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联合出台《关于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的意见》，通过

在 11 个省市开展试点的方式推动律师调解的实践，为我国律师调解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强有力的

支持和保障。2019 年 1 月，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再一次联合发布《关于扩大律师调解试点工作的

通知》，根据该通知精神，明确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是完善我国诉讼制度的创新性举措，是深

化律师制度改革的内在需要，是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并要求到 2019 年年底，律

师调解工作要在所有地市级行政区域进行试点，力争每个县级行政区域都有律师调解工作室。上述

文件内容及精神，可谓我国在新形势下，大力发展律师调解制度建设与实践的顶层设计。

根据律师法规定及律师执业实践，律师主要是以顾问律师及代理律师的身份出现，在这两种活

动中，律师角色的本质基本一致，地位是单方立场，律师与其当事人一同处于与对方当事人及其代

理人对立的地位。律师调解则显著不同，中立性是基本原则，其“调解员角色”的地位是中立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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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地，律师调解员角色在理念、行为规范与行为模式等方面均有不同。其中，律师“调解员角色”

应运用利益共同体思维、动态利益观、综合性及向前看思维。律师调解员独自面对纠纷双方，独立

启动、主持调解程序，综合运用中介、判断和强制等方法，促使纠纷双方当事人形成解纷合意。律

师“调解员角色”类似诉讼活动中的法官，需要站在中立的位置上，保持客观公正，不能带有倾向性，

这些都需要律师尽快实现角色的完全转变。

新形势下，律师调解具有其他调解主体所不具备的特征及优势。律师具有较高的法律素养，在

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中具有专业优势、职业优势和实践优势。律师作为法律专业人士，其调解方案、

调解思路和表达方式等更具专业化。在调解过程中，律师往往能够更加灵活地应对纠纷双方提出的

各种问题，及时解决突发状况。实践证明，律师调解有利于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纠纷的权威地位，

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同时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和诉讼成本，拓展律师业务领域，

促进我国律师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同时，律师调解又具有人民性，律师调解员以人民为中心调解各

类民间纠纷，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的纠纷难题。律师作为专业法律服务提供者，具有法律专业知识，

在面对纠纷时可以运用法律知识用通俗的语言向当事人宣讲法律，同时有相应的能力与素质，以社

会习惯、道德规范来调解双方矛盾，促成当事人达成共识，使纠纷及时得到解决。

“枫桥经验”是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一面旗帜。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是新时代“枫桥经验”

的鲜明时代特征，要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矛盾纠纷。律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工

作者，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力量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新形势下，律师调解是参与基层

治理、增强纠纷主体法治意识，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路径的创新制度。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的变化，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律师调解能够进一步发挥在

化解社会矛盾、促进依法治理中的专业优势和实践优势，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律师专业法律服务与调

解这一中国特色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有机结合，是“崇德尚法”的创新力量。

（三）律师调解权威的正当性

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进行调解，需要作为纠纷解决者具有一定的权威。韦伯关于正当性及权威

的理论认为，权威与武力及影响力是权力的三种最基本来源。“正当性的信仰”是权威达到稳定持

续状态的根本要素。就律师调解而言，律师作为纠纷解决者，应当获得纠纷当事人对其调解行为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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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性的信仰”。韦伯 1 认为“正当性”不可能只建立在主观信念的基础上，而是要考量主观信念和客

观规范之间的妥当性。对被支配者而言，服从并不仅仅是惧怕暴力，还是一个义务，是主观信念和

外在规范相互作用的结果。韦伯把权威分成三种理想类型：传统型权威、卡里斯玛型权威和法理型

权威。认为对于传统权威产生的坚定信仰，是因为传统是经历漫长时期形成的，具有神圣性及支配

者依据传统行使权威的正当性，服从的义务则是在习惯性义务的范围内对个人的效忠。人们对卡里

斯玛型权威的忠诚，则是因为领袖具有罕见神性、典范特性或英雄品质，也包括领袖创立的秩序或

规范模式。而人们对法理型权威的信仰，却是因为已制定的规则具有合法性，以及执行规则者的权利。

法理型权威基于非人格的法律规范，前提是有既定的合法规范，且该规范须经过强制或协商而确立、

组织成员被要求服从。建立在法理型权威基础上的社会秩序是最稳定的，因为公民与权力的关系是

确定的、可预期的，人们不会有危机感。然而，在承认司法权威的同时，又为诉讼固有的弊端，如

对抗性、高成本、零和结果、缺少建设性等所局限。故诉讼不是解决民间纠纷的较好手段，处理的

效果不甚理想。以协商与合意为基础的调解，重视双方当事人的情感交流和意思自治，最终实现案

结事了，又能保持关系和谐。

中国传统社会以其德治、礼治、法治相结合的治理模式，以上述权威学说分析，兼有三种权威类型。

德治强调道德内容和道德修养，似于卡里斯玛型权威，而礼治是道德的外化形式，倾向于传统型权威。

法治依据的是法律规章，属于法理型权威。律师调解属于民间调解范畴，同样要遵从纠纷当事人自

愿平等、不违背法律法规政策、尊重当事人权利的基本原则。调解的启动、过程以及调解协议都是

由纠纷当事人自愿达成，律师不能强迫，此乃与法院调解及行政调解之间的显著差别。律师受托调

解能否解决纠纷，取决于律师能否得到信任，只有当事人信任和认同该调解主体，他们之间才能构

成相互有效的交流机制，也才能为委托调解提供合法性及正当性基础。从目前委托律师调解的实践

看，作为受托对象的律师，是具有某方面专业知识或技术的人员，因其职业、经验、专业知识等而

具有一定的权威，因而能够获得当事人的信任。律师作为调解主体，能够弥补职业法官长期所形成

的专业思维的偏执，能够灵活地处理法律僵化与社会规范之间的背离，同时能够运用道德、风俗习

1. 参见梁德阔《人民调解权威的正当性、类型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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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乡土人情等知识来弥合两者之间的缝隙。故此，律师通过纠纷双方的合意性及调解中的规范性，

使律师调解获得权威的正当性，从而能够更好地发挥有效解决纠纷的作用。

二、发挥律师调解促成纠纷合意性解决作用之最大化
（一）合意性纠纷解决是纠纷当事人实现正义之选择

纠纷的发生，造成人际关系的对立，乃至社会秩序失衡，往往还会产生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解决纠纷，意味着消除矛盾和对立，并避免或挽救社会失衡局面及将社会资源的耗费降低。纠纷通

过合意方式得以解决，会获得社会的正面价值评判。

纠纷解决的合意是指纠纷当事人通过合意性机制自主地达成解决纠纷的方案，使纠纷得到实质

性解决的情形。纠纷解决的合意性机制 2 则是促使当事人自主地达成纠纷解决方案的程序性安排，包

括调解、协商、谈判等具体的运作过程。根据理论及实践归纳，合意的价值和意义如下：1. 及时、

彻底解决纠纷。纠纷解决的实质目标乃是纠纷及时地、彻底地解决。及时系针对效率而言，即所谓“迟

到的正义非正义”，其中还包含着对实体争议处理方案的选择等方面，这种选择甚至在纠纷的及时

解决中起到决定性因素。彻底系针对纠纷解决的程度而言，和解建立在合意基础之上，相较判决系

外部强加的解决方法，更易于纠纷当事人接受，进而能够得到自觉履行，甚至使纠纷彻底化解。要

想实现纠纷的及时、贯彻解决，合意是最好的选择。2、既有合作关系仍可以得到维持。通过合意维

系双方利益最大化之效率与利益平衡关系，化解纠纷同时可以维系合作关系。3、充分体现纠纷双方

的私权自治。私权自治属于私法范畴，是指就实体法上私权利的处分及方式，即不仅是指体权利本身，

还包括实体权利得以实现的保障机制，被认为是人类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核心在于合意是当

事人自己意思的自主表达，既是一种自我治理，又是一种权利的行使。4、弥补司法不足。司法作为

一项国家的权力，首要的目的在于保障法律的实施，维护法律的权威。但司法严格的程序性及获得

正义的一般性，导致司法对于私权利救济方面出现缺陷与不足。因此，纠纷解决的最佳方式就是通

过合意性机制在纠纷当事者之间达成合意，而并非寄望于司法的救济。

2. 赵旭东《通过合意的纠纷解决——合意性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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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纠纷发生以后，需要通过一定的方法来修复遭到破坏的利益格局。在权利受到伤害的情况下，

能否得到有效地矫正，是矫正正义应该解决的问题。传统观念下，诉讼司法救济是为当事人获得该

等矫正正义的绝对方式。而公平正义与效率之间的冲突问题，常常困扰法学发展及法律实践。纠纷

当事人为了获得更大程度的正义，往往要支付更多的诉讼成本。公正与效率二者在传统的诉讼法学

分析框架内，较难找到适宜的平衡点。有学者使用法律经济学分析方法，提供了一种使效率与公平

兼容度更高的判断机制，3 即以获得客观真实和准确适用法律作为公平正义的度量，将节约诉讼资源

和时间成本作为效率的度量，通过两者进行比较，提供给纠纷当事人一种可以量化的标准，促使他

们更易于作出合意行为选择，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共同利益，并且经由此获得其自洽之正义，

因而更符合人类社会积极向善、和谐共进的价值目标。

（二）理清事实、规范引导是律师调解成功的基本路径：

前已述及，律师作为专业法律服务提供者具有法律专业知识，职业化、专业化、规范化是律师

调解的最大优势。欲发挥律师调解的最大作用，就是要充分将其专业及规范性发挥出实际效用。律

师主持调解虽然给予纠纷当事人提供了良好的化解纠纷平台，但根据学者棚濑孝雄的观点，4“所谓

调解过程，指的是具有中立性的第三者通过当事者之间的意见交换或者提供正确的信息，从而帮助

当事者达成合意的场面。”故要使纠纷当事人作出其认为最适宜的选择，必须使其获得充分的事实

信息。同时，“如果把所有根据合意的纠纷解决都看作建立在当事者自由合意基础上的一种交涉过程，

就会导致忽视这种纠纷解决过程中内在的规范性契机的错误。在现实的合意过程中，总存在规范性

的契机”“将现实际生活中的纠纷解决过程以合意还决定、状况性还是规范性的类型来加以截然区

分是不可能的”，即律师促成调解同时必须借助并发挥法律规范的作用。

首先，律师调解应当关注并为纠纷当事人理清纠纷相关事实，保证纠纷当事人平等地获取纠纷

对等事实信息的权利。在调解过程中，纠纷双方当事人基于自身利益需要等原因，对纠纷事实的看法、

角度等存在较大差异，对此可能双方各执一词，往往成为双方交涉的阻碍。此时，律师应当帮助纠

纷当事人理清相关事实，其中特别要注意，这里的事实不仅包括所有与纠纷有关的事实，还要理清

3. 陈慰星《选择中的正义民事诉讼当事人行为选择的法经济分析》
4. 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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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纷下特定法律关系中的要素事实，因为该要素事实才是判断双方是非、责任的关键。同时，律师

要发挥其专业化的特色，特别是在纠纷事实尚不明晰的情况下，利用好所掌握的查明事实的程序工具。

如利用好证据法中的自认、推定及证明责任等证据规则，甚至借用现有法律规定，适时在纠纷当事

人均同意的基础上，申请法院对纠纷当事人的特定争议事实进行必要的鉴定。即使此时律师仅为调

解主体，并非如法官那样行使法官的调查权或裁判权，但在帮助纠纷当事人更充分地获取纠纷事实，

构建纠纷双方进一步交涉的基础平台，仍然有较大的操作空间，运用得当往往能够提高调解的成功率。

其次，在纠纷事实明确、确定的基础上，律师在调解过程，还应注重充分利用自己的法律知识专长，

对纠纷所涉法律关系进行准确地判断，同时结合已揭示的法律事实，帮助纠纷当事人分析法律责任、

预测法律后果。律师在调解过程中，也同样要充分向纠纷当事人“释法说理”，充分运用法律的规

范作用，即指引、评价、预测及教育纠纷当事人能够客观、务实地进行个人之间利益之衡量，还要

充分地发挥法律所具有的社会作用，即维护社会秩序、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发展，引导纠

纷当事人处理好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真正达成纠纷当事人达成纠纷解决之合意，

即保护纠纷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使其获得自洽之正义，同时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三、律师调解规范调解协议获得强制执行力，实现纠纷实质性解决
纠纷的实质性解决，致力于纠纷本身的实质意义上的化解，用审判实务中的话来说，就是“案

结事了”。就于律师调解下的合意性纠纷解决而言，纠纷的实质性解决即涵盖调解协议的规范性、

有效性及赋予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等相关问题。如果仅仅是满足于调解技术的完美，仅仅追求“形

式正义”而不考虑实际效果，那就会使律师调解变成“走过场”，其结果只能导致律师调解的形式化，

从而削弱律师调解的权威性、公正性和社会职能的发挥。

（一）调解协议与司法确认程序

律师调解下达成的调解协议承载着当事人调解的最终成果，其履行状况反映了纠纷解决的实际

效果，因而调解协议的内容、效力以及救济途径对纠纷双方、解决纠纷的律师乃至整个纠纷解决机

制都将产生深远影响。律师调解下所达成的调解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不利于发挥其在解决民事纠

纷中的功能。而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是纠纷主体在法院和仲裁机构以外的调解组织的主持下达成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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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协议，当事人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司法确认，法院对调解协议进行审查，确认调解协议效力，

并作出具有法律强制执行力文书的司法程序。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是人民法院审查律师调解协

议效力申请所适用的一种特别程序。关于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相关规定包括如下：《中华人民

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经人民法院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后，双方当事人认为

有必要的，可以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人民法院应当及时

对调解协议进行审查，依法确认协议的效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二百零一条规定：“经依法设立的调解组织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申请

司法确认的，由双方当事人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向下列人民法院提出：（一）人

民法院邀请调解组织开展先行调解的，向作出邀请的人民法院作出；（二）调解组织自行开展调解的，

向当事人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调解组织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调解协议所涉纠纷应当由中

级人民法院管辖的，向相应的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机制的确立，实现了律师调

解与司法程序之间的有效衔接，激活了律师调解的生机和活力，促进了当事人之间纠纷的实质性解决。

同时，赋予律师调解下达成的调解协议以和解合同之地位，则意味着调解协议的履行与保护应

适用民法之理念与规则，促使推动调解协议的规范化有章可循，进而彰显律师调解的作用与价值，

筑牢律师调解的权威与发展的基石。其中，应意识到合同自由是意思自治原则在合同领域的自然延伸，

应当坚持调解中的合同自由，在程序法中则体现为调解自愿原则。在调解过程中，律师要确保纠纷

当事人的合意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避免纠纷双方被误导或在未获得充分信息的情况下作出的处分，

是实现合意正当化的前提。又如，律师调解下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关系到调解协议能否高效

地被司法确认程序所确认，从而及时获得强制执行力。调解协议获得自觉履行及强制执行，是决定

纠纷得到实质性化解的关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 年

修正）》第十条规定，“调解协议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一）侵害国家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的；（二）侵害案外人利益的；（三）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的；（四）违反法律、行

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第七条规定，“具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调解协议效力：（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二）

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三）侵害案外人合法权益的；（四）损害社会公序良俗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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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不明确，无法确认的；（六）其他不能进行司法确认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2 年修正）》第三百五十八条规定，“经审查，调解协议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申请：（一）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二）损害国家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三）违背公序良俗的；（四）违反自愿原则的；（五）内容不

明确的；（六）其他不能进行司法确认的情形。”上述法律所规定的效力要素，既是司法机关确认

调解协议效力的依据，同时也应当成为律师调解中规范其调解行为及调解内容的依据。律师调解下

纠纷双方达成的合意事项与内容，有的系在争议法律关系范围内，有的则会超出争议法律关系之外，

特别是双方存在合作交易场合，合意事项与内容往往涉及全部合作或交易范围，作“一揽子”协商处理。

所以，除应按上述涉及调解协议有效之原则外，还要求律师要以审查合同的视角对调解协议加以规范，

如：要确保调解协议双方的权利义务平衡、调解协议条款要包含必要条款且明确具体、调解协议要

便于操作执行等。

（二）调解协议履行的内外部保障

律师调解过程中，应牢固树立确保纠纷获得实质性解决的理念，纠纷双方最终关心的应是调解

协议内容能否得到确实履行，调解协议得到自觉履行或强制执行是树立、巩固律师调解权威及制度

发展的本源所在。律师在调解中，要注重自觉运用所掌握的程序法规范，从内部、外部充分挖掘和

调动各类能够促成调解协议自觉履行或获得强制执行的程序机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 年修正）》第七条规定，“调

解协议内容超出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第八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对于调解协议

约定一方不履行协议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予准许。”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调解协议约定一方

提供担保或者案外人同意为当事人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上述有关调解协议的条款内容，

从调解协议内部为纠纷当事人提供了履行保障。在律师调解过程中，要关注履行义务人的履行能力

和履行诚意，在确保调解协议内容具体、明确并具有可执行性的同时，应当就上述督促条款及担保

履行条款向纠纷当事人及时揭示并予以充分说明，调动纠纷双方合理选择，提高调解协议的自动履

行率。

在确保调解协议义务得到履行的各种机制中，除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外，我国现行法明文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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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公证程序、督促程序等。首先，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对

经公证的以给付为内容并载明债务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承诺的债权文书，债务人不履行或者履行不

适当的，债权人可以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对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

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现行《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条规定，“具有债权内容的调解协议，

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人可以向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人的财产所在地人民

法院申请执行。”2016 年 6 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

的意见》第十一条规定：“加强与公证机构的对接。支持公证机构对法律行为、事实和文书依法进

行核实和证明，支持公证机构对当事人达成的债权债务合同以及具有给付内容的和解协议、调解协

议办理债权文书公证，支持公证机构在送达、取证、保全、执行等环节提供公证法律服务，在家事、

商事等领域开展公证活动或者调解服务。依法执行公证债权文书。”根据上述规定可知，该项公证

债权文书制度，虽存在耗费公证成本及适用范围有限等特点，但仍具有不存在对抗性的显著优势。

律师调解下达成的调解协议，通过向公证机关申请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同样可作为执行的依据。

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七章“督促程序”，对债权人请求债务给付金钱、有价

证券可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的相关程序作出明确规定。2016 年《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意见》

第三十二条规定：“加强调解与督促程序的衔接。以金钱或者有价证券给付为内容的和解协议、调

解协议，债权人依据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向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的，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发出支付令。债务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书面异议且逾期不履行支付令的，人民

法院可以强制执行。”上述督促程序是债权人申请人民法院向债务人发出支付令，督促债务人给付

以金钱和有价证券为内容的债务而适用的一种特殊程序。法院收到债权人的申请后 5 日内决定是否

受理；受理后，15 日内向债务人发出支付令；债务人应当自收到支付令之日起 15 日内清偿债务，

或者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债务人在收到支付令之日起 15 日内不提出异议又不履行支付令的，

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债务人的书面异议必须针对债务关系本身。债务人对债权债务关

系没有异议，但对清偿能力、清偿期限、清偿方式等提出不同意见的，不影响支付令的效力。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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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促程序虽相较司法确认程序同为特别程序的，亦存在适用范围较窄等特色，但支付令的申请无须

双方当事人共同申请，亦显现其独特的程序优势。

综上，同样作为律师调解协议履行保障机制的上述各项制度，在程序内容上存在差异，为实现

各自作为保障机制的共同目标，就涉及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与其他法律保障机制的衔接、协调问题。

律师在调解过程中，应当娴熟地运用上述各项程序，在将不同纠纷法律关系类型化的基础上，根据

不同纠纷的特点，充分尊重、保障当事人自愿行使选择权，将引导选择适用的不同程序价值发挥至

最大化，最大限度地接近正义，实现纠纷的实质性解决。

四、结语
我国已建立民间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联动的“大调解”机制，律师调解属民间调解范畴，

是“大调解”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调解化解纠纷理念的不断发展创新，律师将迎来职业化、

专业化发展的新机遇。律师的职业化、专业化发展，有利于树立律师调解权威，有利于发挥不同于

其他调解的显著优势。在合意性、规范性律师调解理念的支撑下，律师调解的新路径将会进一步得

到开拓，将会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纠纷的实质化解，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



社会治理与律师调解专业委员会

积极服务保障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加强与各部门联系，积极融入北京市域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建设体系，为政府决策提供法律支持；参与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促进法治化社会治理，
把重大矛盾风险防范化解在市域，发挥法律服务专业优势；组织社会治理法律服务专业培训与业务
交流，促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研究、推动 AI 人工智能、大数据背景下互联网社会治理；进一步
加强律师调解，建立健全基层律师调解服务体系，扩大诉源治理实效，优化诉调对接流程，更好的
把律师调解工作融入社会治理，争取律师调解工作在社会治理中发挥更大效能。紧密跟踪社会治理
和律师调解动态，引领社会治理和律师调解理论研究，服务社会治理和律师调解体系建设，提升律
师服务能级，服务首都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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